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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随着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国际

分工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生产工序不断细化，生产链条

逐渐拉长，产品生产跨越多个国界的现象愈来愈普遍。另一方面，信息通信

技术的革新，信息沟通成本的减少，在微观上使得生产过程的组织也发生了

非常深刻的变化，使得信息在跨境的协调生产过程中成本更低、更加便捷，

原先必须在近距离协调的生产各阶段能够分散到不同的地理空间进行 （Ｂａｌｄ

ｗｉ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大大地推动了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ＧＶＣｓ）的形成。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路

径是嵌入全球价值链。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和政策优惠，通过积极融入全球价

值链集聚大量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是中国经

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 （黎峰，２０１６）。

自 ２００８ 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出现 “逆全球化”的趋势。

世界贸易总量大幅减少，贸易增速已低于经济增速。２０１５ 年世界贸易总量出

现自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大幅下滑，降幅达 １４％，远低于世界经济增速

（３ １％）。从世界贸易总量的构成来看，作为全球价值链重要指标的中间品

贸易大幅缩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 ２０１５ 年贸易总量的下降。根据我们的测

算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２０１１—２０１５ 年期间，全球价值链对全球经济增长的

推动作用在普遍下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放缓，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方

面，发达国家推行 “工业 ４ ０”和 “制造业回流”等一系列措施，通过掌控

关键技术环节和贸易投资新规则的话语权，力争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布局，

促进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节点的回流。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

跨境次数减少，生产链国内部分占比提升，本国生产分工的深化在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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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替代了进口中间品。

在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近年

来，我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大幅度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这意味着劳动

力和资源环境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原有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难以持续，

我国原有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节点的加工产业正在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流。中

国制造业所面临的中高端节点向发达国家回流和中低端节点向其他发展中国

家分流的双重压力将我国产业沿全球价值链升级问题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

２０１４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

高端跃升”。２０１６ 年，在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工商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

“推动构建和优化全球价值链，扩大各方参与，打造全球增长共赢链”。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商务部等 ７ 部委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

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提出 “加快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地位”。这给我国企业和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也为我国学术界

研究全球价值链重塑和产业升级提供了丰富的课题。

全球价值链重塑的现实背景和我国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在全球价值链

发展与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产业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评估、

效率与公平及全球化治理等诸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重大领域提出了一批

关键性科学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包括：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模式演化和理论重

构 （全球价值链重塑形势下全球价值链运行机制和组织模式，以及测度方法

和演化规律的归纳）；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系统测度和内在驱动

因素研究 （全球价值链与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等国家发展指标的关系研

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变迁及其内在因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对全球价值链重塑的促进机制 （企业层面、产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创新对价

值链升级的促进机制）；全球价值链下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互联机制；

从由此建立的系统的全球价值链角度研究中国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涵、升级路

径和政策设计。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理论问题是全球价值链领域的前沿问题，

在国际学界尚没有满意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系列科学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

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和升华出具有普适意义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方法，不仅对

我国企业 “走出去”，进行全球价值链战略布局，以及政府 “一带一路”倡

议下的国家产业政策设计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将促使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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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融合供应链及物流管理、价值链的统计测度、价值链中的技术和商业模

式创新，价值链治理、价值链与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成为既有微观个案基

础，又有宏观理论模型及完备定量分析工具和数据库支撑的完整的跨学科的

综合研究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全球价值链概述

全球价值链研究是国际经济和贸易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和热点领域。自

１９８０ 年代中后期，一方面由于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大幅度降低通信成本，原先

必须在近距离协调的生产各阶段能够分散到不同的地理空间进行 。另一方

面，鉴于垂直一体化管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有助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并

克服不完全契约有关的交易风险，跨国公司在离岸外包和外商直接投资两种

方式上做选择来组织国际生产网络。信息技术革新和垂直一体化管理的涌现

为全球价值链研究提供现实基础。

价值链的概念最初是在管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提出，最早 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８５）

指出价值链是单个企业统一组织和协调自身的各项生产和经营活动以提高该

企业整体竞争力。他的价值链概念主要涉及单个企业如何实现自身竞争优势，

区别于全球价值链概念上的、为优化整个跨国生产网络而产生的多个企业协

调活动。其后，Ｇｅｒｅｆｆｉ 和 Ｋｏｒｚｅｎｉｅｗｉｃｚ （１９９４）提出了 “全球商品链”

（ＧＣＣ）的概念，链上的参与者从国内扩展至全球范围，并从 “购买者驱动”

和 “生产者驱动”的角度，分析了领导企业如全球采购商或大型跨国公司在

全球商品链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为了摆脱 “商品”一词的局限，并突

出价值在生产网络中的创造和传递，Ｇｅｒｅｆｆｉ 等 （２００５）采用了 “全球价值

链”（ＧＶＣ）的术语，考察国际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与网络内企业之间价值

分布，并根据客户企业和供应商之间议价能力从对等到不对等，以及客户企

业介入供应商生产经营活动的程度由浅入深，将治理结构分为 ５ 类：市场型、

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科层型 （见图 １）。治理结构之间的动态转化，可

从价值链的复杂度、可编码度和供应方能力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３ Ｃｓ Ｍｏｄ

ｅｌ）。

随着全球化生产和研究中间品贸易的兴起，全球价值链研究也逐渐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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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全球价值链的 ５ 类治理结构

际贸易领域的经济学者所重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进展，例如规模报酬递增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５）、公司异质性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和任务贸易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０８），为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奠定

了理论基础。

国际贸易理论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包括 ３ 方面：生产过程分散化

机制，离岸生产对国内要素和福利的影响，以及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组织形式

的选择。①在生产过程分散化机制的研究方面，Ｊｏｎｅｓ 和 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 （１９９０）

建立外包模型，指出外包伴随着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改进和协调成本增加，

国际外包尤为明显，每个产出水平都有其对应的最优国际外包生产安排。只

有目标市场规模足够大，协调不同国家生产活动成本足够低，并且生产网络

中各国家要素成本差异大时，生产过程的国际分散才有可能。②在离岸生产

方面，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提出了 “任务贸易”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ａｓｋｓ）的概念，指出不同类型任务具有不同的离岸生产可行性，并且指出离

岸生产通过劳动供给效应、相对价格效应、生产率效应 ３ 个渠道来影响国内

要素收入和福利。③在全球价值链组织形式方面，Ａｎｔｒàｓ （２００３）基于不完

全契约和不完全竞争理论，考察企业在生产的地理空间和组织形式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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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企业组织价值链的 ４ 种模式

上如何作决策来组织全

球 生 产。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４）进一步

引入并分析企业生产率

的异质性对企业全球生

产决策的影响。Ｉｎｏｍａｔａ

（２０１４）绘制了企业组织

价值链的 ４ 种模式 （见

图 ２）。Ａｎｔｒàｓ 和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３）构造序贯生产过

程中企业行为模型，分

析企业根据每个生产阶

段处于价值链的位置来

做出生产或对外购买的决策：当某生产阶段的投入品是序贯互补时，领导企

图 ３　 价值链上企业的生产和外包决策

业选择外包相对上游的生产阶段并垂直集成相对下游的生产阶段；当某生产

阶段的投入品是序贯替代时，领导企业选择集成相对上游的生产阶段并外包

相对下游的生产阶段 （见图 ３）。此外，Ｙｉ （２００３）和 Ｙｉ （２０１０）等研究也

在传统贸易模型中引入了序贯生产机制，证明中间投入品在国家间的往返，

既会放大关税降低的效果，也会带来贸易成本沿价值链叠加的 “放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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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贸易统计方法的出现，为全球价值链前沿理论的定量检验创造了必要

条件。对于一国垂直分工参与度的度量，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０１）提出了 ＶＳ 指

数和 ＶＳ１ 指数，来确定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中间品的价值。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０４）

指出，忽视加工贸易的存在，会带来双边贸易平衡统计上的严重误差。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２）根据考虑加工贸易扩展的投入产出表估算出中国入世前

后 （２００２ 年）制造业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比例是 ５０％，远大于使用标准投

入产出表所计算的 ＶＳ 比例。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提出了 ＶＡＸ 指数，

来确定出口品中包含的满足外国需求的本国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并发现

相对于传统贸易核算方法，使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时，中美贸易赤字下降了

３０％ ４０％。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４）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可对各国贸易总出口进行全面分

解的框架 （简称 ＫＷＷ分解方法），在国际贸易核算与国民收入核算的标准间

实现了统一，而且 ＶＳ、ＶＳ１ 和 ＶＡＸ 等指数作为该方法的特例，均可表达为

ＫＷＷ分解公式的某种线性组合。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进一步将 ＫＷＷ分解方法

由国家层面扩展至部门、双边贸易、双边贸易—部门层面 （简称 ＷＷＺ 分解

方法），对全球价值链上的附加值生产结构和流动路径进行完整考察。而

Ａｎｔｒàｓ 等 （２０１２）和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３）则提出了价值链上的行业 “上游

度”和 “下游度”等测算指标。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ａ，２０１７ｂ）在 ＫＷＷ 和 ＷＷＺ

的贸易流分解的基础上，构建了增加值和最终品分解框架，并据此提出了全

球价值链参与度、长度、跨境次数等量化指标的测度方法 （简称 ＷＷＹＺ 方

法），为价值链结构的定量分析奠定了基础。

生产从一个国家扩大到多个国家时，原来的一国生产包含的分工阶段数量

很可能随着可选择的生产技术变化和使用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而改变。而传统

投入产出方法主要分析产业分工之间的联系，忽视了分工的长度。对此，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等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构建了平均传送长度 （ＡＰＬ），来确定生产网络

中平均每个分支上包含的生产阶段的数量。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１）和 Ａｎｔｒàｓ 等 （２０１２）

使用美国投入产出表，根据生产链上某产品 ／行业与最终消费品的距离衡量其

对应的生产阶段的数量。Ｄｅ Ｂａｃｋｅｒ 和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２０１２）将该方法运用在

ＯＥＣ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投入产出表上。Ｉｎｏｍａｔａ （２００８）和 Ｅｓｃａｉｔｈ、

Ｉｎｏｍａｔａ （２０１３）使用亚洲跨国投入产出表确定亚洲区域供应链上每个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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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位置，并发现中国处于区域价值链的最下游，与中国作为区域产品的最

终装配者的角色相吻合 （见图 ４）。

来源：Ｅｓｃ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ｏｍａｔａ （２０１３）。

图 ４　 东亚区域价值链上各国的相对位置

与大多数研究使用行业层面投入产出数据不同，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使

用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即中国企业数据和海关的交易数据估计中国出口中

国内增加值的比重，发现中国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改革使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

的程度提高，降低了多种国内原材料的价格，使加工贸易企业在一定程度上

用国内原材料替代了进口原材料，进而导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期间中国国内增加

值占出口的比例从 ６５％升至 ７０％。

二、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升级

在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提出之前，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是在产业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和结构经济学等领域进行的，研究关注的产业升

级方式主要是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或者是从劳动密集型产

业升级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发达国家，需要依靠 “创造性

破坏”（新技术和新发明等）来实现产业升级 （Ａｇｈ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ｗｉｔｔ，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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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前提是要素禀赋的变化，即资本和劳动的比率

从较低水平提升到较高水平 （Ｌｉｎ，２００２；Ｊ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在传统贸易领域，

发展中国家一般通过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贸易政策，来推动本国工业化发

展和产业升级 （Ｌｏｗ，２０１３）。

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产业升级的内容更为复杂，从传统意义上的不同

产业和部门之间的升级转变为在产业和部门内部的工艺、产品、功能或价值

链等方面的升级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ａｎｄ Ｌｅｅ，２０１６）。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１９９４）最早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对东亚纺织链的产业升级进

行了讨论，认为产业升级是指提高一个企业或国家进入获利更多，或者技术

上更先进的资本及技能密集型活动的能力，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通过对

价值链的治理，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产业集群实现阶梯式的升级。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１９９９）分析了香港纺织业利用全球生产网络实现升级的路径 “ＯＥＭ

（代工制造）—ＯＤＭ （代工设计）—ＯＢＭ （自有品牌设计）”。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２）首次对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产业升级内涵

进行了划分和阐述：①工艺升级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通过改造生产流程或

采用新技术来提高投入产出转化效率；②产品升级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提

高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种类；③功能升级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改变

自身在价值链上的位置，提高技术和知识含量；④价值链升级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ｏｒ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从现在所处的价值链跨越到新的相关的价值链，如台湾的电子产

品制造商，利用最初获得的电视生产技术，跨越到利润更高的价值链，为跨

国公司生产笔记本电脑和视频仪器等。

Ｇｅｒｅｆｆｉ 等 （２００５）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影响产业升级的可能

性。例如，全球价值链上，领导企业把策略性创新活动保留在企业内部，而

把非策略性创新活动扩散出去 （Ｐｉｅｔｒｏｂ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Ｒａｂｅｌｌｏｔｔｉ，２０１１；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７；Ｓｃｈｍｉｔｚ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ｍｂａｃｈ，２００９）。Ｂｒａｎｃａｔｉ 等 （２０１６）发现，在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３ 年期间，在意大利的中小企业中，只有关系型价值链上的供应商会参与

创新，增加研发投入，并能抵御住金融危机对企业生产率和销售的冲击。但

是，治理模式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质量公约和标准、当地的制度和当地的

生产网络会和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产生交互作用，最终影响当地产业升级

的机会 （Ｐｏｎｔｅ ａｎｄ Ｇｉｂｂｏｎ，２００５；Ｐａｌｐａｃｕｅｒ，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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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研究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的文献，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其离岸子

公司的技术扩散效应，而且随着投资不断深化，其认知和观点经历了如下转

变过程：跨国公司只向离岸子公司转移创新成果，不转移创新活动本身

（Ｌａｌｌ，１９９３）；在离岸子公司当地进行轻微的产品和过程改良，虽有创新活

动但投入很少 （Ａｍｓｄ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Ｃｏｅ ａｎｄ Ｂｕｎｎｅｌｌ，２００３；Ｎａｒｕｌａ ａｎｄ Ｚａｎ

ｆｅｉ，２００３）；大幅增加了在离岸子公司当地的研发活动，扩展研发范围，进行

全球研发活动的重新布局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Ｒｅｄｄｙ，２０１１；Ｄｏｚ ａｎｄ Ｗｉｌ

ｓｏｎ，２０１２）。这些文献只讨论了跨国公司与其子公司之间的创新活动联系。

而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价值链上的所有企业 （包括跨国公司、子公司、

当地供应商）之间都可能会发生技术转移。

Ｐｉ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ｉ和 Ｒｕｂｉｎｏｖａ （２０１４）发现，通过全球价值链而联系在一起的

国家间技术转移程度更高。ＷＴＯ （２００８）也指出，参与全球价值链促进了技

术和知识转移。全球价值链衍生出了全球创新网络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ｗｏｒｋ），不仅企业在网络上布局，也涉及与参与创新知识生产的非企业组织之

间的复杂交互 （Ｂａ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ｍｉｎａｄｅ，２０１１）。Ｐａｒｒｉｌｌｉ 等 （２０１２）提供了一

个非线性的方法来分析全球创新网络的再组织对当地企业和生产系统的影响。

Ｌｅｍａ 等 （２０１５）提出 “对创新过程的筹划做拆解 （ＯＤＩＰ）”这个概念框架，

分析跨国公司、子公司、当地供应商之间的创新活动分布。

Ｄｅｎｇ （２０１６）通过对专利数据、贸易数据和投入产出数据的整合，分析

了全球价值链上的管理和技术知识的流动和传播对行业生产率及专业分工模

式的影响，他发现，企业可以通过 ４ 个渠道的知识流动进行技术升级：与同

行业的国内生产者和国外卖家接触，与跨行业的国内生产者和国外卖家接触。

通过对全球知识传播的渠道进行分解，他发现，跨国和跨行业渠道对知识传

播起主要作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跨国知识传播贡献了全球生产率增长的三分

之二，远大于国内知识传播的贡献。同样地，全部知识传播的 ６０％是通过跨

行业，而非行业内知识传播进行的。特别是在非 ＯＥＣＤ 国家 （主要为发展中

国家），从知识的自给自足到对知识传播的开放，获得的动态贸易收益达到

实质 ＧＤＰ的 １２％，是 ＯＥＣＤ国家的 ２ 倍。

全球价值链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实现技术进步并最

终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提供了契机。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和 Ｓｃｈｍｉｔｚ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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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目的，其中，生产能力的

提升是一项主要考虑。来自发达国家的进口中间品包含了更多的技术含量

（Ｋ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０；Ａｍｉｔｉ ａｎｄ Ｋｏｎｉｎｇｓ，２００７）。价值链中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利

于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并且这种溢出效应在外商直接投资和产

品进口中表现更为显著 （Ｂｌａ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Ｇｅｒｔｌｅｒ，２００８；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ｎｄ Ｋｅｌｌｅｒ，

２００９；Ｈａ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２０１２）。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国家的企

业通过学习，可以提高技术水平，进而实现产业升级 （Ｐｉｅｔｒｏｂ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Ｒａｂｅｌｌ

ｏｔｔｉ，２０１０；Ｋａｗａｋａｍｉ ａｎｄ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２０１２）。学习的环节，不仅在制造过程，

而且可以延伸至品牌设计 （ＮａｖａｓＡｌｅｍａｎ，２０１１）。不过，最终效果与当地的

制度、政策和环境有关。例如，Ｗｅｉ 等 （２０１７）利用中国企业的专利数据，

发现中国创新资源配置 （政府补贴）存在明显错配和扭曲，在创新领域，国

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的竞争地位不平等。另外，知识产权保护和教

育体制也需要进一步改革。此外，他们还指出，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中

国必须向依靠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型。Ｚｈａｎｇ 和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２０１６）分析了中国光伏产业的升级过程，认为中国能够从全球光伏产业链

（创新链）中吸收更清洁的能源利用技术，与全球化市场培育政策、人才的

国际流动、国内制造业的灵活反应以及政府政策干预密切相关。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也改变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从这一点来看，全

球价值链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Ｈａｎ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３）指出，许多发展

中国家在过去二十年改变了其贸易结构。例如，中国在二十年前，前两大出

口产品是服装和纺织产品，而现在则是附加值更高的办公设备和电子仪器。

Ｂａｍｂｅ和 Ｇｅｒｅｆｆｉ （２０１３）发现，在过去十年中，哥斯达黎加出口的医疗器械

产品从简单产品转变为复杂产品，实现了产品种类多元化和复杂化。

另外，全球价值链也在推进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这种能力建设既提

升了企业生产率 （Ｂｌａｌｏｃｋ ａｎｄ Ｇｅｒｔｌｅｒ，２００８），也获得了正向口碑效应，有利

于企业成为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Ｓｕｔｔｏｎ，２０１２）。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价值链的发展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有重要影

响。具体表现在 ３ 方面：第一，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式更为合理，价值链上

领先企业的控制力减弱，不仅大型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中小企业也逐步融

入进来 （Ｇｅｒｅｆｆｉ，２０１４）。第二，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布逐渐固化，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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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中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其背后原因是这些

国家不仅有充足的劳动力和大量制造业企业，也有广阔的本土消费市场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ａｎｄ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２０１３）。这促使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复兴，推动产业升

级。第三，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南北贸易”规模缩小，

“南南贸易”增长较快。这有助于推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

价值链，但是链条的很大一部分处于发展中国家会使企业的利润空间较小、

引发激烈竞争 （Ｋａｐｌｉｎｓｋｙ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三、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一些研究测算了中国出口品的技术含量，借以反映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

的地位。例如，谢锐、赖明勇和李董辉等 （２０１３）利用投入产出方法，测算

了东亚国家的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发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

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不断上升。姚洋和张晔 （２００８）对全国、广东和江西

进行了分析，发现全国和江西的出口产品技术含量迅速下降，而广东出口产

品的技术含量则呈 Ｖ字形变化，并由此推断中国出口品技术含量下降是暂时

的现象。姚洋和章林峰 （２００８）认为，在跨国分工加剧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背

景下，中国本土企业并没有在全球价值链上成为受害者，其竞争优势在逐渐

上升，保持了出口技术水平的增长和对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追赶。唐宜红和

林发勤 （２００９ａ）发现出口不仅仅依赖于丰裕的劳动禀赋，出口结构也在不

断升级。

一些研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的 “锁定效应”。例如，刘志彪 （２００７）指

出：中国对外贸易量的持续增长，并不必然会促进中国本土产业的升级；中

国产业升级的机遇，一方面由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系决定，另一方面由其

自身的战略和创新能力决定，在俘获型全球价值链关系中，中国企业的产品

升级和工艺升级能力增强，但是功能升级受到阻碍，特别是设计、品牌和营

销等功能扩展受阻。张杰和刘志彪 （２００７）从需求控制能力的视角，分析了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俘获型 “结构封锁”关系。陈爱贞和刘志彪 （２０１１）

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发现确实存在低端锁定效应，而且以外资为主力的 “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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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增强了这种锁定效应。

一些研究分析了贸易自由化、ＦＤＩ 与企业生产率提高的关系。例如，

赖明勇和包群 （２００３）发现，一国技术变化一般不是来自本国的自主研发，

而是国外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结果，ＦＤＩ 是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赖明勇

等 （２００５）构建了一个中间产品种类扩张型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发现本国

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但贸易开放度、

本国与外国的技术水平差距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他们认为，

在引进技术时，并非总是需要引进处于生产前沿的高端技术，对于发展中国

家，应该引进最能发挥本国生产潜力、与本国当前生产能力及技术吸收能力

相匹配的技术。王华、祝树金和赖明勇 （２０１２）证实，ＦＤＩ 技术外溢是非线

性的，存在技术差距的门槛值，ＦＤＩ对落在不同技术差距范围内的内资企业，

具有不同的技术溢出效应。徐毅和张二震 （２００８）运用投入产出表分别对中

国 ３５ 个工业行业 １９９７ 年和 ２００２ 年的国际外包率水平进行了测算，并实证分

析了国际外包对中国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企业外包会有效促进

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扩大企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但对劳动力市场没有显著

影响。余淼杰 （２０１０）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发现贸易自

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余淼杰 （２０１１）利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外贸产

品的海关数据和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发现，企业参加加工贸易，可以

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余淼杰和李晋 （２０１５）发现，中间品进口和最终品

进口都对企业生产率有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同质性行业，由进口

竞争效应引发。余淼杰和李乐融 （２０１６）发现，相对于加工贸易，贸易自由

化显著提升了一般贸易中的进口中间品质量。

０１２



第一章　 世界经济的新特征：全球价值链 ００１…………………………………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基础 ００１………………………………………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演化 ００４………………………………………

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类型 ００９………………………………………

第四节　 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内容 ０１２………………………………………

第五节　 全球价值链的核算方法 ０２０………………………………………

第六节　 全球价值链的实证挑战 ０２４………………………………………

第七节　 全球价值链研究发展与展望 ０３６…………………………………

第八节　 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０３８…………………

第二章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特征 ０４６…………………………………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决定因素 ０４６…………………………………

第二节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特征 ０５３……………………………

第三节　 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生产关联 ０５７………………………

第三章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升级 ０５９…………………………………

第一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位置提升 ０５９………………………

第二节　 中国出口增加值核算及变化分析 ０６８……………………………

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重塑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０９２……………………

第四节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 ０９５……………………

００１



第四章　 全球分工中的中国力量 １１５……………………………………………

第一节　 中国与东亚价值链的重心转移 １１５………………………………

第二节　 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贡献 １２０………………

第三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价值获取程度 １２４………………

第四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与演进 １３８…………………………

第五节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国际分工地位的考察 １４９…………

第六节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１７７…

第七节　 ＯＦＤＩ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２７４……………………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减速对经济的冲击 ２９１……………………………………

第六章　 “一带一路”与绿色价值链 ３１４………………………………………

第一节　 打造绿色价值链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３１４………

第二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发展新趋势中的位置与作用——— “双环流”

体系 ３１９……………………………………………………………

第三节　 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打造绿色价值链的主要任务与挑

战 ３２３………………………………………………………………

第四节　 “一带一路”发展中中国打造绿色全球价值链 “双环流”的政

策建议 ３２８…………………………………………………………

参考文献 ３３６………………………………………………………………………

００２



第一章　 世界经济的新特征：全球价值链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基础

自从两个世纪前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 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以来，从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Ｏｈｌｉｎ到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的主流贸易理论，一直取决于 ３ 个经典假设：

其一，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生产技术规模报酬不变。

其二，同一个行业的生产者是同质的。

其三，各国仅从事最终品贸易———传统上称为 “用葡萄牙生产的葡萄酒

交换英国生产的布”，即每一种贸易品都是完全使用出口国的生产要素制

成的。

第一个假设被 ２０ 世纪 ７０ 至 ８０ 年代出现的新思潮——— “新贸易理论”所

动摇。这一新学派以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７５，１９８０）为先驱，由 Ｈｅｌｐ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ｇｍａｎ

（１９８５）进一步扩展，主要特征是考虑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技术 （同时考

虑用户偏好的多样性），从而奠定了在不完全竞争背景下国际贸易理论分析

框架的基础。这一理论为技术和资源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行业内贸易

提供了合理解释，而这种现象是不能用经典的比较优势概念来解释的①。

００１

① 这个理论突破为今后研究开辟了道路。借助于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寡头分析模型，

通过博弈论方法，我们可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此外，收益递增的因素在诸如

内生增长模型、新经济地理 （空间经济学）等其他经济学分支领域也有进一步应用和

发展。　



理论分析框架的演进通常是由经验研究中新发现的事实与传统模型的预

测结果之间的差距所推动的。正如 “新贸易理论”是紧随以 Ｇｒｕｂｅｌ 和 Ｌｌｏｙｄ

（１９７５）为代表的对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出现的那样，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出

现的新经验证据推动了对生产者同质性 （第二个经典假设）的重新考量。

Ｂｅｒｎａｒｄ和 Ｊｅｎｓｅｎ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对企业微观数据细致的实证研究表明，任一

给定行业内出口商和非出口商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极其明显的异质性。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率先提出了对这些实证研究中所发现企业异质性新经验证据的理论

解释，推动了后来被称为 “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该模型通过假设参与

出口活动需要的固定成本，考虑了企业自主选择市场进入或退出的内生机制，

从而为行业内的异质性企业共存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①。

对古典贸易理论的第三波重构正在进行当中，全球价值链领域的文献基

本都是与这一重构相关。随着运输模式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进步，生产过

程现在可以被 “分割”成不同的生产环节，每个环节对应某个特定的任务，

如设计，零件采购，装配或分销。这些环节一般被跨境外包到能够最有效完

成该任务的地点进行。所以当前国际贸易文献关注的重点已不再像古典贸易

理论那样 （其依赖的第三个假设），仅考虑最终产品的跨国流动，而是关注

各种生产活动的 “任务”以及完成这些任务所创造的附加值的跨国转移和

流动。

全球价值链研究范式的主要特征是其思想起源的多样性。生产过程分节

化的初始理论 （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１９９０）是建立在对中间品贸易越来越

多的实证研究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ｏｎ，１９９６ｂ；Ｃａｍｐａ ａｎｄ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１９９７；

Ｙｅａｔｓ，１９９８）基础上的，并由此更精确地定义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关键概

念，如生产活动的 “分解” （Ｂａｌｄｗｉｎ，２００６）和 “任务贸易”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０８ａ）。

与上述贸易理论的发展平行，全球价值链分析的方法论框架在社会学中

也得到了发展。根据企业管理到产业组织理论等不同学术领域的交叉，社会

学家们在对国家间价值分配结构和机制的综合研究中，提出了 “全球价值

００２

① 因此，“行业”实际上是一个不适合国际贸易研究的分析单位。参见下文关于企

业异质性的研究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进行的有关实证挑战。



链”（Ｇｅｒｅｆｆｉ，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２００５）的概念。

相比之下，全球价值链的实证研究开展得较晚。早期基于企业经营数据

进行的单个产品附加值分析 （Ｄｅｄｒｉｃｋ，Ｋｒａｅｍ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ｎｄｅｎ，２００８；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ｔ，２０１０）随后被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的产业层面价值链分析所补充。

利用多国投入产出数据库，可以构建各种全球价值链指标，例如 “增加值贸

易”（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ｇｕｅｒａ，２０１２）和 “供应链长度”（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Ｒｏｍｅｒｏ

ａｎｄ Ｂｏｓｍａ，２００５；Ｆａｌｌｙ，２０１１）等。

整合不同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的关键性文献之一是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４）所著，它在契约理论的分析框架中把 “新贸易理论 （规模递增）”和

“新—新贸易理论 （企业异质性）”相结合，而契约理论又可以和社会学家分

析 “全球价值链”的方法相联系。这一分析框架在 Ａｎｔｒàｓ和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３）的

模型中被进一步扩展，并将投入产出经济学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上的新进展也

包括在内。

正如 ２０１７ 年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见图 １ － １）所展示的，全球价值

链研究的这种跨学科特征开辟了不同学科之间大规模合作研究的前景。全球

价值链文献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其中有些与政治和政策高度相关，包括①：

———工业化战略 （全方位工业化与全球价值链驱动型工业化）；

———就业问题 （全球化对就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区域发展 （通过国内生产关联的利益均沾效应）；

———创新和技术溢出 （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学习）；

———经济危机 （生产与贸易外部冲击的传播机制）；

———供应链弹性 （自然及人为灾害对供应链的影响）；

———环境保护 （碳足迹和全球治理）；

———消费者保护 （食品安全和认证）；

———消除贫困 （公平贸易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贸易制度 （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贸易协定）；

———国民经济核算 （总贸易数据的统计偏差）。

００３

① 对这些话题更为全面的讨论可以在许多其他与全球价值链有关的材料中看到。特

别参见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的全面综述。



图 １ －１　 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的谱系

来源：《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第一章。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演化

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发展并未遵循线性发展的路径。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

在不同时期不同科学领域以不同方式被构思与发展。直到近期，全球价值链

才开始跨越学术边界，并通过不同领域的理论及实证相互作用来继续发展。

一、全球价值链的历史视角

当货物、人和思想的流动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畅通时，大多数经济活动是

在小型社区内进行的 （见图 １ － ２）①。农民收割小麦磨制成面粉后，卖给在

距离几个街区远的面包店，面包师烘烤面包，卖给每天早上走进商店的邻居。

在生产点和消费点之间非常接近的区域内实现了经济自给自足。除了帆船或

丝绸之路上大篷车中的商人以外，跨境贸易十分罕见，仅涉及少量如香料和

００４

① 本节所介绍的观点详见 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０６）的全面阐述。



丝绸制品之类的奢侈品，这些商品以高昂的价格出售，以补偿路途中发生的

风险和花费的时间。

随着蒸汽机的出现推动了陆路运输 （汽车）和水上运输 （轮船）的快速

发展，国际贸易在 １９ 世纪初进入发展时代，引发了跨地区贸易活动前所未有

的扩张。大宗物流的规模经济进一步降低了运输成本。生产点与消费点得以

分离，货物开始在世界各地流通以寻找最有利可图的市场。

经济体系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地理 “分离”与工业区内大型工厂形成的

生产活动集聚，这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由于潜在客户通过国际贸易不断增

加，大规模生产系统在那时成为合适的制造方式。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的关

键在于分工，正如亚当·斯密所提到的 “扣针制造”这一经典例子一样①，

工人可以通过密集的学习具体流程来提高他们从事特定任务的工作能力。然

而，这需要在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进行协调安排，因为不同的任务必须

００５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 １ 卷，第 １ 章。“一个人抽铁丝，第二个人将它弄直，

第三个人切割，第四个人打点，第五个人在顶部打磨以便装圆头，做一个扣针最重要的

部分就是以这种方式分为大约十八种不同的操作，在一些工厂中，这些操作都是由不同

的人执行的。”

图 １ －２　 全球化的三个发展阶段

来源：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３）。



分工协作生产出同质产品。因此，不同的生产功能在同一区域内 （即工厂）

汇集在一起，以便促进顺畅沟通，在各种任务之间达成高效协调。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现象。电报、传真和

互联网———随着这些高速国际通信网络的发展，管理不同地点生产单位之间

的协调工作变得越来越便利和简单。关于预测销售订单或采购计划的信息可

以瞬间发送到生产线上，每个生产基地可以交互共享和调整关于产品设计和

规格细节的电子文件。生产功能不必再限制于邻近的空间内。生产活动的技

术 “分离”加快，生产过程的某些部分被移交到国外，以充分利用各国生产

要素成本的优势。

Ｂａｌｄｗｉｎ教授的 “分离”概念研究了世界经济演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全

球价值链发展的分析视角中还有另一个关键方面。

２０ 世纪初，Ｈｅｎｒｙ Ｆｏｒｄ设计并实施了一个商业模式，通过收购一系列公

司，旨在整合生产过程的各个部分 （功能），将其置于统一的资本和管理体

系下。该模型后来被称为 “纵向整合”战略，成为大规模生产时代的一种运

作模式①。

早期的纵向整合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不完善方面。公司整合其他实体来

纠正现有市场力量的扭曲，例如双重加价，搭便车或市场进入的排除等问题

（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８９）。

另一种研究思路认为，避免交易成本是纵向整合的主要动机，在独立市

场关系中建立正式业务关系时存在一定的相关潜在成本，而生产活动的内部

化被视为避免这一潜在成本的有效措施。

整合既然有这些好处，那么为什么有些企业不选择整合呢？这是因为生

产活动的内部安排涉及不小的管理与行政成本。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

００６

① 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被认为为纵向整合机制的理论开辟了道路。在此之前，一家公司被

概念化为一个生产集，即通过与市场的多重互动来定义和实施最有效的生产安排，将投

入转化为产出。也就是说，从功能方面来讲，市场和企业被认为是互补的。Ｃｏａｓｅ 对企业

性质的认识改变了这一观点。市场和公司更像是替代品，因为它们只是资源配置中不同

类型的协调安排：一个通过价格机制，另一个通过企业经营。因此，对于纵向整合的问

题，“一个必须要解释的事情是，为什么一个整合力量 （企业家）应该被另一个整合力量

（价格机制）所替代”（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



特定贸易关系中各种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通过权衡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与

统一层级组织 （即企业）的行政成本，人们选择了不同的治理方案①。

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被关注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起草、监督

和执行合同的直接成本，还包括契约风险引起的事后履行低效。交易成本经

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契约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

交易条件事先无法确保执行②。当交易双方被 “锁定”在交易活动内时，契

约不完全会引发各种履约风险，而纵向整合可以通过将事后的准租内部化到

一体化企业统一的目标中来预防这些风险。因此，当减少交易各方的机会主

义行为的好处超过行政管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成本时，纵向整合就成为组

织价值链的一种优选方式 （Ｊｏｓｋｏｗ，２００３）。

今天，当纵向整合在多国别维度发生时，被称为跨国公司的商业实体随

之出现。跨国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全球生产网络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对

国家间附加值的分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③。因此，价值链的组织有四种方式，

从坐标轴看任务是在企业内完成还是外包，以及是在国内进行还是跨国进行

（见图 １ － ３）。

００７

①

②

③

Ｍｉｌｂｅｒｇ和 Ｗｉｎｋｌｅｒ （２０１３）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基本上限制在静态优化框架内

进行分析，企业在面对特定的交易和行政成本结构时选择最有效的价值链治理形式 （制

造或购买）。相比之下，“以资源配置为基础的方法”侧重于各方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

先行企业积极从事战略策划，将成本结构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转变，如引发供应商

之间相互竞争或提高供应方的能力。另外，考虑政府在市场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影响价值

链组织选择的作用也很重要。交通运输和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是一个直观的例

子。占用 （ｈｏｌｄｕｐ）问题造成的投资不足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的另一种情况，

这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例如加强监督合同履行。这些问题在 Ｂｌｙｄｅ （２０１４）第一章关于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体中有讨论。

例如，即使在一项争议案中，仲裁员也不能判断交付的货物是否符合产品规格，

供应商是否在生产活动中投入了足够精力。因此，合同也不能依据销售收入而拟定。

企业可以以寻求市场为目的进行外国直接投资 （横向外国直接投资），而非为了

利用要素成本差异 （纵向外国直接投资）。在前一种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与纵向整

合无关。



图 １ －３　 价值链组织的各种模式

来源：根据 Ｋｉｍｕｒａ和 Ａｎｄｏ （２００５）绘制。

二、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内涵

“价值链”一词是在商业管理研究领域提出的。通过聚焦于涉及产品生

产和消费一系列活动的整个系统分析，Ｐｏｒｔｅｒ （１９８５）将这一概念塑造为制定

公司战略以提升公司竞争力的基本框架。公司实体首先分解为具有不同职能

的一组业务活动，这些活动构成了判断企业竞争优势的分析单位。当一家公

司的组织结构相对分裂时，每个单位 （业务活动）的任务如产品设计、材料

采购、营销和分销等往往被定义为达成该任务目标的特定单元，这可能与其

他单位冲突，也可能不冲突。然而，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活动都应

该集体组织，以确保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能够达到最佳运作的效果。为此，不

同活动之间链接 （即价值链）的性质需要仔细分析，就像绘制企业的 “解剖

图”一样，以通过跨职能协调来内部化潜在的外部性，这是公司重要的竞争

００８



优势来源①。

相比之下，“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起源于社会学领域。全球价值链概念

与 Ｐｏｒｔｅｒ的价值链概念有所不同，后者起初主要关注的是公司如何通过将重

点转移到业务活动配置来重整企业战略。全球价值链研究考虑的是公司如何

努力优化生产网络以影响系统内部的价值产生和转移，以及反过来，价值分

配结构如何影响企业选择国际生产网络组织形式的机制。因此，值得强调的

是，正如下面描述的，全球价值链分析不是 Ｐｏｒｔｅｒ价值链方法的全球性延伸，

因为双方的研究范围和动机有所不同②。

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类型

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价值分配机制与涉及跨境生产和消费

的组织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全球价值链概念首先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

赞助的 “全球价值链计划”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的讨论中被集体勾勒出来的③，

并且随后在 Ｇｅｒｅｆｆｉ，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和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２００５）中被进一步具体化，其分

析重点在于组织国际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博弈中参与者是谁？存在什么样

的规则？是竞争还是合作？怎样取得获胜机会？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全球价

值链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易形式，无论是程式化的还是其他。

这是因为交易的方式反映了交易各方之间权力关系的结构，这最终决定了博

００９

①

②

③

例如，以准时交付制著称的 “丰田生产系统”可以被视为价值链管理的最优模

式，其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任务协调可以以最高程度的同步化得以实施和实现。

在该领域还有类似的术语，如 “全球供应链”，是跨国增值活动中实体投入产出

序列的通用名词，主要用于侧重物流管理和贸易便利化 （如何降低成本和前置时间）的

商业研究。此外，Ｇｅｒｅｆｆｉ等 （１９９４）提出了 “全球商品链”，通过展示 “生产、分配和消

费是如何被社会关系 （包括组织）所打造的”来研究财富分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它可以被认为从理念上是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前身，尽管它们之间的分析框架有所不同

（如图 １ － ４ 所示，全球价值链有 ５ 种类型，而全球商品链只区分 “生产者驱动”和 “买

方驱动”２ 种）。

详见 Ｇｅｒｅｆｆｉ 和 Ｋａｐｌｉｎｓｋｙ （２００１）的文章。



弈中价值分配的范围和规模。

全球价值链的 “纵向整合”类型是基于母公司对其子公司进行绝对和单

向控制的层次结构的。子公司的活动和业绩严格按照总部的管理策略进行监

督和评估。与此相反，外包往往是在客户 （买方）和分包商 （服务提供商）

之间形成平等关系，而且权力的行使或多或少是相互的，这与纵向整合类型

不同。

基于纵向整合和外包的二分法，Ｇｅｒｅｆｆｉ、Ｈｕｍｐｈｅｒｙ 和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２００５）

根据缔约各方之间的权力关系进一步列出了具有更细致的全球价值链类型。

图 １ － ４ 展示了全球价值链治理的 ５ 种类型：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

型、科层型。长方形的双线边框代表公司的边界，其大小表示与另一方相比

的议价能力。箭头显示了合作伙伴活动中业务干预的方向和程度，可以是支

持性的，例如活动目标是从长远角度出发达到 “双赢”，或者是掠夺性的，

重点在短期之内快速获利。箭头越是往右，客户 （在 “等级”类型下的总

部）具有越大的议价能力，因此这些被认为是能够对附加值的分配产生强大

的影响力。

（１）市场型全球价值链：生产通用性质的商品，不需要为特定交易对

生产设施进行专用投资，因此客户和供应商之间对另一方均可以有无数种

选择。他们主要通过开放的现货市场交易以肩并肩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而

且，通用商品的采购也不需要在合同各方之间交换详细的产品规格信息，

因为关键信息大多简化为预设价格，可以从目录中找到。改变商业伙伴的

交易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由于价格弹性高，价值链处于一个恒定的流

动状态。

（２）模块型全球价值链：在商业管理或工业工程领域，“模块”一词

通常是指由多个组件组合构成的综合体，按照所生产最终产品的功能类型

分组①。通过组合差异化模块，生产者能够设计出具有多种形态的产品。

同样地，通过调整多用途设备的组合，一个供应基地能够允许某个复杂交

易的实现，供应商将不必产生交易专用投资 （即没有敲竹杠问题），因此

０１０

① 例如，模块化的汽车可以由电源管理模块 （压缩机和充电控制器的组合）、驱

动辅助模块 （传感器，照相机，ＬＥＤ等的组合）等模块构成。



可以让广泛的潜在客户使用该设备。尽管交易各方相互提供的信息量是可

观的 （例如，是为了生产一种复杂产品），在这种类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

中，交易契约的相对可编码性减少了需要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供应商能全

面掌控自身的生产过程。这意味着，改变合作伙伴的交易成本仍然相

对较低。

（３）关系型全球价值链：当生产工序涉及专门设备 （例如特定形状的

产品模具），交易变得资产专用化，缔约方之间开始变得相互依赖。特定产

品专门设备的其他用途范围有限，在其他情况下使用该设备，生产率将显

著下降。因此，服务供应商 （专门设备的持有者）没有动力寻找其他潜在

客户。同样地，该客户也较难，或至少必须以较高成本才能从不拥有这些

专用设施的其他第三方供应商那里获得相同质量水准的产品供给。因此，

双方都没有动力去寻求其他商务关系。此外，为提高生产率而进行的专门

设备再投资，会深化交易的资产专用性，交易各方将被锁定于更加互相依

赖的关系。

（４）俘获型全球价值链：这种类型的交易各方在行使权力上具有压倒性

的差异，比如在一个具有全球品牌的主导企业与地方小型分包企业之间的业

图 １ －４　 全球价值链的 ５ 类治理结构

来源：Ｇｅｒｅｆｆｉ等 （２００５）。

０１１



务关系中所能看到的那样。服务供应商需遵守客户的要求，并受到严格监督

以保证产品质量和交货时间。不同于市场型全球价值链，俘获型中的服务供

应商既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实现大规模生产的规模优势，也没有专门的生

产设施 （如关系型全球价值链）来保证其在生产中的唯一性。由于生产能力

水平有限，寻找替代业务关系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企业被客户控制在 “俘

虏”的地位。

（５）科层型全球价值链：如前文所述，这种类型的全球价值链通常是

指，垂直一体化企业内部的关系，如跨国公司。

Ｇｅｒｅｆｆｉ、Ｈｕｍｐｈｅｒｙ和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２００５）还通过三个参数来考虑全球价值

链结构的动态变化：①交易的复杂性；②交易契约可编码性；③供应方的能

力 （被称为 “３ Ｃ模型”———复杂性、契约可编码性和能力）。例如，价值链

类型从市场型向关系型的转变与交易的复杂性相关联，而从关系型向模块型

的转变则是假设交易契约的可编码性提高了；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提升供应

方的能力则推动价值链从俘获型向市场型转变等①。

通过探索全球价值链配置机制，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全

球价值链驱动型增长，这一分类模式有助于识别促进价值链从一种类型向另

一种类型转变的政策工具②。

第四节　 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内容

经济学家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焦点一直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

生产过程的分节化机制③；第二是离岸外包对国内收入和福利的影响；第三

０１２

①

②

③

一些全球价值链类型转移的例子：自行车 （从科层型到市场型），服装 （从俘获

型到关系型），新鲜蔬菜 （从市场型到关系型）和电子产品 （从科层型到模块型）。

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对于导致创新和产业升级知识为基础的资本产生和传播特别重

要。参见 Ｋａｗａｋａｍｉ 和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２０１１）研究的东亚经济体案例和 Ｂｌｙｄｅ （２０１４）研究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体案例，涉及了产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进行学习和升级的例子。

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 （１９９８）将 “分裂”定义为 “将生产过程分为两个或更多的步骤，可以

在不同的地点进行，最终生产出一样的产品”。



是公司选择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式。

一、生产过程的分节化机制

Ｊｏｎｅｓ和 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 （１９９０）提出一个外包模型，并研究影响生产活动分

节化程度和形式的因素。图 １ － ５ （ａ）说明了拥有规模收益递增生产技术的

企业产出水平 （市场规模）与总生产成本之间的关系。Ｆｄ
１
表示 “传统方法”

的成本线，即所有生产阶段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当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外包给

国内合作伙伴时，如成本曲线从 Ｆｄ
１
移动到 Ｆｄ

２
所示，会发生两个变化：首

先，成本曲线变得更平缓，表明分工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其次，曲线与纵

轴截距向上移动，表明由于不同地点的生产单位之间需要协调配置，固定成

本从 Ｃ１增加到 Ｃ２①。在产出水平 ｑ１情况下，最便宜的生产形式将从 “传统方

法”转向外包。

当外包方案选择扩大到包含国际环境时，另外两个方面进一步得到考虑。

（１）生产要素成本在国家之间被认为比在一个国家内更具有差异性；因

此，根据比较优势，跨国界进行外包时，生产率将会上升得更多。

（２）连接位于不同国家的生产单位比位于同一国家的生产单位的成本更

高。国际物流一般较贵，而且还有进口关税和其他用于清关的各种费用。另

外，协调具有不同语言、法律制度和商业伦理的不同国家的生产单位也会产

生不容忽视的沟通成本。

这些特征由 Ｆｗ
１
表示，其代表着生产率提高的较平坦的斜率和额外固定

成本上升的 （从 Ｃ２到 Ｃ３）更高截距。那么在产出水平为 ｑ２时生产的最优形式

将从国内外包转为跨境外包 （即离岸外包）。

更进一步，可以考虑多个国家参与生产过程 （Ｆｗ
２，Ｆｗ

３…）的情况。我

们可以为各种外包选项绘制不同的成本线，如图 １ － ５ （ｂ）所示，阴影边界

定义了每个产出水平的最优生产组织形式。

该模型对全球生产安排的意义有三方面。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在以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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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研究的原始模型设定假定，该公司为分化出去的任务投资了一个新的生产设

施，而不是将任务外包出去，因此，图中成本曲线向上移动有一个额外的跨度。



图 １ －５　 外包的最优形式

来源：根据 Ｊｏｎｅｓ和 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 （１９９０）绘制。

况中生产过程将更容易出现国际层面的分节化：

（１）目标市场规模较大，因此有更大空间来吸纳由于更有效率的跨境劳

动分工所带来的商品供给的增加；

（２）连接位于不同国家生产活动的费用较低；

（３）参与生产网络的国家在要素成本方面更有差异，因此离岸外包企业

有更好的机会利用比较优势。

二、离岸外包对国内收入和福利的影响

离岸外包模型被进一步发展以解释收入分配和福利问题。主要是离岸外

包活动对国内劳动力市场可能造成不利影响，以及由此自然引发的日益增长

的政治担忧，即产业 “空心化”问题①。

传统上，国际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从进口竞争引起的产业部

门之间资源转移的角度进行研究，人们很少关注部门内不同劳动力类型构

成的变化。新的全球化研究文献抓住了这一点，认识到离岸外包是一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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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见刊登于 《经济学人》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文章： 《空心化之谜》，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２４５４５３０。



产活动的跨境移动，而这种生产活动是与特定类型和技能的劳动者任务相

对应的①。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６ａ，１９９６ｂ）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资所有权

限制放开后对离岸外包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大量资本从发达国家 （北方）

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伴随着生产过程某些环节的转移 （离岸外包），这些环

节从发展中国家标准看是技能密集度相对较高的，但从发达国家标准来看则

是技能密集度相对较低的。因此，根据各经济体的技能水平，对劳动力的需

求都偏向高技能劳动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

都降低②。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ａ）随后引入 “任务贸易”的概念，研

究离岸外包可行性增加，是如何影响离岸外包国家的生产率和要素收入。该

研究强调需要将分析焦点从传统贸易理论讨论的 “商品”（葡萄牙的酒换英

国的布），转移到在生产过程中排列的 “任务”，从而反映离岸外包活动在企

业商务战略中日益普遍这一现实。

在 （任务贸易）模型中，离岸外包可行性被参数化为公司总部与外国供

应商之间协调能力的改善，这种改善是基于交通运输与通信技术的发展。模

型假设不同类型任务对离岸外包可行性变化的敏感度存在差异，一些任务

（如哪些易于编码和程式化的）很容易离岸外包，而其他 （例如依赖个人隐

性知识的任务）则不容易外包③。

（任务贸易）模型通过以下三个渠道来研究离岸外包规模提高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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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美国，这个问题在更广的背景下被讨论：工作岗位是因外国竞争而消失还是因

技术进步而消失。美国工人正在与国外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国内的机器人在竞争，其中哪

一个是 “更可怕的敌人”，这已经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参见 Ｓｐｅｎｃｅ （２０１１），作者

从可贸易品部门对非可贸易品部门，以及高技能劳动力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角度讨论了

全球化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然而相对工资的下降并非必然会使低技能工人的状况变得更糟。因为从一般均衡

的角度看，由于更精细的分工带来的市场货物供应量的增加可能会通过贸易的渠道降低

两国的货物价格，这可能足以抵消名义工资的下降。

参见 Ｂｌｉｎｄｅｒ （２００９）。在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ａ）的基准模型中，只

有低技能劳动被认为在离岸外包中是可行的。



影响：

首先是劳动力供给效应。企业把一些生产任务转移到国外，可以释放国

内本来从事这些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它有类似于在市场上增加劳动力供给的

效果。这一影响在大众媒体和政界被广泛讨论，一般会引起对企业外包活动

的反对意见，主要是担心离岸外包会降低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或者在工资

具有黏性的情况下丧失国内就业岗位。

其次是相对价格效应。当一国低技能劳动生产任务的比较优势弱于高技

能生产任务，则该国会对低技能劳动进行离岸外包。如传统贸易理论解释的，

该国将专门从事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商品的出口。因此，如果出口增加会导

致该国的贸易条件的恶化，那么通过 Ｓｔｏｌｐｅｒ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机制，对高技能劳动

力的福利将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只有当国家足够大，能够影响国际市场相对

价格时，这种效应才会发挥作用）。

最后是生产率效应。这种效应是 （任务贸易）模型的一个独特的特

性，在其他研究中没有充分考虑。当离岸外包条件不断改善，例如通信能

力的提高，离岸外包企业的盈利能力将得以提高，并与其依赖离岸外包业

务的程度成正比。这种生产率效应等同于要素扩大型技术进步的结果，能

够对其任务水平与离岸外包劳动类似的国内工人 （包括所有行业）就业带

来积极影响。

离岸外包对要素收入的净效应是这三种效应的总和。在大多数情况下，

实证研究主要考量生产率效应是否大过其他两个效应。如果是这样的话，实

证研究的结论是支持进行离岸外包活动①。

三、企业对全球价值链组织形式的选择

一项交易是通过市场为媒介的企业间交易或是在企业内进行，其决定因

素是产业组织理论长期以来的研究主题。自从 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 从提出他关于企

业的性质②的思考，这一问题已经从多方面得到研究，而且已经被引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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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２００８ｂ）讨论了相似国家之间离岸外包的影响。

Ｌｅｇｒｏｓ和 Ｎｅｗｍａｎ （２０１４）综述了近期关于公司界限问题的争论。



层面来研究企业内贸易以及跨国公司。

Ａｎｔｒàｓ （２００３）是最早沿着这一方向进行探索的研究者之一，通过综合

不完全契约下的企业理论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ａｒｔ，１９８６）和不完全竞争下的国

际贸易理论 （Ｈｅｌｐ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ｇｍａｎ，１９８５），他解释了在资本密集度不同的

行业中或资本充裕度不同的国家之间企业内贸易比重的非对称性 （译者注：

Ａｎｔｒàｓ在其论文中指出，越是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美国在其进口中的企业

内贸易的比重越大；与此同时，出口国的资本 ／劳动比率越高，美国在进口其

产品时企业内贸易的比重越大）。企业的双重动机，即最小化交易成本 （通

过分配产权）和最小化要素成本 （通过利用比较优势），被置于统一的理论

框架加以分析。该模型扩展了图 １ － ３ 中的分析范围边界，以涵盖价值链在空

间和组织两个维度上的变化范围。

Ａｎｔｒàｓ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４）引入了另一个维度的分析：企业的异质性。

利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模型，该研究考查了部门内企业生产率异质性对企业全

球化决策的影响。该模型预测，全球化活动的不同进入成本，会影响具有不

同生产率的企业对全球化模式的选择：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选择进行外商直接

投资，生产率次之的企业选择进行独立企业间的离岸外包，如此类推直到生

产率最低的企业选择仅参与国内采购。

除了这些方法外，Ａｎｔｒàｓ 和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３）通过考虑生产阶段的技术

排序—这一价值链的关键属性—提出了此类研究的新思路，可以针对价值链

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来回答传统的 “制造还是购买”问题。如前面所定

义的，契约的不完全会导致主导企业 （最终品的生产者）在选择价值链治理

形式时进行战略考量。Ａｎｔｒàｓ和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３）模型的关键结论是，为了从一

系列交易中优化其收益，主导企业应根据其供应商位于上游还是下游来选择

其治理形式。

根据最终品的性质，该模型识别了两种类型的价值链：序贯互补和序贯

替代。生产过程特有的序贯类型决定了主导企业选择价值链治理的安排 （见

图 １ － ６）。对于序贯互补类型，主导企业整合下游供应商，与此同时，外包

其上游生产工序。对于序贯替代类型，上游供应商被纵向整合，而与下游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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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商的交易采用独立企业间交易的方式①。

经济学关于企业选择组织形式的产权理论，是与社会学家对价值链治理

的分析见解高度共鸣的。大致来说，这两方面研究都将交易的可订约性作为

模型的核心考量因素。因此，这一主题是在全球价值链分析协同发展方面最

有可能进行广泛的跨学科对话的领域之一。

图 １ －６　 价值链组织的序贯选择

此外，在 Ａｎｔｒàｓ和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３）的模型设定中，由于契约的不完全，一

个主导企业 （最终产品生产者）和供应商 （中间投入品生产商）需要在契约

开始执行后再次商议，以确定生产程序中相应阶段产生的增量利润 （准租）

的各自分享比例。根据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ａｒｔ （１９８６），如果其供应商被整合，那

么与供应商之间完全独立的情况相比，主导企业将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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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实证研究模型设定方面，该研究运用 Ａｎｔｒàｓ 等 （２０１２）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

测算方法，参考了量化行业上游 ／下游位置的最新成果。此外，Ａｌｆａｒｏ、Ａｎｔｒａｓ、Ｃｈｏｒ 和

Ｃｏｎｃｏｎｉ （２０１５）提出的模型较 Ａｎｔｒａｓ和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３）基准模型有三个方面的扩展：第一，

该模型考虑了投入品可订约性的非对称差异；第二，该模型结合了最终品生产者生产率的

异质性 （Ａｎｔｒàｓ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２００４）；第三，该模型包括了由于外部因素生产过程的某些

部分整合不可行的情形。



得更高的利润份额①。

由于供应商对生产设备的投资 （例如投资于为特定形状产品的模具）对

主导企业的最终产品具有关系专用性，在此生产序列之外，该投资毫无价值，

这就产生了我们熟悉的敲竹杠问题，也就是说，被纵向整合的供应商在预估

到主导企业可能剥削供应商的情况下，会减少相应投资，从而造成供应商生

产能力投资不足。

因此，主导企业面临权衡取舍。如果整合供应商，可以从特定生产工序

获取更多的利润份额，但此举可能导致供应商投资不足，影响最终产品的产

出和质量。

在这里，主导企业的战略空间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生产的最终产

品的性质。假设产品市场需求弹性相当大，主导企业可以通过生产更多产品

获得更多利润。由于每个中间投入供应商的投资决策，取决于最终产品的销

售情况，而最终产品的销售额又取决于上游供应商在该生产环节前向其生产

能力投资了多少，因此，上游供应商投资水平越高，将会促使下游供应商的

更多投资。

相反地，如果主导企业具有实质支配市场的力量，因此沿着缺乏弹性、

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生产，该企业的收入曲线相对于 （质量调整）产出凹

向，边际收入沿着生产序列迅速下降。那么，大规模上游投资将抑制下游供

应商从事未来投资的价值，从而减少降低下游供应商的收入期望。前一种供

应商的投资选择称为 “序贯互补”，后者称为 “序贯替代”②。生产过程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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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Ｈａｒｔ（１９８６）将整合定义为，一家企业购买另一家企业资产的 “剩余

控制权”。虽然交易成本经济学涉及各方就准租的时候讨价还价以及由此造成的事前投资

不足 （及其对事后绩效的负面影响）引起的效率低下，但是产权文献重点关注产权分配

（即组织形式的选择）对事后议价的影响，这种产权分配被假设可以有效进行，这反过来

会影响各方对事前投资的决定。

更具体地说，序贯互补或者替代取决于①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和②中间投入

的替代弹性的相对大小。如果①大于②，投资选择是序贯互补品；否则，它们是序贯替

代品。通常来说，供应商的投资总是互补的。只有当由于最终产品的低需求弹性导致收

入前景迅速减损的效应大过中间投入品通常的互补性时，二者关系才会从互补变为替代。



列类型影响主导企业对价值链组织形式的决策。

回顾一下主导企业面临的权衡取舍：一方面是通过供应商整合进行抽租

的机会，另一方面，整合会降低投资效率。在此基础上，龙头企业需要衡量

整合供应商的成本和收益。

在序贯互补的情况下，整合的投资抑制成本在上游生产阶段更高，因为

它抑制了对下游供应商的投资激励正面外溢。因此，主导企业应该整合下游

的生产企业而非上游企业，从而充分利用自身的议价优势寻求更高利润。在

序贯替代的情况下，下游供应商可以补偿上游供应商的潜在投资不足情况，

主导企业因此能够更多考量在上游环节的抽租动机，而不用担心整体投资

不足。

通过主导企业关于价值链组织的几种决策，以上论点的推论被总结于

图 １ － ６。

第五节　 全球价值链的核算方法

一、核算前向分解

核算前向分解是将一国 ／行业的总增加值分解为三部分：一是增加值直接

用于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生产的部分，跨境次数是 ０；二是增加值直接用于最

终出口品生产的部分，跨境 １ 次，但没有跨境的生产活动；三是增加值完全

用于中间出口品生产的部分，跨境至少 １ 次。其中，第三部分是全球价值链

的部分，涉及跨境生产活动。

进一步地，全球价值链的部分，可以细化成三类增加值：一是被直接用

于进口国满足其国内最终需求生产的增加值，跨境 １ 次；二是最终返回本国

被吸收的增加值，至少跨境 ２ 次；三是被进口国用于再次出口被其他国家吸

收的增加值，至少跨境 ２ 次。其中，被进口国吸收增加值、跨境 １ 次的生产

和贸易活动，被定义为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返回本国或被其他国家吸收

增加值、跨境至少 ２ 次的生产和贸易活动，被定义为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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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解是从产业部门的前向联系上识别出哪些生产和贸易活动属于全

球价值链的活动，并根据跨境次数界定简单和复杂的全球价值链 （见

图 １ － ７）。

图 １ －７　 基于前向联系的增加值分解方法

二、核算后向分解

核算后向分解是将一国 ／行业生产的最终品 （货物与服务）分解成三部

分：一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而生产的最终品中的国内增加值部分，没有跨境

活动发生；二是最终品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部分，跨境 １ 次，但不涉及

跨境生产；三是全球价值链的部分，涉及跨境生产活动，是中间进口品中隐

含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

进一步地，全球价值链的部分，可细化成三类：一是被本国直接吸收的

国外增加值 （进口国增加值），跨境 １ 次；二是返回并被本国吸收的中间进

口品中的国内增加值，跨境至少 ２ 次；三是被本国转出口的中间进口品中所

包含的其他国家 （外国）增加值，跨境至少 ２ 次。其中，与核算前向分解相

似，跨境 １ 次的全球价值链活动，被定义为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跨境至少

２ 次，被定义为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

０２１



上述分解是从产业部门的后向联系上识别出哪些最终品生产和贸易活

动属于全球价值链活动，并根据跨境次数界定简单和复杂的全球价值链

（见图 １ － ８）。

图 １ －８　 核算后向分解方法

三、双边贸易流分解

双边贸易流分解是将一国与贸易伙伴的行业层面双边贸易流 （货物与服

务）分解为增加值出口、返回的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中

间品贸易等四部分，并根据贸易品的价值来源、最终吸收地和吸收渠道的不

同，区分为 ８ 种或 １６ 种不同路径，从而在传统国际贸易统计与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之间建立了系统性的对应，从而奠定了用全球价值链解读官方贸易统计

数据研究方法论的基础。

第一部分为最终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第二部分为直接被进口国生产国内

最终需求吸收的中间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第三部分为被进口国出口至第三国

并被外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这三部分之和为最终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

（简称 ＤＶＡ）。

０２２



第四部分为被进口国生产出口返回国内，并被吸收的中间出口的国内增

加值。这部分被称为返回的国内增加值：国内增加值先被出口至国外，但隐

含在本国的进口中返回国内，并最终在国内被消费 （简称 ＲＤＶ）①。

第五部分为中间品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隐含于进口中返回国内，又被用

于生产出口品，被称为源于国内的重复计算部分 （简称 ＤＤＣ）。

第六部分为隐含于本国出口的进口国增加值 （ＭＶＡ）。第七部分为隐含

于本国出口中的第三国增加值 （ＯＶＡ）。ＭＶＡ与 ＯＶＡ之和为用于生产本国出

口的国外增加值 （ＦＶＡ）。

第八部分为本国中间出口的进口国价值重复计算部分 （ＦＤＣ）。总出口具

体各分解部分的关系可见图 １ － ９。

图 １ －９　 总贸易核算法的基本概念框架

资料来源：根据 Ｚｈｉ Ｗａｎｇ，ＳｈａｎｇＪｉｎ Ｗｅｉ 和 Ｋｕｎｆｕ Ｚｈｕ，“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一文图 １ａ － １ｃ简化。

０２３

① 虽然这部分增加值 （ＲＤＶ）不构成一国的增加值出口，但却是出口国 ＧＤＰ 隐含

于出口中的一部分。



第六节　 全球价值链的实证挑战

全球价值链实证分析的快速发展基于研究环境的两大显著变化。一个是

相关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越来越高，特别是多国投入产出表和企业层面的微

观数据。另一个是个人计算机处理这些海量数据集的数据处理能力的进步，

以及允许有效共享数据库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进步。那些 ２０ 年前不可能

实现的事在如今非常普遍，而全球价值链分析的实证研究挑战正在进入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一、通过企业业务统计数据描绘全球价值链

最初的定量描述全球价值链的工作主要是一些利用企业业务数据进行的

研究。这些研究通常旨在根据制造商本身提供的数据或私人咨询公司的分析

报告来确定某些产品的投入品采购构成和产品销售网络构成；或者可以使用

来自相关行业协会的信息分析该行业细分通用产品类型的平均投入品构成信

息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Ｎｉｅｌｓｅｎ，Ｌｉｎｄｅｎ，Ｇｅｒｅｆｆｉ ａｎｄ Ｂｒｏｗｎ ，２０１３）。

早期的这一类研究包括 Ｄｅｄｒｉｃｋ、Ｋｒａｅｍｅｒ 和 Ｌｉｎｄｅｎ （２００８）的论文，他

们利用业务报表信息，分析了四个代表性产品的增加值结构，分别是苹果的

ｉＰｏｄ和 ｉＰａｄ，惠普和联想的笔记本电脑①。他们发现，２００５ 年一个 ｉＰａｄ 零售

价为 ２９９ 美元，其中产品的出厂成本为 １４４ 美元，分销费用是 ７５ 美元，主导

企业 （即苹果公司）可得 ８０ 美元利润，而在工厂成本中，大约只有 ３ ８６ 美

元归属在中国的装配服务。该研究的初始目的是调查企业如何借助跨境生产

的分享，从技术创新中受益，但是它却展示了另一个更加引人深思的问题，

即基于产品总价的传统贸易统计是否有效。

在这一背景下，Ｘｉｎｇ 和 Ｄｅｔｅｒｔ （２０１０）讨论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因

为 ２００９ 年 ｉＰｈｏｎｅ 还没在中国市场销售，这意味着中国对美国的 ｉＰｈｏｎｅ 出口

相当于该产品的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研究显示，如果从增值角度看，美

０２４

① 如果把非学术文献包括在内，Ｔｅｍｐｅｓｔ （１９９６）对芭比娃娃的叙事是最早的文献。



国的这一贸易赤字可以分解为包括对日本和德国等其他国家的赤字，因为日

本和德国是 ｉＰｈｏｎｅ零件产品的核心供应商，而美国和中国在 ｉＰｈｏｎｅ 上的贸易

赤字则从 １９ 亿美元减少到 ７３００ 万美元。

因为不借助于任何形式的统计推断，而是直接利用每个企业提供的数据，

这些 “产品层面”的研究方法在描述生产链的实际结构时是十分有用的。然

而，这种方法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①。

首先，在考虑贸易政策等宏观经济问题时，这种方法应用范围有限，因

为其分析对象局限于特定产品或少数企业的活动，远远不能反映全国范围内

整个价值的流动趋势。

其次，如同 Ｄｅｄｒｉｃｋ、Ｋｒａｅｍｅｒ 和 Ｌｉｎｄｅｎ （２００８）指出的，大多数企业业

务报表数据没有明确列出员工薪酬，这在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中是增加值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在这类分析中只将其与其他类型的生产成本混在一起。

最后，由于价值是在生产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产生的，因此增加值分析应

能够跟踪整个供应链的所有生产阶段。然而，产品层面分析方法仅考虑直接

投入品供应商 （第一层）的增加值结构，而将增加值的其他部分忽略了。例

如，ｉＰｈｏｎｅ中的硬盘驱动器，也包含不同国家生产的零件，因此需要进一步

分解其增加值的来源。

二、通过投入产出表描绘全球价值链

鉴于常规方法的局限性，多国投入产出表日益受到关注。多国投入产出

表通过连接某一时点各国的投入产出表形成的海量数据集提供了国际商品和

服务交易的系统且详细的图谱。这些表格包含行业间和全球各国之间供应与

使用关系的信息，而对外贸易统计中是没有这些信息的，根据这些信息，可

以识别国际生产分享的垂直结构。此外，与产品层面方法不同，投入产出分

析涵盖了构成经济体系的一系列行业，从而可以衡量国家或地区的跨境价值

流动。理论上，这种方法可以跟踪每个生产阶段，每个国家、每个产品的增

加值生成过程。

０２５

① 这里引入的产品层面研究方法，与使用行业范围的企业微观数据 （例如工业普

查中）的研究应该严格区分 （就分析范围而言）。



投入产出方法也有其局限性。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等 （２０１３）指出，源于投入产出

表自身的特性，（国际）投入产出分析也有局限性。首先，投入产出表的部

门分类以工业类别为基础，因此无法确定某项具体任务如研发或装配等创造

的增加值。其次，交易以属地标准记录，换句话说，生产活动被领土边界界

定，与所生产货物相关联的国籍无关，这可能导致国家间增加值的归属不准

确①。最后，投入产出表中完全没有关于具体交易性质的信息，价值链的定

性分析即使不是毫无可能，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 ［译者注：作者这里所说的

具体交易性质应该可以理解为诸如该交易是纵向整合企业内的交易还是独立

企业间的交易之类的性质。投入产出数据与贸易统计数据可能都难以揭示这

一性质，但其他数据来源可能有助于揭示该性质，例如 Ａｎｔｒａｓ （２００３）所使

用的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跨国公司财务与运营数据］。

简而言之，定性分析个别价值链，例如分析全球价值链治理安排的形式

或各方之间的技术转让方式，可采用产品层面方法。而多国投入产出分析方

法，可以在系统层面上捕捉更广阔背景下价值链配置的全貌。这些方法不是

排他性的相互替代，而必须根据研究问题的类型，相互补充使用。

过去十年中，使用投入产出表研究全球价值链越来越普遍。这可以追溯

到 Ｈｕｍｍｅｌｓ、Ｉｓｈｉｉ和 Ｙｉ （２００１），他们引入了垂直专业化的概念即 “用于生

产出口商品的进口中间品投入量”，或者换句话说，出口的进口含量，这成

为国际生产分享的度量标准。

Ｃｈｅｎ等 （２００４）将这一思想纳入增加值领域，并把它与忽略加工贸易和

用总出口值衡量国际贸易而所导致统计数据的扭曲相联系。该研究以增加值

视角全面考察了长期争论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Ｋｏｏｐｍａｎ、Ｗａｎｇ 和 Ｗｅｉ

（２０１２）则进一步正式将用增加值衡量贸易发展为方法论。他们将中国投入

产出矩阵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加工出口，另一个是其他生产②。他们的研究

显示，２００２ 年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含量约为 ５０％，是直接应用纵向

专业化指标的近两倍。这种方法从量化角度直观地展示了使用增加值衡量贸

易的重要性，以及忽视加工贸易因素对分析造成的影响。

虽然这些实证研究依赖于各国的单国投入产出表，但 Ｄａｕｄｉｎ、Ｒｉｆｆｌａｒｔ 和

０２６

①

②

下面关于企业异质性的章节将介绍如何减少这些可能缺陷。

Ｄｅ Ｌａ Ｃｒｕｚ等 （２０１１）针对墨西哥进行了类似研究，墨西哥加工贸易也很盛行。



Ｓｃｈｗｅｉｓｇｕｔｈ （２００６）利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 （ＧＴＡＰ）的数据库，构建了 ７０ 个

国家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多国投入产出表，计算了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含量，以

及垂直专业化和区域化指标。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 Ｎｏｇｕｅｒａ （２０１２）同样利用了 ＧＴＡＰ 数

据库计算了增加值出口与总出口的比例，作为衡量国际生产分享的指标①。他

们就生产分享对美国与多个国家间双边贸易差额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讨论，

自然包括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并且显示，以增加值计算与传统的贸

易统计数据相比，这一逆差下降了 ３０％ ４０％ （见图 １ － １０）②。

０２７

①

②

Ｌｏｓ、Ｔｉｍｍｅｒ和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２０１５）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也进行类似研究。他们就

国际生产网络组织中区域化力量与全球化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进行了一个纵贯数据分析。

结论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全球化 （即较少分割成区域模块）已成为主要趋势。

确切地说，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亚洲经济发展研究所 （ＩＤＥ － ＪＥＴＲＯ）首次开发与

公布了此类度量，包括七个亚洲国家和美国，以 １９７５ 年为基准年。然而，这些度量定义

为 “最终需求对增加值的影响”，而不是 “增加值贸易”。今天，主要的增值贸易数据库

是经合组织 －世贸组织的增加值贸易 （ＴｉＶＡ）数据库。最新版本 （２０１５ 年基准）涵盖了

６４ 个国家 （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 ３４ 个行业。相关数据说明请参阅以下网站。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ｅｃｄ ｏｒｇ ／ ｓｔｉ ／ ｉｎｄ ／ ｔｉｖａ ／ ｔｉｖａ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ｔｍ 。增加值贸易概念请参见 Ｉｎｏｍａｔａ

（２０１４）或 ＷＴＯ和 ＩＤＥＪＥＴＲＯ （２０１１）。

图 １ －１０　 美国与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差额和增加值贸易差额 （２００４）

图片来源：基于 Ｊｏｈｎｓｏｎ与 Ｎｏｇｕｅｒａ的研究，作者设计。



Ｂｅｍｓ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２）通过提出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的概念，给国际

宏观经济学领域展示了一个增加值贸易方法的有趣延伸。通过评估为消除外

部不平衡所必要的价格调整幅度，或者说名义汇率失调的程度，实际有效汇

率通常用于衡量国家出口竞争力。

传统的实际有效汇率通常通过加权一篮子消费者物价指数计算，其中权

重是以双边贸易总额为基础的。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传统的

实际有效汇率不再是合适的度量标准，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因为

实际有效汇率是评估世界市场中各国出口竞争力指标，而利用消费者价格指

数估计价格走势将无法获得理想结果，因为消费者价格指数综合的是产品价

格，而这些产品价格的增加值来源分散在不同国家。第二，基于同样的逻辑，

由于国家间生产分享的日益增长，贸易总值不能再用作无偏的权重。

通过运用国内生产总值 （增值）平减指数而非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价

格变动，采用双边增加值贸易流量，而非总贸易流量为权重，增加值实际有

效汇率旨在克服上述问题。如图 １ － １１ 所示，从 ２０００ 年起，中国增加值实际

有效汇率和传统实际有效汇率的差别显著增加①。在此方向上的最新研究成

图 １ －１１　 中国两种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 （相对 １９９５ 年值）

图片来源：Ｂｅｍｓ，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２）。

０２８

① 两个指标值日益扩大的差距主要是因为计算基础从消费者物价指数向国内生产总

值平减指数的变化，而非因为权重从贸易总值向贸易增加值的变化。



果之一来自 Ｋｏｏｐｍａｎ、Ｗａｎｇ 和 Ｗｅｉ （２０１４），他们设计了能够将总出口分解

成不同增加值来源的完整方法。总出口首先被分解为 “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

加值”“先出口后返回国内的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和 “纯重复计算”

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再根据交易模式进一步分解。其结果是对增加值生成过

程的全面描绘，系统地将衡量增加值贸易的上述各种公式整合到了一个统一

的核算框架中。尤其是，该方法能够分离总出口中的重复计算因素，而重复

计算是一直困扰着从事实证分析的贸易经济学家的一个问题。

对贸易政策而言，国内增加值先行出口再返回国内的渠道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２００６ 年，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和越南进口鞋类实施反倾销，但结果是这

一政策对欧盟服务业产生了不利影响，因为这些进口鞋类商品中包含了源于

欧洲的设计和分销行业的大量增加值。详细了解贸易产品的增加值来源，就

可以避免类似的负面影响①。

三、异质性的考量

在 Ｍｅｌｉｔｚ （２００３）的理论基础上，全球价值链定量分析的另一个重要进

展是构建考虑部门内企业异质性的投入产出表。传统的投入产出表并不区分

同一行业内不同类型生产者的投入结构 （译者注：企业异质性文献在使用部

门 ｓｅｃｔｏｒ、行业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之类的概念时一般未加区分，可以视为同一概念）。

然而，出口导向型企业，特别是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与国内导向的生产者

相比，采购中间投入品时的进口密集度一般来说更高。这意味着，传统投入

产出表仅提供所有类型生产者的平均投入结构信息，可能会导致对加工贸易

盛行国家 （特别是中国和墨西哥）的分析结果出现偏差。

如前所述，Ｋｏｏｐｍａｎ、Ｗａｎｇ和 Ｗｅｉ （２０１２）率先尝试解决这一问题，将

中国投入产出表分为若干子账户，将出口加工活动和该部门其他活动区分开。

Ｔａｎｇ、Ｗａｎｇ和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进一步细化了这一方法，他们考虑了企业规模

０２９

① 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的关键特性之一是一个国家的总体贸易差额，无论是以总值

标准衡量还是以增加值标准衡量，总是恒等的。Ｋｕｂｏｎｉｗａ （２０１４ａ，２０１４ｂ）提供了有关定

理的严谨论证。



（大型或中小型）和所有制结构 （外资或内资，私有或国有）等企业特征的

变化。该研究还将中国投入产出表按企业类型与中国工业普查数据和贸易统

计数据结合起来。更重要的是，利用所有权结构的信息使得研究中国私有化

进程对国内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成为可能。

这两种方法被融入了 Ｍａ、Ｗａｎｇ 和 Ｚｈｕ （２０１５）的研究中，他们在双重

维度上考虑到企业的异质性，即贸易模式 （加工贸易出口商或者一般贸易出

口商以及非出口商）和企业所有权特征 （国内所有或外资所有）。利用所有

权结构信息，该研究按照要素所有权计算出国内增加值分配，有助于通过考

虑企业的异质性，将衡量指标从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转为国民总收入

（ＧＮＩ）①。

异质性问题也可以从地理角度进行考虑。目前多国投入产出表的设定将

国家看作是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交易点。然而，国家经济具有空间层面。

对于中国或巴西这样的国家不能在投入产出矩阵中如同新加坡或哥斯达黎加

那样来处理。Ｉｎｏｍａｔａ 和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３）引入了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跨国区域

间投入产出表，该表由亚洲发展经济研究所编制，将各国的区域间投入产出

表连接在同一矩阵中，以便用多国投入产出框架考虑一国内区域的异质性。

通过该表，人们能够以区域为单位研究跨国界的经济联系：比如中国的华南

地区和日本的九州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②。

国内区域间的联系对于 （国家内）区域发展问题尤为重要。例如，在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功地与邻国建立了强有力的经济联系。然而，

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并未在国内被平等分享。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

在当时迅速扩大，而通过国内的联动效应，使对外开放的积极影响惠及内陆

０３０

①

②

为该领域做出贡献的还有 Ａｈｍａｄ等 （２０１３）对土耳其的研究，Ｆｅｔｚｅｒ 和 Ｓｔｒａｓｓｎｅｒ

（２０１５）对美国的研究，Ｐｉａｃｅｎｔｉｎｉ和 Ｆｏｒｔａｎｉｅｒ （２０１５）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研究。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６）将该方法应用到环境分析中。如果我们将生产活动中的碳排放视为 “负增值”，

那么运用多国投入产出表进行的碳足迹分析也可以算作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种形式 （尤

其是各国之间就碳排放的 “基于生产的计量”与 “基于消费的计量”的政治互动问题）。

类似研究包括意大利的 Ｃｈｅｒｕｂｉｎｉ 和 Ｌｏｓ （２０１３），巴西的 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Ｇｕｉｌｈｏｔｏ

和 Ｉｍｏｒｉ （２０１３），以及中国的 Ｍｅｎｇ、Ｗａｎｇ 和 Ｋｏｏｐｍａｎ （２０１３）。在这些研究中，各个国

家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嵌入了欧盟委员会所资助的世界投入产出表 （ＷＩＯＤ）。



还需一段时间。在这个意义上，区域经济对于经济发展进程至关重要，对于

相对地域广阔而一体化程度较低的经济体尤其如此①。

最后，我们考虑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全球价值链对就业的影响一直是

一个热门的话题，特别是围绕 “产业空心化”问题的争论。早期关于全球化

的争论主要是从将国内经济开放给全球竞争所带来的产业结构改变 （导致衰

退产业、停滞产业和扩张产业的区分）的角度出发。而当前全球价值链角度

的讨论则通过探查产业链任务层面的财富分配来进行更加微观的分析，这通

常由所谓的 “微笑曲线”来体现。

沿着这些脉络，Ｔｉｍｍｅｒ等 （２０１４）对不同类型技能的异质性劳动力市场

增加值分配进行了实证研究 （基于生产过程中的每个任务都能对应到某一特

定水平的劳动技能这一认识）。该研究采用欧盟委员会资助的世界投入产出

数据库，并补充以欧盟 ＫＬＥＭＳ数据库以得到要素投入信息，其中包含基于受

教育程度区分的三种劳动力 （低技能的，中等技能的和高技能的）。数据库中

的大多数国家，从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０８ 年，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值份额显著增加，

而较低技能劳动力的份额则下降。这一发现与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和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６ａ，

１９９６ｂ）的研究结果一致，对理解欧洲和美国近期发生的政治事件有重要

意义②。

四、价值链的 “长度”分析

生产分节化理论预测，如果由于生产技术进步或消费市场的变化，某个

商品的生产过程有进一步细分的可能，那么就存在进行更精细的劳动分工的

机会，这会导致更高效的资源配置和更低的边际生产成本。在可以进入国际

市场时更是如此，因为要素禀赋 （及其导致的比较优势）的差异在国家间更

加突出③。

０３１

①

②

③

参见 Ｍｅｎｇ、Ｗａｎｇ和 Ｋｏｏｐｍａｎ （２０１３）。

单单离岸外包活动本身不能解释全球化是会创造就业机会还是破坏就业机会，因

为技术创新和消费者需求转变也会引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参见 Ｊｏｎｅｓ和 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 （１９９０）的模型。



因此，关于生产分节化的研究关心生产过程中的生产阶段的数量，比较

生产相同产品的替代技术，其中一个的生产阶段很少，而另一个很多。实证

研究需要了解整个生产序列的全貌。重要的不仅是生产联系的强度 （量级），

还有生产联系的长度，而这取决于整个链条生产阶段的数量。

传统的投入产出方法分析生产网络时，一般只衡量产业间的关联性或联

系的 “强度”。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Ｒｏｍｅｒｏ和 Ｂｏｓｍａ （２００５）提出了平均扩展长度

（ＡＰＬ）的投入产出模型，首次回答了生产联系的 “长度”问题。平均扩展长

度模型表现了生产网络中每个分支的平均生产工序数量，因此有效衡量了行

业的细分水平①。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和 Ｒｏｍｅｒｏ 进一步在国际研究中应用了该模

型，他们运用 １９８５ 年欧洲多国投入产出表，分析了欧洲主要经济体的跨国

联系。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１）提出了一个与平均扩展长度模型理念相似的模型，用于

测量生产的分节化程度。与平均扩展长度相比，主要区别在于，Ｆａｌｌｙ 的模

型以及其在 Ａｎｔｒàｓ、Ｃｈｏｒ、Ｆａｌｌｙ 和 Ｈｉｌｌｂｅｒｒｙ （２０１２）中的变形，通过把最

终消费点确定序列终点，明确平均生产阶段数量，从而得以衡量沿着生产

链到产品最终需求的距离。这些研究的数据基础是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

单国投入产出表，但是 Ｄｅ Ｂａｃｋｅｒ和 Ｍｉｒｏｕｄｏｔ （２０１２）后来将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１）

模型应用于经合组织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国际投入产出表，涵盖 ５６

个国家②。

在全球价值链领域对 “长度”模型的另一应用是识别全球生产系统中国

家 （或行业）的相对位置。如果一个国家的代表性生产链，相对最终产品要

比初级产品更远，那么该国就处于相对上游的位置 （相反地，如果一个国家

的代表性生产链，相对最终产品要比初级产品更近，那么该国就处于相对下

游的位置）。因为平均扩展长度可以沿着生产线分别按前向 （成本推动）和

后向 （需求拉动）进行测量，因此，可以通过比较前向和后向长度值，识别

０３２

①

②

不过，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Ｒｏｍｅｒｏ和 Ｂｏｓｍａ （２００５）没有明确地使用 “细分”一词。

最近的一些研究旨在将长度模型分解为国内部分和国际部分，从而描述 “真

正”的国际生产过程的分节化。这包括 Ｈａｇｉｗａｒａ （２０１６）对国际扩展长度模型的进一步

研究，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６）基于 Ａｎｔｒàｓ等 （２０１２）模型的研究的研究。



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特定国家的相对位置。

Ｉｎｏｍａｔａ （２００８）及 Ｅｓｃａｉｔｈ和 Ｉｎｏｍａｔａ （２０１３）的报告是最早提出衡量国

家的相对生产位置的研究。运用东亚数据，他们展现了区域生产体系在两个

维度上的结构变化 （见图 １ － １２）。横轴为后向平均扩展长度而纵轴为前向平

均扩展长度，右上 ／左下对角线方向代表各国参与其中的供应链的长度变化，

而沿着左上 ／右下对角线，可以描述区域生产网络中每个国家的相对位置

（由前向和后向 ＡＰＬ的比率确定）。例如，中国是沿着一条离左下到右上的对

角线最远的路径移动，表明整个阶段内，中国停留在区域供应链的最下游部

分，这反映了其作为区域产品最终组装者的绝对地位①。

图 １ －１２　 东亚地区区域生产网络中各国的相对位置 （１９８５，２００５）

　 图片来源：基于 Ｅｓｃａｉｔｈ和 Ｉｎｏｍａｔａ （２０１３）的研究，作者设计。

０３３

① Ｍｉｌｌｅｒ和 Ｔｅｍｕｒｓｈｏｅｖ （２０１５）及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６）的研究更正式地体现了这一思

想，虽然他们的模型形式不同，但比 Ｉｎｏｍａｔａ （２００８）及 Ｅｓｃａｉｔｈ 和 Ｉｎｏｍａｔａ （２０１３）的表

述更为严谨。



一个生产体系中行业和国家的线性位置，对于考虑沿价值链部门特征的

变化特别重要，例如， “微笑曲线”体现了增加值率的重要性，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Ｆｏｒｓｌｉｄ ａｎｄ Ｉｔｏ，２０１６；Ｙｅ，Ｍｅ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ｉ，２０１５）或者对价值链治理模式的

重要性 （Ａｎｔｒàｓ ａｎｄ Ｃｈｏｒ，２０１３）。

五、数据的 “瓶颈”

恐怕当前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最紧迫的问题是开发相关的数据。到目前

为止，很大部分验证企业理论中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型的实证研究工作依赖

于官方货物贸易统计数据①。一些国家的贸易数据库 （例如美国普查局的关

联方贸易数据库）涵盖货运是涉及关联方还是非关联方的交易信息，这些数

据能够用来反映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②。

尽管贸易数据优势明显 （特别是可访问性和可得性），但如何恰当地使

用这些数据，研究者仍然面临诸多挑战。Ａｎｔｒàｓ （２０１１）对此提出了四个方

面问题。第一，产品层面的数据信息加总了多个企业的采购决策，因此，在

测试企业层面采购行为模型时不得不进行估计。第二，贸易数据无法提供购

买产品的用户信息，因此，无法确定进口的产品流入了进口国的哪个部门

（甚至无法确定产品是被用于中间环节还是最终消费）。第三，对于关联交易

方的交易数据没有反映哪一方企业是被谁拥有的，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与所有

权份额也不得而知。第二点和第三点问题在 Ａｎｔｒàｓ （２００３）将企业内贸易观

察数据与进口者 （在后向整合情况下的总部）的特征进行关联时构成了实际

问题。第四，贸易数据仅从本国的角度报告进口和出口货运的信息，而跨国

公司则通常从事全球采购，涉及其他国家相互之间的货运 （例如，美国苹果

总部可能会采购韩国三星的中间投入品并运到中国的富士康工厂进行加工

组装）。

近年来，企业微观数据可获得性日益提高，未来将能够提供信息用于发

０３４

①

②

参见 Ａｎｔｒàｓ （２００３）和 Ｂｅｒｎａｒｄ等 （２０１０）的研究。

在美国数据中，如果任何一方拥有至少 １０％的对方的股权，双方就是 “关联的”。



展计量工具来克服以上问题①。企业微观数据库的优点在于它们在企业经营

的各个方面具有代表性。例如，日本经济产业省 “日本企业结构与活动基础

调查 （日本企业基础调查报告书）”的年度调查数据 （根据日本统计法是强

制性的），涵盖了企业销售、成本、就业、资本支出、出口、进口以及外国

直接投资等多种信息②。

即使如此，与日本数据不同，许多企业的微观数据都是通过一次性的

工业企业调查得到的，因此这些数据库仅包含某个特定国家、某个特定年

份的数据。这些数据库在其代表性方面也都有差异。因此，若将这些数据

库的数据应用于诸如投入产出系统的一般均衡分析中，在使用时需要注意

提供合并的结构信息，使用恰当的约束条件和平衡算法估计有关的系数等

问题。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方面是相关数据库的整合，特别是多国投入产出

表。目前，许多机构编制了类似的多国投入产出表，各有不同的研究目的，

因此，这些表格在表现格式、部门分类和辅助信息的种类 （例如，环境账

户）等方面各有不同③。

最近，悉尼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发起了名为 “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实验

室”的项目，目标是建成一个协作的云计算平台，能够允许参与者相互使用

各自开发的统计资源。上述提到的几个多国投入产出数据库的资料、各国的

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以及对外贸易统计数据预计都将成为该平台的投入。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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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ｏｍｉｕｒａ （２００７）的研究是最早使用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进行的研究之一。该研究

运用数据来分析企业生产率与全球化决策之间的关系，其结论与 Ａｎｔｒàｓ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

（２００４）关于不同全球化模式的生产率排序的结果一致。

该数据仅涵盖中型 ／大型企业 （员工数达 ５０ 人以上的）并且实收资本超过 ３０００

万日元的情况。然而，考虑到全球采购对较大型企业才比较重要，所以这一门槛不太可

能会限制相关分析。

欧洲委员会资助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和 ＥＸＩＯＢＡＳＥ，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的国际投入产出表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普渡大学全球贸易分析项目多区域投入产出数

据库 （ＧＴＡＰＭＲＩＯ），以及悉尼大学的 Ｅｏｒａ数据库等。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和 Ｔｕｋｋｅｒ （２０１３）介

绍了主要的多国投入产出表项目，Ｉｎｏｍａｔａ和 Ｏｗｅｎ （２０１４）讨论了使用不同数据库的分析

意义。



以与上述数据集合相关的详细区域 ／部门分类 （“根分类”）为基础资料，研

究人员可以根据其研究兴趣从中随意选择区域 ／部门的组合来组织多国投入产

出表。通过开发类似维基百科的共同电子基础设施，该实验室的构建将优化

所有可用信息，增强数据构建的灵活性，同时能够避免不同机构之间的重复

工作，从而节省资源 （Ｌｅｎｚ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第七节　 全球价值链研究发展与展望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随着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信息

通信技术的革新，使得信息在跨境的协调生产过程中成本愈来愈低，国际分

工由传统的产业间分工转变为产业内分工，产品生产跨越多个国界的现象愈

来愈普遍，大大地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作为全球价值链生产主要体现

之一的中间品贸易规模迅速扩张，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已经超过 ６０％ （见图

图 １ －１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全球贸易中中间品贸易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 ＯＥＣＤ数据库汇总。

１ － １３）。全球价值链生产成为全球生产的重要方式，引领了全球技术创新，

拉动了全球贸易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和加工贸易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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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嵌入全球价值链，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

全球价值链下生产和贸易格局的转变促使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开始寻求

新的进行贸易政策分析的经济及统计框架。基于总值统计的传统贸易模型已

不再适用于当前以生产过程分节化和中间品贸易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现状。全

球价值链上中间投入品在不同国家间的多次往返，造成了官方贸易统计中的

重复计算，导致对国家间实际经济关系和竞争能力误判，从而使政策制定者

和研究者对贸易的认知及进行贸易分析的方式不得不发生改变，促使全球价

值链成为目前国际上经济学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

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研究成果陆续刊载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Ｐ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ＱＪ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等经济学国际顶尖学

术期刊 （已有数十篇论文），在经济理论和统计测算方法上相继取得重大突

破，促使全球价值链研究迅速从以微观个案为基础的传统研究，向基于经济

学和统计学的定量及宏观分析层面拓展，并在价值链测度，价值链与就业、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产业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效率与公平及

全球化治理等众多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为经济学和

统计学领域的全球价值链研究带来了快速发展的空间。这一研究领域正成为

主流国际经济学和贸易统计研究的重要分支。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出现 “逆全球化”的趋势。世界贸

易总量增速一直低于经济增速。２０１５ 年世界贸易总量更出现自金融危机以来

的首次大幅下滑，降幅达 １４％，远低于世界经济增速 （３ １％）。从世界贸易

总量的构成来看，作为全球价值链重要指标的中间品贸易大幅缩水，在很大

程度上导致了 ２０１５ 年贸易总量的下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放缓，全球贸易格

局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推行 “工业 ４ ０”和 “制造业回

流”等一系列措施，通过掌控关键技术环节和贸易投资新规则的话语权，力

争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布局，促进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节点的回流。另一方面，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跨境次数减少，生产链国内部分占比提升，本国

生产分工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进口中间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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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重塑理论和升级研究是全球价值链领域的前沿问题，在国际

学界尚没有满意的和公认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系列科学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

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和升华出具有普世意义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方法，不仅对

我国企业 “走出去”，进行全球价值链战略布局，以及政府 “一带一路”倡

议下的国家产业政策设计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将促使全球价值链

研究融合供应链及物流管理、价值链的统计测度、价值链中的技术和商业模

式创新，价值链治理、价值链与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成为既有微观个案基

础，又有宏观理论模型及完备定量分析工具和数据库支撑的完整的跨学科的

综合研究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这些问题的研究必将对构建新的

全球价值链，打造以中国为全球生产网络中心的贸易强国战略，设计促进我

国贸易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政策体系，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第八节　 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一、全球价值链参与和经济绩效

研究国家和行业特征时，一个常见的实证结果是，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都与国内部门的增加值增长正相关。发达

国家的相关性更强，但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性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无论是发

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复杂的全球价值链与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之间的相关

性都更强。由于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这些结果可能并不表明存在强烈的

因果关系，但它们确实表明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以

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受影响的差异。Ｋｕｍｍｒｉｔｚ （２０１６）估计，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每增加 １％，会使国内增加值增长 ０ １％ ０ ６％，使劳动生产率

增长 ０ ３％。

最近的一些研究调查了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升级是如何相关的。Ｌｏｐｅｚ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２０１６）根据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评估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决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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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重点研究对象是东南亚经济体。他发现，外国增加值的使用补充了出

口的国内增加值 （而非替代），而且与外国制造业增加值相比，外国服务

业增加值对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产生了更大的影响。这对制造业尤其有利，

因为与国内服务业增加值相比，外国增加值对出口的国内制造业增加值的

影响更大。

Ｋｕｍｍｒｉｔｚ等 （２０１６）以国内增加值为经济升级的衡量指标，探讨政策因

素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在促进经济升级时的相互作用。不出所料，他们发现，

连通性、教育和技能以及标准等因素，与前向关联中的国内增加值存在更强

的相关性，强于后向关联。

随着一个国家劳动力技能水平的提高，通过为制造业出口贡献更多的国

内增加值 （包括服务业增加值），以牺牲后向关联为代价，加强前向关联，

在价值链上升级。以人均 ＧＤＰ指标衡量时，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往往具有更

少的后向关联的研究结论，也反映了这一点。

二、全球价值链参与与结构变化

随着各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工业化，亚洲地区在过去 ５０ 年中实现了重大

的结构性转型。总体来看，这些结构性发展遵循一种常见模式：制造业的增

加值占比和人均收入之间存在倒 Ｕ型关系。在东亚和东南亚，向制成品生产

的转型，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得相对较早。例如，在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份

额在 １９８０ 年左右达到最大值，此后一直保持不变或略有下降。在发展过程的

后期，随着服务业重要性的增加，制造业份额减少，但是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期

间的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亚洲制造业份额的下降相对温和。

在评估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结构变化时，制造业的增加值份额是一

个有用的绩效指标。它依据的假设是：由于制造业生产率增长更快，制造业

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图 １ － １４ 支持了这一假设：与中等收入的东南亚国家

和较贫穷的南亚国家相比，高收入和增长最快的亚洲经济体 （日本、韩国和

中国）的制造业份额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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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４　 部分亚洲国家的制造业份额 （１９６５—２０１５）

资料来源：Ｓｔｌ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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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从制造业在 ＧＤＰ中占比的变化来看，经合组织投入产

出表包括的 １４ 个亚洲经济体中，有 １０ 个经济体的变化大于世界平均变化

（见图 １ － １５ 竖线右侧的经济体）。横线表示 １９９５ 年全球平均制造业份额；１０

个亚洲经济体 （与之前的 １０ 个经济体不同）位于这一全球参考线之上，这

表明大多数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在 １９９５ 年的制造业份额已相对较高。包括中

国在内的 ７ 个经济体兼具两个特点：１９９５ 年制造业份额较高，而且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１ 年间，该份额的增长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亚洲，制造业份额的下降大

于全球平均下降幅度的经济体，只有东亚的高收入经济体 （日本、新加坡和

中国香港）和印度。在此期间，柬埔寨 （从极低的水平开始）、越南和韩国

经历了有利于制造业的最大结构变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的制造业份额变化百分点

图 １ －１５　 １９９５年部分亚洲经济体的制造业份额以及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年的制造业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Ｓｔｌｌ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８）。

为分析全球价值链与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Ｓｔｌｌｉｎｇｅｒ 推导出全球价值链

参与的一种综合测量指标，大致相当于对经合组织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中的后

向和前向参与指标求和。亚洲在加强全球价值链参与方面，可以分为两大类

经济体。第一类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和泰国等经济体，它们的全

球价值链综合参与度指标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持续增加。第二类包括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许多东盟国家，它们的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在

０４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间似乎已达到顶峰。

制造业的结构变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之间的关系，从全球来看，是正相

关的。Ｓｔｌｌｉｎｇｅｒ的估计系数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每提升 １ 个百分点，制

造业份额就会增加 ０ １％。虽然这个影响不大，但考虑到有许多其他因素影

响制造业份额，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全球影响相对较小是合理的。决定制造业

份额变化的其他变量包括初始制造业份额和实际汇率；初始制造业份额越大，

当人均 ＧＤＰ增加时，制造业份额的下降就会越显著，而高估的货币一般会阻

碍可贸易商品的发展①。

为了说明全球价值链参与与制造业份额变化之间关系的潜在异质性，

Ｓｔｌｌｉｎｇｅｒ引入了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标与亚洲经济体的交叉项。结果表明，在

制造业结构变化方面，有 ４ 个东亚经济体从全球价值链参与中更多地获得收

益：韩国、泰国，以及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在较小程度上）。还有两个令人

惊讶的发现：第一，马来西亚的全球价值链综合参与度指标和制造业结构变

化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制造业份额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间从 ２５ ３％略降至

２４ ９％，而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相对较高 （２０１０ 年为 ４４％），但自 ２０００ 年起

稳步下降。第二，中国的制造业结构变化并未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提高中

获益；如果有影响，那就是全球价值链综合参与度对结构的影响为负。

不同经济体受到的影响因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标而异。中国通过前向生产

参与加强了制造业，而后向生产参与则削弱了制造业份额。泰国、马来西亚、

越南和印度的前向参与也为制造业份额提供了积极的推动力。由于日本制造

商从日益增加的国外投入中获益，后向参与有助于弱化日本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

间经历的与制造业相关的负面结构变化。对于中国台湾、菲律宾，尤其是中

国而言，更高的后向参与度与制造业份额的下降有关。只有韩国和泰国，在

使用所有 ３ 种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度量指标时，生产一体化都对制造业结构变

化产生持续积极的影响。

考虑由单位价值比率代表的价值链内的产品质量维度，并不影响全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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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参与对制造业结构变化的主要作用。然而，从制造业活动占 ＧＤＰ的份额

增加的角度看，专注于高质量环节的经济体从后向生产参与中获益更多，而

在全球价值链低质量环节运营的经济体，从前向生产参与中获益相对较多。

从事高质量的生产意味着经济实力更强。在此情况下，离岸外包可释放国内

资源，使其转移到制造业的其他增加值更高的活动中，同时从低收入经济体

提供的廉价投入中获益。相反，在低质量环节运营的国家缺乏这种灵活性，

因此向国外转移增加值活动也可能减少国内制造业份额。这些经济体从前向

参与中更多地获得收益，因为这能使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国内增加值。

从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可以对全球价值链参与进行另一种

区分。Ｓｔｌｌｉｎｇｅｒ发现，对制造业份额的积极结构性影响是通过全球价值链参

与的区域外要素实现的。结果显示，影响制造业结构变化的是全球价值链而

非区域价值链，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因为：一个经济体中只有生产率最高的

企业才能参与区域外贸易。同时，这与 “全球价值链主要是区域性的”经验

事实不符。这一结果不如其他结果稳健，可能是研究期间的一种假象，在研

究期间内，区域价值链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而区域外价值链刚出现增长势

头。一种实质性的解释是，与区域内贸易相比，样本经济体的区域外全球价

值链贸易是与更多高收入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并且在区域外价值链中，技术

溢出效应可能更高，从而对制造业结构变化产生积极影响。

从异质结果中得出的主要政策结论是，全球价值链为提高制造能力提供

了更多的机会。同时，决策者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参与全球价值链会自动带

来这种变化，因为结果取决于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产品的

质量。

三、全球价值链与环境

了解一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环境，以及环境法规和政策如何

影响国家参与和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活动，对经济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

制定和商业实践都很重要。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与全球价

值链活动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污染迅速增加。通过国际贸易实现的二氧化

碳排放转移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４ 亿吨增加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６ 亿吨，超过了 《京都议定

０４３



书》规定的减排总量 （Ｐｅｔｅｒ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

Ｍｅｎｇ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８）采用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核算框架来分析中国的

二氧化碳排放与国际贸易之间的演化关系。他们的主要发现和政策启示是，

为成功实现全球减排目标，必须采取措施遏制通过全球价值链不断增加的碳

泄漏。

帮助发展中国家就自我责任的排放，设定适当的排放峰值目标，是抑制

全球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建设性途径。国际社会就气候变化的 “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ＣＢＤＲ）达成了共识。然而，如何确保该原则的有效实施仍面

临挑战，特别是在处理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方面 （与西方国家工业化时代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累积有关）。先就控制自我责任的排放 （即在一国内部产

生的、满足国内最终需求、不涉及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任何国际贸易的排

放），达成共识可能更容易。在过去 ２０ 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此类排放迅速

增加。

Ｍｅｎｇ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８）采用了扩展的中国投入产出表 （报告企业所有制

和规模），确定了减少中国碳排放的目标企业和目标行业。他们的分析表明，

２０１０ 年中国出口隐含的排放中，有 ５４％是由外资企业在其全球价值链中产生

的，但这些排放最大的上游来源是大型发电厂和生产非金属矿产品的中小

企业。

最近，尤其是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中国已通过采取更加市场化的价格，引入

将环境破坏 （由经济活动引起）内部化的税收来解决这个问题。Ｍｅｎｇ 和

Ｔａｎｇ的结论，对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十分重要。

四、全球价值链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

在 ２０ 世纪末和 ２１ 世纪初，中国贸易和工业发展政策的核心是对进口的

中间投入品进行加工，然后再出口。通过对进口的中间投入品实行免税，鼓

励了加工出口，而且有利于外国附属企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当时外商直接投

资被视为贸易引擎和技术转让渠道，在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年改革开放后的 ２ 年中尤

为如此。Ｇｉｒｍａ （２０１８）量化分析了不同程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企业绩效

的影响，包括就业、工资、销售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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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ｒｍａ所用的数据，是匹配了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期间中国企业和海关交易层

面的数据。Ｇｉｒｍａ将企业分为三种程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一般出口商”

和没有出口活动的企业对照组。在样本期间，２０％ ２４％的被调查企业参与

了某种形式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大多是对进口投入品进行加工，然后出口。

区位是重要的：从比例上看，在没有出口加工区的省份，非全球价值链

企业更常见。这表明，在分析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决定因素时，必须考虑特区

这一指标，但是需要注意不要将特区的存在与其他有利的位置特征 （如位于

沿海省份）相混淆。

企业所有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私营企业占非全球价值链企业的 ７１％以

上，而从事 １００％出口加工的企业中，有 ９０％以上是外资企业或外国附属企

业。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外资所有制在经济上和统计上都是重要的决定

因素。

全球价值链参与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在全球价值链企业中，出

口加工密集型企业往往属于中低技术产业，而在 ２００２ 年，从事 １００％出口加

工的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最低①。总体而言，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全要素生产

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当考虑行业条件时，与全球价值链企业相比，非全

球价值链企业的平均规模更小、生产率更低、杠杆率更高。

从不同程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的结果变量的简单描述性统计来看，

全球价值链企业在就业、工资和销售增长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非全球价值

链企业。就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言，只有从事 “一般出口”的企业的平均增

长为正，但是分位数分析显示，中等和高等程度的出口加工企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受到的影响是有利的，特别是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布的较低端。

０４５

① 该结果再现了 Ｄａｉ等 （２０１６）的研究结论。Ｄａｉ等 （２０１６）使用了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

的企业调查数据，发现从事出口加工的企业的生产率极低。他们的结论是，对投入品免

征关税，享受所得税减免，促进了出口加工。他们还发现一种动态效应，即简单加工可

能是企业往往要经历的入门级出口，但是很难用他们的短期数据和 Ｇｉｒｍａ的数据来检验这

一假设。



第二章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特征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决定因素

一、贸易相关决定因素

贸易壁垒的减少和国际贸易成本的降低是全球价值链出现以及各国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运输成本也可能鼓励相邻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加强

合作。本项目的宏观研究表明，关税对前向关联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特

别是对区域内关联，但是关税对后向关联的影响不显著。

无论从前向关联还是后向关联来看，贸易协定涵盖的贸易在总贸易中占

比较高的经济体，融入区域价值链的程度更高。由于贸易协定往往是区域性

的，因此这一结果可能反映出区域价值链内的贸易创造以及区域外国家的贸

易转移。区域贸易协定与融入区域价值链相关，而且可能将全球价值链贸易

从区域外合作伙伴那里转移走，转移到区域内。双边或区域协定有助于加强

非正式联系，并促进区域价值链的发展。

亚洲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贸易协定是在全球价值链创建后出现的，

而不是像欧盟或北美那样在全球价值链创建前出现的。２０ 世纪下半叶的关税

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浪潮在东亚显然是不存在的 （Ｐｏｍｆｒｅｔ，２０１１）。一个例

外是东南亚国家联盟 （ＡＳＥＡＮ），它最初是一个安全组织，在 ２１ 世纪之前的

影响力很小。在南亚，区域贸易协定也很弱。相比之下，欧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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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南扩，以及在 ２１ 世纪初的东扩，是建立欧洲区域价值链的主要刺激因

素，就像 １９６５ 年的 《美加汽车贸易协定》、１９８７ 年的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

以及 １９９３ 年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北美区域价值链的创建一样。

二、基础设施和制度

从事贸易或参与价值链的企业开展的经济活动受交易成本的影响。法律

制度是交易成本的决定性因素，因其影响监督与合同执行的成本。更完善的

法律制度能促进企业之间的交易，因其减少了不安全感和风险。制度是比较

优势的决定性因素 （Ｎｕｎｎ，２００７；Ｌｅｖｃｈｅｎｋｏ，２００７），法律制度更完善的国

家往往专门从事需要 “关系专用性投资”的产品或行业①。

就其对 “套牢问题”（ｈｏｌｄｕｐ ｐｒｏｂｌｅｍ）的影响而言，制度对于全球价值

链的参与尤为重要。如果投入品需要 “关系专用性投资”，且合同无法完全

履行，当投资完毕，投入品开始生产后，投入品的买方就有与供应商重新就

合同进行谈判的动机，因为投入品用于关系之外的价值更低。同样地，如果

投入品供应商对全球价值链至关重要，而且没有现成的竞争供应商，该供应

商可能会以延迟整个生产链相要挟，要求更优惠的合同条款。这有助于更好

地履行合同的制度能缓解套牢问题，而制度更完善的国家往往会在全球价值

链密集型制造业中出口更多 （Ｌａｎｚ ａｎｄ Ｐｉ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ｉ，２０１６）。

产权作为衡量法律制度质量的指标，对于区域外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至关

重要，但并不是区域内前向和后向关联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些结果与非正式

制度 （如信任或人际网络）可以取代正式制度的证据一致，区域内部国家之

间的非正式制度往往更强大。因此，正式制度不够强大的发展中经济体 （如

越南）可以依靠非正式制度实现区域一体化，但可能需要完善自身的法律制

度，以便更好地融入区域外价值链。

交易成本不仅受到与法治和合同履行相关的正式制度的影响，还可能由

非正式制度决定。具体来说，非正式制度 （如通过频繁互动、人际网络和信

任所建立的声誉）可以取代正式制度并促进贸易 （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ｆｌｅｒ，２０１４）。

０４７

① Ｎｕｎｎ和 Ｔｒｅｆｌｅｒ （２０１４）综述了国内制度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文献。



Ｙｕ等 （２０１５）发现，双边信任对双边贸易有积极影响，而且与出口国的法

治相比，进口国的法治水平越高，这种影响就越小。

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如信任对经济交易而言）对全球价值链有两方面

的影响。第一，如果邻国的居民比相距较远国家的居民更加信任彼此，那么

在区域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就会更容易。第二，正式制度和信任很可能相

互替代；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完善的法律制度，那么信任的作用就会降低，因

为合同可以通过法律制度强制执行。如果在区域内部经营的企业之间的信任

度更强，那么良好的法律制度对融入区域外价值链将更为重要。这意味着法

律制度不太先进的发展中经济体可利用与邻国的联系来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

金融发展对价值链的后向参与，特别是对区域一体化，有显著的积极影

响。然而，投资自由度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地惨淡。这可能反映了数据问题。

或者是，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决定因素中，外商投资可能不如其他因素重要，

或者外商直接投资对某些国家可能很重要，但对其他国家并不重要。

三、技能与工业能力

通过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业竞争力 （ＣＩＰ）指数纳入计量经济分

析的范围，检验了工业能力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的重要决定作用。① ＣＩＰ指数的

结果表明，无论从后向还是前向关联来看，工业竞争力较强的国家往往能更

好地融入区域价值链。相比之下，ＣＩＰ 指数对区域外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并不

显著，但是这一结果对区域分类很敏感。因此，虽然我们可以在工业竞争力

和价值链参与之间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正向联系，但结果并没有显示区域内和

区域外参与受到的影响明显不同。

多年学校教育所体现的丰富技能对区域外全球价值链参与有显著正向的

影响。而对于区域内价值链参与，教育年限的系数显著为负，但是区域内和

区域外参与结果之间的差异对于区域的地理定义并不稳健。关于技能与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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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 《工业竞争力年度报告》中公布的 ＣＩＰ 指数，可衡量

各国竞争性生产和出口制成品的能力。该指数的依据是 ８ 个标准化量化指标，如人均制造

业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在 ＧＤＰ中的占比，以及一国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占比。



和前向参与之间关系的结果更有趣。技能对整体前向关联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而对整体后向关联，技能的系数是负值，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这种模式支持

了这样的假设：后向关联与低技能任务 （如组装）有关，而发达国家 （如美

国、日本或芬兰）的前向关联更高。

工业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包括达到质量标准和获得资本的能力。某些经

济体已经走过了其他经济体正在努力达到的阶段，开始对外直接投资，这可

能成为促进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在东亚，来自中国香

港的投资者，还有中国台湾和韩国 （在较小程度上）的投资者，在中国发挥

了这种作用。最近，泰国企业通过边境经济区 （区域价值链的一部分）建立

生产设施，提高了柬埔寨、老挝和缅甸工人的竞争力 （亚洲开发银行，

２０１６）。

四、哪些因素解释了价值链的区域性？

许多因素可以解释区域价值链的主导性。地理邻近性意味着更低的运

输成本，因为国家间的距离缩短。Ｂａｌｄｗｉｎ （２０１７）强调了面对面接触的重

要性；在全球价值链中，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经过几小时旅行就能到达对方

的地点很重要，这样检修人员就能在当天解决所有问题。此外，区域贸易

自由化的进展速度超过了多边贸易自由化，导致区域层面的贸易政策壁垒

更低。

信息成本为区域价值链的重要性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随距离扩大而增加

的 “信息摩擦”限制了企业建立国际出口商网络的能力 （Ｃｈａｎｅｙ，２０１４）。

这种摩擦也会导致不确定性，它可能妨碍准时交货，影响成功融入全球价值

链所需的最低库存量。Ｄｅｆｅｖｅｒ等 （２０１５）的研究结果表明，投入品供应商或

监管方面的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与空间距离有着明显的关系，这种不确定

性和信息成本在邻近国家之间较低。这些结果可以很容易被应用到全球价值

链的背景中①。

０４９

① Ｄｅｆｅｖｅｒ等 （２０１５）采用中国出口商的海关数据发现，如果中国与该国接壤，向

该国出口的概率会增加两个百分点。



作为贸易成本的另一个要素，时间不仅在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中起着关键

作用，还解释了某些生产阶段的接近程度。与时间相关的贸易成本有两个方

面：交付所需的时间 （速度）和按时交付的能力 （可预测性）。在以需求波

动、产品易腐性或快速技术变革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中，快速交付非常重要。

可预测性在以高库存成本或即时生产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中至关重要，其中

进一步加工或装配取决于中间投入品的准时送达。

时间影响全球价值链中生产阶段的位置和生产分割的可行性。Ｅｖａｎｓ 和

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２００５）指出，时间敏感的美国进口服装的生产已转移到邻国。

Ｄｊａｎｋｏｖ等 （２０１０）估计，运输时间每增加一天就会使出口减少至少 １％，而

且对时间敏感的制造业商品和易腐农产品来说，时间更重要。Ｈｕｍｍｅｌｓ 和

Ｓｃｈａｕｒ （２０１３）估计，运输途中的每一天相当于 ０ ６％ ２ １％的从价关税，

而且零配件的时间敏感度比其他商品高 ６０％。

五、区域贸易协定的作用

２０００ 年以前，东亚和南亚明显缺少有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但这种情况在

２１ 世纪发生了变化。许多双边贸易协定签署，东盟经济共同体的融合加深，

各国也在参与大区域贸易协定的谈判，如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美国退出后更名为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 ＣＰＴＰＰ）

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签署时，ＣＰＴＰＰ

的成员包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

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１０ 个东盟成员国 （文莱、柬埔寨、印尼、

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及其 ６ 个自由贸易

协定伙伴 （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仍在就 ＲＣＥＰ 进

行谈判。

签署贸易协定最多的亚洲国家是新加坡，在这些协定中，已签署和生

效的有 ２０ 个，已签署但未生效的有 ２ 个，在 ２０１７ 年底仍在谈判的有 ９ 个

（见表 ２ － １）。贸易协定数量紧随其后的是中国 （１７ 个）、韩国 （１６ 个）、

日本 （１６ 个）、马来西亚 （１６ 个）、泰国 （１３ 个）和印度 （１３ 个）。当然，

并非所有贸易协定都同样重要，但这份名单与全球价值链主要参与者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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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一致 （越南已签署了 １１ 个贸易协定）。令人惊讶的是，关税制度接近于

无任何双边协定的自由贸易模式的新加坡，签署了最多的 “自由贸易”协

定。原因是这些协定超越了 ２０ 世纪时以取消合作伙伴的贸易关税为基础的自

由贸易区的定义。

２１ 世纪的贸易协定通常涉及贸易便利化以及更广泛的边境后措施，包括

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和国内监管有关的措施 （Ｍａｔｔｏ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

一部分世贸组织成员已将一些协定作为诸边承诺进行谈判。例如，１９９７ 年

《信息技术协议》（ＩＴＡ）的 ８２ 个签署方已承诺将指定的电子商品清单中的所

有关税和相应税费取消①。世贸组织 ２０１７ 年的 《贸易便利化协定》旨在通过

制定对所有成员具有约束力的贸易便利化原则，来促进全球价值链中商品和

服务的流动，但该协定缺乏具体细节，这反映了 １６４ 个经济体之间达成共识

的难度。

表 ２ －１　 涉及东盟 ＋６ 国的贸易协定 （２０１７）

国家 框架协议 谈判中 已签署但未生效 已签署并生效

新加坡 ０ ９ ２ ２０

中国 ０ ７ １ １６

韩国 ０ １０ ０ １６

日本 ０ ８ １ １５

马来西亚 １ ５ ２ １４

泰国 １ ９ ０ １３

印度 １ １４ ０ １３

澳大利亚 ０ ７ ２ １２

新西兰 ０ ６ ２ １１

０５１

① 东亚和南亚的签署方包括中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印度、印度尼

西亚、日本、菲律宾、韩国、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签署 《信息技术协议》实际上是参

与电子业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



国家 框架协议 谈判中 已签署但未生效 已签署并生效

越南 ０ ５ １ １０

印度尼西亚 ０ ７ １ ９

文莱 ０ ２ １ ８

老挝 ０ ２ ０ ８

菲律宾 ０ ３ １ ７

柬埔寨 ０ ２ ０ ６

缅甸 １ ３ ０ ６

　 　 资料来源：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根据亚洲区域整合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ｉｃ ａｄｂ ｏｒｇ ／ ｆｔａ）（２０１８年 １ 月 １ 日访问）编制。

双边协定往往更有局限性，而且更容易谈判和实施。虽然协定中的条款

主要反映签署方的利益兴趣，但减少边境文书工作或消除监管壁垒之类的措

施通常是非歧视性的，因此不太可能导致像 ２０ 世纪贸易协定那样的贸易转

移。双边协定的缺点是，它们可能导致规则和标准的激增，这不仅令贸易商

感到困惑，还给全球价值链的合作带来不便。大区域贸易协定，如 《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 ／ ＣＰＴＰＰ）或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都有许多参与者历经长时间谈判，它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创造了共同的做法

和规则。多个国家达成协定存在难度，而共同标准存在网络效益 （因为覆盖

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这些标准变得更有用），两者之间存在权衡。

２１ 世纪，亚洲的双边、区域和更广泛的贸易协定的涌现与全球价值链相

关，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显然不利于跨境生产的分割。

尽管行业竞争力、技能和研发强度等因素也影响全球价值链参与，但深层贸

易协定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如果一个国家想成

为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那么政府将会想要促进贸易，一旦进入全球价值链，

政府将被游说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促进贸易或改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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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特征

从简单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 （跨境一次）的比例来看，５０％以上的全球

图 ２ －１　 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占总全球价值链活动的比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资料来源：ＡＤＢ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价值链活动都是简单价值链 （见图 ２ － １）。中国的发展趋势，与世界平均水

平相似：在金融危机之前，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比例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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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趋势，复杂价值链活动 （跨境多次）越来越多；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

简单价值链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从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关联来看，２０１５ 年，

在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活动中，６８％都是简单价值链；从后向关联来看，

中国超过 ７０％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属于简单价值链的范畴。

从亚洲整体来看，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更高，高于农业、采矿

业和服务业；而且，很多制造业行业分布在 ４５ 度线以下，说明其后向参与

度高于前向参与度，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与 “亚洲工厂”的现象相符

（见图 ２ － ２）。中国的全球价值链行业分布情况，与亚洲整体相似：制造业参

图 ２ －２　 亚洲和中国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２０１５）

资料来源：ＡＤＢ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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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价值链的水平更高，而且，制造业分布的下游度更为明显，这与中国

在制造业中的加工组装角色是一致的。

按照 ＯＥＣＤ （经合组织）双边贸易数据库 （ＢＴＤＩｘＥ）的行业 Ｒ＆Ｄ 密集

度信息，将制造业进一步划分为高技术密集度行业和低技术密集度行业。其

中，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行业包括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基本医药产品

和药品制剂、化学品、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机动车辆和其他运输设备。低

技术密集度制造业包括纺织品、服装和皮革制品、橡胶和塑料制品、基本金

属、金属制品 （机械和设备除外）、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木材和木制品、

纸和纸制品、印刷和复制记录介质、焦炭和精炼石油、其他非金属矿制品和

家具等。观察不同技术密集度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和分布，可以发现：对

于亚洲整体和中国而言，大部分的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相对较高，高于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也就是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

较高的行业，主要还是那些技术水平不高的行业；另外，无论是低技术密集

度还是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大多位于 ４５ 度线以下，其后向参与度明显高于

前向参与度，这进一步表明了中国主要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下游环节 （见

图 ２ － ３）。如果观察纺织业 （低技术密集度）和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

（高技术密集度），上述特征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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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３　 亚洲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按制造业行业的技术密集度划分 （２０１５）

资料来源：ＡＤＢ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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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生产关联

目前，世界已形成三个全球价值链中心，即美国、德国和中国，围绕着

这些中心，形成了北美价值链、欧洲价值链和亚洲价值链 （见图 ２ － ４）。

图 ２ －４　 全球价值链的三个中心

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按国家和地区进行

分解，可以追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上游合作伙伴经济体和下游合作伙

伴经济体 （见图 ２ － ５）。从前向关联来看，中国最为主要的价值链合作伙

伴为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英国和墨西哥。从后向关联来看，

中国的主要价值链伙伴为美国、韩国、中国台湾、日本、澳大利亚、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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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俄罗斯。因此，在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和下游，美国都是中国最大的合作

伙伴。另外，中国与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全球价值链关联度越来越高，从后

向关联来看，这一点更为明显。

图 ２ －５　 中国的主要全球价值链关系伙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ＡＤＢ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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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升级

第一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位置提升

２１ 世纪，中国贸易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提高。

Ｋｅｅ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在所有制造业中，都找到了这方面的证据。服装和电子

行业的全球价值链说明了这种现象 （见图 ３ － １）。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间，中国每

一美元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国内含量从 ０ ７３ 美元增至 ０ ８１ 美元，机械和机

电设备出口的国内含量从 ０ ５０ 美元增至 ０ ６３ 美元。

图 ３ －１　 中国服装和电子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资料来源：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Ｔａｎｇ和 Ｑｉ （２０１８），基于 Ｋｅｅ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的数据绘制。

这可能与升级有关。在电子行业，中国企业在很多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

值链中处于领先地位。庞大而且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作用显著；２０１５ 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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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销售的 ３Ｃ电子产品，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国产品牌。以此为跳板，中国

品牌已打入全球市场；２０１５ 年全球销售的手机中，有 ２１％是中国品牌 （２００７

年为 １％），中国品牌电视机的销售占比也达 ２１％ （２００７ 年为 １１％）。然而，

并不是所有行业都是如此。在这段时期，服装的出口构成似乎没有太大变化。

越来越多的投入，来自国内的供应商。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虽然服务业在服

装和电子行业总出口中的占比保持在 ３５％左右，但国内服务业占比却有所增

加 （见表 ３ － １）。在电子行业，国内服务业在总出口额中的占比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增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１％，而外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比从 ３４％降至 ２５％。在服

装行业，国内服务业的占比从 １０％增至 ２５％，而外国服务业的占比从 １８％降

至 １３％。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和 Ｔａｎｇ认为，中国的服装和电子企业承担了更大的投入

品采购责任，而不是依靠外国服务供应商来协调它们参与的价值链。创捷科

技有限公司 （ＳＪ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是中国电子企业的一个例子，其供应链协调

业务部门到 ２００７ 年已经非常成功，以至于分离出来成为一家新公司———创捷

供应链有限公司。

表 ３ －１　 中国服装和电子产品出口的服务含量，增加值占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项目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１１ 年

国内服务供应商 外国服务供应商 国内服务供应商 外国服务供应商

电子产品 １％ ３４％ １１％ ２５％

服装 １０％ １８％ ２５％ １３％

　 　 资料来源：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Ｔａｎｇ和 Ｑｉ （２０１８）。

下面以服装业和电子业为例，说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提升。

一、以服装业为例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服装业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在改

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服装业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

而且被视为非战略性行业。继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年土地改革和农村劳动力释放后，

许多乡镇企业纷纷成立，以满足国内对纺织品和服装的需求。服装生产迅速

增长，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１４％。在同一时期，对外开放政策和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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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外国投资，推动了贸易自由化。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随着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国际转移，中国缝制行业的产出急剧增加①。

中国的沿海开放城市不仅成为主要的外国投资目的地，同时也是国内乡

镇企业生产服装、销售给外国买家 （这些买家以其自有品牌再次进行销售）

的热点地区。有了政府的支持和丰富的劳动力，中国企业成功进入低端的服

装贴牌生产 （ＯＥＭ）领域②。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对贴牌生产需求的快速增长，

使沿海地区的国内企业，如红领集团 （见专栏 １），有机会从小型乡镇企业转

变为大规模生产者，这要归因于这些企业在服装制造中积累的资本和专业

技术。

专栏 1 沿服装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红领集团（Red Collar）

１９７９ 年以后，受中国经济开放的影响，许多乡镇企业为国内批发市场生

产服装。作为其中一员的红领集团于 １９９５ 年在青岛成立。除了在国内经营自

有品牌外，它还以贴牌模式为外国品牌生产服装。为确保优异的品质，红领

集团在世界一流的加工设备、进口面料和辅料上投入巨资，并邀请意大利设

计师以紧跟全球时尚潮流。在 ２１ 世纪初，红领集团向美国、意大利、德国和

其他欧盟国家的知名品牌销售服装，而贴牌生产的收入远远超过国内市场的

销售额。

红领集团的第二个转折点出现在 ２００３ 年，当时信息技术开始在中国蓬勃

发展。通过一个直接与最终客户互动的平台，红领集团探索制造过程的数字

化，成为大规模定制商。例如，在百货商店购买西装的顾客可以使用销售人

员提供的便携式系统完成设计过程，系统随后将客户数据发送到红领集团的

制造工厂。最初，定制服务的规模很小，仅针对纽约市场，而贴牌生产仍然

是红领集团的主要业务。但是到了 ２０１５ 年，红领集团的总销售额为 １１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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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早期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的企业家的制造能力转

移尤为重要，他们不断提供管理和出口营销专业知识。由于珠三角地区有共同语言且交

通便利，香港与广东省之间的联系格外密切。

在贴牌生产 （ＯＥＭ）模式下，生产者按自己的规格设计和制造产品，然后将产

品销售给买家，买家再以自有品牌去销售这些产品。



人民币 （约 １ ８ 亿美元），其中服装定制收入占 ９６％，净利润率为 ２５％。红

领集团的大部分销售额来自大型零售连锁店或裁缝店，２０１５ 年 ７０％的定制订

单来自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其他欧盟国家。量身定制的西装可在七个工

作日内送达。

红领集团最初是依靠丰富的农村劳动力发展起来的。在 ２１ 世纪，具有科

学技术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已成为红领集团向大规模定制转型的重要力量。中

国熟练劳动力的增加为红领集团提供了人力资本，使企业能够从全球价值链

的低端转向高增加值的生产环节。

资料来源：ＵＮＩＤＯ ａｎｄ ＵＩＢＥ ｒｅｐｏｒｔ：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政府鼓励人力资本形成的政

策使红领集团等企业实现了业务升级。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

实施了大学扩招政策，以满足对高素质人才不断增长的需求。高校毕业生为

红领集团等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库；在红领集团向大规模定制转型

期间，具有科学技术背景的毕业生成为相关数据算法和信息系统发展的中坚

力量。越来越多的熟练劳动力使服装企业的商业模式得以转变，并帮助像红

领集团这样的企业积累了人力和智力资本，使企业能够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向高端移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政府强调高科技在服装制造业中的应用。除了培训机

会和鼓励进口高科技设备外，政府和相关协会还启动了一系列项目，以提高

行业标准，满足服装生产的国际要求。产能的快速增长和亚洲金融危机

（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带来了商品过剩，导致贴牌生产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以

及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减少。对此，中国政府立即提高了纺织品和服装的出

口退税率。一些中国服装企业开始从贴牌生产转变为按其他企业的规格设计

和生产。２０００ 年，出口恢复了增长。到 ２０００ 年，中国已占全球服装市场的

五分之一，主要依靠的是民营企业家和集成生产系统。

在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全球纺织品和服装市场自由化

后，中国出口继续增长。中国是 《多种纤维协定》终止的主要受益者，在全

球服装出口中的份额从 ２００４ 年的 ２８％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８％。中国企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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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设计和材料研究来努力增加价值，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的世界贸易低迷促使中

国服装企业重视品牌运营、设计和其他盈利活动。在 ２０１０ 年左右，买方寻求

供货来源的多元化，包括在工资大幅增长的中国沿海省份以外，寻找成本更

低的生产地点。尽管外部环境有些恶化以及出现了产业转移，但数据 （至少

到 ２０１５ 年）未显示单位价值增加或全球市场份额有下降的迹象。

中国的服装业集中在沿海省份。２０１１ 年，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和福

建的服装产出占总产出的 ６９％。这种集中有历史原因。在改革开放初期，建

立了地方集群和专业化生产区 （如浙江的袜子和广东的内衣）①。尽管工资和

其他成本上涨，而且政府实行鼓励服装业向非沿海省份迁移的计划，但这些

省份的集中度在 ２１ 世纪几乎没有变化。这表明了集聚效应的强度 （即企业外

部的规模经济），以及产品特定联系和物流基础设施的深远影响。对区位稳

定性的定性解释还包括，在高收入沿海地区出现更注重时尚的群体。还有证

据表明，生产者更多地使用计件工资来规避正式工资的上涨。

纺织业也集中在沿海省份，特别是江苏和浙江。中国对纱线和面料征收

平均 ９ ６％的进口关税，高于柬埔寨和斯里兰卡，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相似，

但仍低于孟加拉国、印度和巴基斯坦。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间，与服装产量相比，

纱线和面料产量增长更快，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纺织品的出口增长，以及

对国内服装制造商的供应增加。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由于中国的制造成本上升，服装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幅

增加。主要目的地是成本更低，并能以优惠条件进入主要市场的最不发达国

家，如孟加拉国、缅甸，特别是柬埔寨。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得到了中国政府

的支持；它利用了中国服装企业开发的管理和营销技能 （包括理解哪些因素

会影响服装业全球价值链中的买家，如质量、可靠性、交货时间和合规性），

并为中国纺织品和纺织机械生产商提供了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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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到 ２０１０ 年初，有 “袜乡”之称的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子产量足以为地球上的每

个人每年提供两双袜子。位于广东汕头的谷饶镇 （号称 “内衣之乡”，拥有 １０００ 多家工

厂，每年生产 ３ ５ 亿个文胸）和陈店镇生产的内衣占全中国内衣产量的 １ ／ ８。



二、以电子行业为例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国电子行业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长，当时主

要集中在广东和江苏两省，特别是来件组装和贴牌生产领域。电子行业的重

要性在 ２０００ 年后增加，例如，３Ｃ出口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８０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

的 ４０５０ 亿美元。３Ｃ商品的出口以加工贸易为主 （２００７ 年为 ８３％）。大多数

出口商是国内私营企业，但如果按价值加权，出口主要由外资企业主导。国

有企业在 ２０００ 年占 ４６％，但到了 ２００７ 年占比已降至 １０％以下，这反映出这

些国有企业转变成了私营企业。

手机在国内市场消费中占比最大，而电脑在出口中占比最大。其他消费

电子产品 （主要是电视机）在出口和国内销售的占比都大约是 １７％。从数量

上看，２０１５ 年在中国销售的 ３Ｃ商品 （不包括电子游戏）中至少有三分之二

是国产品牌。在全球范围内，２０１５ 年中国品牌手机占全球手机销售数量的

２１％ （２００７ 年为 １％），中国品牌电视机的销售数量占比也达 ２１％ （２００７ 年

为 １１％）。这说明，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就跃升至龙头企业的地位。但是，

如果按照有价值的数据计算，上述比例可能会小一些。在其他产品中，中国

品牌的知名度有限。升级的另一个指标，是国内商业服务提供者在 ２１ 世纪的

贡献增加。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到 ２１ 世纪初，已建立自有品牌知名度的中国企业，

通常先担当港资或台资企业的供应商，或与它们合资经营，以获得资本、技

术和市场准入。其他企业通过收购建立了品牌知名度。例如，２００３ 年，京东

方 （一家由北京政府支持的国有企业）收购了韩国老牌液晶屏制造商 Ｈｙｄｉｓ。

另一种选择是与知名品牌所有者密切合作。例如，２００４ 年，ＴＣＬ 与阿尔卡特

成立合资公司，使其能以知名品牌的许可生产手机，并于 ２００８ 年成为三星电

视机的第一家海外合同制造商。最近的趋势是，志在升级的企业招募了来自

知名外资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工程技术人员。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被视为是成功的，但由于缺乏技术升级，结果是喜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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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半①。虽然半导体企业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７２ 家增加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９２ 家，从业人

数从 ７４００４ 人增加到 ２９３０２３ 人，但生产主要是低增加值的出口加工；由于快

速发展的 ３Ｃ生产商对先进芯片的需求增加，国内企业的供应量不到国内市

场需求的 １ ／ ５，同时集成电路的贸易逆差增加 （Ｋｏｎｇ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②。Ｅｒｎｓｔ

（２０１５）发现，２０１３ 年，中国国内半导体消费额为 １４５０ 亿美元，而中国企业

的供货额只占其中的 ８％；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半导体进口额为 ２３２０ 亿美元，超过

了中国石油的进口额 （２２１０ 亿美元）。但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子行业企业进

行转型，打造供应链生态系统，成功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 （见专

栏 ２）。

专栏 ２ 电子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

（ＳＪＥＴ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 Ｃｏ.）

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是一家供应链平台供应商，通过智能供应链系统来

匹配供给和需求。它将信息、物流和资金流整合到 Ｂ２Ｂ 跨国平台，为出口型

企业提供全面的贸易服务。该平台包括大约 ５０００ 家供应商、１００ 多家出口型

企业和数十家银行。客户主要来自信息技术、消费电子产品、通信产品、快

速消费品、医疗设备、新材料和新能源等行业。目标客户的资产在 ４０ 万美元

至 ４ 亿美元之间。除了供应链信贷融资外，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还提供其他

服务，如进口材料、物流、分销、信贷审查、报关、最终产品出口，以及整

个价值链中的其他活动。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创捷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作为个体商人，通

过销售技术产品积累了初始资产。１９９２ 年，香港的投资在深圳大幅增加，他

看到了将电子产品从香港引入深圳、再从深圳引入内陆地区的机会。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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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世界银行认为，中国需要转变，从利用外国技术进行追赶，转变为主动创新。这

一观点收录在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编写的报告中。这份报告由世界银行以 《２０３０

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和有创造力的社会》为标题在 ２０１３ 年发布。类似的观点，也

是 Ｅｒｎｓｔ （２０１５）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研究的主题。

在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９２ 家企业中，只有 ２２４ 家是国内企业，有 １６４ 家是外资企业，还有

１０４ 家企业是港澳台资企业。Ｋｏｎｇ等 （２０１５）发现，集成电路的贸易逆差从 ２００３ 年的 ８６

亿美元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０００ 多亿美元。



年，创捷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电脑配件贸易公司成立。１９９７ 年，它与技嘉

科技有限公司 （台湾）合作，成为电脑组件 （包括主板、ＶＣＧ 卡和软驱）

的代理商。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打开了国内市场，引发了激烈的竞争。电

脑组件的代理市场很快饱和，因此该公司开发了自己的产品，于 ２００３ 年进入

安全集成系统领域。创捷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与西门子和其他国际公司的合作

获得技术支持，并负责进口和出口这些公司的消费电子产品。当时政府鼓励

企业通过与国际高科技企业合作，获得经验，进行技术研发。创捷科技有限

公司对国际制造商 （如 Ｊｉｚｈａ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投资。虽然创捷科技

公司在研发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代理业务仍是主要的利润来源。

２００７ 年，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创捷科技有限公司分离。新公司在通

关、产品采购等方面逐步加强了物流服务，但最初两年发展缓慢。现任 ＣＥＯ

在 ２００９ 年作为小股东加入公司，他解决增长缓慢的方案是从为单独企业提供

业务流程外包转变为促进整个价值链的发展。在国内中小企业开发自己的出

口型电子产品时，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优先考虑电子产品的供应链整合。

２００９ 年，公司开始转型，参与整个价值链，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利益

相关者生态系统。在该生态系统中，供应链管理者 （即相关行业的中小企

业）和供应链协调员 （创捷）从事核心工作。供应链管理者负责管理产品的

订单和价值创造。供应链协调员通过控制三个平台 （虚拟生产管理、供应链

物流和香港的营销业务），专注于整合材料、资本和信息流。项目设计、生

产等，可在该生态系统中共享。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的生态系统使中小企业

能够进入全球价值链，并增加从全球市场获得的利润。

借助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进一步开发了

ＳＡＰ系统和 Ｂ２Ｂ平台，促进了整个价值链的信息协作。通过与凯捷咨询公司

（Ｃａｐｇｅｍｉｎｉ）、ＩＢＭ和领先的国际软件供应商合作，这一过程得以加速，同时

公司培养和聘用的人才也为持续增长做出了贡献。对整个价值链中的买方和

供应商的需求和能力的相关数据进行维护，可确保快速准确地匹配供需。

为配合新的业务模式，该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将其组织结构扁平化为三个主要

业务部分：前端、中端和后端。后端由信息、财务、培训、清算和风险控制

系统组成，是严密精确的。前端是灵活的业务中心，由五个彼此交互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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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构成，每个业务组都有明确的业务方向：商业和销售、产业链、生态系统，

创新和智能终端。中端通过与客户和技术团队的互动，将前端和后端联系在

一起。所有订单都通过数据库进行管理，该数据库能促进业务流程的标准化

和集成。供应链管理服务涵盖从材料采购到出口的一系列流程，它能使客户

专注于自身的竞争优势。

例如，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为小规模手机公司提供了帮助。这些公司能

识别海外客户并开发适当的产品，但由于缺乏资金、议价能力较弱、生产能

力较小或者其他问题，它们往往无法履行所有海外订单。在它们与国外买家

达成协议后，创捷为它们提供服务平台。例如，Ａ 公司是深圳的一家手机设

计公司，经过与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五年的合作，已在海外成功地打出了自

己的品牌。当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在香港的运营平台 （创联）收到 Ａ公司的

客户支付的定金后，内地虚拟制造平台 （五洲通）负责按照 Ａ公司的规范进

行全球材料采购。由 Ａ 公司确定的关键组件的供应商，必须在风险评估后，

获得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的批准。如果 Ａ公司无法识别可用的供应商，创捷

供应链有限公司会推荐适当的供应商。所有物料都运至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

的仓库进行分类，然后送到服务平台上的工厂，这些工厂是根据 Ａ 公司的要

求自动匹配的。在此阶段，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将提前支付材料费用。在生

产过程中，成品的质量控制和检验由 Ａ公司负责。货物由创捷供应链有限公

司指定的物流公司交付给创联，然后交给海外买家。在 Ａ 公司与银行协商付

款后，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货币兑换结算、退税等事项。创捷供应链有

限公司和 Ａ公司之间的结算是最后一步。由于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监控与进

出口相关的活动，其他活动由其平台上的公司接管，Ａ 公司可以专注于研发

和关键业务决策，积累资金和经验，为开发自有品牌铺平道路。这有利于 Ａ

公司的产品升级，并增强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资料来源：ＵＮＩＤＯ ａｎｄ ＵＩＢＥ ｒｅｐｏｒｔ：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ｓ

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Ａｓｉａ，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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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出口增加值核算及变化分析

一、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总体状况分析

自 ２００１ 年底加入 ＷＴＯ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出口总额与国内

生产总值 （ＧＤＰ）的比率一度超过 ３０％，２００６ 年的比率高达 ３８ ８％。进出

口总额与 ＧＤＰ的比率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间超过了 ６０％，甚至一度引起了中国

外贸依存度是否过高的争论。受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总额

与 ＧＤＰ比率近年来经历了一个逐年降低的过程，２００９ 年下降至 ２６ ３％，随

后又有小幅上升，２０１３ 年已降至 ２５ ５％ （见图 ３ － ２）。

图 ３ －２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中国总出口额及出口与 ＧＤＰ的比率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ｗｏｒｋｓｐａｃｅ ／ ｉｎｄｅｘ？

ｍ ＝ ｈｇｎｄ。

事实上，出口商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和零部

件作为中间投入品，出口额中包含的并不完全是中国的增加值。尤其是加工

贸易，需要进口大量的中间投入品，在中国进行组装、加工然后再出口制成

品。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贸易结构较为特殊，加工贸易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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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占比较高。因此如果以贸易增加值核算，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远不如传统贸易统计体现的那么大。

中国的出口增加值呈现以下特征。

（一）出口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起了重要作用，但在传统的贸

易总值统计体系下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一定程度高估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出口总值 （包括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分别为

１７４８０ ０ 亿美元、２０８０４ ７ 亿美元、２２３９２ ２ 亿美元和 ２４１９５ ９ 亿美元，与中

国当年 ＧＤＰ的比率分别约为 （按当年平均汇率计）２８ ９％、２７ ８％、２６ ５％

和 ２５ ５％①。若以增加值来核算②，则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出口增加值分别为

１０９８４ ４ 亿美元、１３２４４ ６ 亿美元、１４９３７ ７ 亿美元和 １６３９９ １ 亿美元，仅相

当于当年 ＧＤＰ 的 １８ ２％、１７ ７％、１７ ７％和 １７ ３％左右，与以出口总值统

计的结果相比，所与 ＧＤＰ 的比率分别减少了 １０ ７％、１０ １％、８ ８％ 和

８ ２％ （见表 ３ － ２）。

表 ３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总值及相应的出口增加值

年份 项目

货物出口 ／亿美元

加工贸易

出口

一般贸易

出口

货物出口

合计

服务贸易

出口

／亿美元

总出口

／亿美元

与 ＧＤＰ

比率

／ ％

２０１０
出口总值 ７４０２ ８ ８３７４ ７ １５７７７ ５ １７０２ ５ １７４８０ ０ ２８ ９

出口增加值 ２８６７ ８ ６６８３ ５ ９５５１ ３ １４３３ １ １０９８４ ４ １８ ２

２０１１
出口总值 ８３４５ ３ １０６３８ ５ １８９８３ ８ １８２０ ９ ２０８０４ ７ ２７ ８

出口增加值 ３２３９ ７ ８４６７ ２ １１７０６ ９ １５３７ ７ １３２４４ ６ １７ ７

０６９

①

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按照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数据修订制度和国际通行做法，

国家统计局根据修订后的 ２０１３ 年 ＧＤＰ 数据和有关历史资料，对 ２０１２ 年及以前年度的

ＧＤＰ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修订。本书中相关指标占 ＧＤＰ的比重是根据最新修订的 ＧＤＰ数

据计算，因此和之前发布的报告中的比重数据会有差异。

出口增加值和就业的核算方法请参见附录 １ ３



年份 项目

货物出口 ／亿美元

加工贸易

出口

一般贸易

出口

货物出口

合计

服务贸易

出口

／亿美元

总出口

／亿美元

与 ＧＤＰ

比率

／ ％

２０１２
出口总值 ８６２６ ９ １１８６０ ９ ２０４８７ ８ １９０４ ４ ２２３９２ ２ ２６ ５

出口增加值 ３４４８ ５ ９８５０ ３ １３２９８ ８ １６３８ ９ １４９３７ ７ １７ ７

２０１３
出口总值 ８６００ ４ １３４８９ ６ ２２０９０ ０ ２１０５ ９ ２４１９５ ９ ２５ ５

出口增加值 ３３９１ ７ １１１９０ ４ １４５８２ １ １８１７ ０ １６３９９ １ １７ ３

（二）和以出口总值计算的结构相比，加工贸易出口的增加值

所占比重在明显降低，而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比重有所增加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总值分别为 ８６２６ ９ 亿美元和 ８６００ ４

亿美元，在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３８ ５％和 ３５ ５％ （占货物

出口总值的 ４２ １％和 ３８ ９％）；若以出口增加值计，加工贸易的出口增加值

分别为 ３４４８ ５ 亿美元和 ３３９１ ７ 亿美元，在总出口增加值中比重降至 ２３ １％

和 ２０ ７％ （见表 ３ － ３、表 ３ － ４）。这主要与单位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较低直接相关。

表 ３ －３　 ２０１２ 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拉动国内增加值

项目 总出口

货物出口

货物

总出口

加工贸易

出口

一般贸易

出口

服务贸易

出口

总出口 ／亿美元 ２２３９２ ２ ２０４８７ ８ ８６２６ ９ １１８６０ ９ １９０４ ４

占出口总值比重 ／ ％ ９１ ５ ３８ ５ ５３ ０ ８ ５

国内增加值 ／亿美元 １４９３７ ７ １３２９８ ８ ３４４８ ５ ９８５０ ３ １６３８ ９

占总出口增加值比重 ／ ％ ８９ ０ ２３ １ ６５ ９ １１ ０

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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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４　 ２０１３ 年中国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拉动国内增加值

项目 总出口

货物出口

货物

总出口

加工贸易

出口

一般贸易

出口

服务贸易

出口

总出口 ／亿美元 ２４１９５ ９ ２２０９０ ０ ８６００ ４ １３４８９ ６ ２１０５ ９

占出口总值比重 ／ ％ ９１ ３ ３５ ５ ５５ ８ ８ ７

国内增加值 ／亿美元 １６３９９ １ １４５８２ １ ３３９１ ７ １１１９０ ４ １８１７ ０

占总出口增加值比重 ／ ％ ８８ ９ ２０ ７ ６８ ２ １１ １

图 ３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分贸易类型出口总值和出口增加值

从表 ３ － ３ 和表 ３ － ４ 可以看出，２０１２ 年，一般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

在总出口 （包括服务）中比重分别为 ５３ ０％和 ８ ５％；若以出口增加值计，

则分别提高至 ６５ ９％和 １１ ０％。２０１３ 年，一般贸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在总

出口 （包括服务）中比重均有小幅上升，分别升至为 ５５ ８％和 ８ ７％；若以

出口增加值计，则分别提高至 ６８ ２％和 １１ １％。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一般贸

易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作用比加工贸易出口要强，因此在总

０７１



出口增加值中所占比重较在总出口值中占比有所提高。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 年的结果和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３ 年比较类似，详细数据见

图 ３ － ３。

从两种贸易类型所占比重来看，如前所述，一般贸易出口占比提高较快，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一般贸易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从 ４７ ９％增长至 ５５ ８％，提

高了 ７ ９ 个百分点，在总出口增加值中的比重从 ６０ ８％增长至 ６８ ２％，提高

了 ７ ４ 个百分点。而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占比和出口增加值占比均有所降低，

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变动稍有不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服务业出口总额占比和出

口增加值占比均经历了一个下降过程，分别下降了 １ ２ 和 ２ ０ 个百分点，降

幅较大，但在 ２０１３ 年出口总额占比却上升了 ０ ２ 个百分点，出口增加值占比

也提高了 ０ １ 个百分点。

（三）中国单位出口的增加值含量较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单位出口的增加值逐渐提高

中国单位出口的增加值相对较低，通常不足出口总值的 ７０％。比如，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 （包括货物

和服务）拉动的国内增加值分别为 ６２８ 美元、６３７ 美元、６６７ 美元和 ６７８ 美

元 （见表 ３ － ５）。单位出口的增加值相对较低和很多因素相关，比如出口

产品结构、产品的直接增加值率等。另外，中国特殊的贸易结构也是影响

单位出口增加值高低的重要因素。

从货物出口的增加值来看，中国单位货物出口的增加值在逐渐提高。

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中国 １０００ 美元货物出口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分别

为 ６１７ 美元、６４９ 美元和 ６６０ 美元，分别比 ２０１０ 年增加 １２ 美元、４４ 美元和

５５ 美元。由于本报告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的结果是基于 ２０１０ 年 ６５ 部门反映加

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核算的，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的结果是基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３９ 部门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核算的，单位出口增加值的

不同不仅是由出口结构变化和加工贸易所占比重下降引起的，还有一部分是

由于反映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中投入结构的变化 （特别是进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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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所占比重的逐步下降①）引起的。

表 ３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分贸易类型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增加值②

年份
总出口

／美元

货物出口 ／美元

货物总出口 加工贸易出口 一般贸易出口

服务贸易出口

／美元

２０１０ ６２８ ６０５ ３８７ ７９８ ８４２

２０１１ ６３７ ６１７ ３８８ ７９６ ８４５

２０１２ ６６７ ６４９ ４００ ８３０ ８６１

２０１３ ６７８ ６６０ ３９４ ８３０ ８６３

（四）分货物出口和服务贸易出口来看，单位服务贸易出口拉

动的国内增加值较高，远高于货物出口

如表 ３ － ５ 所示，中国 ２０１３ 年每 １０００ 美元服务贸易出口的增加值为 ８６３

美元，而每 １０００ 美元货物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为 ６６０ 美元。相对而言，服务贸

易出口中进口品的投入要少于货物出口，更多的是国内产品和劳动力的投入，

因此单位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含的国内增加值高于货物出口。虽然目前服务贸

易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不足 １０％，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平均年增长速度仅为

７ ４％，较货物出口年平均 １２ ０％的增速为低，但其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不可小视。若能促进服务贸易出口增长，提高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将能有效

提高中国出口增加值。

从出口增加值的增长潜力来看，货物出口高于服务贸易出口，这主要得

益于中国制造业逐渐发展和产业升级转型，每 １０００ 美元货物出口增加值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０５ 美元增长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６０ 美元，提高了 ５５ 美元。

０７３

①

②

进口品投入系数 （进口品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平均下降了 ０ ８％，从 ６５ 部门

来看，有 ３６ 个部门进口品投入系数下降，２９ 个部门的进口品投入系数略有提高。

从具体数值上来看，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单位出口增加值 （基于 ２０１２ 年反映加工贸易

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单位出口增加值 （基于 ２０１０ 年反映加工贸易的投入

产出表计算）相比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如文中所提到的，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出口结构

的变化以外，生产的国内品投入和进口品投入的结构均发生了变化。



（五）从货物出口类型来看，加工贸易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作

用较一般贸易出口为弱

总体上，在货物出口中，加工贸易出口对增加值的拉动作用较一般贸易

出口为弱。２０１３ 年每 １０００ 美元一般贸易出口的增加值为 ８３０ 美元，而每

１０００ 美元加工贸易出口的增加值为 ３９４ 美元，不足一般贸易出口的一半 （见

表 ３ － ５）。目前，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生产所需的大量原料、材料和零部件都

来自海外，一些加工贸易出口品仅在中国进行简单的组装或焊接等加工程序，

产品生产所需的国内工序和原材料均较少，进而产生的国内增加值也较少。

随着近几年来加工贸易出口在总出口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单位货物出口

的增加值在逐年上升 （见表 ３ － ５）。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货物出口结构变动

较大，加工贸易出口占货物出口的比重逐年降低，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６ ９％下降

到 ２０１３ 年 ３８ ９％，三年期间降低了 ８ ０ 个百分点 （见图 ３ － ４）。由于单位加

工贸易出口的增加值较低，尽管 ２０１３ 年加工贸易出口在中国货物出口总额

中的占比为 ３８ ９％，但其拉动的增加值只占货物出口的增加值的 ２３ ３％ （见

图 ３ － ５）。

图 ３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货物出口总值及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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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货物出口增加值及结构

（六）从出口增加值的构成看，从业人员报酬在增加值中所占

比重最高，占增加值的比重约为 ４２.８％

增加值可细分为从业人员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

２０１２ 年中国总的出口增加值中，占比重最高的为从业人员报酬，占 ４２ ８％。

其次为营业盈余，占 ２７ ６％。生产税净额和固定资产折旧分别占 １６ ８％

和 １２ ８％。

由于生产模式的差异，加工贸易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的增加值构成有所

不同。以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为例，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中，外商投资企业加

工贸易进出口值占到 ８０％以上①。加工贸易出口生产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

且对国内品消耗较少，有不少加工贸易活动主要支付企业的加工费。因此，

加工贸易出口的增加值中，从业人员报酬比一般贸易出口为高 （见图 ３ － ６），

２０１２ 年占比为 ４５ ５％。中国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税率上有相应的优惠，因

此增加值中生产税净额占比较低。２０１２ 年加工贸易出口的增加值中生产税净

额占比为 １４ ９％，而在一般贸易出口的增加值中占比为 １８ ０％。服务贸易涉

０７５

① 商务部外资司，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简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ｄｉ． 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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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更多的劳动力投入，在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中，从业人员报酬占比也相对

较高，为 ４２ ５％。

图 ３ －６　 ２０１２ 年中国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拉动的增加值及组成

二、中国分部门产品单位出口增加值分析

（一）分部门产品单位出口增加值分析

分部门来看，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出口具有相对较高的增加值，

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单位出口的增加值含量较低。

２０１２ 年反映加工贸易的中国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共有 １３９ 部门，为方便

与前些年份数据的纵向比较，将 ２０１２ 年 １３９ 部门的核算结果，根据 １３９ 部门

向 ６５ 部门对应表合成 ６５ 部门数据，其中 １ － ４８ 部门可归为货物生产部门。

表 ３ － ６ 给出了 ２０１２ 年中国各货物生产部门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的增加值含量。分

部门来看，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出口具有相对较高的增加值，而

技术密集型产业单位出口的增加值含量则较低。

一般贸易出口中，农林牧渔业每 １０００ 美元一般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

量高达 ８９２ 美元，而采矿业 （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黑色金属矿、有色

金属矿、非金属矿及其他矿 ５ 个部门），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的增加值均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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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 美元，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９０９ 美元，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８６９ 美

元，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８６２ 美元。食品及酒精饮料、烟草制品业每 １０００ 美

元出口分别能拉动 ９２３ 美元和 ９３７ 美元的增加值。纺织、针织制成品制造业，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增加值也较高，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所带来的增加值均在 ８５０ 美元以上。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

技术产业的部门如其他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

制造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等，由于在其生产过程中进口品中间投入所占比

重相对较高，其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所带来的增加值均不足 ８５０ 美元。如电子计算

机制造业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的增加值仅 ６３０ 美元，是制造业一般贸易单位出口

的增加值最低的部门。

加工贸易出口中，和一般贸易出口类似，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出

口拉动国内增加值相对较高。如纺织、针织制成品制造业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中

国内增加值为 ５６１ 美元，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为 ４７２ 美元。对于技术密

集型的电子类产品生产部门，加工贸易的主要生产模式为进口国外零部件和

原材料，在国内进行加工和组装为成品后再出口，其中的主要国内投入为廉

价的劳动力、生产过程中的电力、水资源等公共资源，还有一部分原材料投

入。因此，在加工贸易中，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部门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

的增加值甚至不足 ４００ 美元，如电子元器件制造业 ２５９ 美元、电气设备制造

业 ２９３ 美元、汽车制造业 ３４０ 美元等。

总体而言，分部门加工贸易单位出口的增加值低于一般贸易出口，加工

贸易出口比重是影响各部门单位出口增加值的一个重要因素。单位出口增加

值含量较低的部门，一般有较高的加工贸易出口比重。按照本课题反映加工

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 ６５ 部门分类，２０１２ 年中国 ３９ 个制造业部门中

有 １１ 部门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超过其部门当年总出口量的 ５０％ （见图

３ － ７），其中电子计算机制造业、通信设备及雷达制造业等我国的大宗出口

品加工贸易出口所占部门的比重甚至超过 ８０％，而这些部门往往其出口额在

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也较高 （见图 ３ － ８），如 ２０１２ 年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子计

算机制造业的产品出口额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分别达到 ８ ８％和 １０ １％。中国

有接近 １ ／ ３ 的制造业部门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出口方式，这对中国总出口中的

增加值含量影响较大。如电子计算机制造业，其一般贸易出口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

０７７



口中国内增加值为 ６３０ 美元，而 ２０１２ 年其出口中 ８８ ３％为加工贸易出口，因

此总体而言，该部门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的增加值降低为 ４８４ 美元。

表 ３ －６　 ２０１２ 年中国分部门 １０００ 美元货物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

（单位：美元）

序
号

部门名称
加工贸

易出口

一般贸

易出口
总出口

序
号

部门名称
加工贸

易出口

一般贸

易出口
总出口

１ 农林牧渔业 — ８９２ ８９２ ２５ 钢压延加工业 ２３３ ７７１ ７３８

２
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
— ９０９ ９０９ ２６

有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业
２１２ ７５８ ６０６

３
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
— ８６２ ８６２ ２７ 金属制品业 ３１３ ８５２ ７３９

４
黑色金属矿采

选业
— ８３１ ８３１ ２８

通用设备制造

业
３１７ ８２２ ７０８

５
有色金属矿采

选业
— ８５３ ８５３ ２９

专用设备制造

业
３３７ ８３１ ６８８

６
非金属矿及其

他矿采选业
－ ８６９ ８６９ ３０

铁路运输设备

制造业
３９０ ８１０ ５４５

７
食品及酒精饮

料
３６７ ９２３ ８０９ ３１ 汽车制造业 ３４０ ８２８ ７４１

８ 烟草制品业 ７０４ ９３７ ９３６ ３２
船舶及浮动装

置制造业
６３６ ８２９ ６５１

９
纺织材料加工

业
２６６ ８５７ ７７０ ３３

其他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
３１４ ８０８ ６６８

１０
纺织、针织制

成品制造业
５６１ ８９０ ８４１ ３４

电气设备制造

业
２９３ ８１８ ５９０

１１
纺织服装、鞋、

帽制造业
４７２ ９１２ ８３９ ３５

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制造业
３１６ ７９３ ５３３

１２
皮 革、毛 皮、

羽毛 （绒）及

其制品业

３２９ ９０８ ８０４ ３６
家用电力和非

电力器具制造

业

３０７ ８５６ ５５１

０７８



序
号

部门名称
加工贸

易出口

一般贸

易出口
总出口

序
号

部门名称
加工贸

易出口

一般贸

易出口
总出口

１３
木材加工及家

具制造业
６５０ ８６４ ８３５ ３７

其他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
２８９ ８１２ ６４９

１４ 造纸、印刷 ３１５ ７９９ ６０９ ３８
通信设备及雷

达制造业
４０７ ６５２ ４７８

１５
文教体育用品

制造业
５３９ ８６３ ６６３ ３９

电子计算机制

造业
４６５ ６３０ ４８４

１６
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

工业

６２ ５６２ ３８９ ４０
电子元器件制

造业
２５９ ８１０ ５００

１７ 基础化学原料 ３６７ ７８０ ７３２ ４１
家用视听设备

制造业
３７４ ７５０ ４４６

１８ 肥料、农药 １９８ ８０３ ８０３ ４２
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
— — —

１９
合成材料制造

业
２４５ ７１９ ４７２ ４３

仪器仪表制造

业
２７２ ７８０ ５３３

２０
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业
２５１ ８４１ ６９１ ４４

文化、办公用

机械制造业
４０４ ７６５ ４４４

２１ 其他化学制品 ３１０ ８４９ ７４２ ４５
工艺品及其他

制造业 （含废

品废料）

３６８ ８９８ ８０１

２２
塑料、橡胶制

品
４１１ ７８８ ６０７ ４６

电力、热力的

生产和供应业
７３６ ８３０ ８１５

２３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
３３６ ８７３ ８３６ ４７

燃气生产和供

应业
— — —

２４ 黑色金属冶炼 ２７８ ８３９ ８３６ ４８
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
— — —

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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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７　 ２０１２ 年中国分部门的加工贸易出口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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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８　 ２０１２ 年中国的出口部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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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部门产品出口增加值及结构分析

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的商品结构有很大差异。加工贸易

主要出口品为通信设备及电子产品，涉及的生产部门主要有通信设备及雷达

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等。电子计算机制造业产品

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加工贸易总出口的 ２１％左右，为出口占比最高的部门。一

般贸易主要出口品为纺织品和通用、专用设备，涉及的生产部门主要有纺织、

针织制成品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等。和纺织

业相关的 ４ 个部门 （包括纺织材料加工，纺织、针织制成品，纺织服装、鞋、

帽制成品和皮革、毛皮、羽毛 （绒）及其制成品）一般贸易出口额占一般贸

易总出口的 ２２％左右。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分不同贸易类型的出口中，部门出口结构变化较

大。加工贸易出口结构变化主要有：通信设备及雷达制造业产品比重从

１１ ９％上升到 １６ ５％。电子元器件制造业比重提高了 ２ ４％，电子计算机制

造业从 ２３ ３％下降至 ２０ １％。一般贸易出口中，纺织、针织制成品制造业出

口占比由 １０ ９％降至 ３ ８％，下降了超过 ７ 个百分点，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占

比由 ２ ５％提高至 ７ ３％。我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出口结构的转变反映出我

国制造业正在逐渐转型。

分部门单位出口增加值的变动直接影响其总出口的增加值。若某一部门

单位出口增加值较低，即使部门出口总额较大，出口增加值也可能会相对较

小。例如，２０１３ 年通信设备及雷达制造业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 ９ ４％，

但该部门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的增加值相对较低 （只有 ４８５ ９ 美元），因此，该

部门出口增加值占总出口增加值的比重只有 ６ ９％，下降了 ２ ５ 个百分点。

若某一部门单位出口增加值较高，则其在出口增加值中的比重可能会高于在

总出口额中的比重。例如，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

的 ９ ９％，由于其单位出口增加值相对较高，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增加值为

８４７ ０ 美元，该部门出口的增加值占总出口增加值的比重提高至 １２ ７％，提

高了 ２ 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２ 年中国分部门货物出口的增加值详细结果见表 ３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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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７　 ２０１２ 年中国分部门货物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含量

（单位：亿美元）

序
号

部门名称
加工贸

易出口

一般贸

易出口
总出口

序
号

部门名称
加工贸

易出口

一般贸

易出口
总出口

１ 农林牧渔业 — １１６ １１６ ２５ 钢压延加工业 ６ ３２２ ３２９

２
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
— １４ １４ ２６

有色金属冶炼

及压延业
１４ １３１ １４５

３
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
— ２２ ２２ ２７ 金属制品业 ５１ ５２５ ５７６

４
黑色金属矿采

选业
— ０ ０ ２８

通用设备制造

业
６９ ６０９ ６７８

５
有色金属矿采

选业
— ８ ８ ２９

专用设备制造

业
６０ ３６３ ４２３

６
非金属矿及其

他矿采选业
— １７ １７ ３０

铁路运输设备

制造业
１１ １３ ２４

７
食品及酒精饮

料
３６ ３５２ ３８８ ３１ 汽车制造业 ２５ ２８１ ３０６

８ 烟草制品业 ０ ６ ６ ３２
船舶及浮动装

置制造业
２２９ ２４ ２５３

９
纺织材料加工

业
１６ ２９６ ３１２ ３３

其他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
１５ ９６ １１１

１０
纺织、针织制

成品制造业
４４ ４０４ ４４７ ３４ 电气设备 ４７ １７１ ２１８

１１
纺 织 服 装、

鞋、帽制造业
１５４ １５００ １６５４ ３５

输配电及控制

设备制造业
９６ ２０２ ２９９

１２
皮 革、毛 皮、

羽毛 （绒）及

其制品业

２０ ２４６ ２６６ ３６
家用电力和非

电力器具制造

业

７９ １７６ ２５５

０８３



序
号

部门名称
加工贸

易出口

一般贸

易出口
总出口

序
号

部门名称
加工贸

易出口

一般贸

易出口
总出口

１３
木材加工及家

具制造业
５５ ４７６ ５３１ ３７

其他电气机械

及器材制造业
４７ ２９０ ３３７

１４ 造纸、印刷 １９ ７６ ９６ ３８
通信设备及雷

达制造业
５１９ ３３９ ８５８

１５
文教体育用品

制造业
３４９ ３４５ ６９５ ３９

电子计算机制

造业
８４８ １５３ １００１

１６
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加

工业

５ ９４ ９９ ４０
电子元器件制

造业
２００ ４８８ ６８８

１７ 基础化学原料 １６ ２５９ ２７５ ４１
家用视听设备

制造业
９６ ４６ １４３

１８ 肥料、农药 ０ ８１ ８１ ４３
仪器仪表制造

业
４１ １２５ １６７

１９
合成材料制造

业
１５ ４１ ５６ ４４

文化、办公用

机械制造业
９２ ２２ １１４

２０
专用化学产品

制造业
９ ８６ ９５ ４５

工艺品及其他

制造业 （含废

品废料）

８ ８４ ９２

２１ 其他化学制品 ２３ ２５７ ２８０ ４６
电力、热力的

生产和供应业
１ ９ １０

２２
塑料、橡胶制

品
１２０ ２４８ ３６８ ５９

综合技术服务

业
０ ０ ０

２３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
１１ ３７４ ３８５ ６４

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
０ ２１ ２１

２４ 黑色金属冶炼 ０ ４１ ４１

　 　 注：表中的 “—”表示无此项出口，下表含义同标题 （三）中按协调制度章别分

类商品单位出口增加值分析。

０８４

（续表）



（三）按 ＨＳ章别分类商品单位出口增加值及结构分析

本部分计算了按照协调制度 （ＨＳ）章别分类的中国商品出口的增加

值①，可以得到类似于按照部门分类的结论：每 １０００ 美元一般贸易出口的增

加值远高于加工贸易出口；总体上来看，单位出口的增加值含量较高的商品

包括农产品、食品、木制品、纺织皮革品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单位出口

的增加值含量较低的商品包括化工制品、机械制品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产品。

加工贸易出口中，单位出口增加值最高的商品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的增加值

也低于 ７０５ 美元，第 ２４ 章 （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最高为 ７０４ 美元，第

５６ 章 （絮胎、毡呢及无纺织物；特种纱线；线、绳、索、缆及其制品）和第

５９ 章 （浸渍、涂布、包覆或层压的纺织物；工业用纺织制品）商品单位出口

增加值较高，分别为 ６４５ 美元和 ６４４ 美元。而第 ２７ 章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

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的增加值较低，最低为

７７ 美元。

一般贸易出口中，每 １０００ 美元商品出口的增加值均高于 ６３０ 美元，但是

第 ２７ 章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沥青物质；矿物蜡）单位出口

增加值最低，为 ６３８ 美元左右。农产品及其制成品 （第 １ 章至第 ２４ 章）单位

出口增加值则较高，除第 １５ 章 （动植物油脂）外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的增加值

在 ８４０ 美元以上，如第 ２ 章 （肉及食用杂碎）达到 ９４４ 美元。

２０１２ 年详细数据结果见表 ３ － ８。

０８５

① 协调制度全称为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缩写为 ＨＳ），目前全球已有 ２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其作为征收进出

口货物关税与编制货物贸易统计数据的基础，具有广泛国际可比性。中国自 １９９２ 年加入

协调制度公约，并于同年开始以协调制度为基础编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

录》与公布货物贸易统计数据。为叙述简便并方便理解，本报告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统计商品目录》中的章别简称为 “协调制度 （ＨＳ）章别”。



表 ３ －８　 ２０１２ 年中国按协调制度章别分类商品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的增加值

（单位：美元）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１ ０ ９２４ ９２４ ３４ ２７４ ８６０ ７６０ ６７ ５３６ ８６３ ８１３

２ ２７９ ９４４ ９４０ ３５ ２５１ ８４４ ７６８ ６８ ３５３ ８７１ ８３１

３ ４０６ ９４２ ７５４ ３６ ２２３ ８４０ ８３１ ６９ ５８２ ８７８ ８７６

４ ４９６ ９２２ ９１５ ３７ ２５２ ８４１ ５８６ ７０ ３１４ ８７０ ７８４

５ ２８６ ９２７ ８１２ ３８ ２５３ ８３０ ７４１ ７１ ５３６ ８３１ ５５５

６ ３５１ ８８２ ８７４ ３９ ２９３ ７９４ ６２４ ７２ ２３８ ７８３ ７４４

７ ３１４ ９００ ８９６ ４０ ４８７ ７６８ ５５９ ７３ ３０９ ８２９ ７７８

８ ３１４ ８９６ ８５５ ４１ ３２９ ９１０ ５４０ ７４ ２３４ ７６０ ５２９

９ ４４１ ９０８ ８８９ ４２ ３３２ ９０８ ８１４ ７５ ２０９ ７３４ ６４３

１０ ０ ８８６ ８８６ ４３ ３２９ ９０８ ７１５ ７６ ２４１ ８０６ ７２８

１１ ２４６ ９１１ ７０４ ４４ ３６２ ８４６ ７８１ ７７ ０ ０ ０

１２ ２５７ ８９２ ８８０ ４５ ３５９ ８４５ ８４５ ７８ ２２５ ７６１ ５２５

１３ ３０２ ９１１ ７１６ ４６ ３５９ ８４５ ８３１ ７９ ２３０ ７６６ ６７０

１４ ３５９ ８８７ ８７９ ４７ ０ ７６８ ７６８ ８０ ２３０ ７３６ ５４０

１５ ３１２ ８０３ ６９２ ４８ ３０１ ７８７ ５８９ ８１ ２０５ ７７２ ７５０

１６ ３７３ ９４２ ８２４ ４９ ５１４ ９１０ ７３１ ８２ ３１３ ８５２ ７８６

１７ ３２４ ９１７ ８５２ ５０ ６２９ ９０８ ９０７ ８３ ３３５ ８５４ ７８４

１８ ３０２ ９１１ ６６２ ５１ ２９６ ８５８ ６８６ ８４ ４３１ ７９４ ５６５

１９ ３１１ ９１２ ７８８ ５２ ２５３ ８５２ ６９１ ８５ ３５５ ７６７ ５２０

２０ ３３３ ９１９ ８３５ ５３ ６３２ ９０８ ８８０ ８６ ３３５ ８２７ ４４２

２１ ４６２ ９１９ ８３８ ５４ ２３４ ８１１ ７１４ ８７ ３３４ ８２５ ７３１

２２ ３６５ ９３１ ９０４ ５５ ２４２ ８３４ ７２５ ８８ ３１６ ８０８ ５３４

２３ ２６７ ８４８ ７７４ ５６ ６４５ ８９１ ８５１ ８９ ６３６ ８２９ ６５１

０８６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２４ ７０４ ９１０ ９０９ ５７ ５３９ ８６３ ８３６ ９０ ２７１ ７９７ ４６５

２５ ２５７ ８７１ ８７１ ５８ ５８８ ８６７ ８４５ ９１ ２７３ ７８０ ５７０

２６ ０ ８６５ ８６５ ５９ ６４４ ８９１ ８５５ ９２ ５３９ ８６３ ７５１

２７ ７７ ６３８ ４７７ ６０ ４２０ ８８５ ７６８ ９３ ３１３ ８５１ ８５０

２８ ３３０ ７８２ ７５０ ６１ ４５４ ９１３ ８６７ ９４ ５７４ ８５７ ８１７

２９ ３７６ ８２９ ７６９ ６２ ４５４ ９１３ ８１１ ９５ ５３９ ８６３ ６９８

３０ ４１６ ８９９ ８０２ ６３ ６１５ ８９１ ８５９ ９６ ４２９ ８８１ ８０２

３１ ０ ８０５ ８０５ ６４ ５１４ ９１０ ８１７ ９７ ５３９ ８６３ ８６３

３２ ４４１ ７９１ ７９０ ６５ ３７５ ８９４ ８１４

３３ ２９５ ８６４ ６８０ ６６ ３６８ ８９６ ８３９

（四）按 ＨＳ章别分类商品出口增加值及结构分析

按照协调制度章别分类，加工贸易出口量最大的商品为第 ８５ 章 （电机、

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

其零件、附件），其次为第 ８４ 章 （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

件）。２０１２ 年，第 ８５ 章和第 ８４ 章商品在加工贸易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

３３ ８％和 ２７ ５％。这两章商品的出口比重合计已经超过 ６０％，说明加工贸易

出口商品主要为电子机械类产品。事实上，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随着加工贸易的

升级转型，电子机械类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份额在降低。第 ８４ 章和第 ８５ 章商

品出口合计占比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４ ２％降低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６１ ３％，减少了近 ３ 个

百分点。

一般贸易出口中，出口比重较大的也是第 ８５ 章和第 ８４ 章商品。２０１２

年，第 ８５ 章和第 ８４ 章商品在一般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１６ ５％ 和

１１ ７％。与加工贸易出口情况相反，这两章商品在一般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从

０８７

（续表）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６ ６％增长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８ ２％，提高了 １ ６ 个百分点。在一般贸

易出口中所占比重较大的还有纺织服装、鞋、帽类商品 （第 ６１ 章至第 ６４

章），２０１２ 年该类商品出口占比合计为 １５ ５％。

单位一般贸易出口增加值高于单位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在出口总增加

值中贡献较大。以第 ８４ 章和第 ８５ 章商品出口为例。第 ８４ 章和第 ８５ 章商品

在加工贸易出口和一般贸易出口中均为主要的出口品。２０１２ 年，第 ８４ 章和

第 ８５ 章商品加工贸易出口分别为 ２３７５ ４ 亿美元和 ２９１７ ４ 亿美元，一般贸易

出口额为 １３８３ ６ 亿美元和 １９５５ ９ 亿美元。从出口总量上来看，这两章商品

加工贸易出口额高于一般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为 ６１ ３％。第 ８４

章和第 ８５ 章商品 １０００ 美元加工贸易出口拉动国内增加值分别为 ４３１ 美元和

３５５ 美元，而一般贸易出口分别为 ７９４ 美元和 ７６７ 美元 （见表 ３ － ８）。若以出

口增加值计，第 ８４ 章和第 ８５ 章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分别为 １０２４ ７２ 亿美元

和 １０３４ ５３ 亿美元，而一般贸易出口增加值分别为 １０９９ ２４ 亿美元和 １４９９ ７６

亿美元 （见表 ３ － ９）。由于单位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远低于单位一般贸易出

口增加值，因此以出口增加值计，第 ８４ 章和第 ８５ 章一般贸易出口高于加工

贸易出口。

２０１２ 年详细数据结果见表 ３ － ９。

表 ３ －９　 ２０１２ 年中国按 ＨＳ章别分类商品出口所含的国内增加值

（单位：百万美元）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１ ０ ５３９ ５３９ ３４ １３７ ２１０３ ２２４０ ６７ ４３９ ３８５０ ４２８９

２ １ ９２０ ９２２ ３５ ７１ １６３０ １７０１ ６８ ２２２ ６４８７ ６７０９

３ １６２０ ６９１６ ８５３５ ３６ ３ ７１１ ７１４ ６９ ８１ １４５８８ １４６６８

４ ４ ４８４ ４８９ ３７ １３２ ５７８ ７１０ ７０ ７２３ １０９５８ １１６８１

５ １０５ １５６７ １６７２ ３８ ４３１ ７７０１ ８１３２ ７１ ２２８５３ ２３５１ ２５２０４

６ １ ２２３ ２２４ ３９ ５４６４ ２８９９６ ３４４６１ ７２ ６３７ ２６９６９ ２７６０６

７ １５ ６１７１ ６１８６ ４０ ８０１２ ４３７５ １２３８７ ７３ １７０４ ４１９８３ ４３６８６

０８８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ＨＳ章

别

序号

加工

贸易

出口

一般

贸易

出口

总
出
口

８ ８３ ３１４２ ３２２５ ４１ ９３ １４７ ２４０ ７４ ７３９ ３０６６ ３８０５

９ ３５ １６９２ １７２７ ４２ １５２５ ２１４８０ ２３００４ ７５ ３２ ５３５ ５６７

１０ ０ ３９３ ３９３ ４３ ３３５ １８４５ ２１８１ ７６ ６２２ １２９５０ １３５７２

１１ ４６ ３７８ ４２４ ４４ ６００ ９０２０ ９６２１ ７７ ０ ０ ０

１２ １２ ２２９９ ２３１２ ４５ ０ １３ １３ ７８ ６ ２６ ３２

１３ ９６ ６１３ ７０９ ４６ １９ １４６９ １４８８ ７９ ７ ９９ １０６

１４ １ ８０ ８０ ４７ ０ ９８ ９８ ８０ ９ ４４ ５２

１５ ４０ ３５３ ３９３ ４８ １６７９ ６４０１ ８０８０ ８１ ２６ ２３６８ ２３９４

１６ ６９２ ６６８２ ７３７４ ４９ ８０４ １７３５ ２５３８ ８２ ４７０ ９１６８ ９６３８

１７ ４５ １０３３ １０７８ ５０ ５ １５４２ １５４８ ８３ ５９９ ９８３９ １０４３８

１８ ４１ １７９ ２２０ ５１ ２３３ １５４０ １７７３ ８４ １０２４７２ １０９９２４ ２１２３９５

１９ ９６ １０８５ １１８２ ５２ １０１１ ９２４６ １０２５７ ８５ １０３４５３ １４９９７６ ２５３４２９

２０ ３５８ ５９５９ ６３１７ ５３ ７０ ８７０ ９４０ ８６ ３３６８ ２３３０ ５６９９

２１ １８４ １６７８ １８６２ ５４ ５６３ ９６４８ １０２１２ ８７ ３５１０ ３６８０６ ４０３１６

２２ ２４ １２２９ １２５３ ５５ ４７３ ７２２８ ７７０１ ８８ ２７５ ５５７ ８３２

２３ １００ ２１７０ ２２７０ ５６ ３６８ ２６４７ ３０１５ ８９ ２２８７５ ２３８２ ２５２５７

２４ １ １１４６ １１４７ ５７ １０６ １９０３ ２０１０ ９０ １２３９５ ２１４０９ ３３８０４

２５ ０ ２９５５ ２９５５ ５８ ２１２ ３７０７ ３９１９ ９１ ５７４ ２３１２ ２８８６

２６ ０ ３６７ ３６７ ５９ ６４６ ５２０９ ５８５５ ９２ ３１７ ９６１ １２７８

２７ ６８３ １４１２５ １４８０８ ６０ １１８５ ７４２９ ８６１５ ９３ ０ １１８ １１８

２８ ３２２ １０１２４ １０４４６ ６１ ３８８１ ７１６２７ ７５５０８ ９４ ６１８９ ５７４８３ ６３６７２

２９ ２００７ ２９０６９ ３１０７５ ６２ ６１３３ ４３５４０ ４９６７３ ９５ ９７５８ １５１１２ ２４８７０

３０ ４９１ ４２３４ ４７２５ ６３ １７００ １８９２７ ２０６２７ ９６ ９１６ ８８５２ ９７６８

３１ ０ ５８３１ ５８３１ ６４ ５６５４ ３２５８９ ３８２４３ ９７ ０ ４６１ ４６１

３２ １２ ４３０７ ４３１９ ６５ ２２６ ２９４８ ３１７４

３３ ３１５ １９２７ ２２４３ ６６ １１４ ２２５７ ２３７０

０８９

（续表）



三、中国分项目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分析

（一）分项目单位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分析

分服务贸易的项目来看，服务单位出口平均拉动的国内增加值高于货物

出口。２０１２ 年高附加值服务项目为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每

１０００美元出口拉动国内增加值均在 ９００美元以上，分别为 ９２５美元和 ９０９美元；

而运输、建筑服务相对较低，分别为 ８１４ 美元和 ８１６ 美元 （见表 ３ － １０）。

从增加值的组成细项来看，从业人员报酬是服务出口增加值中的主要组

成部分。２０１２ 年每 １０００ 美元服务出口拉动国内增加值 ８６１ 美元，其中 ３６５ 美

元为从业人员报酬，占比为 ４２ ４％。涉及较多劳动力投入或者劳动者平均工

资水平较高的服务出口项目，从业人员报酬在出口增加值中的占比较高，例

如：特许权使用和许可费，占比为 ４９ ８％；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占比为

５０ １％。营业盈余在出口增加值中占比最高的服务项目为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占比为 ３８ ７％，保险和金融服务也相对较高，占比为 ３４ ３％。同时，保险和

金融服务的固定资产折旧在出口增加值中比重最低，为 ８ ９％。

表 ３ －１０　 ２０１２ 年中国服务贸易细项每 １０００ 美元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

（单位：美元）

项目 增加值

其中

从业人员

报酬

生产税

净额

固定资产

折旧
营业盈余

总服务出口 ８６１ ３６５ １１５ １４３ ２３８

运输 ８１４ ３１８ １０６ １４７ ２４３

旅游 ８７９ ４００ １２８ １２９ ２２２

通信服务 ８９９ ３２４ ７２ ２１８ ２８５

建筑服务 ８１６ ３６６ １３０ ９４ ２２６

保险和金融服务 ９２５ ４０１ １２５ ８２ ３１７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９０９ ２３３ ６９ ２５５ ３５２

０９０



项目 增加值

其中

从业人员

报酬

生产税

净额

固定资产

折旧
营业盈余

特许权使用和许可费 ８７３ ４３５ ８１ ８０ ２７７

其他商业服务 ８６５ ３９３ １１９ １３７ ２１６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８８１ ４４１ １０５ １１８ ２１７

　 　 在中国 ６５部门 ＩＯ表中，保险和金融服务为同一部门，并未区分。

（二）分部门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及结构分析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项目较为集中，以传统项目为主，其中运输和旅游项

目在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较高。２０１３ 年运输服务出口占服务总出口的

１７ ８％，旅游出口占比为 ２４ ５％。新兴的服务业，如其他商业服务 （包括咨

询、广告宣传等）在服务出口中占比也较高，２０１３ 年为 ４０ ６％。运输、旅游

和其他商业服务在服务出口中的总占比已达 ８２ ９％。

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的项目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传统项目的出口比重

有所降低，而新兴项目的占比有所提高。例如，２０１０ 年运输和旅游服务出口

占服务贸易总出口比重为 ４９ ６％，２０１３ 年降为 ４２ ３％，减少了 ７ ３ 个百分

点。建筑服务的比重有所下降，从 ２０１０年 ９ ０％降低为 ２０１３年的 ５ １％。而其

他商业服务出口在 ２０１０ 年的比重为 ３２ ４％，占比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间提高了

８ ２ 个百分点。保险和金融服务出口占比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 ９％增加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３ ３％，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从 ５ ７％增加至 ７ ３％，均有所提升。

但是，高附加值的服务出口项目在中国服务出口中占比并不高。２０１３ 年

中国服务出口中通信服务、保险和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分别占

０ ８％、３ ３％和 ７ ３％。另外，相对高附加值的服务出口———特许权使用和

许可费占比仅为 ０ ４％。这说明中国在专利权、版权和工业设计等方面还相

对薄弱。

如果以增加值计，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前三项依次为其他商业服务、旅游

和运输。以 ２０１２ 年为例，其他商业服务、旅游和运输项目出口增加值分别为

０９１

（续表）



５７６ ４ 亿美元、４３９ ７ 亿美元和 ３１６ ８ 亿美元。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１ 年、２０１２ 年以

及 ２０１３ 年中国服务贸易分项目出口拉动的国内增加值详细结果见表 ３ － １１。

表 ３ －１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服务贸易分项目出口的增加值

项目
增加值 ／亿美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运输 ３０１ ４ ２９１ ７ ３１６ ８ ３０６ ５

旅游 ４１９ ５ ４１２ ４３９ ７ ４５４ ６

通信服务 １１ ６ １５ ３ １６ １ １５ ０

建筑服务 ９８ ８ ９３ ４ １００ ８７ ０

保险和金融服务 ３０ ６ ３６ １ ４８ ３ ６４ ２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８８ ８ １０８ ７ １３１ ３ １４０ ３

特许权使用和许可费 ６ ９ ５ ７ ９ １ ７ ７

其他商业服务 ４７４ ２ ５７３ ７ ５７６ ４ ７４０ ５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１ ３

合计 １４３３ ０ １５３７ ７ １６３８ ８ １８１７ １

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重塑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随着全球范围内关税水平的显著下降、资本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

动加剧，国际产业分工日益深化，工业制成品的生产链条逐渐拉长，产品生

产跨越多个国界的现象愈来愈普遍。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的这种转变促使政

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开始寻求新的进行贸易政策分析的经济及统计框架。基于

最终品贸易的传统贸易模型已不再适用于当前以生产过程分节化和中间品贸

易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现状。全球价值链上中间投入品在不同国家间的多次往

返，造成了官方贸易统计中的重复计算，导致对国家间实际经济关系和竞争

能力的误判，从而使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对贸易的认知及进行贸易分析的方

０９２



式不得不发生改变，促使全球价值链成为目前国际上经济学的热点研究领域

之一。

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提出后，就迅速显示出其强劲的理论张力和应用价

值，首先在管理科学领域 （特别是供应链及物流管理、价值链治理模式等方

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管理科学中较为成熟的学科之一。其主要研究对

象是企业，通过运用管理科学的理论及定量方法，帮助企业在激烈的全球竞

争中更高效地组织生产并降低营运风险。经济学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起步较

晚，但发展迅速。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刊载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Ａ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ＪＰ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ＱＪ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Ｓ）、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ＥＣＡ）等经济

学国际顶尖学术期刊，在经济理论和统计测算方法上相继取得重要突破，促

使全球价值链研究迅速从以微观个案为基础的传统研究，向基于经济学和统

计学的定量及宏观分析层面拓展，并在价值链测度，价值链与就业、经济增

长、经济发展的关系，产业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效率与公平及全球化

治理等诸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重大领域提出了一批急需回答，而传统的

供应链及物流管理学科、价值链治理研究中所无法回答或不能完全回答的问

题，如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参与度与就业、生产率、经济增长、行

业和贸易政策之间的联系等，从而为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的全球价值链研究

带来了快速发展的空间，使这一研究领域正成为主流经济学和贸易及国民经

济统计研究的重要分支。全球价值链研究在经济学和统计学领域的新发展也

为供应链和物流管理、价值链治理和经济发展等传统研究的融合提供了理论

及定量基础，使全球价值链研究有可能融合供应链及物流管理、价值链治理、

价值链测度、价值链与经济发展，价值链与贸易规则等多个领域，既具有微

观基础，又具备宏观视野，逐渐发展为一个完整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体系。

因此，通过重点项目群，集中资助一批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研究，是抓住这

一全新研究体系初步形成、研究内容有待发掘完善、研究成果批量涌现的关

键机遇，整合国内的研究力量，迅速将我国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推向国际前沿

的一项重要举措，将对中国经济管理及国民经济统计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建设

产生深远影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要素成本优势和优良的基础设施支持，以加工

０９３



贸易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分工体系中，主要定位在全球价值链中

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和组装，不仅实现了贸易量的迅速扩

大和制造业的高速成长，而且推动了中国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快速增长。然而，

随着近年来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要素成本大幅度上涨、环境承载能力下降，

经济由高速发展期转换至中高速发展期以及国际经济复苏乏力等一系列因素

的综合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从国外来看，全球

经济持续低迷，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速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的对外

投资已经接近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传统的对外开放战略亟须调整，对外贸

易的方式和结构需要转型升级。从国内来看，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劳动

年龄人口已经开始下降，总人口抚养比也开始呈现上升趋势，自然生态系统

可以容纳的污染物越来越有限。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

品质以及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区域经济正呈现新的 “南北分化”的态

势。这些都意味着中国经济需要加快从传统发展方式向新的发展方式的转型。

就国内层面而言，是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即由廉价劳动力与

投资驱动型增长向内生性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积累驱动增长的转换；而就国

际层面而言，是要通过对外投资 （ＯＦＤＩ）让企业走出去，通过 “一带一路”

建设、自贸区进行的国际化、市场化和法制化改善营商环境，通过制度和技

术创新构筑制造业竞争优势，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向价值链中高端的

转型升级，进而促进中国经济从 “工厂经济”向 “总部经济”的全面转型。

只有实现这种全面转型，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才能在未来的全球

发展中掌握主动权，主导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的重建；才能在国际贸易获取

更多的价值分配，不断改善国内居民的福利；才能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升级，

减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不利影响；才能形成新的发展动力，保持中国经

济的持续中高速增长，确保 “十三五”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从

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研究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对中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

实现 “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生产与贸易格局正在发生重大

变化，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以振兴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

“再工业化”政策，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竞争变得更

加激烈，全球价值链中各主要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分工地位和区域合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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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生重要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参与建立新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培养和

提高本国的要素竞争力，成为各经济体构建和参与新的全球价值链至关重要

的措施。而在全球价值链重塑中被遗落的经济体则可能与新的全球价值链脱

钩，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美国已于 ２０１８ 年退出）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ＴＴＩＰ），

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采取的构建新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主导全

球价值链重塑的重要战略步骤。在此国际背景下，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与国

际贸易新规则的关系，将为我国如何应对构建新的全球投资贸易规则过程中

的大国博弈，在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准确地把握国家的核心利益奠定坚实的

理论基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第四节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

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 （ＩＣＴ）的发展，基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应用而带

来的数字经济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从国内产业发展角度来看，数字技术促进 ＩＣＴ 产业在国际生产中

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由数字经济所带来的转型可以提高跨行业的竞争力，实

现资源配置的优化，为解决国际贸易发展问题提供新工具和方法，对国际化

生产活动产生深远的影响。２０１７ 年腾讯发布了 《中国 “互联网 ＋”数字经济

指数 （２０１７）》报告指出，２０１６ 年，我国数字经济的总体量达到了 ２２ ７７ 万

亿，占 ２０１６ 年全国 ＧＤＰ总量的 ３０ ６１％；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全国城镇登记

失业率平均下降了大概 ０ １％，带来了 ２８０ 万的新增就业人数，在全国新增

就业岗位中，占 ２１ ３％。数字经济已经被提升到 “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变

革”的高度，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需要回答的是：实体经济、制造业，或

者说传统行业能不能由此发生嬗变，从而实现跨越式的经济增长。

其次，从国际贸易方式角度来看，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不同于传统货物

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第三种贸易方式———数字产品贸易方式。世界贸易组

织 （１９９９）将 “数字产品”（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定义为：通过网络进行传输和

交付的内容产品。第一，数字产品与传统产品生产结构不同。与传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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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非数字产品）不同，数字产品的特征是研发成本高而制造成本低，即高

沉淀成本、低边际成本 （陈志武，２０１２）。多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因

此研发过程的高投资和生产阶段的低投资、生产过程中对传统产品的低消耗

是数字经济的明显特征，并可通过低成本的复制，实现几乎为零的边际生产

成本的目标。第二，数字产品与传统产品贸易方式不同。数字产品通过不同

的嵌入方式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和位置：一是数字产品替代传统货物或

服务产品，形成以数字产品为主导的新型数字化全球价值链，如电子传输产

品全球价值链，其设计和制作呈本地化特征；二是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

中，通过改变传统制造业或服务业价值链的部分环节，而形成全球价值链数

字化形态，如工业互联网全球价值链。因此，将数字产品与传统产品区别开

来，通过构建我国数字产品贸易网络来进行关于数字产品的全球价值链研究，

剖析决定中国数字产品贸易地位的关键驱动因素，为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解

决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不均问题，有效地应对各国保护主义，探索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思路。

当前，影响全球贸易增速的全球价值链正在呈现两个新的变化趋势：由

制造业价值链向数字化价值链发展变化，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扩展延伸。数字

经济背景下影响价值链重构的关键因素有两个：

一是，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首先，数字经济带来的高端服务业和数字化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

位越来越高，其中属于数字经济范畴的无形资产对传统经济的增长、效率的

提高和质量提升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数字产品对传统经济的影响方式不

同，造成了数字经济规模统计和核算有被低估的可能。数字经济中免费的货

物和服务产品在现有的核算体系中难以估计，也无法体现其对增加值和就业

等的影响。其次，随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的逐渐上升，以中间品贸易为

主导的价值链模式也受到了挑战，无形资产使得生产环节已经不再意味着处

于全球价值链的最底端，而服务环节可能产生更高的价值。这种外部性不仅

仅表现在产品本身的属性，价值将外延至整个价值链。因此，消费者对数字

产品的效用函数也不再仅基于产品本身，而是将该产品的价值链带来的额外

效应包含在内，这对传统价值链的构成机理和价值链核算方法均提出了新的

挑战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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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数字技术进步促使全球价值链重构。

与传统价值链所追求的低成本、大规模、标准化的发展模式不同，以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将促使全球价值链向定制化、小规模、

本地化的生产服务方式转变，这就意味着数字经济将推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

化、区域化拓展。首先，互联网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信息的搜索和分析成本，

也降低了信息的不确定性，打破了很多传统产业 （特别是电信等服务业）的

垄断和进入障碍，解决了中小企业和个体参与经济过程的问题，提高了传统

产业的竞争力和效率，为全球价值链的核算提出新的要求。其次，数字技术

变革也会造成垄断和赢者通吃的现象。掌握的数据越多，竞争优势就会放大

性增长，市场集中度就越高，对于先进信息技术的引进会被锁定在技术发明

国所制定的标准之下，提高了发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垄断地位。消费者处

于被动地位，没有选择其他具有竞争性产品的机会，更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

格，市场机制失灵，消费者福利损失加大，增加了企业的垄断势力，广泛存

在价格歧视，剥夺消费者剩余，研究数字经济有利于补充和完善传统经济

理论。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全球价值链重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中国跻身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其本身已经逐渐从 “世界工厂”转变为全

球主要消费市场之一。中国的 “人口红利”已经告罄，“数字红利”显露头

角。亟待搭建一个考虑数字经济背景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新理论框架，评估和

刻画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整合效益和福利效果，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和经济质量型增长的双赢。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

科学问题：

（１）数字经济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进行核算？这需要系统的量化核算方

法，从产业结构、产业布局、有形和无形产品、付费和免费产品等多个维度

诠释数字经济概念的内涵，并揭示数字经济的结构，科学衡量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程度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２）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及其重构的影响机理如何？数字经济对全

球价值链提升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紧密相关。一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了

基于大数据的集中生产和灵活分散生产方式，实现了较少的资源配置大比

例的产出，从而实现就业的增长和税收的增长，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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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将扩大数字经济在上下游产业的影响效

应，进一步巩固优势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塑造中国标准，依托用

户基础和大数据等优势，率先实现技术突破。本课题将系统梳理数字经济

对国内价值链传导路径和作用机制，厘清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及其重构

的影响机理。

（３）如何实现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双赢？包括空

间异质性、企业异质性、国内价值链、国际产业竞争力、就业结构等几个

角度，研究我国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及其重构的影响，识别全球价值链

及其重构的驱动因素，定量评估我国数字经济和主要数字经济国家对全球

价值链及其重构的影响，明确数字经济下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的发展路径。

综上所述，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全球价值链重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中国人均 ＧＤＰ 不断提高，“人口红利”已经告罄，“数字红利”显露头

角。全球价值链重塑的现实背景和我国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在数字经济引

领的全球价值链发展与就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信息通信技术产

业等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评估、数字经济下效率与

公平及全球化治理等诸多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重大领域提出了一批关键性

科学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包括：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的组织模式演化

和理论重构 （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价值链运行机制和组织模式，以及测度方

法和演化规律的归纳）；数字技术发展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系统测度和内在

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技术与全球价值链重塑、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等国家

发展指标的关系研究，数字经济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及其内在因

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数字经济和全球价值链重塑的促进机制 （企业

层面、产业层面以及制度层面创新对价值链升级的促进机制）；全球价值链

下数字产业发展与制造业升级的互联机制；从由此建立系统的全球价值链角

度研究中国数字产业升级的理论内涵、升级路径和政策设计。必须指出的是：

这些理论问题是全球价值链领域的前沿问题，也是数字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在国际学界尚没有满意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系列科学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

从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经验中提炼和升华出具有普适意义的数字经济学和

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方法，不仅对我国企业占领全球数字经济的制高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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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战略布局，有着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将促使全球价值链研

究融合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领域，以及供应链及物流管理、

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价值链治理、价值链与经济发展等多个领域，成为既

有微观个案基础，又有宏观理论模型及完备定量分析工具和数据库支撑的完

整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体系，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为实现我

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坚实的科学决策基础。

一、中美数字经济贸易数据对比

以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中美数字经济设备产品双边贸易数据为例，

对总贸易核算方法的原理进行具体说明。以贸易总值衡量，中美信息和通信

技术 （ＩＣＴ）产品的双边贸易是近年来最大的部门双边贸易，２０１１ 年已达

２１２０ 亿美元。如表 ３ － １２ 列 （１）所示，以贸易总值度量的中美 ＩＣＴ 产品双

边贸易极不平衡：２０１１ 年中国向美国出口了 １７６９ ２ 亿美元，而美国向中国

的出口仅为 ３５０ ６ 亿美元，相差超过 ４ 倍。如果将总出口拆分为最终品出口

和中间品出口两类 ［表 ３ － １２ 的列 （２ａ）和列 （２ｂ）］，可以看到中国的出口

大部分为最终品，２０１１ 年占比为 ５８ ９％；而美国的出口则以中间品为主，

２０１１ 年占比为 ６９ ８％。

表 ３ －１２　 中美 ＩＣＴ产品 （ＷＩＯＤ第 １５ 部门）的双边贸易分解

年份
ＴＥＸＰ

ＴＥＸＰ

＿ Ｆ
ＴＥＸＰＩ ＤＶＡ

ＤＶＡ

＿ ＦＩＮ

ＤＶＡ

＿ ＩＮＴ

ＤＶＡ

＿ Ｉｎｔｒ

ｅｘ

ＲＤＶ ＭＶＡ ＯＶＡ ＰＤＣ
ＶＡＸ

＿ Ｆ

ＶＡＸ

＿ Ｂ

（１） （２ａ） （２ｂ） （３） （３ａ）（３ｂ）（３ｃ）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中国向美国出口

１９９５

价值 ／

亿美元
１１０ ０ ７６ ３ ３３ ６ ８５ ４ ５９ ５ ２０ ５ ５ ５ ０ ２ ３ １ １９ ５ １ ８ ３９ ２ ９０ ７

占比 ／

％
１００ ０ ６９ ４ ３０ ６ ７７ ７ ５４ １ １８ ６ ５ ０ ０ １ ２ ９ １７ ７ １ ６ ３５ ７ ８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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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ＴＥＸＰ

ＴＥＸＰ

＿ Ｆ
ＴＥＸＰＩ ＤＶＡ

ＤＶＡ

＿ ＦＩＮ

ＤＶＡ

＿ ＩＮＴ

ＤＶＡ

＿ Ｉｎｔｒ

ｅｘ

ＲＤＶ ＭＶＡ ＯＶＡ ＰＤＣ
ＶＡＸ

＿ Ｆ

ＶＡＸ

＿ Ｂ

（１） （２ａ） （２ｂ） （３） （３ａ）（３ｂ）（３ｃ）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２００５

价值 ／

亿美元
８７６ １ ５３４ ９ ３４１ ２ ５３７ ８３３４ ０１６３ ３ ４０ ６ ３ ４ ３６ ７ ２６３ ３ ３４ ９ ２５６ ８ ６０１ １

占比 ／

％
１００ ０ ６１ １ ３８ ９ ６１ ４ ３８ １ １８ ６ ４ ６ ０ ４ ４ ２ ３０ １ ４ ０ ２９ ３ ６８ ６

２０１１

价值 ／

亿美元
１７６９ ２ １０４１ ６ ７２７ ７ １２３１ ９ ７４０ ４ ３９８ ０ ９３ ４ １３ ０ ５５ ８ ４０９ ２ ５９ ５ ５３０ ８ １３５１ ３

占比 ／

％
１００ ０ ５８ ９ ４１ １ ６９ ６ ４１ ８ ２２ ５ ５ ３ ０ ７ ３ ２ ２３ １ ３ ４ ３０ ０ ７６ ４

美国向中国出口

１９９５

价值 ／

亿美元
３４ ０ １２ ８ ２１ ２ ２６ ９ １１ ０ １２ ２ ３ ８ １ ８ ０ １ ３ ８ １ ３ １７ ５ ３２ ９

占比 ／

％
１００ ０ ３７ ８ ６２ ２ ７９ ２ ３２ ３ ３５ ７ １１ ２ ５ ４ ０ ４ １１ ３ ３ ８ ５１ ４ ９６ ７

２００５

价值 ／

亿美元
１６４ ０ ３８ ５ １２５ ６ １１９ ３ ３２ ６ ５０ ７ ３５ ９ １７ ８ ２ ３ １２ ５ １２ ２ ８７ ５ １３７ ８

占比 ／

％
１００ ０ ２３ ４ ７６ ６ ７２ ７ １９ ９ ３０ ９ ２１ ９ １０ ８ １ ４ ７ ６ ７ ４ ５３ ３ ８４ ０

２０１１

价值 ／

亿美元
３５０ ６ １０５ ８ ２４４ ８ ２８３ １ ９３ ８ １２２ ０ ６７ ４ ２４ ７ ７ ２ ２０ ４ １５ １ ２３７ ５ ２９９ ０

占比 ／

％
１００ ０ ３０ ２ ６９ ８ ８０ ８ ２６ ７ ３４ ８ １９ ２ ７ ０ ２ １ ５ ８ ４ ３ ６７ ８ ８５ ３

　 　 注：ＴＥＸＰ为出口总值；ＴＥＸＰＦ 和 ＴＥＸＰＩ 分别为最终出口总值和中间出口总值；

ＭＶＡ为进口国增加值，即 ＭＶＡ＿ ＦＩＮ ＭＶＡ＿ ＩＮＴ之和；ＯＶＡ为其他国增加值，即 ＯＶＡ

＿ ＦＩＮ与 ＯＶＡ＿ ＩＮＴ之和。列（１）＝ （２ａ）＋ （２ｂ）＝ （３）＋ （４）＋ （５）＋ （６）＋ （７）；

列 （３） ＝ （３ａ） ＋ （３ｂ） ＋ （３ｃ）。

资料来源：王直等论文 （美国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第 １９６６７号）。

表 ３ － １２ 列（３）至列（７）给出了选定年份的双边贸易总值的分解结果。

更确切地说，列（１）＝（３）＋（４）＋（５）＋（６）＋（７），其中列（３）为 ＤＶ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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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口国的国内增加值最终被其他国家所吸收的部分，既包括直接进口国的

吸收又包括其他国家的吸收；列（４）为 ＲＤＶ，表示最初出口但最终回到国内

并被本国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列（５）为 ＭＶＡ，是 ＦＶＡ 中来自直接进口国的

部分；列（６）为 ＯＶＡ，是 ＦＶＡ 中来自第三国的部分；最后，列（７）是纯重

复计算部分。其中列（３）＝（３ａ）＋（３ｂ）＋（３ｃ），也就是说，ＤＶＡ部分可以进

一步根据被吸收的渠道分解为隐含于最终出口品中的 ＤＶＡ，隐含于被直接进

口国吸收的中间出口品中的 ＤＶＡ，以及隐含于被直接进口国再出口并最终被

第三国吸收的中间出口品中的 ＤＶＡ。

分解结果显示，美国和中国的出口增加值结构差异极大。第一，出口总

额中美国的 ＤＶＡ 比例 （２０１１ 年为 ８０ ８％）比中国 （２０１１ 年约为 ６９ ６％）

高。第二，中国出口的 ＦＶＡ 比例 （ＭＶＡ ＋ ＯＶＡ）超过美国，其中中国出口

中的 ＯＶＡ份额尤其突出。换句话说，美国的出口绝大部分依靠自身的增加

值，外国增加值比例很低 （２０１１ 年只有 ２ １％来自中国，５ ８％来自其他国

家）。而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则隐含着大量的外国增加值，尤其是来自第三国

的增加值 （有 ３ ２％来自美国，２３ １％来自日本、韩国及其他国家）。第三，

中国出口中 ＲＤＶ 份额微不足道，而美国出口中 ＲＤＶ 却非常显著 （２０１１ 年

为 ７ ０％）。

从增加值角度衡量，２０１１ 年中国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 （ＤＶＡ ＋

ＲＤＶ）为 １２４４ ９ 亿美元，隐含的进口国 （美国）增加值 （ＭＶＡ）为 ５５ ８ 亿

美元，美国出口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为 ３０７ ８ 亿美元，隐含的进口国 （中

国）增加值为 ７ ２ 亿美元，双边贸易增加值的差额为 ８８８ ４ 亿美元，较以出

口总值计算的中美 ＩＣＴ产品双边贸易差额 （１４１８ ６ 亿美元）减少了 ３７ ４％。

从增加值的细项来看，中国主要在出口最终品中隐含的国内增加值 （ＤＶＡ＿

ＦＩＮ）顺差大，为 ６４６ ７ 亿美元，占以增加值计算的贸易差额的 ６８％，而美

国仅在返回的增加值 （ＲＤＶ）中有顺差，为 １１ ７ 亿美元。总的来看，由于

增加值组成结构方面的差异，以增加值计算的中美 ＩＣＴ 产品贸易平衡比用贸

易总值计算的贸易平衡要小得多。

出口中增加值结构的不同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全球生产链中所占位置的不

同。由于美国主要从事产品设计和出口零部件生产，因此在全球价值链中处

于上游位置，相当部分的美国出口增加值通过从其他国家进口返回国内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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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消费者使用。相比较而言，中国处于价值链的下游，中国中间品出口中

的增加值很少通过进口返回国内。中美两国在全球生产链中位置差异的另一

侧面证据在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的 ＦＶＡ主要隐含在最终产品上，而美国

出口中的 ＦＶＡ主要隐含在中间产品中。把 ＤＶＡ 进一步分解为 （３ａ），（３ｂ）

和 （３ｃ）的结果也揭示了中美贸易中两国增加值出口之间的差异。特别地，

中国出口的增加值以隐含于最终产品中的 ＤＶＡ为主，而美国的出口增加值则

是以隐含于被中国和其他国家吸收的中间品中的 ＤＶＡ为主。

作为衡量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测度指标，ＶＳ 在

ＩＣＴ产业生产中，不同国家表现了显著的异质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经

济体之间，这种异质性更为突出。表 ３ － １３ 以 ＩＣＴ 产品出口为例，计算了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 ６ 个亚洲经济体

的 ＶＳ结构。表 ３ － １３ 右侧为三个 （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工业化

亚洲经济体。尽管它们的总 ＶＳ比例有明显差异，但是 ＶＳ 结构却非常相似

———较低且不断下降的 ＦＶＡ＿ ＦＩＮ比例，相对稳定的 ＦＶＡ＿ ＩＮＴ比例和迅速

扩大的 ＦＤＣ 比例。

中国台湾 ＩＣＴ 产品出口的 ＶＳ 结构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见表 ３ － １３

右下部分）。台湾是零部件的重要供应商，在 ＩＣＴ产品全球生产链中占据了几

个不同的位置 （既生产芯片制造的中间投入品又生产自身的内存芯片）。这

反映为其 ＩＣＴ产品出口的中间品中外国价值 （ＦＤＣ 和 ＦＶＡ＿ ＩＮＴ 相加）的比

例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一直在 ７０ 以上 （在总出口中占比为 ４０％）。

相比之下，亚洲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见表 ３ － １３ 左

侧）的 ＦＶＡ＿ ＦＩＮ在总 ＶＳ中的比例直到 ２０１１年仍高达 ５０％左右。但这三个亚

洲大国在 ＶＳ 结构方面也存在有趣的差异。中国这 １６ 年间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ＶＳ结构的变化主要是 ＦＶＡ＿ ＦＩＮ 比例下降，ＦＤＣ 比例增加，ＦＶＡ＿ ＩＮＴ 比例

保持相对稳定。印尼的 ＶＳ结构变化则表现为 ＦＶＡ＿ ＩＮＴ 和 ＦＤＣ 比例的快速

扩张———两个比例在这 １６ 年间的上升都超过了 １０ 个百分点，反映了印尼 ＩＣＴ

产品部门的快速升级。而印度作为 ＩＣＴ产品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后来者，其 ＶＳ

结构中 ＦＶＡ＿ ＦＩＮ的比例却在不断上升 （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３８ ２％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

的 ５２ ６％），ＦＶＡ＿ ＩＮＴ的比例持续下降 （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４０ ２％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５ ３％），ＦＤＣ的份额则保持相对稳定。这可能反映了印度从进口替代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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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导向战略的转型发展，与该国从国际生产链的上游转移到下游位置的情况

是一致的，如同中国 ２０ 年前所做的那样。基于 ＷＩＯＤ 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

要全面把握全球价值链的有关信息，仅仅计算 ＶＳ 总值是远远不够的，研究

ＶＳ的结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每个国家 ／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

置及其发展变化。

表 ３ －１３　 ＩＣＴ产品出口选定亚洲经济体的 ＶＳ结构

年份
总出口

／亿美元

ＶＳ在

出口中

比例

／ ％

在 ＶＳ中的比例 ／ ％

ＦＶＡ

＿ＦＩＮ

ＦＶＡ

＿ＩＮＴ
ＦＤＣ

总出口

／亿美元

ＶＳ在

出口中

比例

／ ％

在 ＶＳ中的比例 ／ ％

ＦＶＡ

＿ＦＩＮ

ＦＶＡ

＿ＩＮＴ
ＦＤＣ

中国大陆 日本

１９９５ ３４０ ３ ２２ １ ５６ ９ ２７ ５ １５ ６ １２４２ ７ ６ ７ ４４ ６ ３４ ８ ２０ ６

２０００ ６９０ ０ ２５ ９ ５４ ０ ２３ ９ ２２ １ １３６１ ２ ９ ５ ４３ ５ ２９ ５ ２７ ０

２００５ ２９６９ ４ ３７ ６ ５２ ３ ２４ ４ ２３ ３ １４３３ ２ １１ ８ ３５ ５ ３１ ４ ３３ １

２０１０ ６３８９ ８ ２９ ３ ５０ ４ ２７ ０ ２２ ７ １６２８ ６ １４ ９ ３４ ０ ３５ １ ３０ ８

２０１１ ７２１４ ２ ２８ ９ ５０ ２ ２７ ７ ２２ １ １６６９ ４ １６ ０ ３３ １ ３７ ５ ２９ ４

印度 韩国

１９９５ １２ ６ １０ ９ ３８ ２ ４０ ２ ２１ ６ ４０６ ４ ２７ ８ ３０ ０ ４３ ７ ２６ ３

２０００ １９ ３ １７ ８ ４１ ７ ３２ ２ ２６ １ ６０４ ３ ３５ １ ４０ ３ ３０ ９ ２８ ７

２００５ ５９ ６ ２０ １ ４２ ３ ３０ ２ ２７ ５ １０２６ ０ ３４ ６ ３１ ０ ３１ ２ ３７ ９

２０１０ ２３９ ９ １９ ０ ５４ １ ２４ ０ ２１ ９ １４７８ ２ ３６ ９ ２４ ８ ３９ ３ ３６ ０

２０１１ ２９４ ７ １９ ４ ５２ ６ ２５ ３ ２２ １ １５９１ ９ ３６ ８ ２６ ４ ４０ ６ ３３ ０

印度尼西亚 中国台湾

１９９５ ２８ ３ ２８ ７ ７０ ２ １９ １ １０ ７ ４１８ ２ ４３ ８ ４０ ２ ３９ １ ２０ ７

２０００ ７６ ４ ３０ ６ ５３ ６ ２３ ３ ２３ １ ７７８ ６ ４４ ８ ４１ ０ ３１ ３ ２７ ６

２００５ ８３ ９ ２９ ７ ４３ ６ ２６ ８ ２９ ６ １００９ ６ ４９ ０ ２２ ２ ３２ ８ ４５ ０

２０１０ １１６ ７ ２９ ０ ４６ ５ ２８ １ ２５ ３ １４２９ ４ ４９ １ １５ ８ ４０ ２ ４４ ０

２０１１ １２５ ６ ３０ ７ ４８ １ ２９ １ ２２ ８ １４７６ ５ ４８ ２ １７ ４ ４１ ７ ４０ ９

　 　 注：表中 ＶＳ只计算了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外国价值，未包括农业和采掘

业等资源性行业的价值。

资料来源：王直等论文 （美国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第 １９６６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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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全球生产分工量化研究的文献综述中，Ｒｏｂｅｒｔ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２０１２）提出

增加值出口 （ＶＡＸ）被称为 “一个重要的并有吸引力的衡量全球生产中垂直

专业化分工的反向测算指标”和这一领域的最新成就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我们

基于产业链的前后向关联对这一指标进行扩展，提出了 ＶＡＸ＿ Ｂ 和 ＶＡＸ＿ Ｆ

这两个概念。

以德国数字技术服务部门的出口为例，基于产业部门的后向联系，可以

从进口国的角度 （使用者的角度）来分析德国数字技术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出

口。ＶＡＸ＿ Ｂ指标 （ＤＶＡ，在一国部门层面两者相等）计算了隐含于德国数

字技术服务出口中，并最终被国外吸收部分的德国所有部门的国内增加值，

这些部门通过生产德国数字技术服务出口的中间投入品，而间接出口本部门

增加值。表 ３ － １４ 列 （２）至列 （５）给出了基于产业部门后向联系的德国数

字技术服务出口的分解结果。毫不奇怪，德国数字技术服务出口的 ＤＶＡ占其

总出口价值的 ９３％左右，总出口流量中所有其他部分包括 ＦＶＡ、ＲＤＶ和 ＰＤＣ

都很小。从生产者的角度，基于前向联系计算和分析了来自德国数字技术服

务部门的增加值直接出口和通过德国其他部门间接出口的情况。例如，如果

德国汽车出口使用了德国数字技术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这就形成德国数字技

术服务业部门增加值的间接出口。这一特定部分的德国增加值出口是基于产

业部门前向联系的德国数字技术服务部门增加值出口 （虽然它也是隐含于德

国汽车出口中的基于后向联系的德国汽车部门增加值出口）。

如果一个部门中很多增加值是通过隐含于其他部门的出口而间接进行的，

基于产业部门前向联系方法计算的增加值出口原则上可以超过这个部门的总

出口价值，因为该部门增加值的间接出口并未包含在该部门的总出口中。在

德国数字技术服务部门中，这一现象非常明显，因为德国其他部门的出口中

常常隐含了大量数字技术服务部门的增加值。正如在表 ３ － １４ 的列 （７）中

所报告的，基于产业部门前向联系计算的德国数字技术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出

口通常为该部门总出口的 ２７８ ７％ ３７７ ３％ （相比之下，基于产业部门后向

联系计算的德国数字技术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例都在 ０ 和

１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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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４　 德国数字技术服务部门增出口分解 （ＷＩＯＤ 中第 ３０ 部门）

年份
总出口

／亿美元

后向联系比例 ［％ ｏｆ （２）］ 前向联系比例 ［％ ｏｆ （２）］

ＤＶＡ＆ＶＡＸ＿ Ｂ ＦＶＡ ＲＤＶ ＰＤＣ ＶＡＸ＿ Ｆ ＲＶＡ＿ Ｆ①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９９５ １４７ ３ ９２ ９ ２ ７ ３ ２ １ ３ ３７７ ３ ７ ４

２０００ １９６ ０ ９１ ４ ３ ８ ２ ８ ２ ０ ３４４ ０ ６ ８

２００５ ４３２ ４ ９２ ５ ３ ８ ２ ０ １ ７ ２９３ ２ ５ ２

２００７ ５８０ ６ ９２ ０ ４ ０ ２ １ １ ９ ２９１ １ ５ １

２００９ ５９６ ３ ９２ ５ ３ ４ ２ ３ １ ８ ２７８ ７ ４ ８

２０１０ ５９８ １ ９２ ６ ３ ９ １ ８ １ ７ ２８２ ８ ４ ３

２０１１ ６２８ ５ ９２ ４ ４ ０ １ ８ １ ８ ２９１ ６ ４ ７

　 　 资料来源：王直等论文 （美国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第 １９６６７号）。

当讨论基于产业部门前向联系测算一国部门出口中的增加值时，很自然

地会涉及对一国部门显性比较优势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简称

ＲＣＡ指数）概念的修订。一国部门的传统 ＲＣＡ 指数是该国这一部门出口总

值在该国总出口中的比例相对于全球该部门出口总值在全球总出口中比例的

比较值 （本文简称传统 ＲＣＡ指数或 ＲＣＡ＿ Ｇｒｏｓｓ）。当 ＲＣＡ指数大于 １，表示

该国这一部门的出口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当 ＲＣＡ 指数小于 １，表示该国这一

部门的出口具有显性的比较劣势。

ＲＣＡ＿ Ｇｒｏｓｓｒｉ ＝
ｅｒｉ ／∑ ｎ

ｉ ＝ １
ｅｒｉ

∑ Ｇ

ｒ
ｅｒｉ ／∑ Ｇ

ｒ∑
ｎ

ｉ ＝ １
ｅｒｉ

（式 ３ － １）

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传统 ＲＣＡ指数既忽略了国内的生产分工又忽略

了国际生产分工。具体而言，首先，传统 ＲＣＡ 指数忽略一个国家 ／部门的增

加值可以隐含在该国其他部门的出口中而实现间接出口这一事实。其次，传

统 ＲＣＡ指数也没有考虑一个国家 ／部门的总出口中包含部分外国价值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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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ＶＡ＿ Ｆ是指基于产业部门前向联系的一国部门增加值出口后返回并最终被国内

吸收的部分。ＶＡＸ＿ Ｆ和 ＲＶＡ＿ Ｆ都是一国部门增加值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



（ＦＶＡ和 ＦＤＣ）。因此，正确测量一个国家 ／部门显性比较优势的方法不仅需

要包括隐含在本国其他部门出口中的该部门增加值 （间接出口），还需要排

除总出口中来源于外国的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部分。

综合考虑出口生产的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工，本文定义了一种测量一个国

家 ／部门显示性比较优势 （本文简称新 ＲＣＡ指数或 ＲＣＡ＿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的新

指标，即基于产业部门前向联系计算的一国出口中该部门的增加值占该国总

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的比例，相对于所有国家出口中的该部门所创造的增加

值占全球总出口增加值的比例的比较值。

ＲＣＡ＿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ｒｉ ＝
ｄｖａ＿ ｆｒｉ ／∑ ｎ

ｉ ＝ １
ｄｖａ＿ ｆｒｉ

∑ Ｇ

ｒ
ｄｖａ＿ ｆｒｉ ／∑ Ｇ

ｒ∑
ｎ

ｉ ＝ １
ｄｖａ＿ ｆｒｉ

（式 ３ － ２）

本文选取了两组例子来比较传统指标与新指标的区别。第一组例子分别

计算并绘制了中国和美国 ＩＣＴ 产品出口的两种 ＲＣＡ 指数 （见图 ３ － ９）。

图 ３ － ９ 左侧是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中国 ＩＣＴ产品出口的两种 ＲＣＡ指数。从传统

ＲＣＡ指数的变化来看，２００６ 年以后中国的 ＲＣＡ 指数超过了 ２ ５，表明中国

ＩＣＴ产品出口拥有显著的比较优势。相反，新 ＲＣＡ 指数却表现出较低的值，

近年来只有 １ ８ 左右。

图 ３ －９　 中国和美国 ＩＣＴ产品出口的两种 ＲＣＡ 指数

资料来源：王直等论文 （美国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第 １９６６７号）。

图 ３ － ９ 右侧图描述的是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美国 ＩＣＴ 产品出口的两种 ＲＣＡ

指数。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传统 ＲＣＡ 指数显示，２００３ 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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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ＩＣＴ产品出口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劣势的部门，且劣势在不断扩大。但根

据新 ＲＣＡ指数，美国 ＩＣＴ产品仍然是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部门，而且近

几年这比较优势呈现出强势递增趋势。传统指数和新指数在测度美国 ＩＣＴ 产

品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时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充分显示了传统 ＲＣＡ指标的潜在

误导性。根据贸易总值计算的美国 ＩＣＴ产品传统 ＲＣＡ指数及其时序变化显示

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状况，即美国出口竞争力的日益下降；但新 ＲＣＡ指数却表

明，美国的 ＩＣＴ产品出口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一直具有比较优势，并且这一优

势在持续增强。

图 ３ －１０　 德国和印度数字技术服务出口的 ＲＣＡ指数

资料来源：王直等论文 （美国经济研究局工作论文，第 １９６６７号）。

第二组例子对比了德国和印度数字技术服务出口的两种 ＲＣＡ指数 （见图

３ － １０）。左图分别绘出了德国数字技术服务出口的传统 ＲＣＡ和新 ＲＣＡ指数，

右图分别绘出了印度数字技术服务出口的传统 ＲＣＡ 和新 ＲＣＡ 指数。凭借着

著名的印孚瑟斯 （Ｉｎｆｏｓｉｓ）公司、维普罗 （Ｗｉｐｒｏ）公司及各种呼叫中心等，

印度在数字技术服务出口上成绩卓著。而根据新定义计算的印度数字技术服

务出口的 ＲＣＡ强度远弱于基于传统定义计算的 ＲＣＡ 强度。相反，德国的数

字技术服务出口与其成功的制造业相比，很少受到关注。根据总出口数据，

数字技术服务部门出口在德国呈现比较弱势，在整个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期间其传

统 ＲＣＡ指数都小于 １。但是，根据本文考虑国内和国际生产分工的新 ＲＣＡ 定

义，德国数字技术服务出口却是一个比较优势极为显著的部门。造成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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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ＣＡ指标巨大差异的经济原因其实很简单。在印度，国内其他部门 （如制造

业）出口生产中使用数字技术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很少，其数字技术服务部门

增加值的间接出口比例很低。而德国正好相反，德国大量出口的汽车、机械

设备和其他制造业产品中隐含了大量的德国数字技术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其

数字技术服务部门增加值的间接出口比例很高。因此，一旦把数字技术服务

部门增加值的间接出口考虑进来，印度的数字技术服务出口相对于德国和许

多其他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就不那么令人印象深刻了。

二、企业案例研究

图 ３ －１１　 微笑曲线

一方面，企业的业务从

制造向品牌设计、研发、营

销延伸，即从微笑曲线的底

端向两侧发展 （见图 ３ －

１１）。另一方面，通过制造

环节的智能化和互联网化，

提高制造环节的附加值，这

也是创新和升级的一种方

式。例 如，企 业 的 Ｃ２Ｍ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ｔｏ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ｏｒｙ ）

图 ３ －１２　 反转的微笑曲线

模式，是制造智能化的体

现，利用互联 网 将 顾 客

（需求）与工厂 （供给）对

接，消灭中间环节，将传统

制造环节打造为个性化制

造、中高端制造，提高制造

环节的附加值，进而实现升

级，甚至出现微笑曲线的反

转 （见图 ３ － １２）。典型传

统企业如青岛的红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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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引领转型升级的案例研究。①根据不同的企业创新方

式，选取典型企业，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第一，可在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中，选取技术创新的典型企业，分析技术创新的情况，以及创新前后

企业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地位的变化，观察不同产业的企业在技术创新手

段和效果等方面的差异。第二，选取企业业务向微笑曲线两端扩展的典型企

业，即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服务型制造企业，分析其转型途径和效果。

第三，选取智能化制造 （Ｃ２Ｍ）的典型企业，分析互联网和大数据等在企业

转型中的作用，并研究转型效果，考察制造环节附加值、企业职工人数、企

业利润等指标的变化。②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不同的创新转型方式的效果，

思考两个问题：一是典型企业的创新转型方式，是否可推广到其他企业；二

是不同产业的企业，是否应选取不同的创新转型方式。第四，对某一类型的

企业所适用的创新转型方式形成判断，为企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建议。典型

数字技术企业如深圳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从一个单纯的供应链企业向整个生

产链组织者和管理者升级 （见图 ３ － １３）。

图 ３ －１３　 深圳创捷供应链有限公司价值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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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升级问题研究

通过对海关数据的处理与分析显示：一方面，中国与欧盟和美国的 ＩＣＴ

行业最终品贸易有大量顺差，同时与其他东亚经济体的 ＩＣＴ 行业中间品贸易

存在赤字，两者非常相关 （见图 ３ － １４）。这说明中国在加入发达经济体的数

字经济全球价值链中，一直处于低端加工贸易阶段，从其他东亚经济体进口

大量的数字技术中间产品，加工组装生产出数字产品设备的最终品出口至欧

美国家。这是一种低端锁定现象。

图 ３ －１４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 ＩＣＴ产品贸易平衡问题

另一方面，中国与周边发展中经济体 ＩＣＴ 行业中间品贸易存在快速增长

的贸易顺差，同时周边发展中经济体与欧美发达经济体 ＩＣＴ 行业最终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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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两者相关性较高 （见图 ３ － １４）。这说明中国在

与周边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欧美发达经济体的 ＩＣＴ 行业全球价值链中，已经是

上游 ＩＣＴ中间品的最主要供应商，中国 ＩＣＴ 产业升级显而易见。因此数字经

济产业要实现沿全球价值链升级，中国必须引入更多的发展中经济体，而不

是传统地融入发达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

“微笑曲线”是全球价值链下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理论。“微笑曲线”

可以描述各国各部门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及其单位收入情况。图 ３ － １５ 显

图 ３ －１５　 中国 ＩＣＴ出口相关的微笑曲线 （上图为 １９９５ 年，下图为 ２００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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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中国在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９ 年 ＩＣＴ 产品出口的微笑曲线。字母和数字组合

代表数据点，表明对生产有贡献的经济体和行业，字母对应经济体，数字

对应行业。圆圈的大小代表由于加入全球价值链而产生的增加值的绝对量

（以不变价格计价，单位是百万美元）。一条估计的曲线拟合了这些点，呈

现 “Ｕ”形，又被称作 “微笑曲线”。纵轴表示的是某个经济体、某个行业

每小时的工资，度量了高附加值和低附加值的生产活动；横轴表示与最终

消费者的距离。

微笑曲线的逻辑如下：在生产过程的早期，是有关关键组件的研究和设

计，通常是高附加值的活动，在全球价值链中由发达的经济体来完成。例如，

在 １９９５ 年的曲线中，日本金融服务业 （ＪＰＮ２８）和美国金融服务业

（ＵＳＡ２８）处于左上角：两个国家的金融服务业都是高附加值活动。中国大陆

的制造行业，如 ＩＣＴ产业 （ＣＨＮ１４），位于曲线的底部，其大多是低工资的

装配活动。距离消费者最近的活动是营销、物流和售后服务。这些靠近终端

市场的知识密集型行业也是高附加值的 （因此处于微笑曲线的上扬部分），

并且也多由发达经济体来完成，因为这些经济体通常也是这些产品最主要的

消费地区。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同一国家、行业出口产品的数据对比表明，对于这种

产品，微笑曲线已经加深。ＵＳＡ２８ 这一行业的薪酬从 １９９５ 年的每小时约 ２５

美元增加到 ２００９ 年的每小时 ６０ 美元，而中国大陆的工资仍然很低。但值得

注意的是，代表 ＣＨＮ１４ 所产生的总增加值规模的圆圈已经大幅扩张，约为之

前的 １０ 倍。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在全球价值链中虽然一直处于低端，但大

量的农村劳动力获得了从贫困的农村涌入工厂工作的机会。

微笑曲线揭示出的技术和全球贸易的变化也可以在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

经济体的要素使用及收入分布的总体数据中观察到。图 ３ － １６ 对中国 ＩＣＴ 产

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要素使用数据进行类比分析。首先，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

惊人的，１５ 年间增长了约 ６ 倍。其间收入分配中劳动力的占比从 ４０％下降到

不足 ３０％，而资本的占比则从 ６０％增加到 ７０％以上。显然，资本能够获得生

产率提高的大部分好处。应该强调的是，对中国的资本所得所进行的统计，

包括主导全球价值链的跨国公司 （如苹果公司）。也有研究表明，中国出口

的大部分增加值来自国内私营部门，跨国公司也占据了很大比例。因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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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６　 中国 ＩＣＴ产业效率和要素收入分配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

国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大部分好处都给了资本的私人所有者，虽然中国工人的

工资也从一个非常低的基点上有了大幅增长。图 ３ － １６ 显示了中国不同技术

水平劳动力的工作机会。中国绝大多数劳动投入都是中低技术水平的，高等

技术水平的工时投入非常少，在图中所显示的时间阶段末期也只占到全部工

作机会的 １０％。这反映了中国的 ＩＣＴ产业主要从事最终产品的组装活动。在

薪酬方面，高等技术水平工人的薪酬大幅增加，但是这类工人的数量很少。

同一时期，中等技术水平工人的薪酬增加了 ８０％，低等技术水平工人的薪酬

也增加了 ５０％。

图 ３ －１７　 美国 ＩＣＴ产业效率和要素收入分配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

图 ３ － １７ 显示了美国 ＩＣＴ 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要素回报占比的变化。从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５ 年中，劳动力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从 ６０％上升到 ７０％

以上，充分显示了人力资本在这一高科技产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中

等技术水平和低等技术水平工人工作时间的占比持续下降，而高等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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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 （大学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工作时间占比快速增长，从 ３０％ 上升到

４５％ 以上。在薪酬方面，也是高技术水平工人的薪酬增长更多，中等技术水

平工人的薪酬次之，低等技术水平工人的薪酬曲线几乎是平的，只增长了一

点儿。不同技术水平工人之间工作机会和薪酬结构的上述变化与美国 ＩＣＴ 产

业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的转变一致：说明这一产业从制造产品转变为主要从事产

品设计和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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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全球分工中的中国力量

第一节　 中国与东亚价值链的重心转移

按行业分解的所有宏观数据集都清楚地表明，制造业是全球价值链的领

图 ４ －１　 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Ｚｈａｏ等 （２０１８），其依据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

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全球价值链指标体系。

先行业 （见图 ４ － １）。与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

（见图中的绿点）。这和用其他方法得出的结论一致：少数制造业在全球价值

链整合中起主导作用，并且至今仍然保持这种领先优势。行业的具体排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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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所用的定义和数据加总水平，但全球价值链的领先行业总是包括汽车业、

电子业和服装业。

亚洲是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最高的地区，而且后向关联更明显，它反映

了亚洲在价值链组装工序中的主导地位。图 ４ － ２ 的上图显示，２０１１ 年，南

亚与东亚的后向关联占其制成品出口的 ２９％，高于其他地区，它们也是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后向关联增幅最大的地区。对大多数亚洲经济体而言，后向关联

占制成品出口的 ３０％以上，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２５％。２０１１ 年，柬埔寨的后

向关联比例最高，占制造业出口的 ５０％以上。柬埔寨和越南较高的后向关联

和较低的前向关联，反映了它们在全球价值链装配工序的地位 （涉及的国内

增加值相对较少）。虽然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整个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关

联有所增加，但若干经济体的后向关联有所下降；特别是中国的后向关联从

１９９５ 年占制成品出口的 ４０％以上，降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２％。考虑到在同一时期，

中国的前向关联从 ６％增加到 ８％，这可以证明中国正在沿全球价值链升级，

从简单的最终产品组装向更复杂的国内增加值创造环节的升级。

图 ４ － ２ 的下图显示了制造业中的全球价值链后向关联高于前向关联。

２０１１ 年，亚洲经济体在其他国家出口中的国内制造业增加值约占亚洲制成品

出口的 １１％，与世界平均水平相似。与后向关联相反，前向关联的相对重要

性在 ２１ 世纪仅略有增加。在亚洲地区，菲律宾和日本的前向关联最高，约占

其制成品出口的 １９％，而较发达经济体 （包括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

坡）的前向关联通常较高，它们为其他地区的组装加工提供投入品。像印度

尼西亚和文莱这样的国家，其相对较强的前向关联与自然资源出口有关，中

东也是如此。

Ｋｕｍｍｒｉｔｚ和 Ｌａｎｚ （２０１８）将全球价值链参与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和区域

外联系。区域价值链在欧洲单一市场，以及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地区最为强

劲。２０１１ 年，区域内后向关联占亚洲制成品出口的近 １２％，而区域外后向关

联占近 １７％。与其他地区相比，亚洲的区域内前向关联也相对较强。但是，

所有区域的前向关联都以区域外关联为主。这说明，虽然区域价值链强于区

域外价值链联系，但在亚洲组装业务的中间投入和亚洲中间产品向全球价值

链的出口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跨越了区域界限。

以制成品出口占比衡量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小国来说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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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　 各地区的后向和前向关联 （２０１１ 年）

资料来源：Ｋｕｍｍｒｉｔｚ和 Ｌａｎｚ （２０１８），基于经合组织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绘制。

Ｓｔｌｌｉｎｇｅｒ （２０１８）使用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综合指标，结果发现，在经合

组织数据库的 ６１ 个经济体中，有 ７ 个亚洲经济体因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其制成

品出口的重要性，而跻身前 ２０ 经济体之列；这些亚洲经济体是柬埔寨、新加

坡、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Ｚｈａｏ 等 （２０１８）使用了不同

的投入产出表，同样发现中国台湾 （ＴＷＮ）、韩国 （ＫＯＲ）、马来西亚

（ＭＡＬ）、泰国 （ＴＨＡ）和越南 （ＶＩＥ）在 ２０１５ 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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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４ － ３）。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较大的亚洲经济体的百分比较低，但中国

（ＣＨＮ）或印度 （ＩＮＤ）的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绝对值较高。

图 ４ －３　 各经济体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 （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Ｚｈａｏ等 （２０１８），其依据是亚洲开发银行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和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全球价值链指标体系。

即使在宏观层面，各经济体的差异也很突出。对越南来说，跨境一次的

简单全球价值链的比例高于印度或中国，但越南的后向关联的这一比例低于

其他两个经济体。这意味着中间产品进口在越南的出口生产中占比更大，但

其全球价值链出口主要面向最终消费，也就是说，越南更像是装配中心。相

比之下，中国已经历了从加工组装到更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的重大转变，

特别是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以来①。这种转变在涉及中国、印度和越南的电子行业

的全球价值链贸易中最为明显；印度和越南的出口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之后上

扬，与此同时它们增加了从中国的中间产品进口 （见图 ４ － ４）。

Ｔａｂｏｒｄａ和 Ｌａｖｏｐａ （２０１８）阐述了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地区行业层面

（３４ 个行业）的生产分割情况。他们的研究结果基本证实了文献中描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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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些作者将这归因于随国际市场剧烈波动 （全球危机）进行的调整，但它可以

反映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动态。



般趋势。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间，日本失去了在亚洲制造业中创造增加值的主导

作用。中国发展成为增加值的主要来源，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作为中高端

技术密集型产业中间投入品供应商的作用有所增加。

图 ４ －４　 印度和越南的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价值链的中间产品进口与

最终产品出口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Ｚｈａｏ等 （２０１８），基于按行业和最终用途分类的经合组织双边贸

易数据库 （ＢＴＤＩｘＥ），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ＩＳＩＣ）第 ４ 版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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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贡献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联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同处于

亚洲的发展中经济体。以印度和越南为例。从前向关联来看，中国是印度的

第三大伙伴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也就是说，印度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创

造的增加值有很多流向了中国，由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下一步的生产。

从后向关联来看，中国是印度的第一大伙伴国，其次是美国和德国，而且中

国在印度后向参与度中的比例逐年提高；这说明，印度在价值链上进一步加

工处理的很多增加值来源于中国 （见图 ４ － ５）。

图 ４ －５　 印度的主要全球价值链关系伙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ＡＤＢ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对于越南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前向关联来看，

中国是越南的第一大伙伴国，其次是美国和日本；从后向关联来看，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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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越南最大的伙伴国，其次是日本和韩国。也就是说，在越南参与的全球价

值链活动中，中国既在上游为越南提供了很多增加值，也在下游吸收了很多

越南创造的增加值，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处理 （见图 ４ － ６）。

图 ４ －６　 越南的主要全球价值链关系伙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ＡＤＢ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分行业来看，中国在越南和印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更为明显。近

年来，一些加工装配的活动，从中国转移到了周边工资成本较低的国家，包

括越南和印度。这种转移，不仅发生在低技术密集度的行业 （如纺织业），

也发生在高技术密集度的行业 （如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无论是纺

织业，还是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近年来，印度和越南从中国

进口越来越多的中间品，然后进行加工装配，再向世界各国出口最终产品

（见图 ４ － ７ 和图 ４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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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７　 印度和越南纺织业的中间品进口和最终产品出口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双边贸易数据库。

图 ４ －８　 印度和越南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的中间品进口和最终产品出口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双边贸易数据库。

　 　 从越南和印度上述两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伙伴关系来看，中国都是最大

的后向关联伙伴国，而且中国在其后向参与度中的比例不断提高 （见图 ４ － ９

和图 ４ － １０）。这说明，对于越南和印度的上述两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

中国都是最主要的增加值来源国，为其价值链生产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增加值，

促进其后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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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９　 越南和印度纺织业的主要全球价值链关系伙伴，后向关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ＡＤＢ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图 ４ －１０　 越南和印度计算机、电子、光学产品制造业的主要全球价值链关系伙

伴，后向关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资料来源：ＡＤＢ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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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和价值获取程度

“生产链长度”是测度各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有效方式。通常采用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的研究方法，用 “生产链长度”衡量各国各产业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位置，并将某一行业的 “生产链长度”定义为该行业从最初增加值

投入最终品消费的平均生产阶段数量，即该部门增加值被计算为总产出的

次数。

全球投入产出模型提供了各个国家各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详细情况，

假设有 Ｇ个国家，每个国家有 Ｎ个产业部门，则全球总产出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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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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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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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１ Ａ１２ … Ａ１Ｇ

Ａ２１ Ａ２２ … Ａ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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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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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２



Ｙ













Ｇ

即

Ｘ ＝ ＡＸ ＋ Ｙ （式 ４ － １）

其中，Ｘ是 ＧＮ × １ 的总产出列向量①，Ａ 是 ＧＮ × ＧＮ 的直接消耗系数矩

阵，Ｙ是 ＧＮ ×１ 的最终需求列向量。Ａ 的元素 ａｓｒｉｊ 表示生产一单位 ｒ 国 ｊ 产品

需要使用 ｓ国 ｉ产品的中间投入。公式 （式 ４ － １）可写为：

Ｘ ＝ ( )Ｉ － Ａ Ｙ ＝ ＢＹ （式 ４ － ２）

其中，Ｂ是 ＧＮ × ＧＮ的全球列昂惕夫逆矩阵。假设直接增加值系数为 Ｖ，

它是一个 ＧＮ ×１ 的列向量，其元素 ｖｓｉ 表示 ｓ国 ｉ产业部门的直接增加值系数，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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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中大写字母表示矩阵和向量，小写字母表示元素。上标 ｓ，ｒ表示国家，下标 ｉ，

ｊ表示产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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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４ － ３）

其中，完全增加值系数矩阵 Ｖ^Ｂ 表示在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中，来源于各

产业部门的直接和间接增加值。矩阵中元素 ｖｓｉ ｂ
ｓｒ
ｉｊ 表示生产 ｒ国 ｊ部门一单位最

终产品来自 ｓ国 ｉ部门的直接和间接增加值。社会经济运行中，各部门之间错

综复杂的关系可以按照其特点分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前向联系只是生产

部门与使用或消耗其产品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和依存关系；后向联系是指

生产部门与供给其原材料、动力、劳务和设备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和依存

关系。Ｖ^Ｂ矩阵中，沿着行方向是前向联系，表示 ｓ 国 ｉ 部门对其他国家和部

门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投入的增加值；沿着列方向是后向联系，表示的是 ｒ

国 ｊ部门生产一单位最终产品来自其他国家和产业部门的增加值。

根据全球投入产出分析，各国各行业的增加值可表示为：

Ｖａ′ ＝ Ｖ^Ｘ ＝ Ｖ^ＢＹ （式 ４ － ４）

如果 ｓ国 ｉ部门和 ｒ国 ｊ 部门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同一部门，那么 ｓ 国 ｉ 部

门的增加值直接被 ｒ国 ｊ部门最终吸收，因此，任何生产过程的第一个阶段都

是：ｒ国 ｊ部门最终产品隐含的 ｓ国 ｉ部门增加值为 δｓｒｉｊ ｖ
ｓ
ｉ ｙ
ｒ
ｊ ，这里 δ

ｓｒ
ｉｊ 是一个虚

拟变量，当 ｉ和 ｊ是同一个产业部门且 ｓ和 ｒ是同一个国家时，δｓｒｉｊ ＝ １ ，否则

δｓｒｉｊ ＝ ０ ，这时从最初增加值投入最终品消费的平均生产阶段数 （即生产链长

度）是 １。

第二个阶段：ｓ国 ｉ部门的产品被作为中间品投入生产 ｒ 国 ｊ 部门的最终

品，ｓ国 ｉ 部门的增加值为 ｖｓｉ ａ
ｓｒ
ｉｊ ｙ
ｒ
ｊ ，该增加值第一次间接被 ｒ 国 ｊ 部门消耗，

这时生产链长度是 ２，增加值引致的总产出是 ２ｖｓｉ ａ
ｓｒ
ｉｊ ｙ
ｒ
ｊ ，即增加值 ｖ

ｓ
ｉ ａ
ｓｒ
ｉｊ ｙ
ｒ
ｊ 被计

算了 ２ 次，一次是在核算 ｓ国 ｉ产品的总产出时，一次是在核算 ｒ国 ｊ部门的

总产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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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阶段：ｓ国 ｉ部门的增加值隐含在任何国家或部门的中间品中，作

为中间投入生产 ｒ 国 ｊ 部门的最终品。这一阶段，ｓ 国 ｉ 部门的增加值为

ｖｓｉ∑ Ｇ，Ｎ

ｔ，ｋ
ａｓｔｉｋａ

ｔｒ
ｋｊｙ
ｒ
ｊ ，该增加值第二次间接被 ｔ国 ｋ部门作为中间投入，并被 ｒ国 ｊ

部门最终吸收。这时生产链长度是 ３，增加值引致的总产出是 ３ｖｓｉ∑
Ｇ，Ｎ
ｔ，ｋ ａ

ｓｔ
ｉｋ ａ
ｔｒ
ｋｊ ｙ
ｒ
ｊ，

即增加值被计算了 ３ 次，一次是在核算 ｓ国 ｉ产品的总产出时，一次是在核算

ｔ国 ｋ部门总产出时，一次是在核算 ｒ国 ｊ部门的总产出时。

以此类推，直接和间接隐含在 ｒ国 ｊ部门最终产品中的 ｓ国 ｉ部门增加值

可表示为：

δｓｒｉｊ ｖ
ｓ
ｉ ｙ
ｒ
ｊ ＋ ｖ

ｓ
ｉ ａ
ｓｒ
ｉｊ ｙ
ｒ
ｊ ＋ ｖ

ｓ
ｉ∑ Ｇ，Ｎ

ｔ，ｋ
ａｓｔｉｋａ

ｔｒ
ｋｊｙ
ｒ
ｊ ＋… ＝ ｖ

ｓ
ｉ ｂ
ｓｒ
ｉｊ ｙ
ｒ
ｊ ，其中 δ

ｓｒ
ｉｊ ＝

１，ｉ ＝ ｊ且 ｓ ＝ ｒ，

０，ｉ≠或 ｓ≠{ ｒ

（式 ４ － ５）

上式用矩阵可表示为：　

Ｖ^Ｙ^ ＋ Ｖ^ＡＹ^ ＋ Ｖ^ＡＡＹ^ ＋ … ＝ Ｖ^ １ ＋ Ａ ＋ ＡＡ ＋( )… Ｙ^ ＝ Ｖ^ ( )Ｉ － Ａ －１ Ｙ^ ＝ Ｖ^ＢＹ^

（式 ４ － ６）

Ｖ^ＢＹ^是 ＧＮ × ＧＮ矩阵，其元素 ｖｓｉ ｂ
ｓｒ
ｉｊ ｙ
ｒ
ｊ 表示直接和间接隐含在 ｒ国 ｊ部门最

终产品中的 ｓ国 ｉ部门的增加值。

采用每一个阶段的长度 （即生产阶段数）作为权重，将所有生产链上隐

含的增加值加总，即得到全球价值链上各个国家各行业增加值所推动的总

产出：

Ｖ^Ｙ^ ＋ ２Ｖ^ＡＹ^ ＋ ３Ｖ^ＡＡＹ^ ＋ … ＝ Ｖ^ １ ＋ ２Ａ ＋ ３ＡＡ ＋( )… Ｙ^ ＝ Ｖ^( Ｂ ＋ ＡＢ＋ ＡＡＢ ＋

)… Ｙ^ ＝ Ｖ^ＢＢＹ^ （式 ４ － ７）

其中，Ｖ^ＢＢＹ^是 ＧＮ × ＧＮ矩阵，其元素 ｖｓｉ∑ Ｇ，Ｎ

ｔ，ｋ
ｂｓｔｉｋｂ

ｔｒ
ｋｊｙ
ｒ
ｊ 表示 ｓ国 ｉ部门的增

加值引致并由 ｒ国 ｊ部门最终吸收的总产出。

那么，根据 “生产链长度”的定义，各个国家各行业的 “生产链长度”

可表示为：

ＰＬＶＹ ＝ Ｖ^ＢＢＹ^

Ｖ^ＢＹ^
（式 ４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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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ＰＬＶＹ是一个 ＧＮ × ＧＮ矩阵，其元素 ＰＬｖｙｓｒｉｊ 测度的是 ｓ国 ｉ部门一

单位增加值引致并由 ｒ国 ｊ部门最终吸收的总产出，表示从初始要素投入最

终消费所经历的生产阶段数。生产链长度越长，说明该行业增加值被计算

为总产出的次数越多，该指标描述了各国各行业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足迹。

生产链长度可以分为前向生产链长度和后向生产链长度。矩阵 ＰＬＶＹ 的

元素沿着行方向是 “前向生产链长度”，表示 ｓ国 ｉ部门一单位增加值引致的

总产出，刻画的是从 ｓ国 ｉ部门初始要素投入最终消费的生产阶段数，前向生

产链的起点是 ｓ国 ｉ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终点是其他国家和产业的消费，它

描述了 ｓ国 ｉ部门增加值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足迹。前向生产链长度越长，其下

游的生产阶段数就越多，离生产端越远，离消费端越近，就越处于全球价值

链的上游。前向生产链长度在数值上正好等于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和 Ａｎｔｒａｓ 等

（２０１２）的上游度指数。矩阵 ＰＬＶＹ的元素沿着列方向是 “后向生产链长度”，

表示 ｒ国 ｊ部门最终消费所引致的各国各产业部门增加值投入与总产出的关

系，刻画的是从各国各产业增加值投入 ｒ国 ｊ部门最终消费的生产阶段数，后

向生产链的起点是 ｒ国 ｊ部门的最终消费，追溯到其他国家和行业的增加值投

入，描述了 ｒ国 ｊ部门最终消费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后向生产链条越长，其

上游的生产阶段数就越多，离生产端越远，离消费端越近，就越处于全球价

值链的下游。各行业的后向生产链长度正好等于的 Ａｎｔｒａｓ 和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３）的

下游度指数 （Ｗ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一、中国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一）中国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

以中国各行业国内增加值占全国增加值的比重作为权重，取各行业前向

生产链长度的加权平均值，可以得到中国整体的前向生产链长度；以中国各

行业最终需求占全国最终需求的比重作为权重，取各行业后向生产链长度的

加权平均值，可以得到中国整体的后向生产链长度。

从图 ４ － １１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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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都变长了，前向生产

链长度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 ５４ 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８９，增加了 １３ ７８％；后向生

产链长度从 ２ ６４ 上升到 ２ ９６，增加了 １２ １２％，显示中国正在同时向全球

价值链的生产端和消费端攀升。前向生产链长度变长说明中国对全球生产

链的贡献增加，后向生产链长度变长说明中国消费与全球生产的联系加强。

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同时增加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分

工日益深化、产业关联程度不断增强，国内产业间的联系增加，商品的国

内生产结构日益复杂；同时，中国通过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实

施 “走出去”战略，到海外投资开辟新的市场和生产网络等多种渠道积极

嵌入全球价值链，增加与国外各产业之间的联系，这拉长了生产链国际部

分的同时也带动了国内生产链长度的增加，从而促进了中国前向和后向生

产链长度的增加。

图 ４ －１１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从图 ４ － １１ 中还可以看出，中国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的变化趋势基本

相同，但也有所差别。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中国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增加都较

快，前向生产链长度 （上游度）的增加，反映了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通过承

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外包，从事加工制造环节和提供中间品投入而嵌入了全

球价值链的生产端；后向生产链长度 （下游度）的增加，反映了中国最终需

求对全球生产的拉动作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其对全球中间产品和最终

产品的需求增加、需求链拉长。２００８ 年前向生产链长度继续增加，但后向生

产链变短，说明中国生产投入对全球产出的贡献继续增加但消费乏力。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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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年四万亿元投资后，中国最终需求增加带动了中国的后向生产链长度的

持续增加，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２ ８７ 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 ９６，说明中国四万亿元投资

消费对全球生产链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加，但 ２０１４ 年由于中国最终需求下降而

导致后向生产链长度有所减少。

（二）中国各产业部门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

图 ４ － １２ 显示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中国各产业部门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链

长度 （从左到右按照 ２０１４ 年的前向生产链长度从大到小排列）。从前向生产

链来看，各产业部门的生产链长度相差比较大，前向生产链最长的 “Ｃ０４ 采

掘业”是 ５ ０６，最短的 “Ｃ５３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是 １ １１，相差 ３ ９５。

“Ｃ２４ 电、煤气、蒸气和空调供应” “Ｃ０２ 林业和伐木业” “Ｃ１１ 化学品及化

学制品制造”“Ｃ１０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等提供基础原材料和动力的

产业部门前向生产链比较长，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靠近生产端；而

“Ｃ５１ 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Ｃ２７ 建筑业”“Ｃ５２ 教育”等服务业

的前向生产链比较短，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靠近消费端。与 ２０００ 年相

比，２０１４ 年大多数产业部门的前向生产链长度增加，说明中国各产业部门参

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增加了，各产业部门与最终需求之间的生产阶段

图 ４ －１２　 中国各产业部门的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

资料来源：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数增加，经济复杂程度提升，最突出的是 “Ｃ４７ 科学研究与发展”，从 １ ４７

上升到 ３ ４８，说明随着科研能力的提升，中国的科研行业作为中间投入嵌入

全球价值链中，为各国生产提供更多科研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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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向生产链长度来看，各行业的生产链长度差距相对较小，最长的

“Ｃ１８ 电力设备制造”是 ３ ８６，最短的 “Ｃ４４ 房地产”是 １ ３９，相差 ２ ４７。

“Ｃ２０ 汽车、挂车和半挂车制造” “Ｃ１７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

“Ｃ１３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等行业的后向生产链较长，因为这些行业的最终

消费需要大量国内外中间投入，消费离生产端的生产阶段数较多；而 “Ｃ４４

房地产”“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务”“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

贸易”“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Ｃ３９ 通信业”等服务行业面对的

主要是最终消费者，处于消费端，因此其后向生产链长度较短。

二、中国各产业的价值获取程度检验

“微笑曲线”是基于产品层面的发现，是指若以横 （Ｘ）轴表示产品在生

产链上的位置，纵 （Ｙ）轴表示从产品中获取的增加值，可以绘制出一条类

似 “微笑曲线”的图形，即在研发—制造—营销的价值链上，两端的研发和

营销获得的增加值高，而中间制造环节的增加值低。本文分别从前向联系和

后向联系的视角构建 “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图，验证产业层面的 “微笑曲

线”是否存在。“前向联系”是指：以中国某一产业部门的前向生产链长度

为横 （Ｘ）轴，表示中国该产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横 （Ｘ）轴的

值越大，说明最终消费离中国该产业越远，该产业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

以完全增加值系数矩阵的行向量为纵 （Ｙ）轴，表示中国某一产业部门从全

球价值链条上获得的增加值，绘制的曲线图表示中国某一产业部门在全球价

值链中获得的价值与位置之间的关系。“后向联系”是指：以中国某一产业

部门的后向生产链长度为横 （Ｘ）轴，表示其他各国各行业在中国该产业部

门生产链上的位置，横 （Ｘ）轴的值越大，说明中国该产业最终消费离增加

值投入的距离越远，该产业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以完全增加值系数矩

阵的列向量为纵 （Ｙ）轴，表示其他各国各产业从中国某一产业部门链条上

获得的增加值，绘制的曲线图表示的是其他各国各产业在中国某一产业部门

生产链上获得的价值与位置之间的关系。本文分别从前向和后向联系的视角，

选取完全增加值率高于 ０ ０１％这一临界值的数据，绘制了中国各个产业部门

１３０



的 “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图①，发现仅有 “Ｃ０６ 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

“Ｃ１１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Ｃ１７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三

个产业部门存在 “微笑曲线”。其中 Ｃ１１ 的 “微笑曲线”过于平坦，前向联

系的二次项拟合度 ２０００ 年为 ０ ２８１９，２０１４ 年为 ０ １７０４；后向联系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二次项拟合度分别为 ０ ０７８５ 和 ０ ０５０２。所以在此只对 Ｃ０６ 和 Ｃ１７

展开分析。

（一）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业

图 ４ － １３ 是表示前向联系的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中国 “Ｃ０６ 纺织、服装与

皮革制造”的 “ＧＶＣ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 ２０００ 年中

国 “Ｃ０６ 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获取的增加值与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位置二次项拟合的曲线开口均朝上，拟合度为 ０ ３５６，呈 “微笑曲线”形状，

靠近国外产业链两端，尤其是在 Ｘ 轴左端时获取的增加值率相对较高。２０００

年靠近 Ｘ 轴左端 （距离要素投入较近）的产业主要有 ＡＵＳ Ｃ０６ （２ ７８２，

０ ７４７％）、ＣＡＮ Ｃ０６ （２ ８２８，０ ２９６％）、ＲＯＷ Ｃ０６ （２ ８５６，０ ８７８％）、

ＫＯＲ Ｃ０６ （２ ８６３，０ ８３９％）、ＲＵＳ Ｃ０６ （２ ９８８，０ ３３５％），这些产业全部

是 “Ｃ０６ 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原因是中国的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直

接给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同一产业部门提供半成品或纺织材料。与 ２０００ 年相

比，２０１４ 年的国家产业分布变化不大，但 ２０１４ 年的 “微笑曲线”的弧度变

浅，几乎平坦，且拟合度仅为 ０ ０７８２，这说明全球生产链拉长的同时，中国

纺织服装业从全球价值链条中获取的增加值下降，而且 ２０１４ 年中国纺织服装

业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取的增加值与所处位置关系不大。

图 ４ － １４ 是表示 “Ｃ０６ 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业”后向联系的 “ＧＶＣ 位

置—增加值率”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拟合度不高，但二次项拟合

的曲线开口均朝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各产业从中国 “Ｃ０６ 纺织、服装与皮

革制造”获取的增加值与其在中国 Ｃ０６ 生产链中的位置呈 “微笑曲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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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轴接近 ０ 的位置而无法观测。



状，靠近生产链两端的国家和产业部门增加值率相对较高。２０００ 年距离中国

“Ｃ０６ 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最终需求较近的有 ＲＯＷ Ｃ０６ （２ ８２０，

１ ４６２％）、ＫＯＲ Ｃ０６ （２ ９３６，０ ５７５％）、 ＴＷＮ Ｃ０６ （２ ９３７，０ ５００％）、

ＪＰＮ Ｃ０６ （２ ９８６，０ ４７１％），较远的是 ＪＰＮ Ｃ１５，这些产业部门主要是日、

韩、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同类产业部门，它们直接给中国的纺织、服装

与皮革制造业提供原料。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１４ 年的 “微笑曲线”明显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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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３　 “Ｃ０６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ＧＶＣ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图 （前向联系）

资料来源：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且下沉，说明中国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业在全球的生产链长度变长，且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各产业部门从中国 Ｃ０６ 产业链上的获益减少。

图 ４ －１４　 “Ｃ０６ 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ＧＶＣ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图 （后向联系）

资料来源：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对比图 ４ － １３ 中国 “Ｃ０６ 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得

的增加值和图 ４ － １４ 其他国家和地区各产业从中国 Ｃ０６ 中获取的增加值，可

以看出 ２０００ 年中国 “Ｃ０６ 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从全球价值链中的获益率

略大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各产业在中国 Ｃ０６ 生产链中的获益率，说明 ２０００ 年中

国的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业具有一定的增加值优势，但到 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优

势已经几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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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

图 ４ － １５ 是表示 “Ｃ１７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前向联系的

“ＧＶＥ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 “Ｃ１７ 计算机、电

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从国外获取的增加值与其在国外各产业链中的位置

呈 “微笑曲线”形状，靠近国外产业链两端时获取的增加值率相对较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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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１５　 “Ｃ１７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ＧＶＣ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图 （前向联系）

资料来源：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次项拟合的曲线开口均朝上，２０００ 年的拟合度为 ０ ４２４７，２０１４ 年的拟合度

为 ０ １８２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与 ＬＵＸ Ｃ１７

（２ ８９４， ０ １２５％）、 ＣＺＥ Ｃ１７ （２ ９５５， ０ ２０１％）、 ＡＵＳ Ｃ１７ （２ ９７３，

０ ０６３％）、ＨＵＮ Ｃ１７ （２ ９７８，０ ７１０％）之间的生产链最短，这些主要是发

展中国家的同一产业部门，原因是中国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直

接给这些国家的同一产业部门提供零部件；与中国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

产品制造之间的生产链比较长的有 ＨＵＮ Ｃ２１ （４ ８５７，０ １１８％）、ＲＯＷ Ｃ２０

（４ ９９１，０ ０５１％）。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１４ 年国家产业分布有所变化，说明

全球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的地理分布和功能分布发生了变化。

同时 “微笑曲线”的弧度变浅，说明全球产业链拉长，中国从其他国家和地

区各产业生产链中获取的增加值下降。

图 ４ － １６ 是表示 “Ｃ１７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后向联系的

“ＧＶＣ位置—增加值率”曲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虽然拟合度不高，２０００

年的拟合度为 ０ ２９６６，２０１４ 年的拟合度为 ０ ３９４６，但二次项拟合的曲线开口

均朝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各产业从中国 “Ｃ１７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

制造”获取的增加值与其在中国 Ｃ１７ 产业链中的位置呈 “微笑曲线”形状，

靠近生产链两端的国家和产业部门增加值率相对较高。２０１４ 年距离中国计算

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最终消费较近的有 ＴＷＮ Ｃ１７ （３ ３１５，

１ ４７２％）、ＲＯＷ Ｃ１７ （３ ２２８，２ ０２８％）、ＫＯＲ Ｃ１７ （３ ３８９，０ ９８７％）、

ＪＰＮ Ｃ１７ （３ ５６４，１ ８０９％）、 ＵＳＡ Ｃ１７ （３ ７９０，１ ９８５％），较 远 的 有

ＵＳＡ Ｃ４４ （６ ９０３， ０ ０５４％）、 ＲＯＷ Ｃ２４ （６ ７９５， ０ ３０４％）、 ＲＯＷ Ｃ０４

（６ ６７９，０ ８７１％），这些产业部门主要是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同类产

业部门，它们直接给中国的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提供高技术核

心零部件，这些产业部门中的领先企业抢占了该产业的制高点。与 ２０００ 年相

比，２０１４ 年分布在中国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产业链两端的国家

和行业分布变化不大，但 ２０１４ 年的 “微笑曲线”明显向 Ｘ 轴右边移动，同

时弧度加深，说明中国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在全球的生产链变

长，且其他国家和地区各产业部门尤其是距离中国 Ｃ１７ 较近的美、日等发达

国家的同一产业部门获益日益增加。

对比图 ４ － １５ 中国 “Ｃ１７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从全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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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中获得的增加值和图 ４ － １６ 其他国家和地区各产业从中国 Ｃ１７ 中获取的

增加值，可以看出中国主要是从发展中国家各产业链中获得一定的收益且收

益率非常低，而美、日、韩和中国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从中国 Ｃ１７ 生产链

中获益且增加值率相对较高。如 ２０１４ 年中国 Ｃ１７ 最高获益来源于 ＨＵＮ Ｃ１７，

其增加值率为 ０ １１８％，而美国和日本从中国 Ｃ１７ 的获益率分别达到 １ ９８５％

和 １ ８０９％，是中国收益率的十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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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６　 “Ｃ１７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ＧＶＣ 位置—增加值率

曲线图 （后向联系）

资料来源：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三、结论及建议

由本节分析可知：①前向生产链长度和后向生产链长度从不同视角分析

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前向生产链长度等于 Ｆａｌｌｙ （２０１２）和 Ａｎｔｒａｓ

等 （２０１２）的上游度指数，测度的是从某一产业部门要素投入其他国家和地

区各产业部门最终消费的生产阶段数；后向生产链长度等于 Ａｎｔｒａｓ 和 Ｃｈｏｒ

（２０１３）的下游度指数，测度的是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各产业部门要素投入中

国某一产业最终消费的生产阶段数。②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前向和后向生产

链长度都变长，说明中国生产和消费与全球其他国家的联系加强了，中国正

在同时向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端和消费端攀升。③各产业部门的前向生产链长

度相差比较大，后向生产链长度差距相对较小。提供基础原材料和动力的产

业部门处于生产端，其前向和后向生产链比较长；服务行业面对的主要是最

终消费者，处于消费端，其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较短。④无论从前向联系

还是后向联系来看，大多数产业不存在 “微笑曲线”。仅有 “Ｃ０６ 纺织、服

装与皮革制造”“Ｃ１１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Ｃ１７ 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

学产品制造”三个产业部门存在 “微笑曲线”，但 Ｃ１１ 的 “微笑曲线”过于

平坦，二次项拟合度较低。⑤２０００ 年中国 “Ｃ０６ 纺织、服装与皮革制造”从

全球价值链中获得了相对较高的增加值率，但到 ２０１４ 年中国这一优势几乎消

失；２０００ 年日、韩、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同类产业部门从中国纺织服装

业获益较多，但到 ２０１４ 年它们的获益率也下降。⑥中国的 “Ｃ１７ 计算机、电

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主要是从其他发展中国家各产业链中获得一定的增

加值且收益率非常低，而美、日、韩和中国台湾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从中国

Ｃ１７ 生产链中获益颇丰且增加值率相对较高，其中美国和日本从中国 Ｃ１７ 的

获益率是中国 Ｃ１７ 从全球收益率的十几倍。

基于上述结论，可得到以下启示：①前向生产链长度和后向生产链长度

的分析视角不同，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也不同，应根据研究目的选

择正确的视角和方法。②产业层面的 “微笑曲线”不具有普遍意义，中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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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正在同时向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端和消费端攀升，但不应简单地放弃全球

价值链上中端产业而盲目向两端攀升，而应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点，建立

ＧＶＣ 导向的产业政策，专注于生产链条上内部特定商业功能 （如研发设计和

市场营销等）的升级。③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得的增加值主要来源于发展

中国家且增加值率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应着力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和

增加值率，提升产业竞争力。

第四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与演进

在第三节中，我们提出了产业链长度的简明表达式 （式 ４ － ８），具体而

言，一个国家 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生产链长度”就是该国各个行业生产链

长度的加权平均值，权重为各行业国内增加值占该国增加值的比重，可表

示为：

ＰＬｓ ＝ ∑
ｉ
（ωｓ，ｉ × ＰＬｓ，ｉ）＝ ∑

ｉ
（
ｖｓ，ｉ
ｖｓｕ

′ × ＰＬｓ，ｉ） （式 ４ － ９）

其中，ＰＬｓ 是 ｓ国的生产链长度，ωｓ，ｉ 是 ｓ国 ｉ行业的权重，ｖｓ，ｉ 是 ｓ国 ｉ行业

的国内增加值，ｖｓ ＝ ∑
ｉ
ｖｓ，ｉ 是 ｓ 国的增加值，ｕ

′
是一个元素为 １ 的 １ × Ｎ 单位

向量。

根据 ＷＷＹＺ （２０１７ａ）的研究，将生产链进一步分解，以考察中国在全

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与演进路径：

ＰＬ ＝ ωＤ × ＰＬ＿ Ｄ ＋ ωＲＴ × ＰＬ＿ ＲＴ ＋ ωＧＶＣ × ＰＬ＿ ＧＶＣ （式 ４ － １０）

其中，ω是权重，ωＤ、ωＲＴ和 ωＧＶＣ 分别对应 （式 ４ － ９）Ｖ＿ Ｄ、Ｖ＿ ＲＴ 和

Ｖ＿ ＧＶＣ部分占国内增加值的比重，其中：

ＰＬ＿ Ｄ ＝
Ｖ^ＢＢＹＤ

Ｖ^ＢＹＤ
（式 ４ － １１）

ＰＬ＿ ＲＴ ＝
Ｖ^ＢＢＹＦ

Ｖ^ＢＹＦ
（式 ４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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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 ＧＶＣ ＝
Ｖ^ＬＬＡＦＢＹ

Ｖ^ＬＡＦＢＹ
（式 ４ － １３）

ＰＬ＿ Ｄ表示纯国内生产链长度；ＰＬ＿ ＲＴ表示传统贸易生产链长度，因为

前两部分只在国内生产而不参与全球生产，故都属于纯国内生产链长度。

ＰＬ＿ ＧＶＣ是 ＧＶＣ生产链长度。

用一个图 （见图 ４ － １７）可以直观表达生产链长度的分解：

图 ４ －１７　 生产链长度的分解

此外，Ｒｏｍｅｒｏ （２００９）和倪红福 （２０１６）的研究表明，生产链长度的演

变来自两种力量：功能分离和空间分离。功能分离是指将生产过程的部分研

发、生产、后勤和销售等功能分离出去外包给其他企业；空间分离是指将生

产过程中的不同功能分布在国内或国外的不同地区。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

生产功能越来碎片化、模块化和标准化，生产过程部分阶段任务或功能可以

独立分离出来，这样极大促进了功能分离和空间分离。

生产过程的功能分离和空间分离促使企业可以从事特定功能的专业化生

产更容易地嵌入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企业

可能的路径选择有：同时嵌入国内和全球价值链、从国内价值链转移到全球

价值链、从全球价值链回归国内价值链、功能组合与逆全球化并行等。企业

的不同选择和战略，促使一个国家和其产业的生产链长度变得与其他国家及

其产业不同，在全球价值链中呈现出不同的生产分割模式和演进路径 （见

表 ４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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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　 生产链长度的路径选择与演进机理

演进路径 表现特征
国内生产

链长度

ＧＶＣ生产

链长度

生产链

长度

路径 １：同时嵌

入国内和全球

价值链

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功能

布局和空间布局，企业专业化从事某

一个生产环节或功能，积极嵌入国内

和国际生产网络，国内生产分割与国

际生产分割呈现互补效应

变长 变长 变长

路径 ２：从国内

价值链转移到

全球价值链

生产过程没有发生功能分离，只有空

间分离，产业链向国外转移，国内产

业出现空心化，ＧＶＣ生产代替了国内

生产，国内和国际分工出现替代效

应，整体生产链长度变化不确定

变短 变长
变化

不确定

路径 ３：从全球

价值链回归国

内价值链

企业的生产链向国内转移，产业回

流，国内生产结构复杂度提高，国内

生产链变长，国外生产链变短，国内

和国际分工出现替代效应，整体生产

链长度变化不确定

变长 变短
变化

不确定

路径 ４：功能组

合与逆全球化

并行

企业的垂直一体化程度提高，企业兼

并收购其上下游企业，多个功能在一

个企业内完成，国内和国外的产业分

工程度降低，生产复杂程度降低，产

业的国内联系和国外联系均下降，出

现功能组合与逆全球化并行

变短 变短 变短

一、中国整体生产链长度的演进路径

从图 ４ － １８ 中国整体生产链长度的变化趋势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整

体生产链长度变长，生产结构复杂程度显著提高，生产链长度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 ５４ 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８９，上升了约 １３ ７８％，其中纯国内生产链长度从

２ ３２ 增长到 ２ ５８，增长了约 １１ ２１％；传统贸易生产链长度从 ２ ６０ 增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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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０２，增长了约 １６ １５％；ＧＶＣ 生产链长度从 ４ ７１ 增长到 ５ ３２，增长了约

１２ ９５％。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分工日益深化、产业关联

程度不断增强，国内生产链不断延长；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出口商

品的生产结构日益复杂，传统贸易和 ＧＶＣ生产链长度增加；此外，中国通过

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实施 “走出去”战略，到海外投资开辟新的

市场和生产网络等多种渠道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拉长了生产链的国际部分，

同时也带动了国内生产链长度的增加，促进了中国整体生产结构复杂程度的

提升。

图 ４ －１８　 中国整体生产链长度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从图 ４ － １８ 中看出，中国生产链长度增长的过程并不平坦，２００２ 年中国

整体生产链长度及其分解链条长度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缩短，２０１０ 年有微幅缩

短。２００２ 年纯国内和传统贸易生产链长度变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国有企业兼

并重组导致企业单位数量大幅减少，以前的企业间交易变为企业内部交易，

ＧＶＣ生产链长度下降的可能原因是 “９１１”后恐怖主义蔓延，跨国公司在全

球范围内缩减投资，重新进行生产布局，导致生产过程的功能分离和空间分

离变缓甚至倒退。２０１０ 年的微幅变短主要是因为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受中

国经济增速下降、欧美经济增长下滑、发达国家 “制造业回归”等因素的影

响，中国出现了国内中小企业倒闭、跨国公司撤资等现象，从而使得中国纯

国内、传统贸易和 ＧＶＣ 生产链长度均出现小幅变短，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复

苏，中国经济的稳中向好增长，中国国内企业之间、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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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生产链长度又稳步增长。

从图 ４ － １８ 中国整体生产链长度的分解链条长度来看，ＧＶＣ 生产链长度

远远高于传统贸易和纯国内生产链长度，其中国内纯生产链长度最短。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 ＧＶＣ 生产链长度是 ５ ３２，传统贸易和纯国内生产链长度分别是

３ ０２ 和 ２ ５８，而在 ２０００ 年这三个生产链长度分别是 ４ ７１、２ ６０ 和 ２ ３２，这

说明了中国的生产过程也存在 “二元结构”，即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结构

更复杂，产业关联更紧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随着运输、信息技

术的发展和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深入，交易成本大幅下降，跨国公司在全球

进行生产布局，促进生产过程的功能和空间分离加剧，嵌入全球价值链部分

的生产分割最为碎片化、生产结构最为复杂。虽然纯国内和传统贸易生产链

长度都属于国内生产链，但传统贸易生产链的长度高于纯国内生产链的长度，

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存在 “二元生产结构”，可贸易品部门的分工更细化、更

标准化，更容易产生功能和空间的分离，因而传统贸易生产链的长度比纯国

内生产链的长度要长。

二、中国整体生产链长度变化的影响因素

为了解中国生产链长度变化的影响因素，采用 （式 ４ － ９）将中国整体的

生产链长度变化分解为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变化和所有行业产业结构的变化

（见表 ４ － ２），结果表明：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的变化是中国整体的生产链长

度变化的主要因素。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变化使得中国整体生

产链长度增加了 １５ ４０％，而所有行业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生产链长度减少

１ ５９％，两者的合力促使中国的生产链长度增加了 １３ ８１％。除 ２００４ 年外，

其他年份的分解数据也表明：所有行业产业结构变化对中国整体生产链长度

变化的影响较小，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的变化是中国整体生产链长度变化的

主要原因，因此，需要对细分行业的生产链长度演进路径做深入分析。

根据影响因素的不同可以将中国整体生产链长度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产业结构调整增加了所有行业产业结构生产链长

度，但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变短的影响更大，导致整体生产链长度变短。主

要原因是 １９９８—２００３ 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大批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或破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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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数大幅减少，企业之间的中间品贸易变为企业内部交易，致使细分行

业生产链长度变短。第二阶段：２００５—２００８ 年，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增加和

产业结构调整共同使得中国整体生产链长度增加。此期间中国改革开放步伐

加快，进出口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快向中国进行产业

转移，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国内产业之间、国内

产业与国际产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细分行业生产链不断延长，同时生

产链较长行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也上升。第三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产业结构

调整降低了所有行业产业结构的生产链长度，但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增加的

幅度更大，从而使得整体生产链长度增加。这个时期，生产技术、通信技术

和运输技术迅速发展，交易成本有所下降，生产功能越来越模块化、标准化，

产业之间的联系增强。

表 ４ －２　 中国整体生产链长度演进的影响因素

年份
细分行业生产链

长度变化的影响

所有行业产业结构

变化的影响

整体生产链长度

变化的影响

２００１ 年 － １ ４３％ ０ ０９％ －１ ３４％

２００２ 年 － ２ ９２％ ０ ０９％ －２ ８３％

２００３ 年 － １ ６８％ ０ ３１％ －１ ３７％

２００４ 年 － ０ ４７％ ０ ８４％ ０ ３７％

２００５ 年 ４ ４４％ １ １６％ ５ ６０％

２００６ 年 ６ ６４％ １ １７％ ７ ８１％

２００７ 年 ７ ８３％ ０ ９２％ ８ ７５％

２００８ 年 ７ ６３％ １ ２６％ ８ ８９％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８７％ －１ １３％ ９ ７４％

２０１０ 年 ９ ８８％ －０ ５３％ ９ ３６％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１８％ －０ ２１％ ９ ９６％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３５％ －１ ２５％ １１ １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４３％ －１ ５８％ １２ ８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５ ４０％ －１ ５９％ １３ ８１％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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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三大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演进路径

从表 ４ － ３ 中国三大产业生产链长度及变化率可以看出：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制造业的生产链长度最长，制造业较容易进行功能分离与空间分离，其产

业链较长，２０１４ 年制造业整体生产链长度为 ３ ２７；农业的自然属性导致其生

产过程相对难以进行功能分离与空间分离，因此其生产链长度比制造业的短；

服务业属于无形产品，可贸易性最低，服务业较难以进行生产分割，尤其是

国际分割，这就造成了其产业关联度相对较低、生产链长度较短，２０１４ 年其

整体生产链长度为 ２ ５９。

从变化趋势上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三大产业的纯国内、传统贸易和

ＧＶＣ生产链长度都变长，使得整个生产链长度都变长，符合演进路径 １ 的特

征。其中，农业的生产链长度变化最大，而且其国内生产链增长幅度远大于

ＧＶＣ生产链的增长幅度，主要是因为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科学化、农业机械化

和现代化的发展，农业的功能分离加剧，产业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生产链不

断延长。而制造业的国内生产链增长幅度大于 ＧＶＣ生产链的增长幅度，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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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３　 中国三大产业生产链长度及变化率

项目 三大产业 ＰＬ ＰＬ＿ Ｄ ＰＬ＿ ＲＴ ＰＬ＿ ＧＶＣ

２０００ 年

农业 ２ １９ ２ ０３ ３ ０４ ４ ９２

制造业 ２ ８６ ２ ７４ ２ ２３ ４ ６２

服务业 ２ ３７ ２ １２ ２ ９５ ４ ６５

２０１４ 年

农业 ３ ０５ ２ ７９ ３ ６６ ６ ３５

制造业 ３ ２７ ３ ０９ ２ ５５ ５ ０３

服务业 ２ ５９ ２ ２７ ３ ２８ ５ ２５

变化率

农业 ３９ ２７％ ３７ ４４％ ２０ ３９％ ２９ ０７％

制造业 １４ ３４％ １２ ７７％ １４ ３５％ ８ ８７％

服务业 ９ ２８％ ７ ０８％ １１ １９％ １２ ９０％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承接国外产业转移和 ＦＤＩ，中国的 ＧＶＣ生产链增长了 ８ ８７％，国内产业之间

比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之间的分工更加深化、联系更加紧密。服务业的 ＧＶＣ

生产链增长幅度大于国内生产链的增长幅度，说明中国服务业与国际产业的

联系在加强，越来越多的服务业作为工业制成品的中间投入而参与到全球价

值链中。

四、中国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的演进路径

图 ４ － １９ 是 ２０１４ 年中国各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及其分解。从图中可以看

出所有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生产链长度都是最高的，说明各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

生产的功能分离和空间分离最为彻底，生产结构复杂程度最高。大多数细分

行业的传统贸易生产链长度高于纯国内生产链长度，这与前面提到的 “二元

结构”有关，可贸易部门的生产分工和技术水平比非贸易部门要高。具体到

细分行业部门，“Ｃ０４ 采掘业”的生产链长度为 ５ ０６，是所有细分行业中最

长的，因为采掘业为全球生产提供原材料，很多行业的生产都离不开采掘业

的原材料供应，其国内和 ＧＶＣ 生产链都很长。生产链长度超过 ４ ４０ 的还有

“Ｃ２４ 电、煤气、蒸气和空调供应”（４ ６０）、“Ｃ０２ 林业和伐木业”（４ ５０）、

“Ｃ１１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４ ４３）和 “Ｃ１０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４ ４２），这些行业大部分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为国内企业和国外生产商

提供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所以生产链比较长。生产链长度低于 ２ ００ 的主要

集中在服务业和建筑业，包括 “Ｃ５３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 （１ １１）、“Ｃ５１

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１ １６）、“Ｃ４４ 房地产”（１ １９）、“Ｃ５２ 教

育”（１ ２２）、“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１ ６７）和 “Ｃ５０ 行

政和辅助”（１ ８５），这些行业大多属于服务业，服务业的不可存储，供应与

消费之间的时间、距离都较短，与其他产业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在国际生产

中的产业链条相对较短。其中，“Ｃ２７ 建筑业”的纯国内生产链较短，传统

贸易和 ＧＶＣ生产链较长，甚至高于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但建筑业的国内

增加值比重占到 ９０％以上，导致建筑业的整体生产链长度变短。

各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的变化趋势反映了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演进。

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各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的变化 （见图 ４ － ２０）来看，大

１４５



图 ４ －１９　 中国各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及其分解 （２０１４ 年）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多数产业的生产过程出现了功能分离和空间分离，国内企业之间的联系和国

内产业结构复杂程度提高，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国际生产联系加强，国内

生产链和 ＧＶＣ生产链长度都增加，整个行业的生产链长度也相应增加，即沿

着路径 １ 演进。

图 ４ －２０　 中国各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的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和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

但是有些行业的生产链长度是变短的，包括制造业中的 “Ｃ２０ 汽车、挂

车和半挂车制造” “Ｃ２１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Ｃ２５ 集水、水处理与水供

应”和服务业中的 “Ｃ３９ 通信业”“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

“Ｃ４２ 强制性社会保障除外的保险、再保险和养恤金”“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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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５３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主要原因是其纯国内生产链长度都有所变短，

说明这些产业的集中度提高，与国内其他产业之间的联系下降，即沿着路径

２ 或路径 ４ 演进。

对国内各细分行业的生产链长度和 ＧＶＣ 生产链长度的变化进行分类汇

总，可以总结出中国细分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演进路径 （见表 ４ － ４）。其

中，大 多 数 细 分 行 业 （Ｃ０１—Ｃ１１，Ｃ１３，Ｃ１６—Ｃ１８，Ｃ２４，Ｃ２６，Ｃ２７，

Ｃ２９—Ｃ３６，Ｃ４１，Ｃ４４，Ｃ４５，Ｃ４７，Ｃ４９，Ｃ５１，Ｃ５２，Ｃ５４）在全球价值链体

系中是沿路径 １ 演进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

分工体系，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承接了大量国外产业转移和外包，同

时，中国也积极 “走出去”，从事海外的兼并收购和跨国经营，这些举措大

大拉长了中国各细分行业的国际生产链长度，同时也加强了国内产业之间的

联系，生产过程的功能和空间分离加速，生产结构复杂程度显著提高，从而

使得中国大部分细分行业的生产链长度和纯国内、传统贸易和 ＧＶＣ 生产链长

度都变长了。

但是，有些细分行业出现了国内生产和国际生产的替代效应。其中，细

分产业 （Ｃ２１，Ｃ２５，Ｃ３９，Ｃ１５）沿着路径 ２ 演进，说明它们是国际生产代

替了国内生产的，这些行业可能出现了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

制造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细分产业 （Ｃ１２，Ｃ１４，Ｃ１９，Ｃ２２）

沿着路径 ３ 演进，是国内生产代替了国际生产，国内生产链长度增加，ＧＶＣ

生产链长度变短，但增加幅度更大，导致其生产链长度变长，国内生产结构

复杂程度提高，其中 “Ｃ１２ 基本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制造”国内生产链长度

的增加与我国近年来对生物制药、医药研发的支持投入分不开，因为研发活

动属于高增加值的活动，如果企业专注于研发，就会将一些加工和生产环节

外包给其他企业，从而带动国内整个生产链的延伸。

此外，中国有些细分行业 （Ｃ２０，Ｃ４０，Ｃ４２，Ｃ５０，Ｃ５３）的生产链长

度变短了，其国内和 ＧＶＣ 生产链也同时变短，说明这些行业的国内和国际

生产结构复杂程度降低，产业分工程度下降，从而导致这些产业沿着路径

４ 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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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４　 中国各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演进路径

演进路径
国内生产链

长度

ＧＶＣ生产链

长度
生产链长度 细分行业

路径 １ 变长 变长 变长

Ｃ０１—Ｃ１１，Ｃ１３，Ｃ１６—Ｃ１８，

Ｃ２４，Ｃ２６，Ｃ２７，Ｃ２９—Ｃ３６，

Ｃ４１，Ｃ４４，Ｃ４５，Ｃ４７，Ｃ４９，

Ｃ５１，Ｃ５２，Ｃ５４

路径 ２ 变短 变长 变化不确定
变短：Ｃ２１，Ｃ２５，Ｃ３９

变化不大：Ｃ１５

路径 ３ 变长 变短 变化不确定
变长：Ｃ１２，Ｃ１４，Ｃ１９

变化不大：Ｃ２２

路径 ４ 变短 变短 变短 Ｃ２０，Ｃ４０，Ｃ４２，Ｃ５０，Ｃ５３

由本节分析得出：

（１）中国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是沿路径 １ 演进的，即生产链长度增加，

国内和 ＧＶＣ生产链长度都变长了，这说明中国的国际生产分割与国内生产分

割呈现互补效应，生产结构复杂程度显著提升。同时，中国的 ＧＶＣ 生产链长

度远远高于传统贸易和纯国内生产链长度，说明中国的生产分割存在 “二元

结构”，即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结构更复杂，产业关联更紧密。中国整体

生产链长度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各产业部门生产链长度的增加，受产业结构变

化的影响非常小。

（２）中国三大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也是沿着路径 １ 演进的，三大产业的

生产链长度、国内和 ＧＶＣ生产链长度都有所增加。其中，制造业的生产链长

度大于农业和服务业，农业的生产链长度增加最快，其次是制造业和服务业。

而且，农业和制造业的国内生产链长度增加速度快于 ＧＶＣ生产链，服务业的

国内生产链长度增长幅度低于 ＧＶＣ生产链，说明中国的服务业本身开放度虽

然低，但作为工业制成品的中间品投入，正伴随着制造业的开放而快速嵌入

全球价值链中。

（３）中国各细分行业生产链长度的演进路径有所分化，大多数行业沿着

路径 １ 演进，但有些细分行业出现了国内生产和国际生产的替代效应，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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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Ｃ２１，Ｃ２５，Ｃ３９，Ｃ１５）是国际生产代替了国内生产，沿路径 ２ 演进；

细分行业 （Ｃ１２，Ｃ１４，Ｃ１９，Ｃ２２）是国内生产代替了国际生产，从而沿着

路径 ３ 演进；细分行业 （Ｃ２０，Ｃ４０，Ｃ４２，Ｃ５０，Ｃ５３）的国内和 ＧＶＣ 生产

链同时变短，沿着路径 ４ 演进。

因此，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时候，应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一般来讲，

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越多，生产链越长，生产结构复杂度就越高。生产结

构复杂程度越高，产业结构就越优化。ＧＶＣ 生产链的国际延伸可以拉动国内

生产链的增加，从而提高生产结构复杂程度。此外，还要防范大规模产业外

迁的风险，避免国际生产与国内生产的替代效应。中国在嵌入全球价值链体

系过程中，有些行业的 ＧＶＣ生产链长度增加，但国内生产链长度变短、国内

生产结构的复杂度降低，国际生产替代了国内生产，出现了高端产业向发达

国家回流、中低端产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现象，这种替代效应不利于

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应该密切关注外迁产业的动向和了解外迁可能的影响，

积极引导高端产业在发达城市集聚、中低端产业向内陆不发达地区转移。

第五节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
　 国际分工地位的考察

随着通信和交通运输技术的飞速发展，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度日益上升，

生产的分散化及经济的全球化成为显著趋势。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产品生产

的各个环节可以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完成，生产链渐渐延伸和扩散，

进而形成了新的基于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ＧＶＣ）的国际分工体

系。在这种国际分工体系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局限于某一

产业的某一产品，还上升到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逐。但由于制造业生产的

不同阶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被大量地分割，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它所

出口的最终商品中实际上也包含着大量的中间产品。据国务院发布的数据显

示，２０１６ 年我国的货物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 ７３４６０ 亿元，占据我国同期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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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总额的 ３０ ２％①。我国的加工贸易流程主要是：从欧盟、日本、韩国

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部件等中间产品，通过加工组装后

再进行出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所能创造的增加值非常有限，我们的出口

总额中实际上包含着大量的进口中间品价值。甚至，中间产品还可能多次跨

越国界，造成大量的 “重复计算”，使得传统的基于总贸易额核算方法的国

际贸易统计标准在当今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背景下，已经难以用来正确地反映

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特别是难以准确地反映出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分工

参与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获益程度，从而影响对各个国家竞争力的考察。

因此，本节利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基于 ２０１６ 年世界投

入产出数据库报表所提供的统计数据，尝试通过 “增加值贸易”的统计标准

及核算方法，采用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提出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ＧＶＣ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来对中国的制造业及制造业内部各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

国际分工地位及其演变情况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

一、中国制造业整体在 GVC中国际分工地位的变化

表 ４ － ５ 是依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ＧＶＣ － ＩＮＤＥＸ 中

ＷＩＯＤ统计数据所计算的于 ２０１４ 年 ＧＶＣ地位指数位列全球前十的经济体以及

中国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期间偶数年制造业整体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从表中数据

可以看出：

表 ４ －５　 全球前十位经济体及中国制造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指数的变化

年份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俄罗斯 ０ ５０１ ０ ４８８ ０ ５２５ ０ ５２８ ０ ５３１ ０ ５５１ ０ ５３１ ０ ５１１

美国 ０ ３８８ ０ ３９５ ０ ３９３ ０ ３７１ ０ ３５７ ０ ３８１ ０ ３６２ ０ ３６４

巴西 ０ ３４９ ０ ３３９ ０ ３３９ ０ ３４５ ０ ３３４ ０ ３６８ ０ ３６９ ０ ３５６

印度尼西亚 ０ ２９８ ０ ３２１ ０ ３４４ ０ ３７０ ０ ３７０ ０ ３８１ ０ ３６２ ０ ３５５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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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澳大利亚 ０ ３６６ ０ ３５３ ０ ３５３ ０ ３７４ ０ ３６８ ０ ３８５ ０ ３７５ ０ ３４９

挪威 ０ ３４４ ０ ３３４ ０ ３６０ ０ ３６８ ０ ３５４ ０ ３４５ ０ ３６３ ０ ３４９

中国台湾 ０ ２０９ ０ ２４３ ０ ２５６ ０ ２６８ ０ ２８４ ０ ２７４ ０ ２７３ ０ ３１２

日本 ０ ３４９ ０ ３４２ ０ ３３８ ０ ３１７ ０ ３０９ ０ ３４０ ０ ３３４ ０ ２９９

罗马尼亚 ０ ２４３ ０ ２３４ ０ ２４４ ０ ２８８ ０ ３２０ ０ ３１３ ０ ２８９ ０ ２８８

芬兰 ０ ２７８ ０ ２９３ ０ ２９９ ０ ２６１ ０ ２２３ ０ ２６３ ０ ２５６ ０ ２７６

中国
０ １７０

（３５）

０ １７０

（３５）

０ １４４

（３７）

０ １４９

（３６）

０ １７４

（３５）

０ １８５

（３３）

０ ２０７

（２６）

０ ２４８

（１６）

附注：（）内的数字为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在全球中的排名。

考察世界范围内 ＧＶＣ地位指数位列前十的经济体后发现，这些排名靠前

的经济体不仅出现了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经济体。

但这些 ＧＶＣ地位指数比较高的发展中经济体都有某些自然资源比较丰裕。这

说明，一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国际分工地位的高低与这个

经济体的经济发达程度并没有十分必然的联系；另外，自然资源这个要素禀

赋的丰裕程度可能对一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国际分工地位的高

低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

考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偶数年中国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变化趋势可以看到，

中国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排名在 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０２ 年均为全球第 ３５ 位，２００４ 年下

降到第 ３７ 位，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非常低。２００６ 年开始向上回升，

２００８ 年又回升至全球第 ３５ 位。当进入 ２０１０ 年以后，中国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有

了显著的提高，地位也随之加速上升。２０１０ 年位列全球第 ３３ 名，２０１２ 年则

迅速上升到全球第 ２６ 名，时至 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已经显著提升，

跃居全球第 １６ 名。这表明 ２１ 世纪初中国制造业在 ＧＶＣ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一

度处于较低位置，但 ＧＶＣ 地位指数及全球排名大体呈现上升趋势 （见图 ４ －

２１ 及图 ４ － ２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地位在小幅滑降后恢复原位，

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迅速大幅度抬升，在全球中的排名上升了 １９ 位，但是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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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前 １０ 位的经济体相比，ＧＶＣ地位指数的差距仍然很大。

图 ４ －２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制造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指数的变化

图 ４ －２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中国制造业整体在 ＧＶＣ地位指数排名的变化

二、中国制造业内部各部门在 GVC中国际分工地位的
变化

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ＧＶＣ － ＩＮＤＥＸ 中 ＷＩＯＤ 的统计

数据，选择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的偶数年，测算中国制造业内部各个部门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得出表 ４ － ６ 的数据结果，从表 ４ － ６ 中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出：

第一，观察中国制造业内部各部门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大部分部门 ［如木

材加工与木制品 （家具除外）、草制品、编结材料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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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服装与皮革制品业等］呈现出了与中国制造业整体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

走向相似的变化趋势，即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 ＧＶＣ 地位指数略有下降，而 ２００４

年以后开始逐渐上升，待进入 ２０１０ 年后则加速上升；另有少部分部门 （如造

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等），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的 ＧＶＣ 地位指

数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而在 ２０１２ 年后有了小幅度的上升。

表 ４ －６　 中国制造业内部各部门 ＧＶＣ地位指数的变化

制造业部门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食品、饮料与烟草业 ０ ０７０ ０ ０６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８ ０ ０９２ ０ ０７８ ０ ０９７ ０ １１４

纺织品、服装与皮

革制品业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５７ ０ ０８２ ０ １０７

木材加工与木制品

（家具除外）、草制

品、编结材料业

０ ４３２ ０ ４３８ ０ ４２９ ０ ４６５ ０ ４７３ ０ ４８９ ０ ５０８ ０ ５２１

造纸和纸制品、印

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１ １５３ １ １４７ １ ０６１ １ ０６４ １ ０２９ ０ ９８８ １ ００９ １ ０３６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

品的制造业
０ ５１８ ０ ５１３ ０ ４７５ ０ ４４７ ０ ４５０ ０ ４１０ ０ ３９７ ０ ４３０

基础医药产品和医

药制剂的制造业
０ ２６８ ０ ２８６ ０ ２８４ ０ ３０２ ０ ２９４ ０ ３４２ ０ ３４９ ０ ３５９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０ ３５０ ０ ３５３ ０ ３３１ ０ ３６０ ０ ３７８ ０ ３９６ ０ ４２２ ０ ４３２

化工产品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 ９０１ ０ ９４３ ０ ８７５ ０ ９１８ ０ ９５９ ０ ９６７ ０ ９９５ １ ０３６

基础金属的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机械

与设备除外）

１ ００４ ０ ９９９ ０ ９３９ ０ ９６７ ０ ９５６ ０ ８９５ ０ ８７５ ０ ９２８

电子、电器与光学

产品业
０ ０７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０ ０ ０３４ ０ ０９３ ０ ０９４ ０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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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部门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电气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

造业

０ ３２６ ０ ３２１ ０ ２４１ ０ ２９８ ０ ３１４ ０ ３４１ ０ ４０６ ０ ４５７

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 ３８５ ０ ４９９ ０ ３８３ ０ ３５３ ０ ３７４ ０ ２７０ ０ ２６４ ０ ４１６

家具制造业及其他

制造业
－ ０ ０２１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４ ０ ０３１ ０ ０６５ ０ ０９９

中国制造业整体 ０ １７０ ０ １７０ ０ １４４ ０ １４９ ０ １７４ ０ １８５ ０ ２０７ ０ ２４８

第二，比较中国制造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情况，“技术和

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 “化工产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部门以及

“技术和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 “电气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部门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都与中国制造业整体 ＧＶＣ 地位指数趋势相似，大体

处于一个缓慢上升的趋势且在进入 ２０１０ 年以后以较快的速度提升，并且超过

了其他行业的地位提升速度。而 “资源密集”程度较高的 “造纸和纸制品、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以及 “劳动密集”程度比较高的 “基础金属的制

造，金属制品业 （机械与设备除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部门，则处于波

动下滑的境地，直至 ２０１２ 年以后才有明显的回升。

第三，综观各部门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可以发现，“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

较高的 “化工产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资源密集”程度较高的

“造纸和纸制品、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以及 “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

“基础金属的制造，金属制品业 （机械与设备除外）”这些部门的 ＧＶＣ 地位

指数均较高，与以往 “中国 ‘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部门在 ＧＶＣ 中

的国际分工地位，明显高于 ‘资本、技术密集’和 ‘资源密集’程度较高的

制造业部门”① 的情况有所不同，后两者的国际分工已经有所提高。

根据以上数据显示及结果分析可知，中国的制造业内部大多数部门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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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与中国制造业整体呈现出了较为相似的演变趋势

和特征；而中国制造业内部 “资源密集”和 “资本、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

这些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较之以往，与 “劳动密集”程度较

高的制造业部门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三、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变化

整体而言，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制造业在 ＧＶＣ 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经历

了一个小幅跌落后逐渐上升，并在 ２０１０ 年后实现了大幅度提升，至 ２０１４ 年

提高了 １９ 位，位列第 １６ 名。中国制造业内部的各个部门在 ＧＶＣ 中的国际分

工地位，大多呈现出了与中国制造业整体在 ＧＶＣ中国际分工地位演变相似的

趋势。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及 ２１ 世纪初，中国制造业中 “劳动密集”程度较

高的部门在 ＧＶＣ 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确是明显地高于 “资本、技术密集”

和 “资源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部门的。但是如今考察制造业内部不同部

门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并进行比较后发现，前者与后两者之间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

的差距较之以往已经有所减小。中国制造业中 “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 “纺

织品、服装与皮革制品业”与 “食品、饮料与烟草业”部门以及 “技术劳动

密集”程度较高的 “电子、电器与光学产品”部门在 ＧＶＣ 中的国际分工地

位处于较低位次，这说明，在这些制造业部门中，中国在出口贸易中的进口

中间产品增加值与国内生产的中间产品增加值差值很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出了这些制造业部门的创意、研发、设计、营销和关键零部件生产等环

节的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

伴随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与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的

不断加深，中国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出口规模迅速扩大，制造业出口占全

球总出口的比重以及在世界的排名也随之快速提升。２００８ 年，中国制造业出

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排名第一，跃居成为制造业出口第

一大国，成为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

然而，对比表 ４ － ５ 与表 ４ － ６ 的数据结果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制造业出

口占全球出口市场比重以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所列的位次都处于一个比较高的

水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 ＧＶＣ 中国际分工地位中也占据了相应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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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且与之相反，中国制造业在 ＧＶＣ中所处的国际分工地位非常低，进入

２０１０ 年后才有所改善。也就是说，一国或地区制造业出口规模的扩张，并不

一定意味着它的分工地位和利益也会随之增加。

图 ４ －２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全球制造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前十国家和地区

如图 ４ － ２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美国、日本、芬兰三国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曲

线都呈现出一个 “凹”形，在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年 ＧＶＣ 地位指数出现明显下降之

后缓慢回升，其他位列全球前十国家和地区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曲线则呈现出稳

定波动起伏的演变趋势。而中国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曲线则整体呈现出上扬的趋

势，在经历了 ２００４ 年的小幅下降后便快速上升，迅速拉近与全球前列国家和

地区的差距。全球制造业的 ＧＶＣ国际分工地位曲线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演变趋

势特征，初步分析可能是与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中国的要素禀赋和工业化发

展进程以及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有关。

２１ 世纪初美国的次贷危机从 ２００６ 年春季开始逐步萌发凸显，到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席卷并冲击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许多全球主要的金融市场。等到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美国的次贷危机突然恶化，仅仅一年半的时间，欧美发达国家的金

融机构便相继出现了流动性困难和财务危机，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混乱，次贷

危机迅速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并开始对全球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在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背景下，此次金融危机波及范围广、传导速度快，许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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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经济体都受到了波及。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蔓延，中国政府果断

宣布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了国家内需，促进了

经济增长，大幅高效地去极力遏制金融危机对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所造成的

恶劣影响，使得我国的制造业所受的冲击较发达国家经济体更小，得以在困

难和挑战中坚挺，ＧＶＣ地位指数逆流而上形成了逐步提升的趋势。

进入 ２１ 世纪，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在经历了数年的要素驱动式增长之

后，我国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结构与以往有所不同。传统的要素禀赋结构下，

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体制转轨红利和自然资源红利等都在渐

渐地消退。纵观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传统的劳动力要素曾推动着中国成为

“世界工厂”，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要素价格均等化的经济原理发生实效，

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力要素成本明显上升。尽管劳动力

依然是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因素，但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中国工

业化进程一步步加快，资本和技术要素在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中也一定程

度上成为新的重要性因素。这使得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中要素禀赋不同

的各部门地位差距较之以往逐渐变小。不过从各行业来看，资本和技术密集

型产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如果中国制造业能够在现有 “劳动力密集”的禀

赋优势上，深度发掘利用技术、资本等要素禀赋，锐意创新，将会有助于扭

转部分 “劳动力密集”部门在 ＧＶＣ 地位中的下行趋势，使得中国制造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达成质的飞跃，继续上升。

为了更加细致地考察各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背景下的国际分工状况，考

虑到两个国家或地区某产业之间可能存在 ＧＶＣ 地位指数相近的可能，Ｋｏｏｐ

ｍａｎ等人还进一步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ＧＶ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ｅｓ）

来测算一个国家某产业参与 ＧＶＣ国际分工的程度高低。

表 ４ －７　 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 “外向参与度”与 “内向参与度”的变化

年份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ＧＶＣ参与度 ［（ＩＶ ／

Ｅ） ＋ （ＦＶ ／ Ｅ）］
０ ５２４ ０ ５４０ ０ ６００ ０ ６０１ ０ ６０８ ０ ５９１ ０ ５９２ ０ ６０４

ＧＶＣ 外 向 参 与 度
（ＩＶ ／ Ｅ）

０ ３６９ ０ ３７８ ０ ３９３ ０ ３９７ ０ ４１７ ０ ４１５ ０ ４３０ ０ ４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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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ＧＶＣ 内 向 参 与 度
（ＦＶ ／ Ｅ）

０ １５５ ０ １６２ ０ ２０７ ０ ２０４ ０ １９１ ０ １７６ ０ １６２ ０ １４１

外向参与度占总参

与度的比重
０ ７０４ ０ ７ ０ ６５５ ０ ６６１ ０ ６８６ ０ ７０２ ０ ７２６ ０ ７６７

内向参与度占总参

与度的比重
０ ２９６ ０ ３ ０ ３４５ ０ ３３９ ０ ３１４ ０ ２９８ ０ ２７４ ０ ２３３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中，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迅速提升，自

然资源要素禀赋紧缺，国内零部件的生产配套能力不敷，研发、设计等高附

加值的生产性服务比较落后，这些因素强力制约着中国实施进一步的 “出口

导向型”发展战略。因此，中国制造业采用 “加工贸易”的方式来参与 ＧＶＣ

国际分工，即扩大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及生产性服务等 “中间产品”，同

时利用国内制造业来生产并组装 “最终产品”然后再进行出口。于是通过表

４ － ７ 中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中间产品”进口所占比重 ［内

向参与度 （ＦＶ ／ Ｅ）］逐渐提高、出口所含比重 ［外向参与度 （ＩＶ ／ Ｅ）］也不

断降低。此项结果表明以 ＧＶＣ地位指数表示的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 年处于下滑趋势。因为这种 “成品组装”所能创造的增加值是最低的

（见图 ４ － ２４）。

中国在 “十一五”期间由于对传统的加工贸易有了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故从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开始转向靠 “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

的战略，以此来减少传统的加工贸易对制造业 ＧＶＣ国际分工地位和贸易利益

带来的不良影响。新的政策对推进技术革新，促进传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进行重点支持，从而提高国内 “中间产品”的生产配套能力和出口能力。在

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和促进经济发展政策的积极引导下，中国制造业的贸易

结构在 “十一五”期间有了很大的改变。观察２００６—２０１４年中国制造业全球价

值链 “外向参与度”与 “内向参与度”占总参与度的比例，由结果中数值的

变化 （见表 ４ － ７）可以看出，制造业进口中加工贸易所需的 “中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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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比重 （内向参与度）出现下降的趋势，而出口中的 “中间产品”比重

（外向参与度）则开始有了回升。这一趋势反映出中国制造业以 ＧＶＣ 地位指

数表示的国际分工地位自 ２００６ 年起开始回升。但不可避免地，战略调整和政

策实施的效果会存在滞后性和渐进性，因而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

价值链中国际分工地位的回升速度是比较缓慢的，而进入 ２０１０ 年以后速度则

有了明显的提升。

然而，Ｋｏｏｐｍａｎ等所构建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也存在着一些缺陷。ＧＶＣ

一般被 “分割”为研发、设计、原料和零部件生产以及供应、成品组装、物

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环节。如图 ４ － ２４ 所示，Ｕ 形 “微笑曲线”

展现了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环节的增加值高低浮动变化规律。在上文所述的这些

图 ４ －２４　 ＧＶＣ增加值的 “微笑曲线”

环节中，“成品组装”环节实现的增加值是最低的。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人的 “ＧＶＣ 地

位指数”测算只是考虑到了一个国家中某个产业出口中所包含的外国 “上

游”环节进口 “中间产品” （研发、设计和原料、零部件生产）的增加值，

以及为进口国用于 “下游”环节的成品组装而出口的 “上游”环节 “中间产

品”的增加值，却没能把 “更下游”的 “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

这些环节的增加值也纳入。而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这些 “更下游”的环节

对于 ＧＶＣ国际分工地位和贸易利益分配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很有

可能是导致按照现有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测算出的结果中，发展中国家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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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要素禀赋十分优厚的俄罗斯、巴西等国家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在国际分

工中比大多数发达国家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还要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全球价

值链中增加值相对更高的 “更下游”环节 （如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

务等）的完成者往往是发达国家的厂商，而这些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却很难在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人建立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中很好地体现出来。因此，如何来建立一

个能够更加全面地涵盖全球价值链所有环节增加值，且更加完善、更加准确

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从而可以全面反映某国某产业在 ＧＶＣ 国际分工中所处

的真实地位，还是一个有待我们深入研究的、富有实践意义的课题。

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基于

行业异质性分析

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国家与国家之间形成了价值链条

（ＧＶＣ）。每个国家按照其比较优势，在全球产业链条中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

用。然而，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虽然整体上促进了各个国家的福利水平，但

也形成了 “中心—外围”的全球经济结构。对于外围的国家而言，他们容易

陷入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从而造成了增长的 “天花板效应”。有研究表明，

以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为例，它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如纺织业）在 ＧＶＣ

中具有比较优势，但却限制了其制造业的发展，使得这些国家被锁定在低端

行业中，出现 “增长陷阱”现象①。中国的经济已经嵌入全球价值链条中，

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在逐渐上升，但仍处于中低端水平。那么，中国制造

业的 ＧＶＣ分工影响因素有哪些？哪个因素对制造业不同行业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分析这些问题能够帮助中国制造业走出 “增长陷阱”，实现产业转型升

级，促进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在制造业 ＧＶＣ分工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中，学者从资源禀赋和制度优势

的角度来分析。一方面，有些文献从绝对比较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

出发，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该国的制造业成本，而成本优势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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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ＬＡＬＬ Ｓ，ＷＥＩＳＳ Ｊ Ｊ Ｋ ＺＨＡ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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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该国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 （Ｅｒｉｋ，２０１５；杨高举等，２０１３）。另一方面，

有些文献认为一个国家的 ＧＶＣ分工地位不仅仅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状况，更受

该国的制度因素影响。如果该国市场自由度高、制度环境优越、法治水平高、

社会稳定，那么该国的制造业 ＧＶＣ指数也较高，在国际市场中也具备了非常

强的竞争优势 （张宇燕等，２０１０；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综合来看，这些研究的侧重点为国家间比较和制造业整体比较，而较少

涉及制造业差异性分析。基于这种情况，下面将在前述 ＧＶＣ指数分析的基础

上，分析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进一步探索影响机制的行业

差异性，为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

（一）ＧＶＣ分工的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现有文献，影响制造业 ＧＶＣ 分工的因素主要包括 ＦＤＩ、市场自由

度、人均资本等，影响机制各有不同。我们下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第一，ＦＤＩ影响并提升了制造业 ＧＶＣ 指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自

身的优势，把经济嵌入全球经济中，提升了制造业的 ＧＶＣ分工地位。加工贸

易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主要方式。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以美国为首

的发达国家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且主导了全球的价值链体系。它们

把设计、研发等关键产业留在本土，而把低技术和低回报的产业转移到发展

中国家。中国利用资源禀赋优势，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进口国外

的原材料，通过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到世界各个国家，创造了大量就业，提

升了制造业技术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从传导机制来看，ＦＤＩ 从两个方面

促进了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 指数的提升。一方面，ＦＤＩ 解决了中国的资金缺口。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 （１９６６）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瓶颈主要包括储蓄

缺口和外汇缺口。而 ＦＤＩ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两个缺口问题，从而促进该国的

经济增长。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

劳动力，而资本要素却较为短缺。ＦＤＩ 有效地解决了经济增长的资金缺口问

题，推动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加快了城镇化进展，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和

制造业的进步。另一方面，ＦＤＩ技术外溢促进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带来了 ＧＶＣ指数的提升。ＦＤＩ带来了发达国家先进的机器设备、管理经验和

巨大的海外市场，提升了中国的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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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而有利于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然而，ＦＤＩ 也可

能对 ＧＶＣ指数产生负效应。ＦＤＩ有可能把中国锁定在低端的制造业行业，它

们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行业，而较少投入资金密集型和技术

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效率低下，对环境的污染较大。中国制造

业处于被动地位，从而被发达国家锁定在低端行业，不利于中国制造业整体

的转型升级。

第二，资源禀赋状况也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分工地位。比

较优势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相对价格较低，那么该国的劳动密

集型产品成本较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国就具备了成本优势，从

而有利于增强该行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本相对价格低，

那么该国的资金密集型产品成本相对低，资金密集型行业就具备了市场竞争

优势，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也会得到提升。

第三，技术进步也是影响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重要因素。在经济一体

化和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各个国家的生产者在价值链中扮演着不同角色，

共同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并把产品销往世界各个地方。因此，企业之间既

是合作关系，也是竞争关系。跨国企业为了寻找更低的资源成本，获取高额

利润，会把先进技术转移到中国。而中国利用 “干中学”效应，不断吸收先

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且转换成自己技术，提高制造业整体的技术水平，实

现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国家制造业的全球地位。

第四，行业规模也决定了中国制造业分工状况。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

贸易学派认为，一个国家产业的竞争优势不一定来源于其资源禀赋。有些国

家和地区虽然有很好的资源禀赋条件，但该国的产业竞争力却处于弱势地位。

相反，有些国家的资源禀赋条件差，但产业竞争力却很强，在国际产业的分

工地位也较高。通过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着规模优势，那么其平均

成本也低于其他国家，从而获得很强的竞争优势。因此，一个产业或行业的

国际分工地位也依赖于该行业的规模和市场结构。在垄断市场结构下，行业

规模越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平均成本递减情况，规模经济和范围经

济越能够确保该行业的成本优势，在 ＧＶＣ分工地位也会显著提高。

第五，市场开放度也是决定中国制造业在 ＧＶＣ 分工地位的一个重要因

素。随着 ４０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开放程度在不断提升。研究表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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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市场开放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该国的整体经济水平。究其原因，主要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市场开放程度越高，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越能

起到关键性作用，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配置，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资源的利

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会增强。其二，市场开放程度越

高，市场竞争越有利于制造业技术的提升。有些企业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会

进行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占领新市场，获得高额的经济利润。市场开放

带来了竞争，竞争有利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提高了该国制造业在 ＧＶＣ 中的

话语权。其三，市场开放程度越高，越能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补充该国的资

金，提升人均资本数量，提高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有利于提升制造业的

整体水平。

（二）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分工地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我们借鉴了 Ｌｏｎｇ 等 （２００１）① 和 Ｓｉｍ （２００４）② 的分析逻辑，参考了容

金霞等 （２０１６）③ 和唐海燕等 （２００９）④ 的文献，对他们的实证模型进行了

简化处理，按照上一节的传导机制理论，把回归模型设定为：

ｇｖｃｉｔ ＝ ｃ０ ＋ β１ ｆｄｉｉｔ ＋ β２ｃａｐｉｔ ＋ β３ ｔｆｐｉｔ ＋ β４ ｓａｃｉｔ ＋ β５ｏｆｍｉｔ ＋ φＺｉ ＋ μｉｔ

（式 ４ － １４）

其中，ｇｖｃｉｔ是指行业 ｉ在时间 ｔ期的 ｇｖｃ指数，ｆｄｉｉｔ是指行业 ｉ在时间 ｔ期的

ＦＤＩ投入，ｃａｐｉｔ行业 ｉ在时间 ｔ期的人均资本存量，ｔｆｐｉｔ是指行业 ｉ在时间 ｔ期的

研究投入情况，ｓａｃｉｔ是指行业 ｉ在时间 ｔ期的行业规模，ｏｆｍｉｔ是指行业 ｉ在时间

ｔ期的市场开放程度，Ｚｉ 是指各行业的个体效应，μｉｔ 是误差项，β１，β２，β３，

β４，β５ 是待估计系数，ｃ０ 是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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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ＬＯＮＧ Ｖ Ｎ，ＲＩＥＺＭＡＮ Ｒ，ＳＯＵＢＥＹＲＡＮ Ｉ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ＣＩＲＡＮＯ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２００１

Ｓｉｍ Ｎ Ｃ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ｖ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ｆｏｒ Ａ Ｓｍａｌｌ Ｏｐ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０４(１１), ｐｐ． ８８５ － ８８９．

容金霞、顾浩：《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各国贸易附加值比

较的视角》，《国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３９ － ４６ 页。

唐海燕、张会清：《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提升》，《经济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９ 期，第 ８１ － ９３ 页。



考虑到各行业 ＧＶＣ指数存在着惯性，ｔ期的 ｇｖｃ分工地位受到上一期 ｔ － １

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把滞后项纳入模型中。此时，回归模型就转变为以

下形式：

ｇｖｃｉｔ ＝ ｃ０ ＋ θｇｖｃｉｔ－１ ＋ β１ ｆｄｉｉｔ ＋ β２ｃａｐｉｔ ＋ β３ ｔｆｐｉｔ ＋ β４ ｓａｃｉｔ ＋ β５ｏｆｍｉｔ ＋ φＺｉ ＋ μｉｔ
（式 ４ － １５）

变量的设定和说明如表 ４ － ８ 所示。

表 ４ －８　 变量的说明和定义

变量 变量定义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ｇｖｃ 各行业 ｇｖｃ指数 各行业在全国价值链分工地位

解释变量

ｇｖｃ－１ 各行业 ｇｖｃ滞后项 描述上一期指数对下一期的影响

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 各行业吸引 ＦＤＩ程度

ｃａｐ 人均资本存量 说明各行业的资源禀赋水平

ｔｆｐ 研究投入 表明各行业技术研发强度

ｓａｃ 行业规模 表明各行业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状况

ｏｆｍ 市场开放程度 描述制度因素，各行业市场开放程度

１． 数据说明

（１）行业选择和说明。

从已有参考文献来看，价值链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全球的 ＩＣＩＯ表，在

ＷＩＯＤ数据库中又称为 ＷＩＯＴｓ①。该表格的制造业行业分类标准是基于联合国

的 ＩＳＩＣ②标准。而中国统计部门实行的是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该标

准首次发布时间为 １９８４ 年，在 １９９４ 年和 ２００２ 年分别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

修订，２０１１ 年又进行了第三次修订，且在 ２０１７ 年再次对分类标准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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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ＷＩＯＴｓ是指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ｓ，即世界投入产出表。

ＩＳＩＣ是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即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由于 ＷＩＯＴｓ每五年更新一次，最新一年的更新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根据这个数

据，我们只能获得 ２０１５ 年之前的 ＧＶＣ 指数。鉴于此，本文的中国行业分类

标准参考了 ２０１１ 年的修订方案，即 ＧＢ ／ Ｔ ４７５７—２０１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了统一国家和国内行业分类，根据 ＷＩＯＤ 数据库，

编制了一套 ＵＩＢＥ 的 ＧＶＣ 指数。本文在 ＵＩＢＥ ＧＶＣ 指数行业分类基础上，对

比中国统计部门实行的 ＧＢ ／ Ｔ ４７５７—２０１１ 标准，根据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

通过整理和整合相关行业，最终确定了 １３ 个制造业行业。这 １３ 个制造业行

业分别为：食品、饮料与烟草业；纺织品、服装与皮革制品业；木材加工与

木制品 （家具除外）、草制品、编结材料业；造纸和纸制品、印刷和记录媒

介复制业；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的制造业；基础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的制造

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化工产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基础金属的

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机械与设备除外）；电子、电器与光学产品业；电气

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及其他

制造业。

（２）数据来源说明。

ｇｖｃ指数，本文根据 ＫＰＷＷ 法，基于 ＵＩＢＥＧＶＣ 数据库数据，通过计算

整理获得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１３ 个制造业行业 ＧＶＣ数据。

ｆｄｉ是指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由于中国统计年鉴没有制造业各行业 ＦＤＩ数

据。我们参考了康淑娟 （２０１８）① 的处理方式，利用外商资本金除以实收资

本，即 ｆｄｉ ＝ 外商资本
实收资本

，时间跨度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

年鉴。

ｃａｐ表示人均资本存量，描述各行业资源禀赋状况，它等于各行业资本

存量 （Ｋ）除以就业人数 （Ｌ）。为了数据的统一，我们进行对数化处理，即

ｃａｐｉｔ ＝ ｌｎ
ｔ期 ｉ行业总资本
ｔ期 ｉ( )

行业劳动力数量
。资本存量采取永续存盘法，即 Ｋｔ ＝ Ｉｔ ＋

１ －( )δ·Ｋｔ－１ ，其中 Ｋｔ 是指 ｔ期的资本存量，Ｉｔ 是指 ｔ期的固定资产投资，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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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折旧率，现有文献一般把折旧率设为 ５％。但中国入世以来，经济增长发

展迅速，机器设备等资本折旧率较高，５％的折旧率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我

们把折旧率设为 １０％，Ｋｔ－１ 是指 ｔ － １ 期的资本存量。需要指出的是，设 ２００２

年为基期。我们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Ｉｔ经过通货膨胀指数进行平滑处理。数

据来源方面，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制造业各行业的就业数据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人口和就业

统计年鉴》以及 《中国统计年鉴》。

ｔｆｐ是指各行业投入强度。由于缺乏各行业研发投入金额数据，我们只能

考虑替代数据。参考其他研究文献，我们利用各行业的研究人员数量处于总

就业人员数量中的占比，来反映一个行业的研发水平。行业中研究人员所占

比重越大，表示该行业的研发投入越多，研究强度也越强。数据来源于历年

的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ｓａｃ是指各行业的规模。由于缺乏各行业增加值数据，我们选择其他指标

来衡量各行业规模。根据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

鉴》，我们选择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销售产值来衡量行业规模。各个行

业的规模指标可表示为该行业的销售产值在整个制造业销售产值的比重，即

第 ｉ行业的 ｓａｃ可用以下公式表示：ｓａｃｉｔ ＝
ｔ期 ｉ行业的销售产值
ｔ期制造业销售产值

。

ｏｆｍ用于说明各行业市场开放程度。我们参考了唐宜红和张鹏杨

（２０１８）① 的文献，利用 “三资”企业总资产除以规模以上企业总资产来衡

量，即 ｏｆｍｉｔ ＝
ｔ期 ｉ行业“三资”企业总资产
ｔ期 ｉ行业企业总资产

，其中 “三资”企业是指私营

企业、外商企业和港台澳企业。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

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４ －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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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９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ｇｖｃ ０ ８３１ － ０ ０７３ ０ ３０８ ０ １９９ ０ ０４０

ｆｄｉ ０ ５６２ ０ ０３１ ０ ２０４ ０ １９０ ０ ０３２

ｃａｐ ３ ０４９ １ ０２３ １ ９６３ ０ ８８２ ０ ０８０

ｔｆｐ ０ ８６６ ０ ０４１ ０ ３５８ ０ ２３２ ０ ０５５

ｓａｃ ０ ２５５ ０ ０７３ ０ ０９６ ０ １１３ ０ ００８

ｏｆｍ ０ ７２０ ０ ００２ ０ ３１４ ０ １３９ ０ ０３１

２． 变量平稳性检验

我们采取了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１３ 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２００７ 年美国发生了

次贷危机，并蔓延到其他国家，为了防止异方差对模型估计的影响，我们去

除了 ２００７ 年数据。由于实证数据为长面板数据，变量可能是不平稳的，从而

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因此，我们需要对各变量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

处理，采取的方法为 ＡＤＦ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 ４ － １０ 所示。

表 ４ －１０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方式 ＡＤＦ统计量 Ｐ值 结论

ｇｖｃ （０，０，０） １ ７２２ ０ ３０８ 不平稳

Δｇｖｃ （０，０，１） ３ ４９１ ０ ０２１ 平稳

ｆｄｉ （０，０，０） ０ ５３８ ０ ６０４ 不平稳

Δｆｄｉ （０，０，１） ５ ４５０ ０ ０００ 平稳

ｃａｐ （０，０，０） １ ６３６ ０ １２０ 不平稳

Δｃａｐ （０，０，１） ７ ２８４ ０ ０００ 平稳

ｔｆｐ （０，０，０） ０ ６３５ ０ ５８７ 不平稳

Δｔｆｐ （０，０，１） ８ ９３７ ０ ０００ 平稳

ｓａｃ （０，０，０） ０ ７０３ ０ ４４８ 不平稳

Δｓａｃ （０，０，１） ８ ３５９ ０ ０００ 平稳

ｏｆｍ （０，０，０） ４ ７７２ ０ ０００ 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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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检验结果来看，除了 ｏｆｍ 变量是平稳的数据之外，其他变量都是非平

稳数据，但它们经过一阶差分处理之后，都是平稳数据，即它们是一阶单整

数据。由于不是所有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无须进行协整检验。

３． 实证回归结果

面板数据模型主要包括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其中，变截距面板模

型又可分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因此，在做回归之前，

我们需要运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方法对模型的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４ － １１ 所

示。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即模型不存在固定效应。因此，本文应该采取

变截距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表 ４ －１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统计量检验

Ｔｅｓｔ Ｓｕｍｍａｒｙ χ２ 值 Ｐ值 结论

Ｃｒｏｓ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ｎｄｏｍ ３７ ４３０ ０ ０００ 拒绝原假设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内生性。比如，ＦＤＩ 和

价值链分工之间具有反向关系，一方面，ＦＤＩ 影响了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地

位，另一方面，价值链分工地位对 ＦＤＩ 产生影响。其外，我们虽然考察了五

个因素对价值链分工的影响，但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众多，难免存在

一些遗漏变量问题。因此，如果采用 ＯＬＳ 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系数的估计

值难免出现偏误情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将采取两步系统 ＧＭＭ （Ｔｗｏ

ｓｔｅ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ＭＭ）估计方法。相对于 ＯＬＳ估计方法，该方法把差分方程和水

平方程的滞后项当作工具变量，解决了方程的内生性矛盾问题。两步系统

ＧＭＭ估计方法的有效性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差分残差项只能是一阶序列

相关；二是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不能过度识别，即 ＳａｒｇａｎＴｅｓｔ 检

验方法对应的 Ｐ值需要高于 ５％，也就是说拒绝原假设。为了符合这两大条

件，本节将最可能限制工具变量的滞后阶数，仅仅选择滞后两阶当作工具变

量，回归结果如表 ４ － １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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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１２　 各行业 ＧＶＣ指数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 （ＦＥ） 差分 ＧＭＭ 两步系统 ＧＭＭ

ｇｖｃ－１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３）

ｆｄｉ
０ ０４７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３）

ｃａ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ｔｆｐ
０ ０３３

（０ ０１０）

０ ０６６

（０ ０２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０８）

ｓａｃ
－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５）

ｏｆｍ
０ ０１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常数项 ｃ０
０ １１３

（０ ０２１）

０ ６０１

（０ ０３８）

０ ７３１

（０ ０４４）

Ｓａｒｇａｎ － Ｔｅｓｔ — ０ ２３３ ０ １８４

ＡＲ（１） — — ０ ０２７

ＡＲ（２） — — ０ ２３５

　 　 注：其中，，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１０％，５％和 １％；括号内的值为估计量

的标准差；ＡＲ（１）、ＡＲ（２）和 Ｓａｒｇａｎ － Ｔｅｓｔ行里的数为 Ｐ值。

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ＦＤＩ、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放度对各行业 ＧＶＣ 分

工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行业规模和资源禀赋对制造业分工地位影响不大。

下面我们分别对各因素的影响进行说明。

首先，ｇｖｃ－１ 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５％水平下显著，说明上一期的 ＧＶＣ 对本

期的 ＧＶＣ指数存在着正效应。这也说明了制造业各行业的分工是长期形成

的，并不是短期行为。因此，一旦国家或地区通过努力，在 ＧＶＣ 中扮演了重

要的地位，那么其位置很难被取代。对于中国而言，经过了几十年的改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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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整体上看各行业的 ＧＶＣ 指数都有所提升，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也提高

了，这是一个长期过程。通过自身改革和进步，中国能够保持在 ＧＶＣ 中的位

置，并逐步提高。

其次，ｆｄｉ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提

升了中国的 ＧＶＣ地位。一方面，ＦＤＩ解决了融资困境，能够为各行业 ＧＶＣ的

提升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ＦＤＩ 带来了先进的设备和管理技术，对中国

各行业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从而提高了各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纵

观中国 ４０ 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后，中国企业通过中间品和半产品方

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中，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而跨国公司通过 ＦＤＩ 途

径，实现了其在全球的布局，同时也把技术和经验传递给中国，中国通过

“干中学”效应和自身吸收创新等方式，提升自己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

位。因此，综合来看，ＦＤＩ对中国制造业分工起到了积极作用。

再次，ｔｆｐ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５％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各行业的研究投

入对 ＧＶＣ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正效应。从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变化来

看，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决定了 ＧＶＣ的分工和地位。如果一个行业的技术水

平越高，研发能力越强，那么其在全球价值链中越无法被替代，地位也越高。

反之亦然，如果一个行业的技术水平越低，研究能力越弱，那么它在 ＧＶＣ 中

的地位越容易被其他国家或地区所取代，缺乏话语权，在 ＧＶＣ 中处于较低位

置且难以提高。

另外，ｏｆｍ的回归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１０％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

市场开放程度对各行业 ＧＶＣ 地位的提升起到了促进作用。市场开放程度越

高，市场手段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就越强，有利于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

的全球化配置，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形成巨大的成本优势，从而保证其在

ＧＶＣ当中的地位。相反，如果一个行业开放程度较低，就会形成垄断市场格

局，垄断企业通过价格歧视，获得超额经济利润，剥夺消费者剩余。垄断企

业为了保证自己的市场地位，可能采取寻租手段，而非创新手段，从而不利

于整个行业效率提升，降低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后，ｃａｐ和 ｓａｃ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人均资本和行业规

模对行业 ＧＶＣ指数影响并不明显。一方面，行业的人均资本存量越高，并不

代表其竞争力就越强，其地位和作用也容易被替代，优势也容易丧失。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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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存量并不能形成某个行业的长期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行业规模越大，

也不代表行业的竞争力越强，在 ＧＶＣ地位就越高。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和体制

改革，中国各行业可能形成 “大而不强”的格局，甚至被锁定在低端位置，

不利于中国的转型升级。

（三）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三大产业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各不相同，且各个因素

对各产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行业异质性不仅仅存在于农业、制造业和服

务业之间，而且制造业内部各行业也存在着差异。各影响因素对不同行业

的影响大小、方向、程度各不相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制造业内部各行

业进行分析。

在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对制造业各行业进行分类。按照生产要素相

对密集程度，我们借鉴了邱斌等 （２０１２）①、杨高举等 （２０１３）② 的分类方

法，把行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各类型所包含的行

业如表 ４ － １３ 所示。

表 ４ －１３　 制造业各行业的分类

劳动密集型

纺织品、服装与皮革制品业

木材加工与木制品 （家具除外）、草制品、编结材料业

造纸和纸制品、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家具制造业及其他制造业

食品、饮料与烟草业

１７１

①

②

周升起、兰珍先、付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再考察———基

于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３ － １２ 页。

杨高举、黄先海：《内部动力与发后国分工地位升级———来自中国高技术产业的

证据》，《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２５ － ４５ 页。



资本密集型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的制造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化工产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基础金属的制造业，金属制品业 （机械与设备除外）

技术密集型

基础医药产品和医药制剂的制造业

电子、电器与光学产品业

电气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运输设备制造业

我们按照两步系统 ＧＭＭ 估计方法，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 ４ － １４。

表 ４ －１４　 分类回归结果

变量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ｇｖｃ－１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ｆｄｉ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４）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ｃａ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

ｔｆｐ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６）

０ ０３５

（０ ００６）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８）

ｓａｃ
－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４）

－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６）

ｏｆｍ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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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常数项 ｃ０
０ ９１１

（０ ０８８）

０ １６３

（０ ０１２）

０ ４３８

（０ ０５６）

Ｓａｒｇａｎ － Ｔｅｓｔ ０ ６４３ ０ ２７８ ０ ３００

ＡＲ（１） ０ ０９４ ０ ００１ ０ ３５３

　 　 注：其中，，分别表示显著水平为 １０％，５％和 １％；括号内的值为估计量

的标准差；ＡＲ（１）、ＡＲ（２）和 Ｓａｒｇａｎ － Ｔｅｓｔ行里的数为 Ｐ值。

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发现 ＦＤＩ、人均资本、研发投入、行业规模和市场

开放度对不同类型的行业影响存在着明显区别，下面我们进行进一步分析。

首先，三类行业的 ｇｖｃ－１都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各类行业在全

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分工都是具有延续性的。分工和地位都是经过长期努力而

形成的，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

ＦＤＩ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而对技术密

集型的影响不明显。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中国的贸易方式是以中间品嵌入全

球贸易体系，ＦＤＩ投入中国资源禀赋较为丰富的领域，从而带动了这些行业

的发展，提高了这些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和重要性。而对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而

言，一方面跨国公司为了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地位，把研发核心部门留在母

国，并没有转移到中国，从而限制了中国的高技术领域的进步；另一方面，

经过几年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中国的常规技术与国外的差距也在缩小，

一般的 ＦＤＩ并不能带来更为先进的技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 ＧＶＣ 分工地位

提升也有限。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更需要优化创新环境，通过自我创新来

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和作用。

技术研发强度 （ｔｆｐ）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有显著的正效应，

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大。对于劳动密集型而言，生产要素成本对

ＧＶＣ分工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特别是劳动力成本。此外，劳动密集型行业

对技术的要求也不高，产业链短，容易被其他国家或地区替代。近年来，随

着中国生产成本的上涨，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也转移至东南亚国家，

从而降低了中国在 ＧＶＣ分工中的地位。而对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

１７３

（续表）



而言，技术水平决定了其在 ＧＶＣ 中的地位和作用，对 ＧＶＣ 影响也是非常大

的。这迫使中国进行产业转型，优化行业结构，淘汰落后行业，培育优势行

业，重构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和优势。

行业规模 （ｓａｃ）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产生了显著正效应，而对劳动密集型

和技术密集型影响甚微。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言，当规模扩大，增加产量

能够使得长期平均成本向下移动，实现规模经济。而且，随着产业链的延长，

行业间会出现协同效应，企业内部也能够形成范围经济，从而导致平均成本

的降低，提升这些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对于技术密集

型行业而言，行业规模的扩大并不一定能带来技术的进步。行业规模对其影

响也是有限的。

对于市场开放度变量 （ｏｆｍ），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系数都为正，

且在 １０％水平下显著，而劳动密集型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市场开放

度的提升，让更多主体参与市场，增强市场竞争能力，能够激发国内企业的

积极性，增强其危机意识，通过创新，降低企业成本，提高技术水平，从而

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提高这些行业在国际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增强了行业

的国家话语权。因此，中国制造业要实现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必须进一步

实行开放，深化改革，特别是进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内生动力，

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增长。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１． 结论

运用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ＧＶＣ分工地位指数，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及其各行业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分工和地位，并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 ＧＶＣ 指数的

影响因素，探讨了影响的行业异质性，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整体而言，中国制造业在 ＧＶＣ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小幅

跌落后逐渐上升。中国制造业内部的各个部门在 ＧＶＣ中的国际分工地位呈现

出了相似的趋势。

第二，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分工的角色是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的，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同样，ＧＶＣ分工的提高也是个逐渐的过程，需要经过几年甚至几

十年的努力来获取。

１７４



第三，ＦＤＩ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 ＧＶＣ 分工起到了积极的效应。研究投

入强度对 ＧＶＣ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正效应。市场开放程度对各行业

ＧＶＣ地位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四，各因素对不同行业 ＧＶＣ 地位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其中，

ＦＤＩ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而对技术密集型

的影响并不明显。技术研发强度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有显著的正

效应，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太显著。行业规模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产

生了显著正效应，而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影响甚微。市场开放度对资

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起到了显著的正效应。

２． 政策建议

从本文结论来看，制造业分工地位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ＦＤＩ、技术研发

和市场开放度。这就说明中国应该进一步开放，改善经营环境，加强技术研

发能力，积极 “走出去”，打造中国品牌，提高制造业及其各行业在 ＧＶＣ 当

中的作用和地位。具体来看，中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提升制造业在

国际当中的地位。

（１）继续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重构制造业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产业链中，依靠的是农

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然而，随着中国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

人口红利优势在消失，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在上升，导致中国制造业竞争

优势弱化。针对这种局面，中国必须深化改革，打破利益集团阻碍，进一步

推动市场化改革。首先，中国需要凝聚改革共识，改变固定思想，转变落后

观念，打破既得利益集团，释放全民改革动力；其次，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

改革，增加市场竞争主体，让资源配置效率更优化，提升国有企业市场活力，

推动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最后是完善市场经营环境，减低企业的非生产性

成本，减少行政审批手续，为企业减负，从而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２）利用国内外资源，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制造业的技术进步

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通过 “干中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和内化成

自我技术；二是关键领域的技术要依靠自我创新。鉴于此，中国应从以下方

面着手努力。首先，改善中国经营环境，吸引国外先进的商企直接投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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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升我国的制造业技术水平；其次，中国应该积极 “走出去”，通过收购

并购等方式，吸收国外成熟和先进的技术，再通过溢出效应，带动中国制造

业技术进步；最后，改革科研人才管理和激励机制，以市场为导向，推动中

国产学研一体化建设，促进创新要素和资本要素相互协调，鼓励科研人员参

与到制造业生产中，创造条件尽快实现专利的市场化。此外，加强中国知识

产权保护，健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打击造假制假行为，为中国的科技进步

和技术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３）不同密集度产业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实现不同转型升级路径。

从研究来看，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 指数虽然有所上升，参与度有明显的加

强。但各个行业的地位和参与度各有不同，因此应该按照行业的不同情况采

用不同的转型升级政策，实现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具体来看，虽然中低技术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已经跃居中游，有些行业

还处于上游地位，但这些行业的发展还是基于 “三来一补”的增长路径。随

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这些行业的竞争力也出现弱化。

对于这些行业，中国应该积极把产业链通过 ＯＦＤＩ 方式转移至东南亚国家，

把这些国家纳入中国产业体系。并且，在这些行业积累了技术和经验之后，

应该积极提升企业文化，创造中国品牌，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

对于中高技术行业，这些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中下游。由于发达国

家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关键技术只能通过自我创新和研发。因此，对于这些

行业，政府应该完善创新机制，鼓励和支持企业执行关键技术攻坚，提高自

我创新和研发能力，并且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高自我话语权，提升中

国制造业在 ＧＶＣ指数当中的作用和地位。

（４）构建国家价值链体系，促进东中西部区域合作，促进制造业转型

升级。

中国通过给外资诸多优惠政策，大量吸引外资，从而融入全球价值链体

系中。但跨国公司利用 ＦＤＩ途径渗透中国市场，把中国某些行业锁定在价值

链中低端水平。应该看到的是，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比较完整的

工业体系，国内市场规模大，并且东西部之间差异性大，这也为中国构建国

家价值链体系创造了条件。我国应该利用东部地区丰富的资本和企业家资源、

中部地区较多的劳动力资源和西部地区优良的自然环境，构建以东部区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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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技术研发、中部区域为中下游产业衔接基地、西部区域为桥梁的雁型阶

梯形转移路径，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此外，中国应该积极把产业扩展

至东南亚国家，形成以中国国内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链体系，从而重构和增

强中国制造业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水平。

第六节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和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重构影响了全球贸易格局。当前服务业已经占到全

球经济总量的 ６０％以上，全球贸易结构正逐步向服务贸易倾斜，服务贸易已

成为全球贸易新的增长点。无论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深入企业和产

品层面的新新贸易理论，都提出一国的服务出口竞争力取决于服务产业的发

展水平。“十三五”期间，我国正推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而目前各服务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生产环节分割和国际化布局，在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与合作中，中国更加注重发展服务业，培育向全球价值链

高端延伸的竞争新优势。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和 Ｈｏｅｋ

ｍａｎ （２０１０）从产业增长和贸易波动两个角度，在理论上探讨了各种因素对

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影响。Ｃｈｅｎ 和 Ｗｈａｌｌｅｙ （２０１４）则用数据全面分析了 １０

多年来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指出中国服务贸易落后于货物贸易，国家

应采取政策发挥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就业、技术扩散的拉动作用。陈虹和

章国荣 （２０１０）利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ＴＣ 指数和 ＲＣＡ 指数分析了我国

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并进行了相关国际比较，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整体

国际竞争力较低，但近年来国际竞争力呈现出上升趋势。裴长洪和杨志远

（２０１２）通过探讨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的影响因素，指出科技创新、ＦＤＩ

和制度变革是造成服务贸易增长快于服务产业增长的主要原因。毛艳华和李

敬子 （２０１５）通过引入服务企业异质性假设，在产业垂直关联下构建两国框

架的服务企业贸易模型，证明中国整体服务出口存在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

从而提出通过培育内需市场，充分发挥服务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可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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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扩大中国服务出口和扭转服务贸易逆差的战略目标。刘艳和李文秀

（２０１６）基于附加值贸易框架测算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中国服务业的显示性比较

优势指数，并与传统贸易核算法进行了对比分析，其测算结果表明：无论是

传统贸易核算法还是附加值贸易核算法，中国服务业整体都呈现出显著的持

续性比较劣势，国际竞争力薄弱。

随着对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构建相应的指标来衡

量一国整体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Ｎｅｉｌｓｏｎ 等 （２０１４）和聂聆

（２０１６）分别对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述评。Ｄｅｄｒｉｃｋ 等

（２０１０）以 ＩＰｏｄ 和 ＰＣｓ为例，证明了专注于管理研发、软件、系统集成、市

场营销、设计、品牌、物流和金融业等高增加值活动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获得

了产品价值的主要部分，而主要从事装配、测试和包装活动的中国等发展中

国家只能获得较少的产品价值收入。王岚和李宏艳 （２０１５）通过构建和测算

价值链地位指数、增值能力指数和价值链获利能力指数，分析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中国不同技术水平的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及其演进特征。王厚双

等 （２０１５）采用 ＷＴＯ 和 ＯＥＣＤ 联合发布的 ＴｉＶＡ 统计数据，测算和对比了

１９９５—２００９ 年中国与其他九国的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和参与程

度，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刘洪铎和曹瑜强 （２０１６）采用行业上游度

指标，对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中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进行测度及比较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整体及大部分行业的上游度指数均明显大于美国，这

意味着中国整体以及大部分行业相对于美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偏上游位置，

中国整体的上游度指数在迂回波动中趋于上升，而美国的上游度指数则呈下

降走势。乔小勇等 （２０１７）采用 ＴｉＶＡ 统计数据，对比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及

其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现状、趋势及特征。结果表明，全球价值

链地位指数、参与度指数与服务业贸易规模没有明显的正向线性相关关系，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总体上还处于中下游位置，中国具有显性比较优

势的服务业细分行业主要集中于传统服务业层面。李惠娟和蔡伟宏 （２０１７）

基于增加值贸易测算了中美两国服务贸易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结果显示：中国

服务贸易的国际分工地位比美国低，但是分工地位攀升速度高于美国。程大

中等 （２０１７）基于贸易增加值前向分解法，测算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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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整体及细分部门的国际竞争力，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只是规模意义上的

大国，而非服务贸易强国，国际竞争能力不强。

可以发现，以往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考察多停留于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

性竞争优势指数表面，这些传统指标难以反映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

竞争力。因此，有必要从增加值视角采用 ＧＶＣ 地位指数、ＧＶＣ 参与度指数

和基于增加值的显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指数，深入比较分析中国服务业及其

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本节借鉴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首先将一国总出口分解为五大部分：

Ｅｒ ＝ ＤＶｒ ＋ ＦＶｒ

＝ ＶｒＢｒｒ∑ ｓ≠ｒ
Ｙ

      ｒｓ
（１）

＋ ＶｒＢｒｒ∑ ｓ≠ｒ
ＡｒｓＸ      ｓｓ

（２）

＋ ＶｒＢｒｒ∑ ｓ≠ｒ∑ ｔ≠ｒ
ＡｒｓＸ          ｓｔ

（３）

　 ＋ ＶｒＢｒｒ∑ ｓ≠ｒ∑ ｔ≠ｒ
ＡｒｓＸ          ｓｒ

（４）

＋ ＦＶ{ ｒ
（５）

（式 ４ － １７）

其中，Ｅｒ为 Ｎ１ 向量，表示 ｒ 国的总出口；ＤＶｒ 和 ＦＶｒ 分别表示出口

中的国内增加值和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Ｖｒ 是 １Ｎ向量，指 ｒ国的直接增加

值系数；Ａｒｓ是 ＮＮ的投入产出系数矩阵，表示 ｒ 国对 ｓ 国的中间产品投入；

Ｂｒｒ是 ＮＮ的里昂惕夫逆矩阵；Ｙｒｓ是 Ｎ１ 向量，表示 ｓ国对 ｒ国生产的最终

消费品的总需求；Ｘｒ 是 Ｎ１ 向量，表示 ｒ国的总产出。

上式中第 （１）部分表示 ｒ国出口到 ｓ国最终品中的国内增加值；第 （２）

部分表示中间品出口经直接进口国 ｓ 加工后，用于该国最终消费的 ｒ 国国内

增加值；第 （３）部分表示中间品出口经直接进口国加工后，又出口给第三

国 ｔ国的 ｒ 国国内增加值；第 （４）部分表示中间品出口经直接进口国加工

后，又返回 ｒ国的 ｒ国国内增加值。前四部分的和表示的是 ｒ国出口中的国内

增加值。第 （５）部分是 ｒ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

进而，选取指标进行核算。本节借鉴了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对 “全球价

值链地位指数”和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定义，以及 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４）进一步提出的 “基于增加值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定义。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测算一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用公式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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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Ｖ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ｒ ＝ ｌｎ（１ ＋
ＩＶｉｒ
Ｅｉｒ
）－ ｌｎ（１ ＋

ＦＶｉｒ
Ｅｉｒ
） （式 ４ － １８）

ＧＶ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ｒ是 ＧＶＣ地位指数，用来衡量 ｒ国 ｉ行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

位。其中，ｉ表示行业，ｒ表示国家，Ｅｉｒ表示 ｒ 国 ｉ 行业的总出口，ＩＶｉｒ表示 ｒ

国 ｉ行业的间接增加值出口，它测算的是在 ｒ国 ｉ行业的中间品出口中包含着

多少价值增加值，经过直接进口国 ｒ 国加工后又出口给了第三国，换言之，

即他国出口中包含的本国增加值，可用 （式 ４ － １７）中的第 （３）部分测算；

ＦＶｉｒ是 ｒ国 ｉ行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测算的是 ｒ 国 ｉ 行业出口 （包括最终

品出口和中间品出口）中来自其他国家的增加值，即 （式 ４ － １７）中的第

（５）部分。

若一国的某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则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是

从事研发、设计、品牌等活动或向其他国家提供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中间产品，

该国间接增加值出口 （ＩＶｉｒ）占总出口 （Ｅｉｒ）的比例就会高于国外增加值

（ＦＶｉｒ）占总出口 （Ｅｉｒ）的比例，于是该国该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较大。反

之，若一国某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则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是从

其他国家进口大量的原材料或中间品来生产最终消费品，此时，该国间接增

加值出口 （ＩＶｉｒ）会低于国外增加值 （ＦＶｉｒ），于是该国该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指

数就会较小，甚至可能是负数。因此，一国某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越大，表

示该国该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越高，即处于上游位置；反之，则处

于下游位置。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衡量的是一国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

度，用公式表示为：

ＧＶ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ｒ ＝
ＩＶｉｒ
Ｅｉｒ
＋
ＦＶｉｒ
Ｅｉｒ

（式 ４ － １９）

ＧＶ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ｒ 为 ＧＶＣ参与度指数，其中，
ＩＶｉｒ
Ｅｉｒ
表示 ｒ国 ｉ行业的前

向参与度，
ＦＶｉｒ
Ｅｉｒ
表示 ｒ 国 ｉ 行业的后向参与度。若一国某产业的前向参与度

高，则表明该国该产业的国内增加值更多地作为中间品出口到了第三国；若

一国某产业的后向参与度高，则表明该国该产业更多地依赖于外国中间品投

入。ＧＶＣ参与度指数越大，说明该国该产业参与全球生产的程度越高，在全

１８０



球价值链的地位中就越重要。但是没有理论和实证结果表明 ＧＶＣ 参与度指数

与 ＧＶＣ地位指数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

基于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将传统显示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指

数改进，建立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衡量一国某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

争力，用公式表示为：

ＲＣＡ＿ ＤＶＡｉｒ ＝
ＤＶＡｉｒ ／ Ｅｉｒ
ＤＶＡｉｗ ／ Ｅｉｗ

（式 ４ － ２０）

ＲＣＡ＿ ＤＶＡｉｒ是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ＤＶＡｉｒ是 ｒ 国 ｉ 行业出口中的国内

增加值，Ｅｉｒ是 ｒ国 ｉ行业的总出口，ＤＶＡｉｗ是世界各国 ｉ 行业出口中的国内增

加值，Ｅｉｗ为世界各国 ｉ 行业的总出口。如果 ＲＣＡ＿ ＤＶＡｉｒ ＞ １，那么说明该国

该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有显性比较优势，数值越大，优势越明显；如果

ＲＣＡ＿ ＤＶＡｉｒ ＜１，那么说明该国该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没有显性比较优势。该

指数排除了国家出口总量和世界出口总量波动的影响，所以能较好地体现一

个国家某一产业的增加值出口相对于世界平均增加值出口水平的比较优势。

一、出口增加值视角下的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研判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已逐渐步入服务经济时代，相关发达

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到其经济总量 （ＧＤＰ）的 ７５％ 以上，而中、低等收入国

家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已达到 ５０％。当前全球服务贸易以超过货物贸易的

速度持续增长，从而使全球贸易结构不断向服务贸易倾斜，服务贸易逐渐成

为引领全球贸易增长的 “新引擎”。基于此背景，各国 （地区）正日益把服

务贸易的发展状况，视为衡量各国 （地区）参与全球分工合作与竞争能力的

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关于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关

注的热点。

目前，关于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问题的研究，虽然已取得较为丰富

的成果，但大多基于传统总值核算方法。随着全球价值链的迅猛发展，基于

传统总值进行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缺陷逐渐显现出来：一是未剔除进口中间投

入的影响，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二是未考虑物化在制造业出口中的服务间

接出口；三是未能考虑到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带来的影响。因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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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研究不能揭示一国服务业真实的国际竞争力。而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

对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进行重新测算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为分析国际贸易竞争力提供了新的视角。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４）沿价值链的前后向产业关联，对一国总出口进行了分解，构建了

总贸易分解框架，并基于增加值出口重新计算了 ＲＣＡ指数。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３）

和王直、魏尚进、祝坤福 （２０１５）对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的总贸易分解框架进行了扩

展，创新性地解决了细分部门的双边贸易流的分解问题，构建了总贸易核算

框架，并基于产业部门前向联系定义了一种测量一国产业显示性比较优势的

新指标。戴翔 （２０１６）基于贸易增加值重新计算了中国各服务业的显示性

比较优势指数，并与用传统总值法计算出的 ＲＣＡ 指数进行了比较。下面基

于 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３）和王直、魏尚进、祝坤福 （２０１５）的总贸易核算方法，

利用最新的 ＯＥＣＤＩＣＩＯ （国际投入产出表，２０１８ 年底公布，数据更新至

２０１５ 年），分别从出口总值和出口增加值两个角度客观地分析中国服务业

及其细分行业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及其变化趋势，并剖析其演变

机理，进而为提升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提出有价值的政策

建议。

（一）中国服务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及其变化趋势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按贸易总值法来看，中国服务出口快速增长，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７０１ ７ 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１８０ ９ 亿美元，增长了两倍以上，同

时中国服务出口在国际市场份额也稳步上升，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 ９８％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 ６５％，增加了 １ ６７ 个百分点 （见图 ４ － ２５）。这在全球主要经

济体中表现是最好的。

按贸易增加值法来看，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表现更为突出。２００５ 年中国

服务出口增加值总额为 １３７８ ６ 亿美元，是服务出口总值的 ２ 倍左右。２０１５ 年

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总额为 ５９４４ １ 亿美元，接近服务出口总值的３ 倍。同时

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的国际市场份额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３ ２８％增加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８ ６１％，增加了 ５ ３３ 个百分点 （见图 ４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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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５　 中国服务出口增长及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

图 ４ －２６　 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增长及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

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各年中国服务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还是从其增加

的百分点来看，贸易增加值法所计算出的结果远高于贸易总值法计算出来的

结果，传统的贸易总值法的计算结果其实是对中国服务出口进行了低估。其

中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服务出口的直接增加值比例较低，大量服务业增加值是

通过隐含于下游制造业产品中出口的。

从服务出口总额来看，按照贸易总值法，中国的服务出口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７０２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１８１ 亿美元，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排名由第

１２ 位迅速上升至第 ６ 位 （见表 ４ － １５）。同时，在全球经济体中表现最为突出

的还是美国，２００５ 年服务出口总额为 ５４８５ 亿美元，是中国服务出口的 ７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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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２０１５ 年服务出口总额为 １０２００ 亿美元，是中国出口的 ４ 倍多。

表 ４ －１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服务出口总额及在全球经济体中的排名

（单位：亿美元）

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美国 ５４８５ ６１５３ ７０５６ ７６７９ ７１８８ ８０６７ ８９４９ ９３５２ ９８０５ １０２７３ １０２００

英国 ２８９０ ３２４９ ３７９８ ３７０７ ３１８７ ３３０２ ３６９９ ３７５５ ３９８０ ４２３２ ４０１７

德国 ２４０１ ２６７２ ３１６４ ３５３８ ３１３１ ３３８６ ３７２０ ３６２９ ３８０９ ４０９４ ３７３１

法国 ２０８８ ２２１７ ２６０５ ２８７１ ２４７４ ２５９５ ２９８５ ２８９８ ３０９５ ３２５３ ２８５３

日本 １８３４ １８８０ ２０１９ ２２５９ １８５７ ２２３５ ２３８５ ２３２８ ２２００ ２４２０ ２２９６

中国 ７０２ ８８３ １０５７ １２０９ １０９８ １２６９ １６１７ １７９２ １９８２ ２１５６ ２１８１

中国排名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２ １１ １１ １０ ７ ６ ６ ６

印度 ６６１ ８２９ ９９４ １２６０ １０６３ １３７８ １６５１ １６７９ １８０４ １７９７ １７６０

荷兰 １１７１ １２３３ １４５０ １６７２ １４９０ １５３２ １７０６ １６４２ １７６８ １９０２ １７０８

意大利 １４８５ １６３０ １８６９ １８８５ １５９０ １６７３ １８４９ １８０２ １８５９ １９２６ １６７０

瑞士 ９１６ １００４ １２１７ １３７５ １２９８ １４１１ １６３０ １６２７ １７１４ １７４４ １６４９

新加坡 ５５６ ７１１ ８９０ ９９１ ９２９ １０８６ １３１２ １３６７ １５０１ １６１０ １５２６

西班牙 １０７６ １１９９ １４１９ １５４３ １３４６ １３６１ １５６７ １４８３ １５５６ １６１８ １４３６

爱尔兰 ６１０ ７１３ ８６７ ９５８ ９０６ ９６７ １０８６ １１０８ １２３９ １４０６ １３９８

比利时 ８３１ ８８６ １０５８ １１９２ １１００ １２２０ １３２４ １３０８ １３７０ １４８７ １３３４

加拿大 ９５８ １０５７ １１４４ １１９１ １０１１ １１８０ １３０１ １３４１ １３６９ １３８３ １１８０

卢森堡 ４４８ ５６０ ７１３ ７８６ ６４９ ７０７ ８０２ ８２０ ９２３ １１２０ １０７７

俄罗斯 ６４２ ８１３ ９７１ １２７２ ８９５ １１３０ １４１５ １４０１ １４９１ １３７５ １０７４

中国香港 ５７０ ６４４ ７３７ ７９１ ７１０ ８８７ ９７８ １００４ １０６１ １０６９ １０２８

韩国 ５６７ ６１７ ７６２ ８６９ ６９８ ８６８ ９５７ １０３９ １０３８ １１２１ １０２６

澳大利亚 ５１２ ５２１ ６２１ ６８１ ６２５ ７７９ ９３６ ９５１ ９３８ ９２５ 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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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照贸易增加值法 （见表 ４ － １６），中国的服务出口增加值由 ２００５ 年

的 １３７９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９４４ 亿美元，且其在全球主要大国中的排名

由第 ７ 位跃升至第 ２ 位。与美国相比，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也有较大幅度的

提升，从 ２００５ 年仅为美国服务出口增加值的四分之一不到，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

的一半以上。各年中，贸易增加值法下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均显著大于贸易

总值法下对应年份的结果。从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排名也可以看出，贸易增

加值法下中国服务出口额排名远高于贸易总值法下对应年份的排名。这也从

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传统的贸易总值法的计算结果低估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

表 ４ －１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及其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排名

（单位：亿美元）

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美国 ６１５５ ６８９７ ７９０３ ８５７１ ７９９６ ８９１０ ９８００ １０３５４ １０８００ １１２９０ １１２１７

中国 １３７９ １８０４ ２４２４ ２８４５ ２５６２ ３１０３ ３９５９ ４４７２ ５１１１ ５７４３ ５９４４

中国排名 ７ ７ ７ ６ ６ ５ ３ ３ ３ ２ ２

德国 ３４６３ ３８２７ ４５８４ ５１８０ ４４２４ ４６２８ ５１２１ ４９３２ ５１８３ ５４７２ ４６８７

英国 ２９３８ ３２５９ ３８３４ ３６９９ ３１９２ ３２９８ ３６８８ ３７３２ ３９２３ ４２２３ ３９８３

法国 ２５８３ ２７６１ ３１９０ ３５６２ ３０３８ ３０９５ ３５１１ ３３６８ ３５７８ ３７１９ ３２１８

日本 ２８１０ ２９５８ ３１９０ ３５５６ ２８３８ ３４６９ ３７２５ ３６１３ ３２９４ ３４５１ ３１７８

意大利 ２０３０ ２１８５ ２５７４ ２６７４ ２２１９ ２２４０ ２５１６ ２４３８ ２５６２ ２６５７ ２２７０

印度 ６７１ ８３４ １０１２ １２７１ １１２５ １４４１ １７０４ １７５２ １９１３ １９１３ １８３０

西班牙 １１９０ １３０５ １５８８ １７９７ １６３７ １６５０ １９０３ １８１３ １９２０ １９５７ １６８７

瑞士 ９０９ １００８ １２１０ １３８６ １３１４ １４３８ １６７７ １６６０ １７６１ １７８６ １６６５

荷兰 １２１９ １２９０ １４９７ １７０６ １５４３ １５７５ １７５４ １６７５ １７８３ １８９２ １６６３

加拿大 １３４８ １４７７ １６０８ １６４３ １３７３ １６６８ １８６８ １９４６ １９９３ １８７７ １５５３

韩国 ７３４ ８２７ ９８９ １０１２ ８９９ １１３２ １２８１ １３６１ １４３６ １５６６ １４３８

俄罗斯 ８２８ １０３２ １２５２ １６４１ １１８８ １５１７ １８７８ １８１２ １８８１ １７２９ １３９８

新加坡 ５３５ ６５４ ７７８ ８１３ ７８９ ９９２ １１８５ １２０４ １２８６ １３２５ １２７６

１８５



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墨西哥 ６７７ ７５０ ８２１ ８６９ ７４１ ９１０ １０３５ １０６５ １１３１ １１９５ １１４８

比利时 ８２２ ８８５ １０４２ １１５４ １０５３ １１２１ １２４５ １１９０ １２４８ １３０７ １１３６

澳大利亚 ５５６ ６１７ ７２１ ８４６ ７８８ １０００ １２８２ １３０３ １２３２ １２８１ １０８９

巴西 ４７５ ５７１ ７００ ８４０ ７２３ ９０２ １１１０ １１０３ １０９０ １０７１ ９６２

除了中美两个大国的服务出口数据比较之外，还可以由图表数据注意到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绝大部分经济体的服务出口增加值高于服务出口总额

（只有英国是例外，服务出口总额稍高于服务出口增加值），说明服务业不仅

直接参与全球贸易，而且更多地通过对制造业投入生产性服务而间接参与全

球贸易，即制造业服务化。

再将中国的服务出口额与其他主要发展中经济体进行比较，无论是贸易

总值法还是贸易增加值法，都可以看出在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的服务

出口总额处于领先地位。

表 ４ －１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服务出口额及其在全球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的排名

（单位：亿美元）

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中国 ７０２ ８８３ １０５７ １２０９ １０９８ １２６９ １６１７ １７９２ １９８２ ２１５６ ２１８１

印度 ６６１ ８２９ ９９４ １２６０ １０６３ １３７８ １６５１ １６７９ １８０４ １７９７ １７６０

俄罗斯 ６４２ ８１３ ９７１ １２７２ ８９５ １１３０ １４１５ １４０１ １４９１ １３７５ １０７４

泰国 ３１７ ３７０ ４５７ ５１４ ４６７ ５５３ ６４６ ７０７ ７８７ ７６８ ７９４

墨西哥 ４４９ ４８７ ５２７ ５４９ ４５８ ５４８ ６１６ ６４０ ６８１ ７３４ ７２５

巴西 ２６３ ３１６ ３９４ ４７１ ４３６ ５１９ ６５０ ６６１ ６５７ ６６３ ５７８

马来西亚 ２４３ ２５４ ３３７ ３７７ ３４２ ４４７ ４９２ ４９８ ５０９ ５１５ ４３３

印尼 １９９ ２１５ ２３６ ２６５ ２３９ ３１９ ３８６ ３８９ ３９５ ４０６ ３８４

菲律宾 ９３ １３８ １７１ １８６ １８４ ２２３ ２７３ ２９９ ２９８ ３１６ ３４７

罗马尼亚 ８０ １０３ １３７ ２０２ １５５ １５９ １８３ １７５ ２４６ ２７８ ２５１

１８６

（续表）



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南非 １７０ １９２ ２１９ ２１５ １９７ ２５６ ２８５ ２７９ ２６７ ２６５ ２３９

沙特阿拉伯 １０６ １７６ １９５ １５３ １５０ １８４ ２１８ ２１５ ２３７ ２４１ ２３３

阿根廷 １０８ １２８ １６１ １９７ １７３ ２０６ ２４４ ２４１ ２３５ ２１９ ２０６

按照贸易总值法 （见表 ４ － １７），除了 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中国的

服务出口低于印度，同时 ２００８ 年也低于俄罗斯，其他年份中国在全球主要发

展中经济体中的排名均为第一。而按照贸易增加值法 （见表 ４ － １８），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服务出口增加值在全球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的排名一

直居于首位。并且以出口增加值统计，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远高于其他发展

中经济体，２０１５ 年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 （５９４４ 亿美元）超过了其他主要发

展中经济体 （或其他金砖国家）印度 （１８３０ 亿美元）、俄罗斯 （１３９８ 亿美

元）、墨西哥 （１１４８ 亿美元）和南非 （３１６ 亿美元）服务出口增加值的总和。

表 ４ －１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服务出口增加值及其在全球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的排名

（单位：亿美元）

国家 ／地区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中国 １３７９ １８０４ ２４２４ ２８４５ ２５６２ ３１０３ ３９５９ ４４７２ ５１１１ ５７４３ ５９４４

印度 ６７１ ８３４ １０１２ １２７１ １１２５ １４４１ １７０４ １７５２ １９１３ １９１３ １８３０

俄罗斯 ８２８ １０３２ １２５２ １６４１ １１８８ １５１７ １８７８ １８１２ １８８１ １７２９ １３９８

墨西哥 ６７７ ７５０ ８２１ ８６９ ７４１ ９１０ １０３５ １０６５ １１３１ １１９５ １１４８

巴西 ４７５ ５７１ ７００ ８４０ ７２３ ９０２ １１１０ １１０３ １０９０ １０７１ ９６２

泰国 ３４５ ３９６ ４９２ ５３９ ５１０ ６０８ ６７９ ７１６ ７７５ ７６９ ７８７

印尼 ２６３ ２９１ ３１４ ３４０ ３２１ ４３５ ５３４ ５２１ ５２５ ５４０ ５２６

菲律宾 ９３ １３９ １６３ １８１ １７９ ２２６ ２７０ ２９５ ３０１ ３２５ ３３９

马来西亚 ２７５ ２９８ ３６４ ４３４ ３６７ ４６３ ５３２ ５３１ ５３１ ５４６ ４６０

南非 ２０８ ２３３ ２６５ ２６４ ２５５ ３４５ ３９５ ３６９ ３４８ ３４６ ３１６

１８７

（续表）



从细分部门情况来看，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服务细分部门出口的国际市

场份额有明显差异。由表 ４ － １９ 可以看出，在贸易总值法下，批发零售部门、

交通运输部门、出版部门、信息服务部门、商业服务部门以及其他服务部门

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均有较为明显的增长，相比之下，通信部门、金融服务

部门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很小且增长幅度也很小，而住宿餐饮部门出口的国

际市场份额显示出稳中有降的趋势。

表 ４ －１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服务细分部门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

部门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批发零售部门 ２ ７４％ ３ １０％ ３ ２９％ ３ ４０％ ３ ６５％ ３ ７４％ ４ ３０％ ４ ９６％ ５ ３８％ ５ ６１％ ６ ７３％

交通运输部门 ３ ５７％ ４ １４％ ４ １２％ ４ ２５％ ４ ５０％ ４ ７３％ ５ ２９％ ５ ４３％ ５ ７２％ ６ ００％ ６ ２３％

住宿餐饮部门 ０ ５０％ ０ ５３％ ０ ５１％ ０ ５２％ ０ ５１％ ０ ４８％ ０ ５２％ ０ ５２％ ０ ４９％ ０ ４４％ ０ ４９％

出版部门 １ ０２％ １ １８％ ２ １７％ ２ ４６％ ２ ５１％ ２ ４８％ ２ ７９％ ２ ７５％ ２ ８０％ ２ ７１％ ３ １５％

通信部门 ０ ２２％ ０ ２７％ ０ ２７％ ０ ２３％ ０ ２５％ ０ １７％ ０ ２２％ ０ ２６％ ０ ２８％ ０ ３１％ ０ ３２％

信息服务部门 ０ ４０％ ０ ５５％ ０ ４６％ ０ ３９％ ０ ５７％ ０ ４０％ ０ ４７％ ０ ６０％ ０ ６１％ ０ ７０％ ０ ６１％

金融服务部门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１２％ ０ １４％ ０ １３％ ０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１９％ ０ １９％

商业服务部门 ０ ６８％ ０ ７６％ ０ ６１％ ０ ５４％ ０ ８０％ ０ ５１％ ０ ５８％ ０ ７２％ ０ ７５％ ０ ８６％ ０ ８０％

其他服务部门 １ ５７％ １ ７１％ １ ８９％ １ ８１％ １ ６０％ １ ６３％ １ ８２％ ２ １６％ ２ ２５％ ２ ３７％ ２ ０７％

在贸易增加值法下 （见表 ４ － ２０），与采用贸易总值法所计算出结果不同

的是，所有部门均呈现增长的态势，除了出版部门和信息服务部门增长幅度

很小之外，其他部门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且其增长幅度远大于贸易总值法

下这些部门的增长幅度。

表 ４ －２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服务分部门出口增加值的国际市场份额

部门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批发零售部门 ３ ６４％ ４ １９％ ４ ８１％ ５ ４０％ ５ ９３％ ６ ５７％ ７ １４％ ８ １２％ ８ ８２％ ９ ５７％ １０ ３６％

交通运输部门 ５ ９１％ ６ ７９％ ７ ３０％ ７ ６６％ ７ ９４％ ８ ２６％ ８ ６４％ ８ ７３％ ９ ４３％ １０ ００％ １０ ７７％

住宿餐饮部门 ２ ９１％ ３ ４４％ ３ ８９％ ４ ４５％ ４ ５６％ ４ ７２％ ４ ３６％ ４ ５７％ ４ ８０％ ５ １５％ ５ ５７％

１８８



部门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出版部门 ０ ８６％ １ ０７％ １ ５３％ １ ７２％ １ ６２％ １ ５１％ １ ６０％ １ ６６％ １ ７５％ １ ９１％ ２ １９％

通信部门 ３ ７１％ ４ ３４％ ４ ８３％ ５ ０３％ ４ ６９％ ４ ５７％ ４ ７７％ ５ ９８％ ７ ０４％ ８ ２７％ １０ ０８％

信息服务部门 １ ０４％ １ １９％ １ １７％ １ ０３％ ０ ７８％ ０ ５８％ ０ ６５％ ０ ８４％ ０ ８５％ １ ０５％ １ ４６％

金融服务部门 ２ ０３％ ２ ６３％ ３ ９１％ ４ ７６％ ５ ００％ ５ ６６％ ７ ５０％ ８ ７１％ ９ ８９％ １１ ０２％ １３ ７０％

商业服务部门 １ ３５％ １ ６２％ １ ８７％ １ ９５％ ２ ０８％ ２ ２８％ ２ ６８％ ３ １６％ ３ ６０％ ４ ０１％ ４ ６４％

其他服务部门 ４ ０３％ ４ ７４％ ５ ３８％ ４ ７７％ ４ ６２％ ４ ７０％ ５ ４８％ ６ ２７％ ６ ８１％ ７ ２１％ ８ ０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在全球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中国服务细分部门出口增

加值的排名具有显著差异。对于批发零售部门，按贸易总值法所计算出的出

口额（见图 ４ － ２７），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０４ １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１３７ １ 亿美

元，排名由 ２００５ 年的第 １０ 名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２ 名；而按贸易增加值法

（见图 ４ － ２８），该部门出口增加值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４９ ６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

的 １９９５ １ 亿美元，排名由 ２００５ 年的第 ７ 名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２ 名。该部门

在贸易总值法下与贸易增加值法下所得出的结果差异较大。

图 ４ －２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批发零售业出口总额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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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批发零售业出口增加值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对于交通运输部门，按贸易总值法所计算出的出口总额 （见图 ４ － ２９），

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００ ２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９４ ６ 亿美元，排名由 ２００５ 年的

第 ７ 名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２ 名；而按贸易增加值法 （见图 ４ － ３０），该部门

出口增加值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５２ ６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９７８ ６ 亿美元，排名

由 ２００５ 年的第 ６ 名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２ 名。该部门在贸易总值法下与贸易

增加值法下所得出的结果差异不大。

图 ４ －２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出口总额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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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交通运输业出口增加值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对于商业服务部门，按贸易总值法所计算出的出口总额 （见图 ４ － ３１），

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６ ８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８９ ２ 亿美元，排名由 ２００５ 年的第

２５ 名下降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２７ 名；而按贸易增加值法 （见图 ４ － ３２），该部门出

口增加值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０５ ５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４７ ６ 亿美元，排名由

２００５ 年的第 １５ 名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５ 名。该部门在贸易总值法下与贸易增

加值法下所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

图 ４ －３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商业服务业出口总额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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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商业服务业出口增加值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对于信息服务部门，按贸易总值法所计算出的出口额 （见图 ４ － ３３），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６ ３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０ 亿美元，排名由 ２００５ 年的第 ４１ 名

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３０ 名；而按贸易增加值法 （见图 ４ － ３４），该部门出口增

加值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１ ５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８ ５ 亿美元，排名由 ２００５ 年

的第 １８ 名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１６ 名。该部门在贸易总值法下与贸易增加值法

下所得出的结果差异较大。

图 ４ －３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信息服务业出口总额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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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信息服务业出口增加值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对于住宿餐饮部门，按贸易总值法所计算出的出口总额 （见图 ４ － ３５），

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１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７ ７ 亿美元，排名较为稳定，在第

３８至 ４０名之间波动，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均为第 ３８ 名；而按贸易增加值法 （见

图 ４ －３６），该部门出口增加值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４４ １ 亿美元上升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３８ ８

亿美元，排名由 ２００５ 年的第 ９ 名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３ 名。该部门在贸易总

值法下与增加值法下所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

图 ４ －３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住宿餐饮业出口总额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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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３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住宿餐饮业出口增加值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对于金融服务部门，按贸易总值法所计算出的出口总额 （见图 ４ － ３７），

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２ ５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１ ５ 亿美元，排名由 ２００５ 年的第

４５ 名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３６ 名；而按贸易增加值法 （见图 ４ － ３８），该部门出

口增加值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９０ ７ 亿美元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０７８ ７ 亿美元，排名由

２００５ 年的第 １３ 名上升至 ２０１５ 年的第 ２ 名。该部门在贸易总值法下与贸易增

加值法下所得出的结果差异很大。

图 ４ －３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金融服务业出口总额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１９４



图 ４ －３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金融服务业出口增加值及其在全球中的排名

由图 ４ － ３９ 可知，批发零售部门的开放度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１％上升至 ２００６

年的 ３２％，之后呈稳步下降趋势，２０１５ 年的开放度为 ２２％；交通运输部门

图 ４ －３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服务部门的开放度

的开放度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１％上升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４％，之后呈稳步下降趋势，

２０１５ 年的开放度为 ２３％；金融服务部门的开放度较为平稳，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４％上升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７％，之后呈稳步下降趋势，２０１５ 年的开放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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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商业服务部门的开放度，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９％上升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２１％，

之后呈稳步下降趋势，２０１５ 年的开放度 １５％；信息服务部门的开放度，由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３％上升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１６％，之后呈稳步下降趋势，２０１５ 年的开

放度为 ８％。

（二）中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ＲＣＡ指数）及变化趋势

从传统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指数来看，世界各个主要国家之间的

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竞争力差距较大，美国、法国、印度和英国的 ＲＣＡ指数均

大于 １，在国际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日本、德国、韩国以及中国的 ＲＣＡ 指

数则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从波动

趋势来看，各个主要国家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的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波动不大 （见图

４ － ４０）。其中美国、法国和日本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略有上升，印度和韩

国稍有下降。中国的 ＲＣＡ指数不仅在数值上低于其他各个主要国家水平，而

且波动极小，未出现上升趋势。

图 ４ －４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国家服务业 ＲＣＡ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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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４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国家服务业 ＶＡ －ＲＣＡ指数变化

　 　 从 ＲＣＡ指数比较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国家

的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中国的 ＲＣＡ指数处于五个国家中的最低水平 （０ ３ 左

右），波动幅度也相对最小，表明在贸易总值法下中国服务贸易不仅总体竞

争力相对最弱，发展也最为迟缓 （见图 ４ － ４２）。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中唯一在

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ＲＣＡ指数在 ２００９ 年后基本稳定在

１ ２ １ ３之间；俄罗斯和南非的 ＲＣＡ指数低于平均水平，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基本

在 ０ ８上下浮动；巴西的竞争优势则在不断增强，ＲＣＡ指数从 ２００５年明显低于

俄罗斯与南非两国的 ０ ６５逐年上升到 ２０１５年 ０ ７８，达到上述两国的同等水平。

图 ４ －４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发展中国家服务业 ＲＣＡ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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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ＶＡ －ＲＣＡ指数比较，贸易增加值法下中国服务贸易总体的国际竞争力

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数值上处于 ０ ５７ ０ ６９ 的范围，而且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持续上升，各个发展中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差距在缩小 （见图 ４ －４１、图 ４ －

４３）。

图 ４ －４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发展中国家服务业 ＶＡ －ＲＣＡ指数变化

图 ４ －４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国家运输业 ＲＣＡ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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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中国服务业的各个细分部门，又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对于运

输业，从 ＲＣＡ指数看，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里都处于偏低

水平，而且 ２００６ 年后呈现轻微的下滑趋势 （见图 ４ － ４４、图 ４ － ４６）；从

ＶＡ － ＲＣＡ指数看，中国运输业的比较优势在 ２００６ 年以前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２００６ 年以后略低于平均水平，且呈现更为明显的下滑趋势，相对而言在世界

主要国家中处于中下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则处于中间地位 （见图 ４ － ４５、

图 ４ － ４７）。

图 ４ －４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国家运输业 ＶＡ －ＲＣＡ指数变化

图 ４ －４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发展中国家运输业 ＲＣＡ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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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４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发展中国家运输业 ＶＡ －ＲＣＡ指数变化

对于批发零售业，从 ＲＣＡ指数看，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

家里都远低于平均水平，但是呈现微弱的持续上升趋势 （见图 ４ － ４８、图 ４ －

５０）；从 ＶＡ － ＲＣＡ指数看，中国批发零售业的比较优势同样低于国际平均水

平，但是上升态势较为明显，其 ＶＡＲＣＡ指数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０ ６１ 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 ８１，显示中国批发零售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虽然仍低于大部分世界主要国

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但是与国际平均水平的差距已经显著缩小 （见图

４ － ４９、图 ４ － ５１）。

图 ４ －４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国家批发零售业 ＲＣＡ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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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４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国家批发零售业 ＶＡ －ＲＣＡ指数变化

图 ４ －５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发展中国家批发零售业 ＲＣＡ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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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５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发展中国家批发零售业 ＶＡ －ＲＣＡ指数变化

　 　 对于商业服务业，无论是从 ＲＣＡ指数还是从 ＶＡ － ＲＣＡ 指数来看，中国

都处于显著偏低的水平。从 ＲＣＡ指数看，世界主要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之

间的比较优势存在明显差异，且主要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都

有较大幅度的波动，但中国的波动幅度不明显 （见图 ４ － ５２、图 ４ － ５４）；从

ＶＡ － ＲＣＡ指数看，世界主要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波动幅度较 ＲＣＡ 指数

而言更小，中国则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 （见图 ４ － ５３、图 ４ － ５５）。

图 ４ －５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国家商业服务业 ＲＣＡ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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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５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国家商业服务业 ＶＡ －ＲＣＡ指数变化

图 ４ －５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商业服务业 ＲＣＡ指数变化

图 ４ －５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发展中国家商业服务业 ＶＡ －ＲＣＡ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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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信息服务业，中国的 ＲＣＡ 指数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几乎没有波动，一直

处于不到 ０ １ 的较低水平 （见图 ４ － ５６、图 ４ － ５８）；ＶＡ － ＲＣＡ指数则先降后

升，但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０ １８ 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０ １２，始终低于其他主要国家与主要发

展中国家。相比之下，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无论是 ＲＣＡ指数

还是 ＶＡ － ＲＣＡ指数都有不同幅度的波动，但在 ２０１５ 年均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见图 ４ － ５７、图 ４ － ５９）。

图 ４ －５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国家信息服务业 ＲＣＡ指数变化

图 ４ －５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国家信息服务业 ＶＡ －ＲＣＡ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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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５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发展中国家信息服务业 ＲＣＡ指数变化

图 ４ －５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主要发展中国家信息服务业 ＶＡ －ＲＣＡ指数变化

由于中国服务业中住宿餐饮服务和金融服务的 ＲＣＡ 指数与 ＶＡ － ＲＣＡ 指

数都非常低 （小于 ０ １），这里不再对这两类服务业的竞争力进行详细分析。

（三）中国制造业服务化

从制造业生产中的服务业投入占比来看，与美国、德国和日本这几个发

达国家 ２５％ ３３％的服务业投入占比相比，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明显偏

低，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一直在 １５％左右，并呈现微弱的上升趋势 （见图 ４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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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６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制造业生产中服务业投入占比

图 ４ －６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制造业最终品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从制造业最终品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看，修正了加工贸易造成的统计偏

差后，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则呈现出更快的发展趋势。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美

国、德国和日本这几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最终品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都在

３５％ ４１％的范围，但是没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中国则在此期间上升了６ 个

百分点，从 ２６ ５％ 上升到 ３１ ６％，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持续发展 （见图

４ － ６１）。

从制造业生产中外国服务业投入占比看，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日本、美

国都处于 １ ３％ ２ ２％的区间，德国在 ４ ５％ ５ ５７％的区间内。其中中国

的制造业生产中外国服务业投入占比呈持续下降态势，其他几个国家则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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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幅度的上升趋势 （见图 ４ － ６２）。到 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该项指标数值为

１ ３％，明显低于其他各国。

图 ４ －６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制造业生产中外国服务业投入占比

从制造业最终品中的外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来看，中国在各国中处于中间

水平。２００５—２０１５年德国和日本分别从 ５ ３％、２ ２％上升到 ６ ５％、３ １％，中

国从 ５ ５％下降到 ３ ２％，美国则处于各国最低水平 （２ ０％ ２ ３％） （见图

４ －６３）。

图 ４ －６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制造业最终品中外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将服务业具体到各个细分部门，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也存在差异。

对于运输与商业部门，从总值投入来看，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各个国家均没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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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持续的上升或下降趋势。其中日本、美国的运输与商业投入占比较高，

中国则处于８％ １０％的区间，在各国中处于最低水平 （见图 ４ － ６４）；从增

加值占比角度来看，中国仍然处于相对偏低水平，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有所

缩小，并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日本的运输与商业增加值占比最高。

图 ４ －６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制造业生产中运输与商业投入占比

图 ４ －６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制造业最终品中运输与商业增加值占比

对于金融与商业服务部门，从总值投入占比来看，德国、美国都处于

８％ １０％的范围，波动幅度较大，日本和中国则相对较低，其中中国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从 ２ ４％ 稳步上升到 ５ ５％ （见图

２０８



４ － ６６）；从增加值占比角度来看，各国总体都呈现更高的占比，并且各国之

间差距缩小，中国同样呈现明显的持续上升趋势，其他各国则没有太大幅度

的波动 （见图 ４ － ６７）。

图 ４ －６６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制造业生产中金融与商业服务投入

图 ４ －６７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最终品中金融与商业服务增加值占比

将制造业按技术程度细分到部门，从总值投入占比来看，各行业差异不

大，基本集中在 １０％ １５％的区间，占比高低顺序与技术程度高低顺序一

致，２０１１ 年各行业开始稳步上升，发展趋势也基本一致 （见图 ４ － ６８）；从

增加值来看，各行业差距增大，占比高低顺序仍然与技术程度高低顺序一致，

数值最高的制造业 （３１ ６１％）较最低的低技术制造业 （１９ ２８％）高了

１２ ３３ 个百分点，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均现明显的持续上扬趋势 （见图 ４ － ６９）。

２０９



图 ４ －６８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制造业生产中服务业投入占比

图 ４ －６９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国制造业最终品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对于高技术制造业，从总值投入占比来看，各国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并

且都没有大幅度的波动，美国最高 （２０１５ 年为 ３２ ８６％），中国在 １３％

１６％的最低区间，但呈现微弱的上升趋势 （见图 ４ － ７０）；从增加值占比角度

看，各国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美国、德国、日本的发展缓慢甚至有所下降，

中国则从 ２００５ 年的最低水平 （２１ ２４％）持续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高于其他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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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３３％ （见图 ４ － ７１）。

图 ４ －７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高技术制造业生产中服务业投入占比

图 ４ －７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高技术制造业最终品中服务业增加值投入占比

对于中等技术制造业，从总值投入占比来看，美国、德国、日本之间相

差不大，各国都没有大幅度的波动，美国占比最高 （２０１５ 年为 ２２ ６％），中

国在 １１ ２３％ １４ ０５％的最低区间，但呈现较明显的上升趋势 （见图 ４ －

７２）；从增加值占比角度看，各国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美国、德国、日本

的发展缓慢甚至有所下降，中国则从 ２００５ 年的最低水平 （２０ １４％）持续上

升到 ２０１５ 年与其他各国相近的 ２６％ （见图 ４ －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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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７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等技术制造业生产中服务业投入占比

图 ４ －７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中等技术制造业最终品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对于低技术制造业，从总值投入占比来看，美国、德国、日本之间仍然

相差不大，各国都没有大幅度的波动，德国占比最高 （２０１５ 年为 ２３ ３６％），

中国在 １０ ４４％ １２ ５８％的最低区间，只有微弱的上升趋势 （见图 ４ － ７４）；

从增加值占比角度看，各国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美国、德国、日本之间的

差距缩小，中国虽然从 ２００５ 年的最低水平 （１４ ９２％）持续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９ ２８％，但是与其他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见图 ４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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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７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低技术制造业生产中服务业投入占比

图 ４ －７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低技术制造业最终品中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四）相关结论和建议

前面我们分别从服务出口总值和出口增加值两个方向考察了中国服务业

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指数，以及各细分服务部门出

口和出口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及变化趋势，并据此测算分析了中

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得到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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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服务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全球主要经济体排名相对中国

货物出口低不少，但从出口增加值占比全球排名角度来看，中国服务出口增

加值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和全球排名都有大幅提升。这主要是中国大量服务增

加值是通过隐含于下游制造业产品中进行出口的。因此，传统的贸易总值法

的计算结果其实是对中国服务出口进行了低估。同时，在与主要发展中经济

体比较来看，中国服务出口总额和出口增加值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均居首位。

但总体上，不管是以出口总值统计还是以出口增加值统计，中国服务出口总

额和出口增加值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均低于中国货物出口。

第二，从中国服务业的细分部门出口来看，不管是出口总值还是出口增

加值，中国服务出口主要是以批发零售业服务和运输与仓储服务等生产性服

务业为主，其他服务行业出口总额和出口增加值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都非常低。

提升研发与设计服务、商务服务、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竞

争水平是当前我国服务业改革的关键。

第三，中国服务业的贸易开放度总体不高，且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呈总体

下降趋势。从细分服务业部门来看，批发零售业服务和运输与仓储服务的贸

易开放度水平最高，金融服务、商务服务和信息服务的贸易开放度水平依次

降低，进一步有序开放这些服务业的国内市场，引入国际竞争，是提高我国

高端生产性服务竞争力的关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也说明并验证

了这一措施的有效性和可控性。

第四，通过贸易总值和贸易增加值两个角度审视，我国服务出口的竞争

力都非常低，不仅远低于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服务贸易大国，也低于日

本、德国这些制造业强国。即使与主要发展中经济体比较，我国服务出口的

竞争力也是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细分服务业行业出口竞争力中，只有运输和

仓储服务业在出口增加值统计的 ＲＣＡ指数达到了 １ 左右，其他细分服务业行

业出口总值和出口增加值统计的 ＲＣＡ 指数均处于显著劣势。从时间跨度来

看，服务出口的竞争力水平低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

第五，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较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

距。但与主要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制造业服务化处于较高水平。随着时间

变化，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从生产性服务投入的来源

来看，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国外生产性服务投入，这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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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美国和日本，与德国基本一致。但从时间变化来看，来自国外的生产

性服务投入在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占比不断减小，说明国内生产性服务在制

造业生产投入中竞争力不断上升，逐渐挤占了部分来自国外的生产性服务的

投入。从不同技术水平的细分行业来看，制造业内部细分行业不同技术水平

的服务化水平有一定差异，主要是低技术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相对较低，随

时间变化也没有中高技术制造业上升快，以增加值衡量的高技术制造业的服

务化水平上升非常快，在 ２０１４ 年开始已经超过德国和日本，和美国在同一水

平线上。不同技术等级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差距在不断扩大。

二、中美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比较

本部分及前面探讨的服务业根据 《全部经济活动国际标准行业分类》，

选取 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中的 Ｃ２８—Ｃ５６ 这 ２９ 个行业作为观测数据，具体对照见

表 ４ － ２１。

表 ４ －２１　 服务业细分行业对照表

序号 行业 （部门） 序号 行业 （部门）

Ｃ２８ 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修理 Ｃ４３ 金融保险服务及其附属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 Ｃ４４ 房地产

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 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

咨询

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 Ｃ４６ 建筑和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

Ｃ３２ 水上运输 Ｃ４７ 科学研究与发展

Ｃ３３ 航空运输 Ｃ４８ 广告业和市场调研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 Ｃ４９ 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

Ｃ３５ 邮政和邮递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

Ｃ３６ 住宿，食品和饮料供应服务 Ｃ５１ 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

Ｃ３７ 出版 Ｃ５２ 教育

Ｃ３８
电影、录像和电视节目制作、录音

及音乐作品出版
Ｃ５３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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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业 （部门） 序号 行业 （部门）

Ｃ３９ 通信业 Ｃ５４ 其他服务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 Ｃ５５
家庭作为雇主的；家庭自用、未加

区分的物品生产和服务

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务 Ｃ５６ 国际组织和机构

Ｃ４２
强制性社会保障除外的保险、再保

险和养恤金
— —

（一）中美服务业在 ＧＶＣ中的地位比较

图 ４ － ７６ 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美服务业整体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变化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美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地位远高于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

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地位指数基本在 ０ ０５７ ０ ０８５ 之间，而美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指数在 ０ １２０ ０ １５５ 之间，说明美国多提供研发、品牌等全球价

值链的上游服务，而中国服务业则处于中下游位置，即美国服务业出口中更

多地被进口国作为中间投入再出口到第三国，而中国服务业的这种间接增加

值的出口则相对较少。

从趋势上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美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地位指数呈现稳中

有升的态势，中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指数则是先下降后上升，这与王厚双

等 （２０１５）的结论基本相同。中国自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后，中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并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主要因为我国很多服务业是垄断经营

的，缺乏市场竞争力，因此难以与国外高水平服务业抗衡，间接增加值的出

口比重非常小。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中国和美国服务

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服务进口商将服务生产的一部分流程委托给服务出

口商生产，从而形成中间服务的国际贸易，比如医疗服务、软件服务的外包，

即服务外包迅猛发展。在这一服务生产过程的国际转移中，美国是主要的发

包方，而中国更多地扮演承包方的角色，从而促进了中美两国服务业在全球

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但因为角度的不同，导致中国服务业提升速度比美国

慢，因此到 ２０１４ 年中美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差距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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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７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美服务业整体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从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变化可以看出中美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差

距扩大的部分原因。下面选取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测算结果进行比

较 （见图 ４ － ７７），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分别是数据分析的起始年和截止年，

２００７ 年是中国服务业 ＧＶＣ地位转折较为明显的一年，而且随后的 ２００８ 年美

国服务业 ＧＶＣ地位也开始上升。

从中美横向比较来看，美国大多数细分行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都高于中国，

且美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均为正值，而中国服务业有些各细

分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为负值。美国的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Ｃ４３ 金融

保险服务及其附属”“Ｃ４６ 建筑和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Ｃ４７ 科学研究与

发展”“Ｃ４８ 广告业和市场调研”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六个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较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而中国这六个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

指数为零或负值，主要原因是中国这些细分行业的出口额非常低，甚至有些

行业出口额为零。但是，中国 “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

一直高于美国，说明中国在陆运和管道运输方面处于 ＧＶＣ上游位置。

从纵向比较来看，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比 ２０００

年明显上升，而且 ＧＶＣ地位指数为负值的细分行业明显减少了。虽然中国服

务业各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的地位比美国低，但有些细分行业相对较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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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

图 ４ －７７　 中美服务业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 “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务”等，而且，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Ｃ４９ 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和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

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由 ２００７ 年的负值提升为 ２０１４ 年的正值，这说明 ２００８ 年金

融危机后，中国服务业正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体系之中，重视与

其他经济体服务贸易往来，拓展其全球服务贸易网络。而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美国

各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最明显的是 “Ｃ５０ 行政和辅

助”，说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全球事务的管理和干预增加，其他国家

出口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美国服务业中间投入。

（二）中美服务业 ＧＶＣ参与度比较

从图 ４ － ７８ 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中国服务业的 ＧＶＣ 参与度高于美

图 ４ －７８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美服务业的 ＧＶＣ参与度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数据库。

国，而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低于美国，这证实了 ＧＶＣ 参与度与 ＧＶＣ 地位指数没有

线性相关性。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中国服务业 ＧＶＣ 参与度在 ２４ １％ ２６ ６％，高

于美国的 １９ ５％ ２２ ６％，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美国服务业 ＧＶＣ 参与度高于中

国，主要是受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中国服务业 ＧＶＣ 参与

度连续 ３ 年大幅下降，而美国服务业 ＧＶＣ 参与度仅在 ２００９ 年小幅下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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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近年来美国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提升速度都超过中国。从图

４ － ７８ 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美国服务业的前向参与度一直大于中国，但

中国服务业的后向参与度大于美国，说明美国服务业的国内增加值更多地作

为中间产品出口到了第三国，而中国服务业出口却包含更多的外国增加值，

更多地依赖于外国的中间产品投入，这也是美国服务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比中国

高的主要原因。由此可以得出，美国服务业有较大的前向参与度与相对较小

的后向参与度，所以其 ＧＶＣ地位指数较高，而中国服务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

下游，其后向参与度大、前向参与度小，从而 ＧＶＣ地位指数低。

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参与度差距很大，且表现出与服务业整体不同

的特征 （见图 ４ － ７９）。下面选取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进行比较

说明。从横向中美服务业参与度比较来看，２０００ 年中国有些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参与度大于美国，如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

外的零售贸易” “Ｃ３５ 邮政和邮递”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

动”“Ｃ４２ 强制性社会保障除外的保险、再保险和养恤金” “Ｃ４５ 法律、会

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等，但到了 ２０１４ 年中国这些行业的 ＧＶＣ 参

与度基本都小于美国了，说明近年来中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

的程度和速度都落后于美国，从而导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美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参与度高于中国。２０００ 年美国 ＧＶＣ参与度明显大于中国的细分行业有 “Ｃ２８

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修理”“Ｃ４３ 金融保险服务及其附属”“Ｃ４６ 建

筑和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Ｃ４８ 广告业和市场调研”“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

“Ｃ５５ 家庭作为雇主的；家庭自用、未加区分的物品生产和服务”，到了 ２０１４

年美国这些行业的 ＧＶＣ参与度依旧明显高于中国。尤其是 “Ｃ４３ 金融保险服

务及其附属”和 “Ｃ４８ 广告业和市场调研”，而且美国的这些行业的前向参

与度非常高，说明服务业外包已经成为美国服务业增长的内在动力。

从纵向中美两国服务业细分行业 ＧＶＣ 参与度变化的趋势来看，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中国 ＧＶＣ参与度相对高的行业并没有保持而是下降，美国 ＧＶＣ 参与

度相对高的行业其优势则更加明显。如 ２０００ 年中国的优势细分行业 “Ｃ４０ 计

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的 ＧＶＣ 参与度是 ３１％，２００７ 年下降到

２８％，２０１４ 年下降到 ２３％，主要源于其后向参与度的下降，说明中国出口中

包含的国外增加值比例下降。中国其他优势行业的变化趋势与 “Ｃ４０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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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７９　 中美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类似。而美国优势行业 ＧＶＣ 参与度上升较快，

如 “Ｃ４８ 广告业和市场调研”ＧＶＣ参与度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８％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２％，“Ｃ４３ 金融保险服务及其附属”ＧＶＣ 参与度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６％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２％，主要源于其前向参与度的大幅增加，说明美国的贸易伙伴从

美国进口这些服务后，作为中间投入后再出口的比例上升。

（三）中美服务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

图 ４ －８０　 中美服务业整体的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数据库。

从图 ４ － ８０ 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美两国服务业整体的增加值 ＲＣＡ

指数都大于 １，说明两国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但美

国服务业整体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大于中国服务业整体。然而，中国服务业整体

增加值 ＲＣＡ 指数近年来上升较快，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缩小。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美国服务业整体的增加值 ＲＣＡ 指数变化不大，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０９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 １２，而中国服务业整体的增加值 ＲＣＡ 指数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 ０２ 先

下降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１ ００ 后又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 ０９。２００５ 年以后，中国服务

业整体的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上升较快，主要原因有：一是经过入世 ５ 年的过渡

期后，国外服务业与国内服务业的竞争加剧，由此产生的竞争效应与技术溢

出效应促使中国服务业竞争力提高；二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水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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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易成本降低，从业人员素质提高；三是 ２００５ 年后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

资增加，ＦＤＩ主要通过技术转移和要素再配置这两个途径对服务业增长产生

正面影响，从而间接促进中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从细分行业的横向比较来看，美国服务业大多数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显示

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大于中国，但不同行业的差距有所不同。在两国都有出口

统计数据的细分行业中①，与中国相比，２０００ 年美国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

比较明显的行业有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Ｃ４５ 法律、会

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 “Ｃ４７ 科学研究与发展”，到 ２０１４ 年美国依

旧在这些细分行业中保持比较优势，但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缩小了。与美国相

比，中国的 “Ｃ３２ 水上运输”具有较明显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从细分行业的纵向发展来看，中国的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

易”“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Ｃ３５ 邮政和邮递”“Ｃ４０ 计算机程

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 “Ｃ４４ 房地产” “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

动，管理咨询”“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在 ２０００ 年时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

数小于 １，即在全球范围内处于竞争劣势，但到了 ２０１４ 年这些细分行业的增

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超过 １，说明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虽然 ＧＶＣ 地位

和参与度都改善得不明显，甚至有所下降，但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却显著增

加，主要是由于中国服务业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增加，国际竞争力增强。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１４ 年美国 “Ｃ２８ 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修理”的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有所下降，但 “Ｃ３２ 水上运输”“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

务”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上升了。

２２３

① 在 ２９ 个细分行业中，中国有 ８ 个行业 （Ｃ２８、Ｃ３７、Ｃ３８、Ｃ４３、Ｃ４６、Ｃ４８、Ｃ５５、

Ｃ５６）没有出口统计数据，而美国只有一个行业 （Ｃ５６）没有出口数据。



２２４

图 ４ －８１　 中美服务业细分行业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测算中美服务业整体及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ＧＶＣ 参与度和

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分析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得出如

下结论。

（１）中国服务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比美国低。美国多提供研

发、品牌等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服务，这些服务业出口中更多地被进口国作为

中间投入再出口到第三国，而中国服务业则处于中下游位置，出口中包含的

国外增加值相对较多。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美国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呈现稳中有

升的态势，中国服务业则是先下降后上升。从细分行业来看，美国大多数细

分行业 ＧＶＣ地位都高于中国，尤其是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Ｃ４３ 金融保

险服务及其附属”“Ｃ４６ 建筑和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Ｃ４７ 科学研究与发

展”“Ｃ４８ 广告业和市场调研”“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六个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地

位较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中国 “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一直高于美国，这说明中国在陆运和管道运输方面处于 ＧＶＣ

上游位置。２００７ 年后中国的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Ｃ４９ 其他专业、科学和

技术”和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等行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由负转正，明显提升，说

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服务业正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体系之

中，重视与其他经济体服务贸易往来，拓展其全球服务贸易网络。

（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中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参与度高于美国，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年低于美国。ＧＶＣ 地位指数与 ＧＶＣ 参与度指数之间并没有正向相关关系，

但与 ＧＶＣ的前向参与度有很强的正相关性。美国服务业有较大的前向参与度

与相对较小的后向参与度，其 ＧＶＣ地位指数较高，而中国服务业有较大的后

向参与度和较小的前向参与度，其 ＧＶＣ地位指数低。从细分行业来看，美国

ＧＶＣ参与度高的行业如 “Ｃ４３ 金融保险服务及其附属” “Ｃ４８ 广告业和市场

调研”和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等，其 ＧＶＣ 地位也高，因为其前向参与度高。

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１４ 年中国 ＧＶＣ参与度相对高的行业并没有保持而是下降，

美国 ＧＶＣ参与度相对高的行业优势更加明显。

（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美两国服务业整体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

大于 １，两国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与美国相比，中国服务

２２５



业增加值处于明显劣势地位。但是中国服务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近年

来上升较快，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虽然中国在 “Ｃ３２ 水上运输”等

部分细分行业已具有一定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但在 “Ｃ４０ 计算机程

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

“Ｃ４７ 科学研究与发展”等行业具有明显的显示性比较劣势，说明中国的国

际服务贸易竞争力还比较弱。

上述结论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业 ＧＶＣ参与度有所提升，但与美

国相比，中国服务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不高，国际竞争力不足。中国

服务业市场化改革起步晚，开放程度在各行业间分布不均，相关支持产业发

展落后，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管理和技术等要素方面薄弱，服务业国际竞

争力较弱。中国必须稳步推进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电信等领域的对外

开放，扩大服务业市场开放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可以促进服务业增长。竞

争要素作为外生冲击，无论是直接的生产率提升，还是间接的知识技术外溢，

都会对东道国的相关产业产生积极影响，服务业市场开放还会通过提高本国

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强化其国际竞争力。另外，要为高技术、

高知识含量的服务业 ＦＤＩ （外商直接投资）搭建更高水平的产业集聚和城市

集聚平台，引导外商投资发展交通运输、现代物流、金融业、节能环保服务

业和家庭服务业等行业，提高引进服务业 ＦＤＩ的水平。

三、中日韩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比较

（一）中日韩服务业出口增加值结构分解

图 ４ － ８２ 对比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中日韩服务业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情况。

２０００ 年中日韩的国内增加值大多以中间服务的形式 （ＩＮＴ）出口到了其他国

家，占比分别为 ４０％、３９％、４３％，其次是以最终服务形式 （ＦＩＮ）出口，

占比分别为 ３２％、３５％、２８％；２０１４ 年中国和韩国国内增加值出口中的中间

服务 （ＩＮＴ）占比依旧最多，分别为 ４３％和 ４２％，其次是最终服务 （ＦＩＮ），

占比分别为 ３１％、２５％，但日本的最终服务出口 （ＦＩＮ，占比为 ４１％）超过

了中间服务出口 （ＩＮＴ，占比为 ３５％）。这说明随着技术创新的发展，各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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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８２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中日韩服务业出口增加值结构分解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数据库。

务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服务进口商将服务生产的一部分流程委托给服务

出口商生产，从而形成中间服务的国际贸易，即服务外包迅猛发展。在这一

服务生产过程的国际转移中，中日韩服务业从不同程度上都融入了全球价值

链的分工体系中。

从直接影响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和参与程度的间接增加值出口

（ＩＶ）和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 （ＦＶ）的横向比较来看，２０００ 年日本的间接增

加值出口比例最高，韩国服务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占比最高，中国的两项

指标都处于日韩中间。２０１４ 年韩国的间接增加值出口和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

占比都最高，而中国服务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占比最低。从纵向比较来看，

韩国服务业的间接增加值出口和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占比均有所上升，但中

国服务业的间接增加值出口和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都下降了，日本服务业的

间接增加值出口下降，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上升，这说明韩国服务业参与全

球价值链的程度上升，但中国服务业的参与程度有所下降，日本服务业的变

化不明显。

（二）中日韩服务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比较

１． 中日韩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

图 ４ － ８３ 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日韩服务业整体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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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８３　 中日韩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指数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从中可以看出日本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最高，其次是中国，韩国最低。从趋

势上来看，日本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地位指数处于反复的 “下降、上升”的状

态，但整体趋势是下降的。中国则是先下降后上升，波动幅度较小，但总体

趋势上升，这与王厚双等 （２０１５）的结论基本相同，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服务

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虽低于日本但差距不大，２０１４ 年已经超过日本。韩国服务

业整体 ＧＶＣ 地位指数波动非常大，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０４５ 上升至 ２００５ 年的

０ ０６５，后下降至 ２０１１ 年的 － ０ ０１５，２０１４ 年又上升至 ０ ０２９，这说明 ２００７

年金融危机对韩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地位的影响最大，但 ２０１２ 年这一影响开

始减弱，韩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地位开始上升，但直到 ２０１４ 年还未恢复到

２０００ 年的水平。总体而言，日本服务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高于中

国，韩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远低于中国，说明日本提供的是价值链的中上

游服务，中国提供的是中下游服务，而韩国服务业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

下游。

２． 中日韩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参与度

从图 ４ － ８４ 中日韩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参与度指数可以看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

三国差别较大，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韩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参与度最高，中国和日

本相当接近。韩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参与度高的主要原因是其后向参与度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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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和日本，尤其是 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年韩国后向参与度特别高，但中日韩三国

的前向参与度差别不大，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变化也不明显，这说明韩国服务业

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占比非常高。

图 ４ －８４　 中日韩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参与度指数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从趋势上来看，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参与度有

所下降。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中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参与度在 ２４ １％ ２６ ６％，变

化不大，但 ２００７ 年前向和后向参与度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双双下降，尤其是后

向参与度下降较多，从而导致 ＧＶＣ参与度连续 ３ 年大幅下降，２０１０ 年有所上

升，但到 ２０１４ 年 ＧＶＣ参与度仍旧低于 ２０００ 年的水平。日本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参与度变化趋势与中国相似，但稍微平缓一些。中国和日本服务业是前向参

与度相对高，后向参与度相对低，说明中日服务业的国内增加值相对较多地

作为中间产品出口到了第三国，是以间接增加值出口形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韩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参与度稳步上升，２００９ 年剧烈下降后

２０１０ 年上升，尤其是后向参与度上升较多。与中国、日本相比，韩国服务业

后向参与度较高，前向参与度相对较低，说明韩国服务业出口中包含更多的

国外增加值，更多地依赖外国的中间服务投入。近年来韩国服务业参与全球

价值链的程度和提升速度都超过中国和日本，导致韩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参与

度高于中国和日本。对比图 ４ － ８３ 和图 ４ － ８４ 可以看出 ＧＶＣ 地位与 ＧＶＣ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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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度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韩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地位虽然低，但 ＧＶＣ 参与

度却最高，说明韩国深入参与了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下游的国际分工。

３． 中日韩服务业整体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

从图 ４ － ８５ 可以看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和日本服务业整体的增加值 ＲＣＡ

指数都大于 １，说明两国服务业整体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贸易竞争力。

日本服务业整体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大于中国，说明日本服务业整体竞争力高于

中国。韩国服务业整体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大于 １，其余年份小

于 １，说明韩国服务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最小。

图 ４ －８５　 中日韩服务业整体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从趋势上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中国服务业整体增加值 ＲＣＡ 指数变化不

大，但近年来上升较快，２０１４ 年已经超过日本。２００８ 年以后中国服务业整体

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上升较快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入世过渡期后国外服务业与国

内服务业的竞争加剧，由此产生的竞争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促使中国服务业

竞争力提高；二是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水平提高，交易成本降低，从

业人员素质提高；三是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增加，ＦＤＩ主要通过技术转移和

要素再配置两个途径对服务业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从而间接促进服务业国际竞

争力的提升。２０００—２００８ 年日本服务业整体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变化平缓，２００９

年后略有上升后到 ２０１４ 年变化不大。韩国服务业整体增加值 ＲＣＡ 指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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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间波动不大，但 ２００８ 年开始剧烈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下降到

０ ９２，２０１２ 年开始迅速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已经上升到 ０ ９９。比较图 ４ － ８５ 和

图 ４ － ８３，可以看出增加值 ＲＣＡ 指数与 ＧＶＣ 地位指数有较强的正相关性，

ＧＶＣ地位指数高的国家其 ＲＣＡ 指数也高，且两者波动的方向基本相同，当

ＧＶＣ地位指数上升时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也上升。

（三）中日韩服务业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比较

１． 中日韩服务业细分行业 ＧＶＣ地位

从图 ４ － ８６ 中日韩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可以看出，与

日本、韩国相比，中国没有 ＧＶＣ 地位特别高的服务业细分行业，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中国所有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都低于 ０ １５。日本的 “Ｃ３４ 储存

和运输辅助”和 “Ｃ４９ 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ＧＶＣ 地位非常高，“Ｃ４０ 计

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 “Ｃ５１ 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

“Ｃ５２ 教育”的 ＧＶＣ地位也较高，这说明日本这些细分行业一直处于全球价

值链的上游。韩国的 “Ｃ４３ 金融保险服务及其附属”一直保持较高的 ＧＶＣ 地

位，虽然 ２０１０ 年后该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优势下降，但一直高于中国和日本。

此外，韩国的 “Ｃ２８ 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修理”“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

外的批发贸易”“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ＧＶＣ 地位也一直高于中

国和日本。

从趋势上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各细分行业 ＧＶＣ 地位提升速度非常

快，２０００ 年中国有 ７ 个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为负，但到 ２０１４ 年减少到

４ 个，其中中国的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ＧＶＣ 地位指数提升最快，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１０ 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１４，同时 “Ｃ４９ 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也

从 －０ ０６ 上升到 ０ １２，说明中国的部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得到攀

升，但有些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却下降，如 “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从

０ １４ 下降到 ０ ０８，这些细分行业结构调整的结果是 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比 ２０００ 年有所上升。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日本大部分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地

位稍微有所下降，同时有个别行业 ＧＶＣ地位有所上升，其中 “Ｃ５５ 家庭作为

雇主的；家庭自用、未加区分的物品生产和服务” “Ｃ４７ 科学研究与发展”

“Ｃ５３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和 “Ｃ５２ 教育”的 ＧＶＣ 地位下降较大，细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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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８６　 中日韩服务业细分行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业 “Ｃ４９ 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ＧＶＣ 地位提升较快。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韩国各

细分行业 ＧＶＣ地位下降较为明显，２０００ 年有 ３ 个细分行业为负值，到 ２０１４

年 ＧＶＣ地位指数为负值的行业达到 １１ 个，其中 “Ｃ３３ 航空运输”一直为负，

说明韩国航空运输业出口中含有较多的国外增加值。

由此可见，中日韩三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同，

国际分工的梯形结构较为明显，日本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上游，中国处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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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韩国处于下游，即日本服务业出口中较多被进口国作为中间投入再出

口，即从日本进口服务的国家出口中包含较多的日本服务，而韩国服务出口

中包含较多的国外增加值。

２． 中日韩服务业细分行业 ＧＶＣ参与度

从图 ４ － ８７ 可以看出，２０１４ 年中国 ＧＶＣ 参与度相对较高的细分行业比

２０００ 年有所减少，参与度指数大于 ０ ３０ 的行业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个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 个，其中 “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一直保持较

高的参与度，但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和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

２３３

图 ４ －８７　 中日韩细分行业 ＧＶＣ参与度指数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计、咨询及相关活动”的前后参与度都下降，从而导致这两个行业的 ＧＶＣ 参

与度下降。日本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参与度变化不大，但 ＧＶＣ 参与度

大于 ０ ３ 的细分行业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２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个，增加的行业是

“Ｃ２８ 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修理”，同时 “Ｃ３２ 水上运输”的参与度

从 ０ ３１ 上升到 ０ ３５。韩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参与度在数量和程度上

都明显增加，ＧＶＣ参与度大于 ０ ３０ 的细分行业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５ 个，新增加的行业是 “Ｃ３３ 航空运输” （该行业 ＧＶＣ 地位虽低，但

ＧＶＣ参与度高，主要是后向参与度从 ０ １８ 上升到 ０ ７０）。因此，中日韩三国

服务业各细分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同，行业分布也不尽相同。

３． 中日韩服务业细分行业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

从图 ４ － ８８ 中日韩服务业细分行业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可以看出，中日韩三

国具有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的行业分布不同，具有优势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三国大多数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在 １ １ ２ 之间，说明三国的

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２０００ 年中国增加值 ＲＣＡ 指数低

于 １ 的细分行业最多，日本和韩国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较强；

２０１４ 年韩国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低于 １ 的细分行业最多，日本具有较强显示性比

较优势的细分行业最多，中国次之。

从变化趋势上来看，中国增加值 ＲＣＡ 指数大于 １ ２ 的细分行业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个，包括 “Ｃ３２ 水上运输”“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

之外的金融服务”和 “Ｃ４２ 强制性社会保障除外的保险、再保险和养恤金”，

说明中国运输和金融保险行业的竞争力在上升。同时，２０００ 年中国的 ７ 个增

加值显示性比较劣势行业到 ２０１４ 年全部转变为有一定显示性比较优势行业，

这些行业包括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

售贸易”“Ｃ３５ 邮政和邮递”“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Ｃ４４

房地产”“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

日本服务业细分行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也在提高，具有较强优势的行业除

“Ｃ４２ 强制性社会保障除外的保险、再保险和养恤金”外，２０１４ 年又增加了

“Ｃ３３ 航空运输”“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和 “Ｃ４１ 保险和

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务”，同时 ２０００ 年的劣势行业 “Ｃ５５ 家庭作为雇主的；

家庭自用、未加区分的物品生产和服务”到 ２０１４ 年劣势扩大了。然而，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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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 ＲＣＡ 指数在下降，２０１４ 年韩国已经无 ＲＣＡ 指数大

于 １ ２ 的服务业细分行业，显示性比较劣势行业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 个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３ 个，尤其是汽车和摩托车外批发零售 （Ｃ２９、Ｃ３０）、运输 （Ｃ３１、

Ｃ３２、Ｃ３３、Ｃ３４）、金融保险服务 （Ｃ４３）和教育 （Ｃ５２）等行业的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全面下降，而且下降得非常明显。总体来讲，中国和日本服务业各

２３５

图 ４ －８８　 中日韩服务业细分行业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

资料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注：在 ２９ 个细分行业中，中国有 ８ 个行业 （Ｃ２８、Ｃ３７、Ｃ３８、Ｃ４３、Ｃ４６、

Ｃ４８、Ｃ５５、Ｃ５６）没有出口统计数据，日本有 ４ 个行业 （Ｃ４３、Ｃ４５、Ｃ４６、Ｃ５６）

没有出口统计数据，韩国有 ２ 个行业 （Ｃ５５、Ｃ５６）没有出口统计数据。



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上升了，而韩国服务业各细分服务行业的

竞争力有所下降。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将中日韩三国服务业出口从增加值视角进行分解，并比较了三国服

务业整体和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参与度和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

势，得出以下结论：

（１）面对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贸易新格局，中日韩三国作为亚洲服务

贸易的主要地区，不同程度地嵌入了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与 ２０００ 年相

比，２０１４ 年中日韩三国服务出口的增加值分解结构变化并不十分显著。中日

韩三国中间服务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所占比重较大。２０００ 年日本服务业出口

的间接增加值比例最高，韩国服务业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占比最高；２０１４ 年

韩国服务业出口的间接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占比都最高。

（２）２０００ 年日本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地位最高，其次是中国，韩国最低，

但 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 地位已经超过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日本

提供的是中上游服务，中国提供的是中下游服务，韩国服务业则处于全球价

值链的下游，但中国服务业正在向全球价值链的中上游攀升。韩国服务业整

体 ＧＶＣ参与度超过中国和日本，日本与中国的整体 ＧＶＣ 参与度非常接近。

韩国服务业后向参与度较大，前向参与度相对较小，中国和日本反之。中国

和日本服务业整体增加值 ＲＣＡ指数都大于 １，两国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

较强的贸易竞争力，但日本服务业整体竞争力高于中国，韩国服务业整体在

全球价值链中具有显示性比较劣势。一国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地位与增加值显示

性比较优势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但与 ＧＶＣ参与度没有正向相关关系。

（３）中日韩三国的服务业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呈现出差异与互补共

存的特征。虽然中国各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提升速度非常快，但到 ２０１４ 年

依旧没有服务业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可以同时超过日本和韩国的，然而韩国

的 “Ｃ４３ 金融保险服务及其附属”、日本的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和 “Ｃ４９

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的 ＧＶＣ地位一直高于中国。２０１４ 年中国 ＧＶＣ 参与

度相对较高的细分行业比 ２０００ 年有所减少，但 “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

活动，管理咨询”一直保持较高的参与度；日本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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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度变化不大，韩国各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参与度在数量和程度上都明显增加。

近年来，中国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都增强了，其中运输和金

融保险行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上升较快，日本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显示性优

势较强，但韩国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在下降。

上述结论表明，中国服务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在提升，但还

没有比较优势特别突出的细分行业，ＧＶＣ 地位高的国家其竞争力也强，针对

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地位和竞争力，提出如下建议。

１． 从增加值视角对服务贸易进行统计核算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服务贸易由于其内在的统计困难及其不完整

性，在一定程度上被 “虚低”了。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需要从增加

值角度对服务贸易重新进行认识，从而更加关注全球分工形态和模式的演变。

２． 吸引服务离岸外包，提升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服务外包已经成为全球跨国投资的主要引擎，吸引服务离岸外包已经成

为发展中国家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中国应通过服务业开放和降低贸易

壁垒来吸引发达国家在服务业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加强高溢出性和高关联性

服务业的引进，实现 ＧＶＣ地位的攀升。尽快通过学习和国际合作，参与服务

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充分发挥知识经济时代的后发优势，不仅有利于我国服

务业的增长，还可以促进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３． 制定差异化贸易发展战略，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色服务行业

与日本韩国相比，中国还没有具有突出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细分行业。

中国应顺应全球贸易结构调整的趋势和规律，抓住服务业 “全球化”和 “碎

片化”的重要发展机遇，推进教育、医疗、体育、文化、电信等领域的对外

开放，通过提高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强化其国际竞争力。充分

发挥比较优势是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和竞争力的立足点。政府应制

定差异化的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培育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服务出口产业。

四、中印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比较

２０ 世纪后期以来，随着服务贸易较为明显的增长，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也

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中印两国作为金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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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把服务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更要对自身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

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以便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弥补劣势。同时，中印两国

在近年的发展中都展现出了活力，但这种经济发展活力的来源却有着一定的

差异。从数量上来看，中国的服务出口额自 ２００７ 年起突破 １０００ 亿美元，除

２００９ 年出口额有所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保持持续增长状态。２０１５ 年中国服

务出口总额为 ２８８２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２９ ７％。同时 ２０１５ 年中国第三产业

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已超过 ５０％，达到 ５３ ７％，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量与

ＧＤＰ增量之比比上一年提高了 ６ ２％，第二产业同年的占比为 ４１ ６％，较第

三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低 １２ １％。印度的服务出口额也呈逐年上涨

趋势，２００８ 年其出口额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但到 ２０１５ 年印度服务出口额只增

长到 １５６３ 亿美元，２０１６ 年为 １６１８ 亿美元，尚未超过 ２０００ 亿美元，增长速度

较低，２０１６ 年较上年仅增长约 ３ ５％。但从结构上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结

构不如印度。

（一）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现状

为了对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现状有一个较为充分的了解，同时考虑到本

文对中印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比较主要集中在出口领域，因此有必

要从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规模、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基于增加值的

服务业外贸依存度等三个方面对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现状进行分析、阐述。

１． 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规模

表 ４ － ２２ 是中国和印度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共 １５ 年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及

年增长率。从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远大于

印度。２０００ 年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大致为印度的 ２ ４ 倍，２０１４ 年中国

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增长到了印度 ２０１４ 年的大约 ３ ５ 倍。从纵向来看，中

印两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但相对于中国在 １５ 年间服

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增长了约 ６ ７ 倍的发展状况，印度的增长则显得缓慢，其

仅增长了约 ４ ２ 倍。

从年增长率来看，印度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年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大

于中国，其中 ２０１０ 年的年增长幅度超过了 ５０％，增长幅度巨大。而前一年，

即 ２００９ 年，中印两国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年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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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都呈现负增长，中国的年增长率为 －７ １５％，是所研究的 １５ 年中出现的

首次负增长，２０１３ 年虽然还出现过一次负增长，但下降幅度并没有 ２００９ 年

那么大。印度在 ２００９ 年的负增长达到 ２０ ７６％，其在这场危机中受到的影响

更大。同时考虑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在 ２００９ 年的大幅下降和 ２０１０ 年的

巨幅增加，说明印度的经济易受外部影响，但经济的恢复能力也较强。印度

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除了在 ２０１０ 年呈现较大增长，还在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保持

连续大幅增长态势，年增长率均在 ３０％以上，直到 ２００８ 年才有所放缓，年

增长率下降为 ３ ８８％。而同一时期的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的年增长率虽

然也较高，但明显比不上印度，其中只有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增长率超过

３０％。２０１０ 年后，中印两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年增长率都有所下降，但

中国在 ２０１４ 年出现了增长趋势，印度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的增长率虽然还没有脱

离负增长状态，但也呈现出了上升趋势。

表 ４ －２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及年增长率

年份
中国服务业增加值

出口额 ／百万美元
年增长率

印度服务业增加值

出口额 ／百万美元
年增长率

２０００ 年 ５２７１８ — ２１７７０ —

２００１ 年 ５９１８７ １２ ２７％ ２１００４ － ３ ５２％

２００２ 年 ７３１５１ ２３ ５９％ ２２８７０ ８ ８８％

２００３ 年 ８０６６５ １０ ２７％ ２９９１６ ３０ ８１％

２００４ 年 ９９５４２ ２３ ４０％ ４４２６６ ４７ ９７％

２００５ 年 １１６５５７ １７ ０９％ ５９６２９ ３４ ７１％

２００６ 年 １４７１２８ ２６ ２３％ ７７６９３ ３０ ２９％

２００７ 年 １９８２８３ ３４ ７７％ １１２８１８ ４５ ２１％

２００８ 年 ２５８４１６ ３０ ３３％ １１７１９５ ３ ８８％

２００９ 年 ２３９９２８ － ７ １５％ ９２８７１ － ２０ ７６％

２０１０ 年 ２９９４２６ ２４ ８０％ １４０６０６ ５１ ４０％

２０１１ 年 ３７１９４９ ２４ ２２％ １５３９２３ ９ ４７％

２０１２ 年 ４０３５６２ ８ ５０％ １３１４７２ － １４ ５９％

２０１３ 年 ３９０７３３ － ３ １８％ １１７２７９ － １０ ８０％

２０１４ 年 ４０４１０８ ３ ４２％ １１４２３８ － ２ ５９％

　 　 数据来源：ＷＩＯＤ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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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４ － ２３ 和图 ４ － ８９ 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

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明显低于印度，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印

度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一直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上。

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的平均值为 １７ ５５％，较世

界平均水平 ２６ ７２％低近 １０ 个百分点。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

口总额比重的年平均值为 ３８ ００％，比中国高出 １ 倍还多。

从图 ４ － ８９ 来看，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一直

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比照表 ４ － ２３，其占比的最大值出现在 ２００９

年，为 ２８ ８９％，且 １５ 年中只有这一年的占比超过了 ２８％，其占比的最小值

出现在 ２００６ 年，为 ２５ ７３％，除此以外，只有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５ 年的占比低于

２６％，分别为 ２５ ９９％和 ２５ ８１％。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

额比重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 ３ １６％。从整体来看，中国的服务业增加

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的变化也不大，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为

６ ８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的

最小值也出现在 ２００６ 年，为 １４ ３２％，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最小值的 ３ ／ ５。但

中国占比的最大值出现在 ２００２ 年，为 ２１ ２０％，与世界平均水平占比的最大

值的差值为 －７ ６９％。

从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

比重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中国和世界平均水平，其占比的最大值出现的年份

与中国和世界平均水平占比最小值出现的年份靠近，为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７ ７８％，

接近于增加值出口总额的 １ ／ ２。另外，印度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期间的占比一直

保持在 ４０％以上。其占比的最小值为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０ ７９％，也超过了 ３０％，分

别高于中国和世界占比的最大值。印度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一直是其增加值

出口总额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在图 ４ － ８９ 中还呈现出一个特别的现象，即当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

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呈上升趋势时，印度则显示出下降趋势，而当中国的

占比呈现下降趋势时，印度则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年中国服务

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的下降趋势与印度的上升趋势大致呈

现出以同一时期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水平为轴的

对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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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印及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

年份 中国 印度 世界

２０００ ２０ １３％ ３５ ０９％ ２５ ９９％

２００１ ２１ １１％ ３３ ６６％ ２６ ２７％

２００２ ２１ ２０％ ３０ ９２％ ２６ ５７％

２００３ １７ ４６％ ３４ ５６％ ２６ ４０％

２００４ １５ ７４％ ３６ ６７％ ２６ １４％

２００５ １４ ４５％ ３８ １３％ ２５ ８１％

２００６ １４ ３２％ ３９ ３４％ ２５ ７３％

２００７ １５ ２０％ ４７ ７８％ ２６ ４４％

２００８ １６ ７７％ ４６ ４２％ ２６ ７０％

２００９ １８ ５５％ ４１ ７３％ ２８ ８９％

２０１０ １７ ６４％ ４４ ５９％ ２７ ６１％

２０１１ １８ ２５％ ４２ ６５％ ２６ ３７％

２０１２ １８ ７２％ ３６ ７９％ ２６ ８９％

２０１３ １７ ０４％ ３０ ７９％ ２７ ３０％

２０１４ １６ ６６％ ３０ ９２％ ２７ ７２％

年平均值 １７ ５５％ ３８ ００％ ２６ ７２％

图 ４ －８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印及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

数据来源：ＷＩＯＤ 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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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 ２４ 显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

加值出口额比重及增长率，从整体来看，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

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比重一直高于印度。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对世界的贡

献更大。从具体占比来看，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

口额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２ ８５％以上，而印度的占比只在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１ 年这

两年超过了中国的最低占比，分别为 ３ ０４％和 ２ ９５％，其中 ２０１０ 年也是这

１５ 年中唯一一次占比超过 ３％的年份。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

业增加值出口额的比重在 ２００８ 年首次超过了 ５％，而印度的占比在 ２００５ 年时

才首次突破 ２％。从平均值来看，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

加值出口额的平均比重为 ５ １４％，是印度平均比重 ２ ０６％的 ２ 倍多。

从图 ４ － ９０ 中看中印两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

额比重，中印两国的占比都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拐点出现的年份

有所不同。２０１２ 年前，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

比重除在 ２００３ 年稍有下降外一直保持增长趋势，２０１２ 年后所占比重下降，

曲线向下弯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占

比下降，而是保持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服务业的竞争力，

表明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动力充足。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

加值出口额比重在 ２００７ 年前呈现增长态势，２００７ 年后除在 ２０１０ 年表现为增

长外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同时 ２００７ 年后，中印两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

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比重间的差距表现出了扩大趋势。

如图 ４ － ９１ 所示，就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

额比重的增长率而言，印度占比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明显大于中国，２０１０ 年其

增长率为 ３２ ６９％，为 １５ 年中增长率最大的一年，２０１２ 年时又出现巨大下

降，增长率为 －１６ ４１％。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

额比重增长率的最大值为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６ ７１％，大致为印度最大增长率的一

半，最小值为 ２０１３ 年的 －６ ８１％。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当印度服

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比重增长率出现明显较大波动

时，中国的增长率则相对平稳，两国差异明显。

综合考虑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规模，印度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

加值出口总额的比重明显高于世界的和中国的，但其在总量上不占优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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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果与之前用传统海关核算方法所得结论相同。印度服务业的发展速度虽

然较快，但其工业基础薄弱，即使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各国都有机会参与

全球分工，其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额也较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服务

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的比重较高。

表 ４ －２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

增加值出口额比重及增长率

年份 中国 年增长率 印度 年增长率

２０００ ２ ８５％ — １ １８％ —

２００１ ３ ２７％ １４ ６９％ １ １６％ －１ ４４％

２００２ ３ ８２％ １６ ７１％ １ １９％ ２ ８２％

２００３ ３ ６５％ －４ ５１％ １ ３５％ １３ ２７％

２００４ ３ ７５％ ２ ８４％ １ ６７％ ２３ ３１％

２００５ ３ ９３％ ４ ８１％ ２ ０１％ ２０ ５８％

２００６ ４ ３２％ １０ ０３％ ２ ２８％ １３ ５７％

２００７ ４ ８４％ １１ ９３％ ２ ７５％ ２０ ６０％

２００８ ５ ４９％ １３ ４１％ ２ ４９％ －９ ６１％

２００９ ５ ９２％ ７ ８８％ ２ ２９％ －７ ９３％

２０１０ ６ ４８％ ９ ３８％ ３ ０４％ ３２ ６９％

２０１１ ７ １３％ １０ ０８％ ２ ９５％ －２ ９９％

２０１２ ７ ５７％ ６ １８％ ２ ４７％ －１６ ４１％

２０１３ ７ ０５％ －６ ８１％ ２ １２％ －１４ １４％

２０１４ ７ ０６％ ０ １４％ ２ ００％ －５ ６９％

平均值 ５ １４％ ６ ９１％ ２ ０６％ ４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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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９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比重

图 ４ －９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比重增长率

数据来源：ＷＩＯＤ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２． 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

前面已经对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规模进行了分析，其中包括对中印服

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及年增长率的对比、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

口总额比重的分析，以及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占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

额比重及增长率的对比。下面将从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角度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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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ＷＩＯＤ 发布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计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世界服务

业增加值出口贸易中各部门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的比重，进一步

分析世界、中国和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ＷＩＯＤ 数据库提供的数

据中包括的 ５６ 个行业中，从 Ｃ２３ 到 Ｃ５６ 共 ３４ 个行业都可分到服务业大类中。

由于涵盖的部门众多，且有一些部门的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

的比重很小，因此只从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的 ３４ 个部门中选取了 １２

个进行分析，这 １２ 个部门的增加值出口总额占全部部门增加值出口总额中的

比重已超过 ７０％。

将选取的 １２ 个部门 １５ 年的数据按 ２０００ 年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

额的比重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得到表 ４ － ２５。２０００ 年，服务业各部门中增加值

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最大的是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

然后依次为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 “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 “Ｃ３２ 水上运

输”“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务”“Ｃ３３ 航空运输”“Ｃ３６ 住宿，食

品和饮料供应服务”“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

相关活动”“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

车外的零售贸易”“Ｃ３７ 出版”。其中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所

占比重最大，接近总额的五分之一，是占比第二大的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部

门的两倍多。从 “Ｃ３３ 航空运输”部门开始，其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

总额的比重就低于 ５％。排在第 １２ 位的 “Ｃ３７ 出版”的占比仅为 ２ ６％。

之后各年由于个别部门的占比有了较大变化，占比排序也有所不同。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部门在 ２００８ 年的占比较其余各年低，排在了 “Ｃ３１ 陆路

运输与管道运输”部门之后。“Ｃ３２ 水上运输”部门的占比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有

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虽然 “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务”的占比也有

所下降，但 “Ｃ３２ 水上运输”还是排在了 “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

务”之后。“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务”部门在 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０７ 年的

占比较其余各年高，均达到了 ７％以上。 “Ｃ３３ 航空运输”部门在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４ 年时的比重偏低，虽然 “Ｃ３６ 住宿、食品和饮料供应服务”

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有所下降，但 “Ｃ３３ 航空运输”的

下降幅度大于 “Ｃ３６ 住宿、食品和饮料供应服务”。“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

咨询及相关活动”和 “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两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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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的比重基本保持持续增加趋势，到 ２００３ 年

开始超过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到 ２００６ 年超过了 “Ｃ３６ 住宿、食品和饮

料供应服务”，到 ２００８ 年超过了 “Ｃ３３ 航空运输”部门的占比，２０１２ 年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的占比已超过 “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

之外的金融服务”部门，排在了第 ４ 位，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提升。“Ｃ３０ 汽车

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部门自 ２０１１ 年开始，其占比超过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

辅助”。

除上述内容中包含的趋势描述外，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和 “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

动，管理咨询”等三个部门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的增长趋势

较为明显。“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部门和 “Ｃ３７ 出版”部门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前者的比重在 ２００７ 年首次下降到 ８％以下。

到 ２０１４ 年时，所选 １２ 个行业的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的

排位有了较大变化。依次为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Ｃ５０ 行政和

辅助”“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

动”“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务” “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

动，管理咨询”“Ｃ３２ 水上运输”“Ｃ３３ 航空运输”“Ｃ３６ 住宿，食品和饮料

供应服务”“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Ｃ３７

出版”。综合来看，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

表 ４ －２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

年份 Ｃ２９ Ｃ５０ Ｃ３１ Ｃ３２ Ｃ４１ Ｃ３３ Ｃ３６ Ｃ３４ Ｃ４０ Ｃ４５ Ｃ３０ Ｃ３７

２０００ １８ ５６％ ８ ７８％ ６ ８５％ ６ ８１％ ６ ６６％ ４ ９５％ ４ ９２％ ３ ５６％ ３ ２９％ ３ ２６％ ２ ９３％ ２ ６０％

２００１ １７ ９６％ ８ ８７％ ６ ８６％ ６ ８３％ ６ ６０％ ４ ６７％ ４ ７０％ ３ ５１％ ３ ５０％ ３ ４８％ ２ ９５％ ２ ５６％

２００２ １８ ０６％ ８ ８５％ ６ ９１％ ６ ６４％ ６ ５１％ ４ ５５％ ４ ５２％ ３ ５６％ ３ ５２％ ３ ８３％ ２ ９８％ ２ ５６％

２００３ １７ ９７％ ８ ６７％ ７ ０３％ ６ ７２％ ６ ５９％ ４ ３５％ ４ ５１％ ３ ５７％ ３ ７３％ ３ ９３％ ２ ９７％ ２ ５１％

２００４ １７ ７４％ ８ ５０％ ７ １８％ ７ ０１％ ６ ７７％ ４ ４６％ ４ ５０％ ３ ５３％ ３ ７９％ ３ ９５％ ２ ９７％ ２ ４８％

２００５ １７ ８７％ ８ ３９％ ７ ５２％ ６ ９２％ ６ ８６％ ４ ５４％ ４ ２７％ ３ ５５％ ４ ０８％ ３ ８６％ ２ ９８％ ２ ４０％

２００６ １７ ９１％ ８ ０８％ ７ ７３％ ６ ５６％ ７ ２８％ ４ ４５％ ３ ９２％ ３ ５４％ ４ ３３％ ４ １５％ ２ ８８％ ２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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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Ｃ２９ Ｃ５０ Ｃ３１ Ｃ３２ Ｃ４１ Ｃ３３ Ｃ３６ Ｃ３４ Ｃ４０ Ｃ４５ Ｃ３０ Ｃ３７

２００７ １７ ４１％ ７ ９９％ ７ ２７％ ６ ６５％ ７ ４７％ ４ ３９％ ３ ８８％ ３ ５６％ ４ ５８％ ４ ３６％ ３ ０５％ ２ ３４％

２００８ １８ ７５％ ７ ５２％ ７ ８５％ ６ ７９％ ６ ６９％ ４ ４１％ ３ ７２％ ３ ５４％ ４ ７３％ ４ ４２％ ３ ００％ ２ ３８％

２００９ １９ １１％ ８ １３％ ７ ０３％ ５ ７７％ ６ ５９％ ４ ０４％ ３ ９２％ ３ ３６％ ５ ２２％ ４ ６８％ ３ １２％ ２ ５３％

２０１０ ２０ ８０％ ７ ９６％ ７ ２９％ ５ ７９％ ５ ８９％ ４ １１％ ３ ９２％ ３ ３９％ ５ ５１％ ４ ５７％ ３ ３８％ ２ ２４％

２０１１ ２１ ４０％ ７ ８２％ ７ ４３％ ５ ４０％ ５ ９１％ ４ １２％ ３ ８３％ ３ ３６％ ５ ７４％ ４ ６０％ ３ ５０％ ２ １４％

２０１２ ２１ ６２％ ７ ７６％ ７ ２９％ ５ ２８％ ５ ８２％ ４ １４％ ３ ８８％ ３ ３１％ ６ ０２％ ４ ５３％ ３ ４５％ ２ ０７％

２０１３ ２０ ６９％ ７ ６９％ ６ ９８％ ４ ８３％ ６ ００％ ４ ０８％ ３ ８２％ ３ ３１％ ６ ３９％ ５ ３７％ ３ ３９％ ２ ０７％

２０１４ ２０ ５４％ ７ ８２％ ６ ８３％ ４ ７３％ ５ ９７％ ４ １３％ ３ ８９％ ３ ３１％ ６ ６１％ ５ ４５％ ３ ４７％ １ ９９％

　 　 数据来源：ＷＩＯＤ 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基于选取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部门的理由，在这一部分同样选取

了 １２ 个部门对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进行研究，这 １２ 个部门的增

加值出口总额在全部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出口总额中的占比接近 １００％。同样

将选取的 １２ 个部门 １５ 年的数据按 ２０００ 年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的

比重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得到表 ４ － ２６。２０００ 年，中国服务业各部门中增加

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最大的是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

易”，然后依次为 “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Ｃ５４ 其他

服务”“Ｃ３２ 水上运输”“Ｃ３３ 航空运输”“Ｃ３６ 住宿、食品和饮料供应服务”

“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 “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 “Ｃ２７ 建筑

业”“Ｃ３９ 通信业”“Ｃ２４ 电、煤气、蒸汽和空调供应”“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

计、咨询及相关活动”。

将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额最高的 １２ 个部门与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

口贸易额最高的 １２ 个部门进行比较，发现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主要构

成部门与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主要构成部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其

中有四个部门不同，分别为 “Ｃ５４ 其他服务”“Ｃ２７ 建筑业”“Ｃ３９ 通信业”

“Ｃ２４ 电、煤气、蒸汽和空调供应”，其中 “Ｃ５４ 其他服务”增加值出口贸易

总额还较大，仅低于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和 “Ｃ４５ 法律、会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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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其他三个部门的排位相对靠后为第九到第

十一。未包括的部门分别为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

融服务”“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Ｃ３７ 出版”，其中前两个部门在世界服务

业增加值出口贸易额中占比较高，分别为第二位和第五位。另外，中国各服

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部门所占比重与世界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部门所占

比重也有一定的相似性，“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也是增加值出

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最大的部门，且远大于其他部门，但其占比最低

的年份也达到了总额的四分之一，超过了世界水平中所占的比重。中国与世

界相同的 ８ 个行业的排序中，“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

“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和 “Ｃ４０ 计

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这四个部门的占比排序与世界增加值出口

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的占比排序有较大不同。

从趋势来看，“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Ｃ３２ 水上

运输”“Ｃ３３ 航空运输”和 “Ｃ３６ 住宿、食品和饮料供应服务”等四个部门

所占的比重都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

易”“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显示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Ｃ２７

建筑业”和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表现为持续上升趋

势，“Ｃ５４ 其他服务”和 “Ｃ３９ 通信业”表现为下降趋势，“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

管道运输”和 “Ｃ２４ 电、煤气、蒸汽和空调供应”则呈现出轻微波动趋势。

其中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部门的占比在 ２００７ 年达到最小值

２４ ３０％，但在 ２００９ 年就上升到了 ３０％以上，并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了最大值

３８ ５０％，超过了 “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Ｃ３２ 水上

运输”“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和 “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

四个部门的占比之和。“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部门

的占比的最大值出现在 ２００７ 年，之后虽有所下降但占比仍保持在 １５％以上，

始终位列占比排序中的第二位。“Ｃ５４ 其他服务”的占比是下降极为明显的

一个部门，该部门的占比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６ ７２％下降到了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４２％，

下降幅度达到 ８５ ５３％。值得注意的是，“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

活动”部门 ２０１４ 年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比重虽然还是较小，为

３ ４８％，但是增长幅度极大，其 ２０１４ 年的占比较 ２０００ 年增长了 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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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这 １２ 个部门增加值出口总额在全部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出口总额

中所占比重按从大到小的顺序再次排序为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

易”“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

零售贸易”“Ｃ３２ 水上运输” “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 “Ｃ３３ 航空运输”

“Ｃ２７ 建筑业”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 “Ｃ５４ 其他服务”

“Ｃ３６ 住宿、食品和饮料供应服务”“Ｃ２４ 电、煤气、蒸汽和空调供应”“Ｃ３９

通信业”。综合来看，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有了一定的改善。

表 ４ －２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

年份 Ｃ２９ Ｃ４５ Ｃ５４ Ｃ３２ Ｃ３３ Ｃ３６ Ｃ３０ Ｃ３１ Ｃ２７ Ｃ３９ Ｃ２４ Ｃ４０

２０００ ２８ ８９％ １５ ２２％ １４ ４０％ ９ ６６％ ７ ０７％ ６ ０６％ ５ ９８％ ５ ９４％ １ ７９％ １ ３４％ １ ０５％ １ ０１％

２００１ ２８ ０２％ １４ ７７％ １６ ７２％ ９ ６６％ ７ ０８％ ５ ４６％ ５ ８０％ ５ ９５％ １ ６６％ １ ２９％ １ ０７％ ０ ９３％

２００２ ２９ ５３％ １５ ５６％ １５ ６３％ ９ ２２％ ６ ７５％ ５ ４２％ ６ １１％ ５ ６７％ １ ４７％ １ ０７％ １ １３％ ０ ９０％

２００３ ２８ ５１％ １６ ８９％ １２ ４６％ １０ ４０％ ７ ５５％ ５ ６５％ ５ ９０％ ５ ８５％ １ ８９％ １ ００％ １ １２％ １ ０７％

２００４ ２６ ８２％ １７ ８６％ ８ ４５％ １２ １３％ ８ ７３％ ６ ３８％ ５ ５５％ ６ ２４％ ２ ４４％ ０ ９８％ １ ２５％ １ ３６％

２００５ ２６ ３３％ １９ ７１％ ７ ３５％ １２ ５４％ ８ ９４％ ６ ３５％ ５ ４５％ ５ ９０％ ２ １１％ ０ ８４％ １ １９％ １ ６８％

２００６ ２５ ４８％ ２１ ４４％ ５ ３６％ １３ ４６％ ９ ５１％ ５ ４８％ ５ ２７％ ５ ８０％ ２ ４６％ ０ ７７％ １ １８％ ２ ０４％

２００７ ２４ ３０％ ２２ ９９％ ４ ５４％ １３ １１％ ９ １８％ ５ ５３％ ５ ０３％ ５ １６％ ２ ９５％ ０ ７７％ １ ０２％ ２ ４４％

２００８ ２７ ４８％ ２１ ９９％ ３ ８１％ １２ １９％ ８ ６９％ ４ ５４％ ５ ６８％ ５ ７３％ ２ ９０％ ０ ６６％ ０ ７１％ ２ ５９％

２００９ ３１ ６１％ ２１ ４０％ ３ １７％ １０ ２７％ ７ ４６％ ４ ０９％ ６ ５４％ ５ ７６％ ２ ７８％ ０ ５７％ ０ ６４％ ２ ７２％

２０１０ ３３ ０７％ １８ ９４％ ３ ０６％ １０ ０６％ ７ ４４％ ３ ３８％ ６ ８４％ ６ ７３％ ２ ８１％ ０ ５３％ ０ ７０％ ３ ０６％

２０１１ ３６ ０１％ １７ ４５％ ２ ６８％ ８ ９２％ ６ ７１％ ２ ５９％ ７ ４５％ ７ １２％ ３ ０５％ ０ ５５％ ０ ６７％ ３ ２５％

２０１２ ３８ ２２％ １５ ６７％ ２ ６４％ ７ ７８％ ５ ９６％ ２ ２３％ ７ ９１％ ７ ４１％ ３ ０４％ ０ ４９％ ０ ６６％ ３ ４２％

２０１３ ３６ ７７％ １５ ０７％ ２ ８２％ ７ ８８％ ６ ０４％ ２ ３３％ ７ ６１％ ７ ５１％ ４ １０％ ０ ４７％ ０ ７１％ ４ ０５％

２０１４ ３８ ５０％ １５ ７８％ ２ ４２％ ７ ４０％ ５ ６７％ ２ ２７％ ７ ９７％ ７ ０５％ ３ ５２％ ０ ４０％ ０ ７７％ ３ ４８％

　 　 数据来源：ＷＩＯＤ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表 ４ － ２７ 中所列 １２ 个部门的选取原因、排序方式与前述原因、方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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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 １２ 个部门的增加值出口总额在印度全部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出口总额中

的占比也接近 １００％。２０００ 年，印度服务业各部门中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

出口总额比重最大的是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与世界

和中国占比最大的部门有所不同，排在第二位的是 “Ｃ４６ 建筑和工程，技术

测试和分析”，也与世界和中国不同，排在第三位的是 “Ｃ５４ 其他服务”，与

中国 ２０００ 年的一致，第四位到第十二位分别为 “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

“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Ｃ３２

水上运输”“Ｃ３３ 航空运输”“Ｃ３９ 通信业”“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Ｃ２７ 建

筑业”“Ｃ４２ 强制性社会保障除外的保险、再保险和养恤金”。将这 １２ 个部

门与世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额最高的 １２ 个部门进行对比，发现有五大部

门不同，与中国相比，有三个部门不同，分别为表 ４ － ２７ 中排在第二位的

“Ｃ４６ 建筑和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第十位的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和

第十二位的 “Ｃ４２ 强制性社会保障除外的保险、再保险和养恤金”。

表 ４ －２７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印度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

年份 Ｃ４０ Ｃ４６ Ｃ５４ Ｃ３１ Ｃ３０ Ｃ２９ Ｃ３２ Ｃ３３ Ｃ３９ Ｃ３４ Ｃ２７ Ｃ４２

２０００ ２６ ７０％ １６ ６７％ １１ ９８％ １１ ０９％ ９ ２８％ ５ ５１％ ４ ９９％ ３ ３６％ ３ ０３％ ２ ８０％ １ ９２％ １ ２９％

２００１ ３２ ５４％ １５ ９９％ １０ ７９％ ９ ９１％ ８ ９０％ ５ ３５％ ４ ４７％ ３ ０９％ ２ ８８％ ２ ５０％ １ ３８％ ０ ９８％

２００２ ３３ ０６％ １６ ２４％ １０ ０９％ １０ ０１％ ９ ０４％ ５ ４４％ ４ ５１％ ３ １２％ ２ ０８％ ２ ５３％ １ ５７％ １ ０７％

２００３ ３２ ３５％ １５ ８４％ １１ ３１％ １０ １１％ ８ ８３％ ５ ３４％ ４ ５５％ ３ １５％ ２ ０５％ ２ ５５％ １ ５８％ １ １１％

２００４ ２８ １４％ １８ ６７％ １１ ２７％ ９ ３９％ １０ ３９％ ６ ２９％ ４ ２３％ ２ ９３％ ２ ０２％ ２ ３７％ １ ６７％ １ １９％

２００５ ２９ ８９％ １７ ４３％ １３ ３１％ ９ ０５％ ９ ７７％ ５ ９６％ ４ ０８％ ２ ８２％ １ ９６％ ２ ２９％ ０ ９４％ １ １６％

２００６ ３２ ２７％ １５ ５０％ １６ ０４％ ８ ５０％ ８ ７０％ ５ ３２％ ３ ３５％ ２ ６５％ ２ ０７％ ２ １５％ １ ０８％ １ １６％

２００７ ３５ １２％ １６ ６４％ ８ ７４％ ９ ７７％ ９ ４７％ ５ ８０％ ２ ７４％ ３ ０５％ ２ ３３％ ２ ４７％ １ ２４％ １ ３４％

２００８ ３６ １６％ １６ ４４％ ８ ９６％ ９ ５９％ ９ ２０％ ５ ６４％ ２ ６１％ ２ ７５％ ２ ８８％ ２ ４２％ ０ ８３％ １ ２５％

２００９ ４２ ４７％ １４ ９０％ ７ ４１％ ８ １２％ ８ ３２％ ５ １０％ ３ ２１％ ２ ５３％ ２ ５２％ ２ ０５％ １ １１％ １ １０％

２０１０ ４２ ３２％ １５ ４１％ ７ ７１％ ８ １７％ ８ ６４％ ５ ２９％ ２ ５８％ ２ ５５％ ２ ０６％ ２ ０７％ ０ ８４％ １ １８％

２０１１ ４２ ９８％ １６ ２０％ ７ ２５％ ７ ４０％ ９ ０７％ ５ ５５％ ２ ７１％ ２ ３１％ １ ７７％ １ ８７％ ０ ６２％ 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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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Ｃ４０ Ｃ４６ Ｃ５４ Ｃ３１ Ｃ３０ Ｃ２９ Ｃ３２ Ｃ３３ Ｃ３９ Ｃ３４ Ｃ２７ Ｃ４２

２０１２ ４４ ４８％ １６ ２６％ ６ ０６％ ７ ０５％ ９ １２％ ５ ５９％ ２ ８７％ ２ ２０％ １ ７２％ １ ７８％ ０ ６０％ １ ０２％

２０１３ ４４ ４３％ １５ ２６％ ８ ２９％ ６ ５３％ ８ ６６％ ５ ３０％ ２ ９４％ ２ ０４％ ２ １３％ １ ６５％ ０ ６３％ ０ ９７％

２０１４ ４３ ９４％ １５ ２０％ ８ ６１％ ６ ６４％ ８ ６５％ ５ ３０％ ２ ９９％ ２ ０７％ ２ １８％ １ ６８％ ０ ６１％ ０ ９６％

　 　 数据来源：ＷＩＯＤ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印度这 １２ 个部门的增加值出口总额在全部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出口总额中

占比的变化趋势与中国有很大不同，中国的 １２ 个部门中呈现上升趋势、下降

趋势、先上升后下降、先下降后上升或波动的行业相对平均，但印度只有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部门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Ｃ５４ 其他服务”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剩下的 １０ 个部门中，“Ｃ３１ 陆

路运输与管道运输”“Ｃ３２ 水上运输”“Ｃ３３ 航空运输”“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

助”“Ｃ２７ 建筑业”等 ５ 个部门呈现出下降趋势，其余的则都呈现波动状态。

因此，印度这 １２ 个部门的增加值出口总额在全部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出口总额

中占比的排序变化也不大，２０１４ 年时，部门排序为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

咨询及相关活动”“Ｃ４６ 建筑和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

外的零售贸易”“Ｃ５４ 其他服务”“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Ｃ２９ 汽车和

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 “Ｃ３２ 水上运输” “Ｃ３９ 通信业” “Ｃ３３ 航空运输”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 “Ｃ４２ 强制性社会保障除外的保险、再保险和养恤

金”“Ｃ２７ 建筑业”。

值得注意的是，“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部门占比的

上升幅度虽然不及中国，但也较大，２０００ 年时该占比为 ２６ ７０％，２０１４ 年时

上升到了 ４３ ９４％，上升了 ６４ ５７％。２０１２ 年时该部门的占比达到 １５ 年中的

最大值，为 ４４ ４８％，比中国 ２０１３ 年达到的最大占比 ４ ０５％大了近 １０ 倍。

“Ｃ４６ 建筑和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部门是世界和中国占比最大的 １２ 个部

门中都未包括的，但在印度该部门占比的最小值也接近 １５％。“Ｃ５４ 其他服

务”的占比虽然在 ２００６ 年后处于下降趋势，但下降幅度较中国该部门占比的

下降幅度小。“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部门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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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位于印度这 １２ 个部门增加值出口总额在全部服务业部门增加值出口总额

中占比大小排序的第六位，与世界和中国的占比水平相差很大。

综合来看，中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变化

趋势有很大不同。印度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较好，优于中国和世界

的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这一点同之前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但

不能因此而忽略存在的问题。印度的一些服务业细分行业优势突出，一些细

分行业的发展则相当缓慢，这可能是在比较优势作用强化下的结果，而中国

的发展则相对均衡。

３． 基于增加值的服务业外贸依存度

外贸依存度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ＲＤＦＴ）可以用来

反映一国或地区经济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本文采用吴振宇和沈利生

（２００４）提出的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测算方法进行测算。

基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测算的外贸依存度：

ＲＤＦＴｅｘａｄｖ ＝ ＤＶＡＧＤＰ

其中，ＲＤＦＴｅｘａｄｖ为基于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测算的外贸依存度，ＤＶＡ为出

口贸易国内增加值。

从表 ４ － ２８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这 １５ 年中，中国基于增加

值的服务业外贸依存度除了在 ２００２ 年稍大于印度外，其余各年均小于印度。

这可能是由于中国 ＧＤＰ 的基数较大，且服务业的发展不及印度导致的。图

４ － ９２ 中清楚地展示了中印两国基于增加值的服务业外贸依存度的变化趋势。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印度基于增加值的服务业外贸依存度波动较大，呈现出了

“Ｍ”形走势，且位于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的 “第一个峰”高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

的 “第二个峰”。印度由于产业结构存在问题，遭受冲击时反应往往大于中

国。中国基于增加值的服务业外贸依存度的变化幅度虽然明显小于印度，基

本稳定在 ４％ ６％之间，但两国基于增加值的服务业外贸依存度的相对高点

的出现年份基本一致。综上，相较于巨大的经济总量和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服务业对外增加值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仍然偏低，中国服务业

的发展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以便逐渐提高其对经济的推动力，但中国

服务业保持着较好的发展趋势，今后还需继续加强、优化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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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８　 中印基于增加值的服务业外贸依存度

年份 中国 印度

２０００ ４ ３４％ ４ ８０％

２００１ ４ ４０％ ４ ４９％

２００２ ４ ９５％ ４ ６７％

２００３ ４ ８３％ ５ ２２％

２００４ ５ ０６％ ６ ３８％

２００５ ５ ０５％ ７ ３４％

２００６ ５ ３０％ ８ ４５％

２００７ ５ ５５％ ９ ６５％

２００８ ５ ６１％ ９ ３４％

２００９ ４ ６８％ ７ １６％

２０１０ ４ ９４％ ８ ５２％

２０１１ ４ ９４％ ８ ２２％

２０１２ ４ ７１％ ７ ０７％

２０１３ ４ ０６％ ６ １２％

２０１４ ３ ８４％ ５ ６０％

图 ４ －９２　 中印基于增加值的服务业外贸依存度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ＷＩＯＤ 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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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印服务业竞争力比较

１． 中印服务业整体竞争力比较

图 ４ － ９３ 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印服务业基于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图 ４ －９３　 中印服务业基于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库、ＷＩＯＤ 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整理而来。

统计图，从图中不难看出，中印服务业基于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的差距并不十分显著，特别是在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９ 年

和 ２０１０年这三年，两国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十分接近。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的

这 １５ 年间，中国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 指数的变化范围为 １ ００５ １ ０９７，在

２００４年处录得最低值，印度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的变化范围为 １ ０２３ １ １２９，

在 ２００２ 年处抵最低值，两国各年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均大于 １，在全球范

围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两国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 指数都在 ２０１４ 年时达到最

大值。从趋势上来看，两国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也呈现出增长态势。但值

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２ 年及以前，印度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 指数小于中国基于增

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而 ２００２ 年以后，印度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 指数一直大于中

国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 指数，从整体来看，印度服务业的竞争力强于中国。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 年期间还有一点十分值得注意，以 ２００９ 年为界，２００２—２００９ 年

印度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虽然大于中国，但两国之间的指数差距并没有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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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明显的扩大趋势，特别在 ２００７ 年结束到 ２００８ 年的这一年，中国基于增

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明显上升，并在 ２００９ 年达到十分接近印度的水平。两国基

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在经过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两年十分接近状态后，中印基

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增长出现了明显变化，印度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 指数增

长速度明显快于中国，中印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差距开始拉大。

（１）基于 ＧＶＣ地位指数的中印服务业整体竞争力比较。

结合中印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ＧＶＣ 地位指数）来看，２００９

年是一个关键年份。２００９ 年以前，中印两国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走势相互交错，

２００９ 年以后中国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持续高于印度。这一点与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所反映的中印状况正好相反。从整体上来看，中印两国的服务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都较小，这表明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较低，都处于全球

价值链的下游位置。中国 ２００９ 年后相对较高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并没能提升中

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这意味着，与印度相比，中国虽然能从事全球

价值链中相对上游的生产，但中国服务业总出口中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并不及

印度。

图 ４ －９４　 中印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数据来源：ＷＩＯＤ 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如图 ４ － ９４ 所示的 １５ 年间，中国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的变化范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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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５４ ０ ０８０，最低值出现在 ２００７ 年，最高值出现在 ２０１４ 年；印度服务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的变化范围为 ０ ０４７ ０ ０７６，最低值出现在 ２０１１ 年，而最高

值出现在 ２０００ 年，也就是说在研究的 １５ 年中，印度的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

始终没能突破研究的起始年份 ２０００ 年。从变化范围我们可以看出，印度服务

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的变化幅度大于中国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的变化幅度。其

中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６ 年和 ２０１１ 年是印度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的三个明显转折

点，２００４ 年及 ２００４ 年以前，印度服务业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虽有下降，但下降

幅度并不大，２００５ 年这一指数出现了大幅下降，２００６ 年结束时这一趋势发生

扭转，２００７ 年印度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较 ２００６ 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２０１１

年前后印度服务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呈现明显的先降后升趋势，这一年的变化也

导致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印度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整体的变化幅度加大。２００７

年是中国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明显转折的一年，２００７ 年以前中国服务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７ 年后则呈现上升趋势，且在 ２０１４ 年达

到这 １５ 年中的最大值。特别关注一下 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增

长明显，而印度服务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增长趋缓，增长幅度极小，中印两国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差距似有扩大之势，但两国离达到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

置都还有很大差距。

（２）基于 ＧＶＣ参与度指数的中印服务业整体竞争力比较。

由图 ４ － ９５ 可以看出，中印两国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并没有

显著的差距，从整体来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略高于印度的时间较

多，但仍有个别年份印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大于中国。数据表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连续三年，印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大于中国，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印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再次大于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自

２０１１ 年起，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大于印度，且两国全球价值链参与

度指数间的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中印两国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间的差

值虽然自 ２００９ 年起就显示出扩大趋势，但表现为印度的大于中国的。但是全

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间差距的扩大并不是由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迅

速提高导致的，而是在两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都呈连续下降趋势状态下，

印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下降幅度大于中国导致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中印两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都较低，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本文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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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９５　 中印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数据来源：ＷＩＯＤ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两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都呈连续下降趋势且两国间差距有所扩大，是

由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作用下，全球价值链中各国的经济相互影响，经济不

同程度的衰退，导致外需的拉动作用下降，内需也受到影响。全球价值链

的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都有所下降。其中印度由于工业体系不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所以在面对外部的不利变动时，其 ＧＶＣ 参与度指数会

较大幅度下降。

从中印服务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波动幅度来看，中国服务

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在 ０ ２１０ ０ ２６６ 之间波动，印度服务业整

体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在 ０ １６８ ０ ２５５ 之间波动，中国服务业整体的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波动幅度小于印度。其中中印两国的全球价值链参

与度指数均在 ２０１４ 年达到最小值，最大值分别出现在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０４ 年。

从图 ４ － ９５ 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印两国的前向参与度指数均

高于各自的后向参与度指数，且两国的前向参与度指数值均能达到其各自

后向参与度指数值的 １ ５ 倍以上。将中印两国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

分别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前向参与度还是后向参与度，两国

间的差距都不大。中国的后向参与度指数只在个别年份小于印度，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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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小于印度的年份相同。但考察前向参与度

时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在研究的 １５ 年中，中国的前向参与度指数有 ６ 年

小于印度，分别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 年、２００４ 年及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考虑到 ２０１１

年后中印两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持续下降，我们再从前向参与度和

后向参与度两个部分具体分析一下。２０１１ 年以后中印两国的前向参与度和

后向参与度都呈现下降趋势，且除中国的前向参与度以外，都在 ２０１４ 年时

达到最小值。这也就是说，中印两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在 ２０１１ 年后呈

连续下降趋势不是由前向参与度下降或后向参与度下降这两方面中的某一

方面导致的，而是两方面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结果。从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

与度来看，除中国的前向参与度外，这一下降趋势开始呈现的年份还可以

往前提一年至 ２０１０ 年。

从具体的前向参与度指数和后向参与度指数的波动幅度来看，中国服

务业的前向参与度指数与后向参与度指数的波动幅度均小于印度。中国前

向参与度指数的最大值为 ２００５ 年出现的 ０ １６９６，最小值为 ２００９ 年的

０ １４７，印度的分别为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１６９４ 和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１２１４。中国后向参

与度指数的最大值为 ０ １００９，最小值为 ０ ０６０４，分别出现在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印度后向参与度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 ２００５ 年的 ０ ０９２７

和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０４６８。

综合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都有待提升，既包括前向参

与度的提升也包括后向参与度的提升，至少应先扭转两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持续下降的趋势。

从整体来看，中印两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地位，且全球价值链参与

度有所下降，但中印两国的服务业整体竞争力却保持增长趋势。本文经过分

析认为，在中印服务业 ＧＶＣ 参与度指数下降时，其 ＧＶＣ 地位指数上升，而

ＧＶＣ地位指数下降时，ＧＶＣ参与度指数上升，两者并没有同时下降，这保证

了中印两国服务业整体竞争力的上升趋势。因此，ＧＶＣ 地位与 ＧＶＣ 参与度

对一国服务业竞争力的提升有一定作用。

２． 中印服务业细分行业竞争力比较

从中印服务业整体竞争力比较中可以看出，不管是直接从基于增加值的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分析，还是对基于 ＧＶＣ地位指数和参与度指数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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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整体竞争力进行比较，我们都可以发现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

分别为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因此，本文选取这三个重要年份外加研

究的起止年份对中印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竞争力进行对比分析。

从总体来看，印度大多数服务业细分行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大

于中国。２００４ 年，在两国都有出口统计数据的 ２１ 个细分行业中①，印度有

２０ 个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大于中国，２００９ 年时这

一数值有所下降，减少到了 １４ 个。但是各行业间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

数差距明显不同。如图 ４ － ９７ 所示，印度的服务业细分行业中 “Ｃ４０ 计算机

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

和 “Ｃ５１ 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这三个行业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

势指数不仅大于中国，且优势明显，其中前两个行业的优势更为突出。与印

度相比，中国的 “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具有较明显的显示性比较优

势。从图 ４ － ９７ 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选取的这五年的数据中，从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中印两国相比具有相对优势的细分行业的竞争优势不仅能够保持，

而且还在不断增强。

从具体的服务业细分行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来看，虽然中国大

多数细分行业的指数小于印度，但与本国自身相比，还是有所提升。“Ｃ２９ 汽

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Ｃ３５ 邮政和

邮递”“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Ｃ４４ 房地产”“Ｃ４５ 法律、

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 “Ｃ４７ 科学研究与发展”和 “Ｃ５０ 行政和

辅助”这八个细分行业在 ２０００ 年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小于 １，不

具备显示性比较优势，竞争力不足，但到 ２０１４ 年时，上述行业的增加值显示

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大于 １，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也有所提高。其中，在

分析的五年中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批发贸易”“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

售贸易”和 “Ｃ４４ 房地产”这三个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在

２００４ 年就超过了 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Ｃ３５ 邮政和邮递”“Ｃ４４ 房地产”

２５９

① 在 ３４ 个服务业细分行业中，中国有 ９ 个行业 （Ｃ２３、Ｃ２８、Ｃ３７、Ｃ３８、Ｃ４３、

Ｃ４６、Ｃ４８、Ｃ５５、Ｃ５６）没有出口统计数据，印度有 １１ 个行业 （Ｃ２３、Ｃ２６、Ｃ３５、Ｃ３７、

Ｃ３８、Ｃ４３、Ｃ４７、Ｃ４８、Ｃ４９、Ｃ５５、Ｃ５６）没有出口数据。



和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这三个细分行业虽然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

的比重很小，未能包括在之前中说明的前 １２ 个行业中，但其具有一定的竞争

优势。这说明中国各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竞争优势虽然不及印度，优势培育速

度不高，但仍有一些细分行业的竞争力表现出增长的趋势，且持续了一段时

间，一些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出口数额虽然较小，却能带动中国服务业的竞争

力增强。对照图 ４ － ９６，还能发现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

优势指数由小于 １ 增长为大于 １ 的八个细分行业中，印度 “Ｃ２９ 汽车和摩托

车外的批发贸易” “Ｃ３０ 汽车和摩托车外的零售贸易”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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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９６　 中印服务业细分行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指数



图 ４ －９７　 中印服务业细分行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 （ＲＣＡ）指数差额

数据来源：ＷＩＯＤ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计、咨询及相关活动” “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和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增长得更多。中国还有一些

服务业细分行业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虽然在研究的起止年份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都大于 １，但是在中间的一些年份其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小

于 １，出现了竞争力上的波动，这些行业包括：“Ｃ２４ 电、煤气、蒸汽和空调

供应”“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Ｃ３９ 通信业”“Ｃ５２ 教育”和 “Ｃ５４ 其他服

务”。其中，“Ｃ５４ 其他服务”的增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的比重虽然

下降了很多，但其在全球范围内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印度的 “Ｃ３１ 陆路

运输与管道运输”和 “Ｃ４６ 建筑和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行业在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０９年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小于 １，但在 ２０１４

年时其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 １，竞争力有了一定的提升。

（１）基于 ＧＶＣ地位指数的中印服务业细分行业竞争力比较。

从总体来看，在所选取的五个年份中，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印度服务业细

分行业 ＧＶＣ地位高于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 ＧＶＣ 地位的行业数目明显多于中

国高于印度的数目，但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两国服务业细分行业
ＧＶＣ地位高于对方服务业细分行业 ＧＶＣ地位的行业数目大致相当。２０００ 年，

印度的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和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

动”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明显大于同一时期中国的，但其中前一个行业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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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却没有表现出竞争力，而中国的 “Ｃ２５ 水收集、处理和供应”“Ｃ３６ 住

宿、食品和饮料供应服务” “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务” “Ｃ５２ 教

育”等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明显大于同一时期印度的，两国 ＧＶＣ 地位指数

相对较大的细分行业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相对上游的位置。２０１４ 年时，相比

中国，印度 ＧＶＣ地位指数较大的行业变成了 “Ｃ３３ 航空运输”，这主要还是由

于中国该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在较长时间内都为负，而中国 ＧＶＣ 地位指数较

大的行业变了 “Ｃ２５水收集、处理和供应”“Ｃ３６ 住宿、食品和饮料供应服务”

“Ｃ４１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务”“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和 “Ｃ５３ 人体健康和

社会工作”，两国中相对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的行业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在两国都有出口统计数据的 ２０ 个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印度服务业各细分

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为负的数量大于中国。２０００ 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

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为负的有 ９ 个，印度为 ８ 个；２００４ 年，两国的数量都有所上

升，中国有 １０ 个，印度有 ９ 个；但是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 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

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为负的都只有 ６ 个，２０１４ 年只有 ４ 个，数量较少，也较为

稳定，其中一直包括的有 “Ｃ２７ 建筑业” “Ｃ３３ 航空运输”和 “Ｃ４４ 房地

产”，而印度服务业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为负的由 ９ 个上升为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０ 个，数量进一步增加，２０１４ 年降至 ９ 个。中印各自有数据的 ２２ 个服务业

细分行业中中国 ＧＶＣ地位指数均为正值的行业有 １３ 个，印度有 １２ 个。中国

的 “Ｃ２６ 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和处置、材料回收再利用活动和其他废物管

理活动”“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

“Ｃ４９ 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和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五个行业在 ２０００ 年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为负，而在 ２０１４ 年为正，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其中，“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的竞争力随着 ＧＶＣ 地位的

提升而有所增强，表现为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由小于 １ 增长为大于 １。但

是 “Ｃ２７ 建筑业”和 “Ｃ３３ 航空运输”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在 ２０００ 年为正，到

了 ２０１４ 年 ＧＶＣ地位指数下降为负，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处

于下游地位。印度只有 “Ｃ２７ 建筑业”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由 ２０００ 年的正值下

降为 ２０１４ 年的负值，与中国该行业的变化显示出一致性，但印度的服务业细

分行业中 ＧＶＣ地位指数没有从负值转为正值的，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的

细分行业仍旧没能转变其位置，长期停留在下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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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９８　 中印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地位指数

数据来源：ＷＩＯＤ 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２）基于 ＧＶＣ参与度指数的中印服务业细分行业竞争力比较。

由图 ４ － ９９ 可以看到，中印各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间的差距较大，同行业间中印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也有较大不同。这与

两国间服务业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差距有较大的不同。２０００ 年，中国服

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大于印度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行业有

１６ 个，明显多于印度大于中国的。２０００ 年，中国的 “Ｃ２５ 水收集、处理和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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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Ｃ２６ 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和处置、材料回收再利用活动和其他废物

管理活动”“Ｃ３５ 邮政和邮递”“Ｃ３６ 住宿、食品和饮料供应服务”“Ｃ４０ 计

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 “Ｃ４１ 保险和养恤金之外的金融服务”

“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管理咨询”“Ｃ４７ 科学研究与发展”“Ｃ４９

其他专业、科学兽医和技术”“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Ｃ５１ 管理与国防，强制性

社会保障”“Ｃ５２ 教育”和 “Ｃ５４ 其他服务”等 １３ 个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

度指数都明显大于印度，而印度只有 “Ｃ２８ 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修

理”“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Ｃ３２ 水上运输”“Ｃ３３ 航空运输”“Ｃ３４ 储

存和运输辅助”和 “Ｃ４６ 建筑和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这 ６ 个行业的全球

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明显大于中国。到 ２０１４ 年，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指数明显大于印度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行业除了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３ 个

行业外还有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和 “Ｃ５３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中国

这两个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大于印度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指数有所增长，并且是前向参与度的大幅度增长，而不是印度全

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下降。２０１４ 年，印度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明

显大于中国的细分行业变为了 “Ｃ２４ 电、煤气、蒸汽和空调供应”“Ｃ２７ 建筑

业”“Ｃ２８ 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修理”“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

“Ｃ３２ 水上运输”和 “Ｃ４６ 建筑和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其中前两个细分

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在 ２０００ 年时就大于中国，到 ２０１４ 年，差值进

一步增大了，但主要是因为中国这两个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下

降了，“Ｃ４６ 建筑和工程，技术测试和分析”虽然在 ２０００ 年时的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指数就大于中国，但基于增加值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尚小于 １，在

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不足，但到 ２０１４ 年时不仅保持高于中国服务业 ＧＶＣ 参

与度，还在竞争力上也有所提高。但是 ２０１４ 年时印度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高于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数量较 ２０００ 年有所增加。

另外，将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对两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影

响分开来看，２０００ 年，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明显大于印度服

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 １３ 个行业中有 ６ 个都是因为其后向参与度较

大，分别为 “Ｃ２６ 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和处置、材料回收再利用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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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废物管理活动”“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Ｃ４７ 科学

研究与发展”“Ｃ４９ 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和 “Ｃ５４

其他服务”。这也导致了中国虽然在一些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具有较高的全球

价值链参与度，但在全球价值链中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缺乏竞争力。而印

度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高于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中，只有 “Ｃ５３ 人体

健康和社会工作”是由于印度在该行业较高的后向参与度导致的。这说明

与印度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较大的虽然多，但服务

业的供应链较多地依赖国外的中间产品，而印度则更多地向国外出口中间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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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９９　 中印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

数据来源：ＷＩＯＤ数据库及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２０１６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Ｄ＿ Ｅ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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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中印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进行比较，可

以发现 ２００９ 年中国和印度的所有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较

２００７ 年都有所下降，这种下降既包括前向参与度的下降，又包括后向参与度

的下降。这说明 ２００８ 年的金融危机对中印两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都有较大

的影响，两国不仅出口到第三国作为中间产品的国内增加值有所下降，而且

对国外中间产品的需求也减少了。２０１４ 年，大部分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指数比 ２００９ 年时低，只有中国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的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指数出现了较大的增长，而这一增长是从 ２０１２ 年开始的。

从细分行业来看，中印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竞争力呈现出印度强于中国的

现状，但细分行业间差异明显。这与印度重视高端科技的发展战略密不可分，

这些领域相关的服务业也相应地发展较快，展现出明显优势，且不断增强。

但印度其他服务业细分行业发展较慢。印度服务业内部发展深受其长期发展

战略的影响，其工业基础本就薄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远不如中国。鲍莫

尔的成本病理论指出，进步部门相对快速的生产率、增长率会导致停滞部门

相对成本的持续上升，在两者的作用下其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

大，最终可能会因为工业发展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影响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在保持原有竞争力优势的同时发展出了新的优势，发展步伐相对稳健。

印度和中国都具有数量庞大的人力资源，但印度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相对健

康，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服务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印

度本具有这方面的优势，不过在考虑受教育水平时，这一优势可能会转变为

劣势，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相对较好，有利于在人口老龄化趋势压力下

的发展。服务业细分行业中 ＧＶＣ 地位指数及 ＧＶＣ 参与度指数的变化与服务

业细分行业竞争力间有一定关系，但不如整体分析时的影响明显。考虑到具

体细分行业，影响其竞争力的因素也会有所差别，ＧＶＣ 地位和 ＧＶＣ 参与度

对竞争力的影响在多种影响的作用下相对弱化，因此在发展服务业细分行业

时应具体分析，专项突破，不能一概而论。

（三）结论及建议

１． 结论

（１）虽然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远大于印度，但是中印服务业基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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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间的差距并不十分显著，特别是在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这三年，两国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十分接近。中印两国各年基于增加值

的 ＲＣＡ指数均大于 １，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的大多数年份，印度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都高于中国。从整体来看，印度

服务业的竞争力强于中国。从趋势上来看，两国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都呈

现出增长态势，但 ２０１０ 年后印度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 指数增长速度明显快于

中国，中印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从细分行业来看，印

度大多数服务业细分行业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都大于中国，但是各行业间

的增加值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差距明显不同。印度的服务业细分行业中

“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Ｃ４５ 法律、会计、总公司的活动，

管理咨询”和 “Ｃ５１ 管理与国防，强制性社会保障”这三个行业的增加值显

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不仅大于中国，且优势明显，其中前两个行业的优势更为

突出。与印度相比，中国的 “Ｃ３１ 陆路运输与管道运输”具有较明显的显示

性比较优势。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中印两国相比具有相对优势的细分行业的竞争

优势不仅能够保持，而且还在不断增强。另外，虽然中国大多数细分行业基

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小于印度，但与本国自身相比，还是有所提升。一些行

业，如 “Ｃ３５ 邮政和邮递” “Ｃ４４ 房地产”和 “Ｃ５０ 行政和辅助”虽然其增

加值出口额占增加值出口总额的比重很小，但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２）从整体上来看，中印两国的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都较小，这表明

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较低，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从变化幅

度来看，印度服务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的变化幅度大于中国。中国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点为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 年以后中国的 ＧＶＣ 地位指

数持续高于印度，与基于增加值的 ＲＣＡ指数所反映的中印状况相反。这说明

中国 ２００９ 年后相对较高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并没能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竞争力。从细分行业来看，中印两国则有一些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相对上游

的位置，但两国中相对处于全球价值链上游位置的行业有变化。在着重分析

的五年中，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４ 年印度细分行业 ＧＶＣ 地位高于中国细分行业 ＧＶＣ

地位的行业数目明显多于中国高于印度的数目。在两国都有出口统计数据的

２０ 个细分行业中，印度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为负的数量大于

中国，且有所增加。中国的 “Ｃ２６ 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和处置、材料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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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利用活动和其他废物管理活动”“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助”“Ｃ４０ 计算机程序

设计、咨询及相关活动” “Ｃ４９ 其他专业、科学和技术”和 “Ｃ５０ 行政和辅

助”等 ５ 个行业在 ２０００ 年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为负，而 ２０１４ 年时为正，其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但是 “Ｃ２７ 建筑业”和 “Ｃ３３ 航空运输”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在 ２０００ 年为正，在 ２０１４ 年为负，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

所下降，处于下游地位。印度只有 “Ｃ２７ 建筑业”的 ＧＶＣ 地位指数由 ２０００

年的正值下降为 ２０１４ 年的负值，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的细分行业仍旧没

能转变其位置，长期停留在下游位置。

（３）中印两国的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间并没有显著的差距，且

两国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的差距也不大。但从整个时间段来看，中国参

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略高于印度的时间较多，自 ２０１１ 年起，中国的全球价值

链参与度指数大于印度，且两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间的差距呈现出扩大

的趋势，但两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都较低，且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

各自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也都呈现了下降趋势。从中印服务业整体全

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的波动幅度来看，中国服务业整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指数波动幅度小于印度。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亦是如此。中印各自的服

务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间的差距较大，与服务业整体全球价

值链参与度表现不同，同行业间中印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也有较大不同。

２０００ 年中国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大于印度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指数的行业明显多于印度大于中国的，但很多是由后向参与度较大导致的。

这导致中国虽然在一些细分行业中具有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但在全球

价值链中不具有比较优势，缺乏竞争力。２０１４ 年中国 “Ｃ３４ 储存和运输辅

助”和 “Ｃ５３ 人体健康和社会工作”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也明显大于印

度，且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前向参与度的大幅度增长，但这两个行业的竞争力

仍不突出。２０１４ 年印度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数高于中国的细分行业数量虽然

较少，但较 ２０００ 年有所增加。

２． 相关建议

（１）适度加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度。

中国服务业的实际开放程度远不及制造业，一些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对外

开放时间较晚，市场自由化程度较低是中国服务业全球竞争力提升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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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放宽管制，简化进入手续，适度加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度一方面有利于

中国从事各类服务业细分行业的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又有利于国外

企业进入国内市场。

国内企业为了更好、更快地融入国际市场就必须快速适应国际水平，这

将促进我国国内各服务业企业技术水平、生产效率等的提升，同时由于逆向

技术溢出效应等的存在也会提升我国服务业企业的发展水平。国外一些发展

较好的服务业企业也愿意进入中国，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使国内原有的一

些垄断被打破，一些垄断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学习、提升效率、寻求创新以谋

得生存，非垄断行业同样也在外力的推动下加强学习，这样一来服务业整体

发展水平就会有所提升。另外，国外的服务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多伴随着外

资的流入，合理地利用外资可以帮助我国实现服务业增加值出口贸易结构的

优化，进而脱离原有价值链低端的环节，跨越发展陷阱，向 “发起者”的地

位转型，提高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但也要注意与一些服务

业市场开放相伴的风险，在加大服务业市场开放度的同时也要保持本国服务

业发展的独立性。

（２）加强人才培育及引进。

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依靠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增长，即数量上的增长，还

要依靠从事服务业人员的素质、能力的提高，即质量上的提升。产业的发

展离不开人才的智力支撑，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

的下游，且获益能力较弱，加强人才培育及引进一方面可以提升中国现阶

段处于全球价值链下游位置的获益能力，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全球价值

链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使中国在保持现有竞争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培育出新

的竞争优势。

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都能满足对从事服务业人口数量的需求，但人

员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可以看到，印度的精英式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技术

人才，这为印度技术类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中国也应在普及教育

的基础上加快高技术人才的培养，以适应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要求。一方面，

中国要加大服务业科学教育资金的投入，鼓励培养高素质人才，让企业、学

校有能力支持人才培养；另一方面，要从培养途径入手，在方式上不断创新，

建立高效的培育机制，如加强政府与企业间的合作、促进产学研间的联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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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鼓励高校开设相关课程、支持企业或专门机构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等。

但我们也要看到培养人才需要一定的时间，短期内要想获得各类服务业的均

衡快速发展还可以借助高技术人才的引进。通过向国外高级人才提供居住、

工作上的便利，实现人才引得进也留得住，及时弥补我国服务业发展上的不

足，建立快速高效发展的长效机制。

（３）多种类型的服务业协调发展。

多种类型的服务业协调发展不仅有利于完善我国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使

各服务业细分行业在一定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我国服务业应

对外部不利的冲击的能力，避免发展过程中的不利变动。多种类型的服务业

协调发展还是我国提升服务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有效途

径，有利于我国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

很长时间里，我国服务业的发展都依赖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和较为丰

富的自然资源，但这些服务业细分部门所带来的国内增加值并不高，且这

些优势也是其他一些国家具有的，随着我国这方面优势的减弱，我国服务

业很难体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的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服务业等

现代服务业起步较晚，目前，我国的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出口额较低，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仍较低，比

不上印度及其他一些国家。另外，我国多通过提高后向参与度来提高这些

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这导致我国服务业的发展结构仍不

理想，阻碍了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当前多种服务业间的联系

有所加强，各种类型的服务业在相互作用下持续发展，孤立地发展某一服

务业细分行业不利于我国服务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良

好发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们更应抓住机遇快速实现多种类

型服务业的均衡发展，既要充分发挥原有优势，又要加强创新，增加服务

业技术含量，提升服务质量，全面提高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

度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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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ＯＦＤＩ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世界范围内经济持续疲软，需求不振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国际

贸易环境持续恶化，经济全球化面临挑战。而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

公司的投资并购活动日益增多，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的对外

投资将生产活动分散到了不同的地区，实现不同环节的增值和资源的全球化

配置，构成了全球价值链。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中，发达国家具有先发优势，

长期占据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营销等上游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则多位于加工

制造的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长此以往将面临价值链 “低端锁定”的困

境。中国正面临经济转型，目前已在国际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了投资并购活动，

为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

升级成了中国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OFDI对于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的研究

对国内外关于 ＯＦＤＩ 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的相关文献梳理发现，多数

学者采用了案例分析和实证检验的方式开展研究，研究发现一国的对外投资

可以促进本国某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实证研究多是对 ＯＦＤＩ 促进全球价

值链升级的机理展开分析，并探讨有哪些因素可以实质性影响某国某产业的

全球价值链地位。

Ｎｉｇｅｌ Ｄｒｉｆｆｉｅｌｄ （２００３）在相关研究中指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由

跨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驱动的，而是希望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的优

越技术。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对象主要取决于东道国内部的技术短板，即一

国倾向于对外投资并获取国内欠发达的技术，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并

且通过实证检验欧洲国家制造业的这种 “反向溢出效应”的存在。结果表

明，国内部门产生的技术溢出到外国跨国企业，但这种影响仅限于研发密集

型行业，同时实证的结果还表明，这些溢出效应受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而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仅限于外部技术不太可能成为激励因素的部门。Ｅｌｉ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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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ｕｌｉａｎｉ （２００５）通过分析发现，各国的 ＯＦＤＩ 具有投资集中化的特点，并且

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和全球价值链升级呈正相关关系。Ａｎｄｒｅｆｆ

（２００９）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放市场、吸引外资

等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且逐步通过提高技术获得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刘

伟全 （２０１１）建立了 ＯＦＤＩ的理论模型，研究了 ＯＦＤＩ对于一国全球价值链的

升级的作用，发现企业的产品销售总量，以及行业雇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会

直接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决策。Ｈｅｒｚｅｒ （２０１２）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

资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 ＯＦＤＩ 对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效果并不显著。姚博

（２０１２）从生产效率的角度考虑，探讨行业之间转移的溢出效应与全球价值

链地位提升之间的关系。Ｊｕａｎ Ｓ Ｂｌｙｄｅ （２０１４）通过研究得出 ＯＦＤＩ 在全球范

围内的分散生产将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升级，在要素禀赋最优的国家生产，控

制生产成本达到产业的升级。Ｓｈａｍｅｌｉａ Ａｚｍｅｈ 通过研究发现，亚洲的服装公

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了显著提升，其中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

很多学者针对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也做了深入研究，并且大部分研究显

示，中国的对外投资活动对于提升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积极意义。

Ｗｅｉ Ｚｈａｏ （２０１０）根据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出现了显著增长。研究着眼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自身生产力增长

的影响，以及这种增长的两个具体原因，即技术获取和效率提高。采用实证

的方法，利用 １９９１—２００７ 年 ８ 个发达国家接受中国 ＯＦＤＩ的数据进行了检验。

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研究时间段内对改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有

利的溢出效应，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样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

通过对 ＶＡＲ模型分析还可以看出，国内研发资本存量是生产力增长的最重要

来源，对技术进步的贡献更大。中国可能会继续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全要

素生产率可能会跟随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而增长，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可能

会效仿中国的有效做法。Ｐａｖｉｄａ Ｐａｎａｎｏｎｄ （２０１３）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研究

了跨国企业本地子公司的国际扩张问题，以及如何扩张和扩张的原因。从全

球价值链 （ＧＶＣ）的角度来看，最初成立的为当地产业开展生产活动的子公

司并不希望长期保持在最低附加值的位置，因此这些跨国公司会积极采取措

施摆脱这一处境。针对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价值升级，应该通过对外

直接投资的方式，在更为先进的国家采取本土化经营的战略，从而实现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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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战略不仅有助于跨国公司获得内部收益，而且还有助于改善其在全球价

值链中相对的外部地位。

二、GVC视角下 OFDI影响中国全球价值链的机理分析

（一）边际产业转移效应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产业转移即将某国或某地区的部分产业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者地区，这

一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应就是产业转移效应。在此基础上，日本经济学家小

岛清提出了著名的边际产业转移效应，该理论分析了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及

实现方式，并且认为一国应该优先将正在丧失优势的产业对外进行转移，从

而实现内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的转移本质上是对要素配置的一种改

进，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出的一方作为转出地，接受产业转移的一方作为

转入地。对于转出地来说，根据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一个产业的要素持续地

增加，在达到某个特定的程度时，所提供的价值增量便会递减，由此产生的

产业集中过度，表现出恶性竞争的市场，这时向外转移这部分过剩的产业，

减少相关要素的供给，将更多的资源投入高新技术产业中，实现资源的有效

图 ４ －１００　 边际产业转移效应示意图

配置，就能恢复经济利益的增长，同时也为发展更为高级的产业留出空间。

对于以劳动力优势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转入地来说，某类产业的转入有助于调

整本地产业的结构，实现农业向工业化的转变，同时给当地带来大量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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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促使农业人口进城务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也有助于当地城市化

的进程。转入地国家生产活动的迅速发展带动对外贸易的进步，使国民生产

总值得以提高，推动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

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对外实现产业转移提供了现实路径。自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采用了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图刺激经

济的持续增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粗放型发展的产业得以继续扩张，造成

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尤其以煤炭、钢铁、水泥等能源和原材料产业为甚，中

国以前赖以成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逐渐丧失了

优势。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化解我

国过剩的产能提供了新的办法，从中亚延伸到欧洲大陆广阔的经济腹地给我

国相关产业转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结合这些地区的优势区位因素，对我国

向外进行产业转移产生了巨大的拉力作用。通过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

力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地化解国内的过剩产能，并且逐步扩展到经

贸、文化、民生等多个领域的合作。同时，我国国内内需不足和劳动力成本

持续上升的问题也推进了产业转移向外延伸，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推力，推力

作用和拉力作用相结合，形成了我国产业转移的原始动力。

２０１６ 年，中国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１２９４ １ 亿美

元，占中国 ＯＦＤＩ存量的 ９ ５％。转移出去的过剩产业给当地国家带来了就业

机会和经济水平的增长，促进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与人文交流，

使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从而形成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而对于我国来说，

产业转移进一步拓展了海外市场，留下的空间以及闲置的资源将被高新技术

产业迅速填补，这将有效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目标及促进经济的可持

续增长。

（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

通过 ＯＦＤＩ获取逆向技术溢出，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水平升级

的重要方式。投资国对东道国采取新建投资、并购和合作研发等方式，通过

与当地企业和机构合作的方式，获得先进的技术和专业人才，直接服务于海

外企业，使海外投资企业获取利润；或者通过技术和人才输送，经过消化吸

收和再创新，转化成为本国的优势技术，从而形成本国自身的竞争力。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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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溢出效应多发生在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和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

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拥有理想的技术研发环境，动态的前端市场也为技术的

发展进步提供了良好的实验田，发展中国家通过并购或合作研发的方式，直

接获取发达国家成熟的技术，将技术反馈转移给本国；通过本土化经营，直

接利用东道国的人才优势，并且定期派出本国的人员前去学习，吸收培养高

端技术人才；利用东道国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倒逼创新能力和市场适应能

力的提升，以更有利于把握市场的需求；通过合作研发，提升科技创新的意

识和能力，积极转化研究成果反哺企业，使企业不断有新的资本投入研发之

中，实现良好的研发反馈机制，形成有益循环。通过以上途径，投资国能够

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提升本国产业的附加值，从而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地位。

近年来，我国的跨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展开了广泛的投资并购活动。２０１６

年，中国的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行业涉及制造业、交通运输、电力能源等 １８

个行业大类，其中金额及影响力较大的投资并购案例包括中国信达资产管理

公司 ８８ ８ 亿美元收购南洋商业银行 １００％股份，海尔 ５５ ８ 亿美元收购通用电

气家电业务，腾讯收购芬兰 Ｓｕｐｅｒｃｅｌｌ公司 ８４ ３％股权等。２０１８ 年初，我国汽

车民族品牌吉利汽车继 ２０１０ 年收购沃尔沃汽车后，又宣布收购奔驰母公司戴

姆勒集团的部分股份，成为集团公司的大股东并且享有表决权。戴姆勒作为

奔驰的母公司，是世界性的汽车制造公司之一，在世界汽车市场上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拥有先进的汽车制造技术，而我国民族品牌吉利汽车在多品牌

多元化发展的道路上也急需新能源方面的汽车制造技术。交易双方今后将在

奔驰汽车的本土化发展、新能源汽车研发制造、清洁能源研发等领域开展广

泛的合作，鉴于此次合作带来的积极正面的影响，合作双方一拍即合。这次

收购又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吉利汽车不仅在国际汽

车市场上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强化了品牌效应，同时也通过这次收购掌握

了德国汽车工业的技术，可谓一举两得。我国政府鼓励企业积极 “走出去”，

通过资本的力量换取技术的进步，但是坚决制止在海外盲目投资和不理性投

资，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

ＯＦＤＩ是我国获取先进技术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学习吸收先进的技术，

实现由模仿到创新的过程，用最经济高效率的方法掌握核心技术，提高我国

２７８



自主创新的能力。另外，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逐步提升，我国自

身的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源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的

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强大的综合国力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直接保障，中国政

府也在不断加强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鼓励企业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并购活

动，积极加强对外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且已经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

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证，对外投资能力的增强也会促进我国 “走出去”的

企业获取更多的逆向技术溢出，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更好地为我国

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三、OFDI对于中国 GVC升级的影响实证分析

（一）理论分析

本部分为了实证模型的科学性，特结合经济学理论常识，对模型变量的

选取进行理论分析。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探究 ＯＦＤＩ 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

影响，ＯＦＤＩ将作为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同时加入一些经济贸易学科中常用

的经济指标做控制变量，使整个模型的结果更加科学。

结合前文的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是有促

进作用的，通过边际产业转移效应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仅转移了过剩产

能，而且为国内高级产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转

型升级。同时，中国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

进作用，外商带来了国内发展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使相关产业链的上下游也产生了联动效应，实现整个链条的升级。但是随着

中国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近年来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对产业的促进作

用也在逐渐减弱，其中的负面效应还有待研究。ＧＤＰ 作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

要指标，对价值链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宏观经济的发展将为各行各业提供

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在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发展良好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进

出口贸易总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其中出口总量将为产业发展带来大量的外

汇，企业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进一步提升技术、管理经验、人力资源等层面

的能力，特别是人才的引进，推进相关产业向上游环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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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为研究 ＯＦＤＩ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选取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

（ＧＶＣ＿ Ｐ）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作为解释变量，为

了剔除其他因素对实证模型结果的干扰，增强该模型的科学性和解释性，选

取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和进出口贸易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包括外商直接投

资 （ＦＤＩ），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总产出 （ＧＯ ＿ Ｐ），行业雇员人数

（ＥＭＰ），总出口 （Ｅ），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另外，考虑到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将 “一带一路”倡议 （Ｐ）作为

虚拟变量加入实证模型。

本部分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获得性，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做实证研究，

选取了中国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共 １１ 年的 １６ 个行业的数据，这 １６ 个行业涵盖了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行业分别是农、林、牧、

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能源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

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和

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本部分选取的数据来源真实可靠，其中全球价值链地位 （ＧＶＣ＿ Ｐ）经

计算取得，数据来源于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 （ＯＦＤＩ）、外

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来源于中国历年统计年鉴，总产

出 （ＧＯ＿ Ｐ）、行业雇员人数 （ＥＭＰ）、总出口 （Ｅ）数据来源于 ＷＩＯＤ 投入

产出数据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经计算取得，数据来源于 ＵＩＢＥ

ＧＶＣ Ｉｎｄｅｘ数据库。以上数据均由作者计算整理而得，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

真实性。

（三）模型建立

基于从相关数据库获得的数据，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６ ０ 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混

合回归。构建混合估计模型，本文建立的混合估计模型如下：

ＧＶ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ｔ ＝ ｃ ＋ β１ＯＦＤＩｉｔ ＋ β２ＦＤＩｉｔ ＋ β３ＧＤＰｉｔ ＋ β４ＥＭＰｉｔ ＋ β５ＧＯ＿ Ｐｉｔ ＋

β６Ｅｉｔ ＋ β７ＲＣＡｉｔ ＋ β８Ｐｉｔ ＋ μ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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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详见上文，ｃ为常数项，μ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部分采用了 Ｅｖｉｅｗｓ ６ ０ 软件做计量分析，为了保持准确性避免产生伪

回归的现象，首先运用 Ｌｅｖｉｎ，Ｌｉｎ＆Ｃｈｕ 法、ＡＤＦ 法、ＰＰ 法对 Ｐｏｏｌ 序列进行

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 ４ － ２９。

表 ４ －２９　 Ｐｏｏ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统计量 Ｐ值 结论

Ｌｅｖｉｎ，Ｌｉｎ＆Ｃｈｕ １０ ６５８１ 不平稳

ＡＤＦＦｉｓｈｅｒ １９９ ４１１ 不平稳

ＰＰＦｉｓｈｅｒ ２１９ ２２２ 不平稳

　 　 注：表内数据是系数；表示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系数在 ５％水平上显

著；表示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检验结果表明，Ｐｏｏｌ序列在 ５％的显著水平下是不平稳的，存在单位根。

据此，对 Ｐｏｏｌ序列做一阶差分 ＡＤＦ检验单位根，如表 ４ － ３０ 所示。

表 ４ －３０　 Ｐｏｏ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一阶差分）

统计量 Ｐ值 结论

Ｌｅｖｉｎ，Ｌｉｎ＆Ｃｈｕ － １１ ９１５９ 平稳

ＡＤＦ － Ｆｉｓｈｅｒ ６４２ ５１３ 平稳

ＰＰ － Ｆｉｓｈｅｒ ８３８ ６０８ 平稳

　 　 注：表内数据是系数；表示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系数在 ５％水平上显

著；表示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经检验，一阶差分后差分 Ｐｏｏｌ序列是平稳的，符合 Ｐｏｏｌ序列各变量之间

存在协整关系的条件，可运用混合回归分析，检验 Ｐｏｏｌ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

在协整关系。

协整检验，是为了验证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

均衡关系，具体的步骤是先用 ＡＤＦ 法、ＰＰ 法检验判断残差序列的平稳性，

继而进一步用 Ｐｅｄｒｏｎｉ检验和 Ｋａｏ检验判断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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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整关系。

对回归方程 ＧＶ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ｔ ＝ ｃ ＋ β１ＯＦＤＩｉｔ ＋ β２ＦＤＩｉｔ ＋ β３ＧＤＰｉｔ ＋ β４ＥＭＰｉｔ ＋

β５ＧＯ＿ Ｐｉｔ ＋ β６Ｅｉｔ ＋ β７ＲＣＡｉｔ ＋ β８Ｐｉｔ ＋ μｉｔ 做 Ｐｅｄｒｏｎｉ检验和 Ｋａｏ检验，验证 Ｐｏｏｌ

序列各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４ － ３１。

根据表 ４ － ３１ 检验结果显示，在 ５％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 Ｐｏｏｌ

序列存在协整关系，排除了伪回归的可能。

表 ４ －３１　 Ｐｏｏｌ序列的协整检验结果

检验方法 统计量名称 Ｐ值

Ｋａｏ检验 ＡＤＦ ３ １７５７８９

Ｐｅｄｒｏｎｉ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Ｐ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１２ ７４４３７

Ｐａｎｅｌ Ａ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３ ２３５７４６

Ｇｒｏｕｐ Ａ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２２ ８１６６７

Ｇｒｏｕｐ Ａ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 ２ ３５６４６６

　 　 注：表内数据是系数；表示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系数在 ５％水平上显

著；表示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在模型 １ 中，加入了所有解释变量，实证结果表明，所有解释变量均通

过了显著性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４ － ３２ 所示。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在模型

１ 的基础上，保留变量 ＯＦＤＩ、ＦＤＩ、ＧＤＰ、ＧＯ＿ Ｐ、ＲＣＡ，逐步加入控制变量

ＥＭＰ形成模型 ２，加入控制变量 Ｅ形成模型 ３，加入控制变量 Ｐ形成模型 ４。

表 ４ －３２　 各混合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ＯＦＤＩ
１ １８Ｅ － ０８

（８ １４Ｅ － ０９）

６ ０９Ｅ － ０９

（６ ６６Ｅ － ０９）

２ ３８Ｅ － ０８

（６ ８７Ｅ － ０９）

１ ０９Ｅ － ０８

（７ ２２Ｅ － ０９）

ＦＤＩ
３ ９６Ｅ － ０７

（３ ８７Ｅ － ０８）

４ １７Ｅ － ０７

（３ ８５Ｅ － ０８）

３ ０７Ｅ － ０７

（３ ８４Ｅ － ０８）

３ ０９Ｅ － ０７

（３ ８３Ｅ － ０８）

ＧＤＰ
－ ９ ８８Ｅ － ０６

（１ ５３Ｅ － ０６）

－ ９ ２７Ｅ － ０６

（１ ５４Ｅ － ０６）

－ １ ３１Ｅ － ０５

（１ ５３Ｅ － ０６）

－ １ ３４Ｅ － ０５

（１ ５５Ｅ －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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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ＧＯ＿ Ｐ
０ ００６９

（０ ００１８）

０ ００８７

（０ ００１６）

０ ００９３

（０ ００１７）

０ ００７０

（０ ００２０）

ＲＣＡ
１ ７２４５

（０ ３５２３）

１ ７７１２

（０ ３５５０）

１ ６０５０

（０ ３８８５）

１ ７３０６

（０ ３８６４）

ＥＭＰ —
－ ３ １１Ｅ － ０６

（５ １８Ｅ － ０７）
— —

Ｅ — —
－ ５ １７Ｅ － ０６

（２ ４３Ｅ － ０６）
—

Ｐ — — —
－ ０ １７６０

（０ ００８６）

ｃ
１ ５０７６

（０ ３６７１）

１ ３８００

（０ ３６００）

１ １１８６

（０ ３９０８）

１ ３７９６

（０ ４０２４）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８５８９ ０ ８５９０ ０ ８２７８ ０ ８２７４

　 　 注：表格内数据是系数，括号内的数是标准误；表示系数在 １％ 水平上显

著；表示系数在 ５％水平上显著；表示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从表 ４ － ３２ 中实证的结果来看，所有的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ＯＦＤＩ在 ４ 组模型中均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 ＯＦＤＩ 与

ＧＶ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增加，各行业

将获取更多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并运用于国内行业的升级，对过剩

产能的转移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会逐渐提高各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这与之前的理论预期分析一致。ＦＤＩ与 ＧＶ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同样呈正相关关系，外

商直接投资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资金和技术，培育了我们自己的行业

基础，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效应。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呈正相关关系，具有比较优势地位的行业更容易在

价值链中获得上游地位，这也符合之前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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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结果表明，行业的 ＧＤＰ、雇员人数和出口量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呈负

相关关系，并没有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这与我国发展中国家的

现状也有一定的关系。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贸易量大但是在国际

贸易中的话语权很低，导致在出口方面经常陷于反倾销调查等被动局面之中，

加之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量巨大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国内附加值低，

即使这类行业在国内获得了较高的经济产值，也并不代表行业的先进程度，

同样的，大量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也并不意味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这

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劳动密集型行业里雇员人数的多少将给全球价值链地位

带来负向影响。“一带一路”的政策变量 Ｐ 没有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正向

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于 ２０１３ 年由习近平主席正式提出，后经过几年的完

善及实际建设，很多对外投资项目在沿线国家已经开花结果，不仅对于当地

的经济发展而且对于投资企业的经济效益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实现了和沿

线国家多方位的合作。但是从政策的实施，到成果向国内的转化，存在一个

传导时滞效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经济的实际影响需要时间的检验。

另外，囿于本次实证的时间范围，政策因素并没有呈现出积极的效果。

四、OFDI促进中国 GVC升级的影响的建议

２０１７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 ８０ 万亿元人民币，又迈入了一个新

的台阶，经济增长速度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实现了首次回升，我国经济的回暖，将

对世界各国经济复苏产生积极的良性影响。我国要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全球的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使世界各国人

民都能享受到合作共赢带来的实惠。中国经济的发展由高速发展阶段进入中

高速发展的新常态之中，不仅面临着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产能过剩的问题，

还要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经济转型迫在眉睫。本文分析得出，中

国必须积极应对挑战，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进一步

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突破。我国政府应该继续

坚持已有的政策，保持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扶持力度，合理引导对外投资事业

实现稳健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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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 “ 走出去 ” 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日益广泛，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加入对外投

资的大军之中，形成了国企和民企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我国应该进一步推

进 “走出去”战略的实施，采用绿地投资、跨国并购、股权投资、合作共建

等方式不断加强对外投资的深度和广度。目前我国 “走出去”已经从企业的

个体行为，发展转化为各类产业园区的 “走出去”，特别是在 “一带一路”

倡议的号召下，我国已在海外建立了数十个产业园区，这些园区在政府的主

导下投资建设，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吸引企业进驻，为进驻企业提供了政策、

资金等配套服务的保障。已经建成的园区中多数为制造业和工业类园区，这

有利于发挥各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提高当地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同时海

外园区的建设对于我国来说也是一次重要的机遇，多边合作的良好发展环境

将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国际上塑造出我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

的形象。

我国对外 “走出去”不仅要实现资本 “走出去”，而且要实现人才、技

术、管理经验的对外交流。前期通过资本的力量在国外投资设厂，完善配套

设施建设，充分发挥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实现资本的高效畅通的流动，

后期通过富有管理经验的人才开展先进技术的交流，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和帮助，使海外产业园区和合作企业迅速发展，形成自

身的竞争力。国家应该继续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对于有实力的企业，应

该积极帮扶，广泛地进行宣传动员，成立专家团队，对企业相关管理和技术

人员定期进行培训，使其掌握必备的海外投资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规避相

关风险，同时相关部门应及时整理国际投资趋势变化情况以及政策变动的相

关报告，免费发放给 “走出去”企业学习，帮助企业有效预防对外投资风

险，实现稳健投资的目标。对于 “走出去”的企业，国家应给予减免税收、

出口补贴等优惠政策，积极为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现实问题，培育世界知

名的龙头企业，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对企业给予政策支持的同时，也应该

加强监管，对于国内 “走出去”企业按照行业分类的原则详细登记记录，对

于企业经营情况仔细摸排调查，实现海外资产有底可查、有法可管的有效监

管，切实提高我国对海外资产的合理配置，防止系统性的风险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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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坚持以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积极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推

动一个国家发展前进的动力源泉，坚持将创新摆在重要位置，才能在国际竞

争中形成核心竞争力，面对世界科技革命的重要机遇和我国国内经济新常态

的发展情况，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无疑是激发经济持续增长的不竭源泉。政府

应立足于经济发展规律，深刻把握经济发展的需求，增加研发投入，加大对

各个行业创新事业的支持，引导国内企业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代化水平，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革新旧有

的生产方式，通过改革升级的方式拓展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积极发展新兴

产业，特别是在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核能、清洁能源等关乎国计民生的新

兴领域，实施科技补贴，促进企业加快转化研究成果，并且积极转化吸收由

ＯＦＤＩ带来的先进技术经验，实现从 “中国制造”到 “中国智造”的转变。

应该重点扶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金融、电信、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主要

产业为依托，积极推动服务业的现代化升级，为我国 “走出去”企业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要促进科技成果的创新，还要从

制度创新的层面着手，坚决破除阻碍创新的不合理的制度和思想，探索一种

能够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的制度建设，切实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培育新兴产

业以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自主创新的方式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加快

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拓展多边贸易往来，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通过技

术革命引领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两端延伸，向更高附加值的环节升级。

（二）积极引导企业对外投资多元化

我国的对外投资行业应该多元化，改变长期以来对外投资以矿产、基建

为主的状况，应该对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加大投资，力求呈现出大分

散小集中的特点。对人文社科类、体育类、娱乐类行业适度投资，避免部分

企业在海外盲目投资，造成国内资本外流的情况。投资方式应该进一步多元

化，广泛采用股权投资、直接投资、合作建设等投资方式，因地制宜选取最

合适的进入模式。

我国对外投资主体目前已经由国企、央企主导的局面变成了民营企业和

国有企业齐头并进的态势，非国有资本对外直接投资占比逐渐增大，已经占

据了我国对外投资总量的近二分之一且总量持续提高，已经成为我国海外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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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事业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世界范围内的多

边合作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民营企业 “走出去”的过程

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存在对外投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不符合对

外投资相关规定的擅自决定，因对外投资过程中违反当地的政策法规或破坏

了当地的环境而造成的社会问题，更有企业通过国家对海外投资企业的相关

优惠政策，骗取资金补贴，甚至通过海外投资做掩饰，实则转移国内资产，

达到洗钱的不法目的。因此，国家相关部门高瞻远瞩地颁布了 《民营企业境

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的规定，要依法规范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政府

应该定期举办讲座以及培训班，对海外投资企业进行普法教育，引导企业树

立遵纪守法的海外投资意识，杜绝盲目投资、违法投资、恶性竞争等行为，

形成政府总体把控，企业依法依规办事的健康合理的模式。对于志在拓展海

外事业的小微企业，应该采用抱团取暖的方式，成立合作联盟，集合多家企

业的力量，共同参与对外投资活动，这有利于企业之间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

效应，对于我国相关产业整体水平的提升也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投资目的地的选择也应该多元化。目前我国投资对象主要还是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对沿线国家投资存量有显著的提

升，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但是也应该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譬如政

治风险、安全风险等不稳定因素，投资时应该注意规避此类风险。我国对外

投资的企业，代表的已经不是企业本身，而是代表着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

应该坚决防止伤害当地利益的事情发生，海外投资企业应该加强与当地居民

的交流，为当地的就业、环境保护、工商业发展做出中国企业的贡献，将对

外投资做成一项互帮互助、互利共赢的事业。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还略显

不足，应加强对欧盟国家、北美国家的投资，在这些国家投资的风险较发展

中国家的风险低，且具备良好成熟的投资环境，基于我国企业对技术和经验

的追求，欧美国家应该是理想的投资对象。我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还处于起

步阶段，对外投资风险还很高，特别是欧美国家经常借国家安全、环境保护

等事项的名义，否决我国企业的投资活动。另外，法律和工会方面也经常给

我国企业制造麻烦，处理公司与外籍员工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物力，为了避免这些现象的出现，我国企业也需要增强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积极主动与我国政府和驻外领事馆联系，解决纠纷，同时也要做好投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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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规避风险。目前世界经济低迷，发达国家也面临着国内需求疲软、对外贸

易乏力的局面，此时发达国家的一些优质资产正处于低价，我国应该主动抓

住机遇，广泛开展投资并购，充分利用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获取国外的技术，

实现国内资源的有效充分利用。

（三）大力培养和引进高新技术人才

全球价值链的两端升级需要知识和技术的力量，而技术知识力量的发展

和经济发展又是相辅相成的，经济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力量，人力资源

才是第一生产力，全社会有必要形成一种尊重人才和尊重知识的良好风气，

以培育高端人才促进我国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海外留学归

国人数持续上升，展现了我国对于人才的吸引力，下一步必须继续提高引进

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引进的人才要与我国发展的高端产业相结合，要设置合

理的人才引进激励机制，对世界一流的专家学者、相关领域的领军式人物要

增加引进力度，不仅要在待遇上给予物质奖励，还要在国家级的奖项上给予

精神奖励，使产学研相结合，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除了吸引

外来人才以外，还要大力建设内部人才培育机制，破除以往选拔人才的弊病，

设置合理的指标选人用人，力争做到人尽其用，激发出最大的个人价值。政

府应该建立完善的选人用人机制，创造出一整套为高端人才服务的政策体系，

不仅要在待遇上给予保障，更要使人才产生工作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在多重

激励措施下，使这些人才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在现有的长江学者、青年学者、

百人计划、千人计划的基础上，应该开展专项人才引进计划，对于在某个研

究领域有突出研究实力的人才，应该不拘一格地引进启用。各级地方政府也

应该研究制定吸引人才的相关规定，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标准，引进的人才

要符合本区域优势产业的发展方向，积极引进对本地区发展有益的人才，同

时也要避免人才队伍出现形式化和官僚化的倾向，加强对人才队伍的思想教

育和政治引导，从生活、工作、情感等多个方面为人才队伍排忧解难，使他

们真心实意地投入国家的建设之中。

引进人才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长久以来，我国对于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缺失，创新企业的权益和专利产品得不

到保护，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却获得了巨大的利益，造成社会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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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 “拿来主义”的浮躁气氛，这不利于创新创业事业的发展。我国政府相

关部门应立即着手加强对知识产权和专利的管理，引进国际标准，逐步完善

国家知识产权和专利项目库，实现全国联网可查，避免同类同质产品的重复

注册，对于独创性的领先技术和专利应该专门保护。建立专利技术保护防火

墙和研究院，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同时，对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也进行有针

对性的研究和处置，避免此方面问题导致我国企业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的

损失。

总而言之，我国政府在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过程中，除了提高待遇和

生活方面的保障以外，更要建立合理的制度保障，坚持用制度管人，创造良

好的发展氛围，让人才队伍在充分自由的宽松环境下工作，从而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使国内外专家人才愿意来到中国、建设中国，进而促使我国成为

全球高端人才的聚集地。人力资源的积累，特别是高端技术人才的引进，将

推动我国创新创业的发展，将为我国的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

注入强大的发展动力，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全面促进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

的提升。

（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的边际产业转移效应，我国加大了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消化了国内水泥、钢铁等行业的过剩产能，并且转移了

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产业之后在国内形成了产业空白，政府应该继续

发挥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桥头堡的作用，继承先发优势，运用资金技术承接高

新技术产业，填补这些产业空白，率先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特别是在

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群实现产业升级，进

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以区域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充分

发挥这些城市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中部地区的发展要持续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形成以城市、县城带动乡村发展的模式，发展现代化

农、林、牧、副、渔业，改变我国农村地区农耕生产方式落后的局面，提升

我国第一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更好地融入国际分工之中。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不仅要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同时要注重东西部、

２８９



南北方的区域协调，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这些战略都促进了我国区域的协调

发展。特别是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 “一带一路”建设，使我国西部广袤的内

陆地区有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我国西部地区也迎来了

加速发展加工制造业和口岸贸易的机会，利用西部地区的资源要素禀赋，加

大对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发展制造加工业基地，实现资源就地加工，从而

逐渐发展成一条完善的化工产业链，同时加强与之配套的物流交通业的建设，

形成铁路、公路和航空三位一体的中亚交通枢纽，为经济走廊的建设铺设一

条 “快车道”。西部地区作为 “一带一路”的先驱，起到了推动形成我国改

革开放新格局的作用，增加了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可以有效增强我国与邻

国之间的协同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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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减速对经济的冲击

随着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及信息通信技术的革

新，产品生产跨越多个国界的现象日益普遍，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发

展。全球价值链生产成为全球生产的重要方式，引领了全球技术创新，拉动

了全球贸易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 “逆全球

化”的趋势，世界贸易总量增速从经济增速的 ２ ３ 倍下降为与经济增速持

平的水平，近两年甚至低于经济增速，全球价值链发展也呈减速趋势。我们

对全球价值链变迁及其对全球贸易和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

一、全球价值链的发展特征与影响

（一）全球价值链是世界贸易和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全球价值链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增长。一方面，作为全球价值链生

产主要体现之一的中间品贸易规模迅速扩张。１９９５ 年以来全球中间品贸易占

全球总贸易的比重一直在 ５０％以上，而且不断提高，２０１４ 年接近 ６５％ （见

图 ５ － １）。另一方面，在最终贸易品生产中，也有一部分是由全球价值链拉

动的。根据我们的测算，２０１４ 年全球最终品出口总值中有 ２５ ５％来自全球价

值链。从全球贸易增长来看，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间品贸易对全球贸易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６７ ２％。同时，全球价值链推动了最终品贸易增长 ４３ ０％，借此推

动全球总贸易增长 ９ １％。综合起来，全球价值链对全球总贸易增长的贡献

率高达 ７６ ３％。无论从规模占比还是从增长贡献来看，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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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均已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图 ５ －１　 全球贸易中中间品贸易规模及占比变化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据联合国

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１９８０—１９９９ 年，全球货物出口平均增速在 ６％以上，

１９９９—２０１１ 年出口平均增速达到 ８ ２％。２０１２年之前，全球贸易总量增速一直

高于经济增速，一般是经济增速的 ２ ３ 倍；其后，全球价值链发展减速，全

球贸易增速也下降，与经济增速持平，近期甚至低于经济增速 （见图 ５ －２）。

图 ５ －２　 全球贸易增速与全球经济增速及它们的比值 （１９８１—２０１６ 年）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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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南 — 南、南 — 北贸易的模式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不仅对全球贸易的总量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也使全

球贸易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具体而言，从总出口来看，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全球

贸易中发达国家出口占比逐年下降，发展中国家出口占比逐年上升，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６％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４％ （见图 ５ － ３）。

图 ５ －３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出口中的占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３数据库。

进一步将总出口划分为中间品出口和最终品出口。从中间品出口来看，

发达国家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中的占比不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逐年提

高，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７％ 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５％，提高了 １８ 个百分点 （见图

５ － ４）。从最终品出口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占比的变化趋势与中

间品出口相似，发展中国家最终品出口占比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５％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３％，也提高了 １８ 个百分点 （见图 ５ － ５）。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对

世界贸易总出口越来越重要，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出口和最终品出口的

相对规模实现同步扩张，从 １９９５ 年占世界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扩张到 ２０１１

年占据世界出口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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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４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中的占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３ 数据库。

图 ５ －５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最终品出口中的占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３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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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进口的情况，总体态势与出口一致。从总进口来看，在 １９９５—

２０１１ 年期间，全球贸易中发达国家进口占比下降，发展中国家进口占比逐年

上升，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４９％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４％ （见图 ５ － ６）。

图 ５ －６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进口中的占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３ 数据库。

进一步将总进口划分为中间品进口和最终品进口。从中间品进口来看，

发达国家占比呈下降趋势，发展中国家占比略有上升，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５０％升

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５％，提高了 ５ 个百分点 （见图 ５ － ７）。从最终品进口来看，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占比的变化，与中间品进口的相似，发展中国家的最终

品进口占比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４７％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３％，提高了 ６ 个百分点 （见

图 ５ － ８）。由此可见，无论是中间品进口，还是最终品进口，发展中国家在

进口市场中的相对规模都有所扩大。

综上，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这段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中间品贸易快速扩张

时期，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贸易中，不仅在出口市场中占据了

更大份额，在进口市场的规模也相对扩大。不过，最主要的变化是发展中国

家的出口占比显著提高。在 １９９５ 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仅占全球出口的四分

之一左右，而进口占全球进口的一半；到 ２０１１ 年，在全球出口中，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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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７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中间品进口中的占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３ 数据库。

图 ５ －８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最终品进口中的占比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３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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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占比接近 ４５％，几乎与发达国家各占一半市场，与此同时，进口占比略微

超过了 ５０％。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比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价值链的

发展。跨国生产链条不断拉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被纳入生产链并在生

产链上定位，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出口 （定位于前端）和最终品出口

（定位于末端）都大幅增加。２０１１ 年之后，全球价值链发展放缓，发达国家

进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稳中有升，发展中国家从原来的逐年上升转为稍

有下降。

（三）垂直专业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可以视为垂直专业化不断深入的过程。每个

国家只参与产品生产的某个或某些特定的阶段，而且生产阶段的分割越来越

精细。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０１）首次定义了垂直专业化的概念和度量指标，使得

全球价值链的测量成为可能。根据 Ｈｕｍｍｅｌｓ 等 （２００１），垂直专业化是用于

生产出口产品的进口投入，基于一国的投入产出表将一国的出口分解为国

内增加值 （ＤＶ）和国外增加值 （ＶＳ），ＶＳ 占出口的比例可以反映该国的

垂直专业化程度。其后，Ｋｏ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４）、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７）在增加值贸易的框架下，对全球价值链的测量方法不断进行完善。

垂直专业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１２）。垂直专业化

程度的提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贸易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期间，从整体上看，全球垂直专业化率 （ＶＳ占出口的比例）

呈上升趋势，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２０％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６％；其间受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

机的影响，２００９ 年的垂直专业化率下降，不过很快就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

并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基本保持稳定。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传统贸易统计已不能

反映贸易的真实情况，所以一般用贸易增加值来作为贸易的统计指标。由于

传统贸易统计存在重复计算 （如中间品多次往返边境），所以一般高于贸易

增加值。因此，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用贸易增加值与 ＧＤＰ的比例，而不是

传统贸易统计与 ＧＤＰ 的比例，来反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度。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贸易增加值与 ＧＤＰ的比例，与垂直专业化率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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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看，贸易增加值与 ＧＤＰ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５％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０％，上升过程同样被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打断，之后很快恢复并基本维

持在 ２０％左右。综上，从垂直专业化与经济全球化的演变来看，垂直专业化

是经济全球化的实质 （见图 ５ － ９）。

图 ５ －９　 全球贸易增加值与垂直专业化率 （１９９５—２０１４ 年）

Ｗａｎｇ 等 （２０１３）提出了 ＷＷＺ分解方法，根据该方法，可以将出口产品

中的国外增加值 （ＶＳ）进一步分解为最终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 （ＦＶＡ＿

ＦＩＮ）、中间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 （ＦＶＡ＿ ＩＮＴ）和纯重复计算部分 （ＰＤＣ）。

从 ＶＳ结构变化来看，ＶＳ 比例的增加主要来自纯重复计算部分比例的上升。

具体而言，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在 ＶＳ 中，最终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 （ＦＶＡ＿

ＦＩＮ）比例下降了约 ５ 个百分点，中间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 （ＦＶＡ＿ ＩＮＴ）比

例基本不变，纯重复计算部分 （ＰＤＣ）比例提高了约 ６ 个百分点 （见

表 ５ － １）。因此，全球制造业出口的 ＶＳ比例上升，主要是由纯重复计算部分

比例的增加拉动的。

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生产链变得越来越长：一国中间出口品

被进口国用于生产下一阶段的中间产品，并出口到另外的国家，即中间出

口品被生产链的下个环节用于另一种出口品的生产。这种日益增多的多次

跨境中间品贸易，是导致纯重复计算部分的比例上升以及 ＶＳ比例提高的主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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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２０ 年之后，ＶＳ中的纯重复计算部分比例，很

可能会上升到与国外增加值比例相当的水平，成为垂直专业化的一个重要

特征。将纯重复计算部分 （ＰＤＣ）和中间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 （ＦＶＡ＿

ＩＮＴ）比例相加，２０１１ 年涉及中间品贸易的这部分已经超过全球制造业 ＶＳ

的 ６０％。

表 ５ －１　 全球制造业的平均垂直专业化的结构

年份
总出口 ／

亿美元

ＶＳ在出口中

比例 ／ ％

在 ＶＳ中的比例 ／ ％

ＦＶＡ＿ ＦＩＮ ＦＶＡ＿ ＩＮＴ ＰＤＣ

１９９５ 年 ４０２０２ ２２ ９ ４４ ６ ３４ ２ ２１ １

２０００ 年 ４９１６６ ２７ １ ４４ ７ ３１ ５ ２３ ９

２００５ 年 ７８５０６ ３０ ７ ４１ ３ ３１ ７ ２７ ０

２００７ 年 １０４７２４ ３２ ５ ３９ ７ ３１ ５ ２８ ８

２００９ 年 ９０９３７ ２９ １ ４２ ４ ３２ ７ ２４ ９

２０１０ 年 １０８７８７ ３１ ０ ４０ ７ ３２ ８ ２６ ５

２０１１ 年 １２４５８３ ３１ ５ ３９ ７ ３３ ７ ２６ ７

　 　 来源：基于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ｏｄ ｏｒｇ）数据测算得到。

不同国家和不同部门的 ＶＳ 结构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之间，这种异质性更为突出。以电气和光学设备出口为例，计算中国、

德国、墨西哥、日本、印度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 ＶＳ 结构。其中，对

于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这三个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虽然 ＶＳ 比

例有明显差异，但是 ＶＳ 结构却非常相似，即最终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

不断下降，中间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相对稳定，纯重复计算部分比例迅

速升高 （见表 ５ － ２）。例如，中国台湾是零部件的重要供应商，在电气和光

学设备全球生产链中占据了几个不同的位置，既生产芯片的中间投入品，又

生产自身的内存芯片。这反映为其电气和光学设备出口的 ＶＳ 中纯重复计算

部分和中间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相加的比例，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一直在 ８０％以

上 （这两部分在总出口中占比为 ４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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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　 一些国家和地区电气和光学设备出口的垂直专业化结构

年份
总出口 ／

亿美元

ＶＳ在

出口中

比例 ／

％

在 ＶＳ中的比例 ／ ％

ＦＶＡ＿

ＦＩＮ

ＦＶＡ＿

ＩＮＴ
ＰＤＣ

总出口 ／

亿美元

ＶＳ在

出口中

比例 ／

％

在 ＶＳ中的比例 ／ ％

ＦＶＡ＿

ＦＩＮ

ＦＶＡ＿

ＩＮＴ
ＰＤＣ

中国 德国

１９９５ ３４０ ３ ２２ ２ ５６ ６ ２７ ３ １６ １ ７９７ ８ １８ ９ ４５ ４ ３０ ９ ２３ ７

２０００ ６９０ ０ ２６ ２ ５３ ４ ２３ ６ ２３ ０ ９４６ ７ ２４ ５ ４３ ３ ２７ ４ ２９ ３

２００５ ２９６９ ４ ３８ ８ ５０ ６ ２３ ６ ２５ ７ １４４４ ３ ２６ ６ ４１ ７ ２７ ５ ３０ ８

２０１０ ６３８９ ８ ３０ ７ ４８ １ ２５ ８ ２６ １ １７８０ ２ ２９ ７ ４０ １ ３０ ７ ２９ ２

２０１１ ７２１４ ２ ３０ ２ ４８ １ ２６ ５ ２５ ５ ２０５０ ７ ３０ ４ ３９ ３ ３２ ０ ２８ ７

墨西哥 日本

１９９５ １７３ ９ ５４ ３ ６４ ７ ２６ ３ ８ ９ １２４２ ７ ６ ９ ４３ ０ ３３ ５ ２３ ６

２０００ ４６４ ８ ５５ １ ６６ １ ２３ １ １０ ９ １３６１ ２ １０ ０ ４１ ６ ２８ ２ ３０ ２

２００５ ５４９ ８ ５８ ７ ４４ ６ ３８ ５ １６ ９ １４３３ ２ １２ ３ ３４ １ ３０ １ ３５ ７

２０１０ ６７８ ９ ５９ ６ ４６ １ ３８ ７ １５ ２ １６２８ ６ １５ ３ ３３ １ ３４ ２ ３２ ８

２０１１ ７１４ ０ ６１ ２ ４７ ８ ３７ ３ １５ ０ １６６９ ４ １６ ４ ３２ ３ ３６ ７ ３１ ０

印度 中国台湾

１９９５ １２ ６ １０ ９ ３８ １ ４０ ２ ２１ ７ ４１８ ２ ４４ ０ ４０ ０ ３８ ９ ２１ １

２０００ １９ ３ １７ ８ ４１ ６ ３２ ２ ２６ ２ ７７８ ６ ４５ ３ ４０ ５ ３０ ９ ２８ ５

２００５ ５９ ６ ２０ ２ ４２ １ ３０ １ ２７ ９ １００９ ６ ４９ ８ ２１ ８ ３２ ３ ４５ ９

２０１０ ２３９ ９ １９ １ ５３ ９ ２３ ９ ２２ ３ １４２９ ４ ４９ ８ １５ ６ ３９ ６ ４４ ８

２０１１ ２９４ ７ １９ ５ ５２ ４ ２５ ２ ２２ ４ １４７６ ５ ４８ ７ １７ ２ ４１ ２ ４１ ６

　 　 来源：基于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ｏｄ ｏｒｇ）数据测算得到。

注：表中 ＶＳ只计算了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国外增加值，未包括农业和采

掘业等资源性行业的增加值。

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墨西哥和印度）的最终出口品的国外

增加值在 ＶＳ中的比例直到 ２０１１ 年仍然很高 （５０％左右）。但这三国在 ＶＳ 结

构方面也存在有趣的差异。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期间，对于电气和光学设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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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国 ＶＳ结构的变化主要是最终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下降，纯重复

计算部分比例增加，中间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比例保持相对稳定。这说明中

国电气和光学设备出口被进口国用于出口生产的比例上升，中国逐步向价值

链的上游移动。墨西哥的 ＶＳ 结构变化则表现为，中间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

和纯重复计算部分比例的快速扩张———分别上升了 １１ 个百分点和 ６ 个百分

点，反映了墨西哥电气和光学设备部门的快速升级。而印度作为电气和光学

设备国际生产网络中的后来者，其 ＶＳ 结构中最终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的比

例却在不断上升，中间出口品的国外增加值的比例持续下降，纯重复计算部

分的份额则保持相对稳定。这可能反映了印度如同 ２０ 年前的中国，从进口替

代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型发展，也与印度从国际生产链的上游转移到下游位

置的情况是一致的。

（四）全球价值链的区域特征

从欧盟、东亚和北美三大区域价值链来看，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欧盟和北美出

口在全球贸易中占比不断下降，分别下降了 ９ １ 个百分点和 ３ ９ 个百分点，

东亚地区出口在全球贸易中占比上升了 ５ ２ 个百分点 （见图 ５ － １０）。三大区

域进口在全球贸易中占比的变化，与出口相同 （见图 ５ － １１）。２０１１ 年以后，

三大区域价值链进出口在全球贸易中占比趋于稳定，东亚地区贸易发展不再

突出。

图 ５ －１０　 全球出口增长与三大区域占比变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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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１　 全球进口增长与三大区域占比变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

进一步地，从垂直专业化水平来看，全球主要三个区域价值链中，欧盟

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最高，远高于北美和东亚，其中北美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最

低 （见图 ５ － １２、图 ５ － １３、图 ５ － １４）。

从 ＶＳ结构和来源来看，在区域价值链内部，欧盟的区内垂直专业化水

平最高，欧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水平最高，其次是北美，东亚区内垂直专业

化水平最低。从本区域价值链与其他区域的联系来看，东亚区域价值链与其

他地区的垂直分工比较密切 （这也可能是由于大部分东盟国家受数据限制没

有被纳入样本），而且在逐步强化。北美区域价值链，与东亚和欧盟的垂直

分工关联比较密切 （见图 ５ － １２、图 ５ － １３、图 ５ － １４）。

另外，从趋势来看，北美和欧盟的垂直专业化中，区域内经济体增加

值占比逐渐下降，东亚和其他地区经济体增加值的占比不断上升。这说明，

发展中国家在北美和欧盟区域价值链中的作用逐渐扩大。东亚垂直专业化

中，北美和欧盟经济体增加值占比逐渐下降，其他地区经济体的占比不断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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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２　 欧盟出口的垂直专业化及来源分布

图 ５ －１３　 北美出口的垂直专业化及来源分布

３０３



图 ５ －１４　 东亚 （东盟国家只含印尼）出口的垂直专业化及来源分布

二、全球价值链减速的特征分析

（一） 中间品贸易增长减速

２０１１ 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 “逆全球化”的趋势，贸易增长减速。过去

世界贸易增速一般是经济增速的 ２ ３ 倍，但是近年来这一比例一直在下降，

２０１６ 年贸易增速与经济增速的比值降至 ０ ８。其中，作为全球价值链发展重

要指标的中间品贸易增速的大幅下降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甚至出现负增长），

是全球贸易增长减速的一个重要原因。经进一步测算发现，２０１１ 年以来，全

球价值链相关贸易的年均增速只有 １ ２％，远低于之前十年 （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

的年均增速 １２％。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减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全球贸易

的增长。

中间品贸易减速，直观地反映了全球价值链减速。这一现象不仅在中国

等发展中国家出现，在发达国家也普遍存在。２０１１ 年以来，整个世界的中间

品进口增速和中间品出口增速都呈下降趋势 （见图 ５ － １５、图 ５ － １６）。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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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国内生产替代进口较为普遍。这可能主要与发达国家的 “再工业化”和

“制造业回流”等政策有关。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情况来看，中间品进口

和中间品出口都出现了下降，而且近两年日本和德国的中间品进口降速比中

国更快 （见图 ５ － １５、图 ５ － １６）。显然，认为中国中间品进口增速下降 （国

内生产替代进口）是导致全球价值链减速的主要原因，是不正确的。

图 ５ －１５　 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中间品进口增速

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图 ５ －１６　 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中间品出口增速

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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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价值链减速的其他特征

除了中间品贸易增长放缓之外，２０１１ 年以来的全球价值链减速的特征还

表现在全球价值链的增加值占全球 ＧＤＰ 的比重①降低、全球生产国际分工②

和国内分工③变化、跨境次数减少等方面。

首先是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将全球 ＧＤＰ分解成国内部分、最终品贸

易和全球价值链部分，并观察各部分占 ＧＤＰ 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可以发

现，２０００ 年以来，全球价值链占 ＧＤＰ 的比例不断提高，发展较快，直到被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的金融危机打断；危机后，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年期间，全球价值

链的增长有所恢复，但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全球价值链的增长放缓，有下降趋势

（见图 ５ － １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全球价值链部分占 ＧＤＰ的比例）从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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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指标为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表示全球或各国各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指标为垂直专业化率，为单位出口生产所使用的中间进口增加值总和，用以衡量

生产国际分工程度。

指标为国内生产链长度，各部门为生产出口品所需要的平均工序数。

图 ５ －１７　 全球 ＧＤＰ的分解

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数据库。



年的 ２０ ８％下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０ ４％，平均每年下降 ０ １３ 个百分点，相当于

全球贸易增加值少增长了约 ３０００ 亿美元 （见图 ５ － １７）。将全球价值链进一

步划分成简单价值链 （跨境一次）和复杂价值链 （跨境多次），可以更清晰

地观察到这种下降趋势 （见图 ５ － １８）。其中，复杂价值链的下降趋势更为明

显，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下降了约 ０ ６ 个百分点 （见图 ５ － １８）。

从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来看，主要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均

有所下降。从前向产业关联来看，２０１１ 年以来，德国和日本的全球价值链参

与度有所上升，而中国和美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降 （见图 ５ － １９）。从后

向产业关联来看，除了日本以外，中国、美国、德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

降 （见图 ５ － ２０）。这说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下降，并不仅是中国的情

况；全球价值链减速，并不能仅在中国寻找原因。

图 ５ －１８　 不同类型的全球价值链

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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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１９　 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前向关联）

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图 ５ －２０　 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 （后向关联）

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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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全球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率下降。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全球贸易垂直专业

化率下降了 ０ ５５ 个百分点，全球贸易增长因此减少超过 １０００ 亿美元。相反，

全球贸易生产国内分工进一步得到加强。最明显的特征是国内生产链长度延

伸，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期间全球价值链的国内长度约上升了 ０ ０６，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 ２２ 增加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２８。从各国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外长度来看，２０１１—

２０１４ 年期间，中国和美国的全球价值链国内部分和国外部分都延长；日本和

德国的国内部分缩短，国外部分延长 （见图 ５ － ２１）。具体而言，中国的全球

价值链国内长度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 ９３ 增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１５，国外长度从 ２ ２８ 增

至 ２ ３２；美国的全球价值链国内长度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 ０９ 增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１３，

国外长度从 ２ ２８ 增至 ２ ３２；日本的全球价值链国内长度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 ６８ 下

降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６４，国外长度则从 ２ ４７ 增至 ２ ５１；德国的全球价值链国内

长度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２ １３ 降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２ ０６，国外长度则从 ２ ２７ 增至 ２ ３１。

因此，从全球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的变化来看，中国和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以

国内分工替代了国际分工，日本和德国则继续深化国际分工。

图 ５ －２１　 中国、美国、日本、德国的全球价值链长度 （国内和国外）

来源：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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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减速的另一个表现是跨境次数的减少。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

趋势一致：２０００ 年以来，跨境生产次数逐年增加，在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金融危

机期间出现下降；危机后，跨境次数再次回升，但 ２０１１ 年以来，跨境次数减

少 （见图 ５ － ２２）。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平均跨境次数由 １ ２１ 下

降到 １ １５。生产性跨境次数减少，与中间品贸易收缩、国际生产分工程度下

降是一致的。

图 ５ －２２　 增加值贸易的生产跨境次数

因此，无论从中间品贸易，还是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国际国内分工和

跨境次数等多指标分析，全球价值链增长放缓都是多国共同作用的结果，强

调中国具有独特影响的观点与实际不符。全球价值链减速是否会成为未来永

久性趋势仍待进一步观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各国是否能有效解决近

４０ 年来全球价值链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分配不公、全球价值链

位置固化和环境恶化等。

三、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变迁

中国通过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获得大量的贸易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份额也急剧扩大。２０００ 年中国贸易增加值只有 ２１８３ 亿美元，到 ２０１４ 年高

达 ２０１６７ 亿美元，规模扩大了近 ９ 倍。中国贸易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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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 ９％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３ １％ （见图 ５ － ２３）。

图 ５ －２３　 中国贸易增加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占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

中国不仅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占份额不断扩大，在其他经济体和区域的价

值链中增加值占比也不断扩大。从全球来看，全球其他国家出口所使用的进

口价值中，来自中国的价值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０ ７％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４ ０％。分区

域来看：中国在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价值中占比是最高的，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１ ７％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８ １％；其次是北美价值链，中国价值占比从 １９９５ 年

的 ０ ９％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６ ４％；最后是欧盟价值链，中国价值占比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０ ５％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３ ２％ （见图 ５ － ２４）。

从主要国家出口使用的进口价值来看，中国的增加值占比也逐渐提高。

例如，在美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 ＶＳ 比例中，来自中国的比例不断上升，

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０ ４４％升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３ １４％，与此同时，来自日本的比例逐年

下降 （见表 ５ － ３）。又如，墨西哥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的 ＶＳ比例中，来自中

国的比例大幅提高，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０ ７３％升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０ ８３％，提高了约

１０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来自美国的比例显著下降，降低了约 １７ 个百分点

（见表 ５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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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４　 全球及三大区域价值链垂直专业化中中国的占比

表 ５ －３　 美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率及其来源分析

年份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ＶＳ 比例 １７ １２ １８ ３２ １７ ８４ １７ ３８ １７ ９２ ２１ １９ ２２ １９ ２３ ４９ ２３ ３２ ２４ ３７ ２０ ２７ ２６ ６５ ２８ ００

中国 ０ ４４ ０ ７３ ０ ７７ ０ ９１ １ ０６ １ ６８ １ ９３ ２ ３６ ２ ６６ ３ １４ ２ ９７ ４ １４ ４ ５２

加拿大 ２ ５１ ２ ８７ ２ ８７ ２ ８５ ３ ０５ ３ １４ ３ ２１ ３ ２１ ３ １３ ３ ０１ ２ ４６ ３ １８ ３ ２６

日本 ３ ６５ ２ ８４ ２ ５４ ２ ３３ ２ ３０ ２ ６２ ２ ５５ ２ ４７ ２ ２９ ２ ２４ １ ９７ ２ ７５ ２ ７０

墨西哥 ０ ９４ １ ２５ １ ２６ １ ３９ １ ３８ １ ７２ １ ８０ １ ９９ ２ ０１ ２ ０７ １ ８８ ２ ６９ ２ ９０

德国 １ ２４ １ ２４ １ ３４ １ ３０ １ ４２ １ ６１ １ ６９ １ ８４ １ ８２ １ ８４ １ ４４ １ ７６ １ ８５

韩国 ０ ６２ ０ ４８ ０ ４５ ０ ４６ ０ ４３ ０ ６５ ０ ６９ ０ ７５ ０ ７８ ０ ７１ ０ ６８ ０ ９５ １ ０５

英国 ０ ８８ １ １１ １ １９ １ ０４ １ ０２ ０ ９３ ０ ９２ ０ ９５ ０ ９１ ０ ９２ ０ ８４ ０ ９２ ０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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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４　 墨西哥电子电气设备制造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率及其来源分析

年份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ＶＳ 比例 ５４ ３１ ５５ １１ ５３ ７３ ５３ ９０ ５６ ００ ５９ １７ ５８ ６７ ５８ ６９ ５７ ７３ ５７ ３９ ５６ ７６ ５９ ６４ ６１ ２３

美国 ３４ ８０ ３３ ９６ ２８ ９０ ２６ ０４ ２５ ８１ ２２ ９１ ２０ ６５ １９ ７９ １９ ３７ １８ ３２ １８ ６２ １８ ２５ １８ １２

中国 ０ ７３ １ ３６ １ ８８ ２ ９０ ４ ６３ ６ ２０ ６ ９９ ８ ７１ ９ ４９ １０ ８３ １２ ６３ １４ ２１ １５ ３５

日本 ４ ５７ ３ ７１ ４ ５５ ５ １５ ４ ５４ ５ ５４ ５ ８５ ５ ５０ ５ ０９ ４ ３８ ３ ９３ ４ ０３ ３ ６４

韩国 １ ２４ １ ７６ １ ５９ １ ９３ ２ ０８ ２ ６２ ２ ９２ ３ ５３ ３ ４２ ２ ９９ ３ ２１ ３ １９ ３ ４３

德国 ２ ０９ １ ９５ ２ ０９ ２ ２０ ２ ５１ ２ ８８ ２ ９０ ２ ６９ ２ ８３ ２ ８５ ２ ３８ ２ ４１ ２ ４２

中国台湾 ０ ９４ １ ０６ １ ５９ ２ ２７ １ ５１ １ ８９ ２ ０５ ２ ００ １ ９３ １ ８１ １ ７６ １ ８５ １ ７７

加拿大 １ １５ １ ３９ １ ２９ １ １２ １ ２２ １ ２９ １ ３５ １ ４１ １ ５１ １ ６０ １ ５０ １ ４５ １ ４０

综上，无论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还是从垂直专业化 （为出口生产的进

口）角度，中国的占比都在不断上升。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和发展，给中国带

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同时，我

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大幅上升，资源环

境约束趋紧。这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源环境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原有的参与全

球价值链分工模式难以持续，我国原有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节点的加工产业正

在向发展中国家分流。中国制造业面临中高端节点向发达国家回流和中低端

节点向发展中国家分流的双重压力。解决好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是继续推

动中国产业沿全球价值链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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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一带一路”与绿色价值链

第一节　 打造绿色价值链在 “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一、依托 “一带一路”建设推广绿色价值链

现今，全球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已成为社会生产中最重要的组织形态。

“全球生产碎片化”使得发达国家产业资本能够从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把不同生产环节布局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不断寻求要素低谷，

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水平低、劳动集中度高或者资源密度高的产业或生产

环节，从而促进国际分工细化和跨境贸易与跨境金融的繁荣。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一方面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其经济

迅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另一方面，伴随产业转移而来的是发达国家对

外转移的环境代价，造成承接产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 “污染避难所”。发展

中国家通过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使得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在短时间内集聚

式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的污染治理能力和节能环保行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

这导致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问题集中爆发。更为严重的是，全球价值链

时代，传统的污染产品贸易变得少见，取而代之的是嵌套在价值链分工中的

“高污染生产环节”的转移，环境传导机制变得更为隐蔽。中间产品的多次

跨境，也增加了污染和排放追溯的难度。因此，通过低廉劳动力成本和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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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环境规制的贸易条件，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在积极融入全球

价值链带来经济增长和快速工业化的同时，也成为污染生产环节的集中地。

２００６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ＩＳＯ）正式发布生命周期评价标准 （１４０４０），呼吁

国际社会关注全产业链条的环境污染，倡导建立产品生命周期的环境评价体

系，这一倡议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时代变得尤为重要。

２０１８ 年，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五周年。“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

动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全球化再平衡，最终建

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

同体。当前，贫困和环境问题是困扰世界各国，尤其是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两大难题。过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以牺牲环境生态利益换取 ＧＤＰ

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基于对过去全球经济和治理模式的反思，实现发

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的目标，结合联合国提出的 “绿色、低

碳、循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将绿色发展融入

“一带一路”倡议中，开创了全球治理的新篇章①。２０１６ 年 ７ 月，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中国愿同沿线国家一道，构建 “一带一路”互利合作网络、共创

新型合作模式、开拓多元合作平台、推进重点领域项目，携手打造 “绿色丝

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造福沿线国

家和人民。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的理念从此被提到发展议程上来，并逐渐

成为推进 “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６ 日，环境保护部、外交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 《关于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的

指导意见》，明确了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组织保

障，成为绿色 “一带一路”纲领性文件。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习近平主席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发表主旨演讲中提出，推进 “一带一路”

“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

式，加强生态环保合作，建设生态文明，共同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与 “成果清单”

中，关于气候变化、碳排放、生物多样性、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等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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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内容被反复强调，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也成为相关国家的国际共

识。“一带一路”倡议与绿色发展理念相结合，紧紧抓住了国际社会发展中

的两大主要矛盾，并直指矛盾的核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有的放矢，

无疑成为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发展的重大思想贡献，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利于

推动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为全球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可

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绿色价值链的概念

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的价值链模型是研究企业的各类生产经营活

动是怎样引起企业成本变化的。价值链是按照企业资源增值的过程来表示各

环节活动的相互联系，根据经营活动对形成企业价值的作用来理解企业成本

变化及引起变化的原因。从企业的价值链角度切入，自产品设计到经营管理

的各个环节，融合以可持续发展观念为核心的绿色价值后，即形成不断循环

的链状结构，称之为绿色价值链，它包括了绿色管理，绿色设计、绿色采购、

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营销、绿色消费、绿色回收及绿色材料等项目。

因此，从企业微观层面来定义，绿色价值链是将绿色概念引入价值链，兼顾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从资源依赖及知识异质性的角度，形成从产品研发、

设计至回收再生的动态闭环流程 （或产品生命周期过程的一系列活动），从

中体现企业的社会价值。

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

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

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

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

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

发、生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

动。可以说，绿色全球价值链是对全球价值链的定义在 “价值”内涵上的

“绿色化”扩容和延伸。

本书认为，绿色价值链正是在全球化分工成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在绿

色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首要发展目标的大背景下，以 “一带一路”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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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为依托，以重新构建可持续的、绿色的、低碳的新型全球价值链环流体系

为目的，重点关注生产环节的环境足迹和碳足迹，强调在产生价值增值的同

时，注重每部分价值增值对所在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生态和气候的影响，并

尝试提出符合国际通行标准的自愿性绿色标准或指标体系，推动绿色价值链

理念和行动的贯彻落实。

三、“一带一路”建设的多层次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５ 周年座谈会上强调，共建

“一带一路”顺应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彰显了同舟共济、权责

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

“一带一路”把握全球治理体系演进逻辑，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充分彰显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观，为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新思路。其中， “一带一路”

建设以 “共商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坚持绿色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

理与完善，致力于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

的全面发展。可以认为，在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进

程中，“一带一路”建设的多层次体系迫切需要得到重点关注，除了政治互

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三大基础层次外，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既

是分享生态文明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会成为参与全球环境

治理、推动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

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绿色发展

在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中，我国政府明确表示，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

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为进一步推动 “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

联合发布了 《关于推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系统

地阐述了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要求全面推进 “政策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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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 “民心相通”的绿色化进程。指导

意见提出，用 ３ ５ 年时间，建成务实高效的生态环保合作交流体系、支撑

与服务平台和产业技术合作基地，制定落实一系列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政策和

措施；用 ５ １０ 年时间，建成较为完善的生态环保服务、支撑、保障体系，

实施一批重要生态环保项目，并取得良好效果。指导意见从加强交流和宣传、

保障投资活动生态环境安全、搭建绿色合作平台、完善政策措施、发挥地方

优势等方面做出了详细安排。可以看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共建 “一带

一路”的重要内容，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

组成部分。

环境作为全球性公共物品，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全球生产碎片化

的发展背景下，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绿色全球价值链，是打造绿色 “一带一

路”的关键。目前，国际环境治理中发达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和欧盟

国家通过在自有贸易协定中引入环境条款，引导贸易伙伴国接受其环境标准。

虽然这一做法一定程度上对全球环境治理格局和发展中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带

来积极影响，但其主导建立的环境价值链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和诉求，

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陷入更加不利的价值链位置。因此，推动形成一条能够

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和诉求、体现世界各国发展最大公约数的绿色全球

价值链，是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①。

五、构建绿色价值链对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的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绿色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机遇。“一

带一路”建设的参与国处于世界经济阶梯的不同层级，单一的环境规则无法

解决所有现实问题。这就需要从相互理解并逐步达成共识开始，通过 “规则

治理”确立多层次的环境标准。在全球价值链上，“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

国既可以贯穿统一的环境 “主干线”，也可以搭建不同层次的环境 “支线”，

最终形成一个多维立体的包容性环境战略网络。可以采取与国际可持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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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轨、发展援助和贸易协定等灵活多样的途径来构建绿色全球价值链。具体

操作方法包括建立可持续的商品交易系统、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绿色融资方案、

总结并分享绿色价值链的最佳实践等。

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绿色全球价值链，对于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

至关重要。以往，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是发达国家将高耗能、高污染、

资源消耗性以及附加值低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保留研发、

知识产权保护等高附加值环节。“一带一路”建设所推动的产业转移方式则

完全不同。中国作为经济大国，以利益分享和共同繁荣为方针，在自身经济

转型升级的同时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将谋求升级版

的绿色全球分工，这种分工将在产业链的每一步创造价值并降低环境负担，

比如在生产端实现循环经济和近零排放，在消费端通过国际租赁实现分享经

济和低碳发展等，最终形成经济与环境多维度共赢的局面。

联合国关于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设定以及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

的签署，表明世界已经开启了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新征程。在深入推进 “一带

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带头践行绿色发展理

念，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推动构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全球环境价值链，

与各国携手打造绿色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所推动的绿色发展，不

仅惠及发展中国家，而且惠及发达国家；不仅惠及参与国，也将惠及整个

世界。

第二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发展新趋势中的
位置与作用——— “双环流”体系

一、双环流底端的中国———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价

值链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作为世界增长级的作用大大减弱，

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随着中

３１９



国经济的崛起，中国对外投资速度和规模不断增加，中国也在不断通过产能

国际合作打造自身的利益环流，从而初步形成以中国为枢纽的 “双环流”价

值链体系①。一个环流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以产业承接与分工、贸易、

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形成的价值循环体系 （简称 “上环流”），另一个

环流是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形成的产能国际合

作循环体系 （简称 “下环流”）。

在上环流中，发达国家是主导，中国仍处于较低的位势，处在产业链的

低端，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活动，竞争优势容易流失，仍需不断努力向

价值链上游攀升。

简单展示一个针对中国纺织行业开展的案例研究结果②。我国的纺织服

装业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从传统统计口径还是从增加值贸易基准来看，在

世界上都是占有绝对的份额，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但是，从参与角度以增

加值为基准，把该行业作为上游行业或者行业内分工的上游部分进行分析时，

就会发现我国的纺织服装业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③。中国纺织行业

（包括纺织原料与纺织制品）２０１６ 年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 １２％；其中，纺织

行业最大的贸易伙伴分别是欧盟、美国与日本；出口占比排名前三的分别包

括 ＨＳ６１ （针织或勾边的服装及衣着附件），ＨＳ６２ （非针织或非勾边的服装及

衣着附件），以及 ＨＳ６３ （其他纺织制成品）编码对应的纺织品。与很多制造

行业类似，纺织行业的价值链也符合微笑曲线的特征 （见图 ６ － １），其中生

产链前端的设计与样衣环节，以及生产链末端的宣传、销售、品牌形象等环

节对应的增加值较高，而制造环节增加值最低。由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团队核

算出的前向 ＧＶＣ指标显示，澳大利亚、韩国、意大利、法国等发达国家，处

于纺织业价值链的上端，而中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

家，处于纺织业价值链的底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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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庆新、姜峰：《一带一路：积极构建双环流价值链》，《大众日报》，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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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ＵＩＢＥ ＧＶＣ 指标体系方法学，

详见 ｈｔｔｐ: ／ ／ ｒｉｇｖｃ． ｕｉｂｅ． ｅｄｕ． ｃｎ ／ ｓｊｚｌｋ ／ ｓｊｋ ／ ６２９２３ ｈｔｍ。

王飞、郭孟珂：《我国纺织服装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国际贸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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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　 纺织行业微笑曲线

二、双环流顶端的中国———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价

值链

在第二个环流中，中国凭借着强大的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能力、适中的技

术标准和技术水平、雄厚的外汇储备和资源调动能力，不断加大与发展中经济

体的经济合作，布局中国的产业全球价值体系，中国处于该价值环流的高端位

势，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调整自身产业结构，实现与发展中经济体的互利共赢。

中国与非洲的利益环流主要表现在双边投资及贸易、对非工程承包和劳

务合作、工业园区建设等领域①。进入 ２１ 世纪，中非贸易持续高速发展，

２００８ 年突破 １０００ 亿美元，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１７９０ ３ 亿美元，比 ２００８ 年增长了

７９ ０３％，中国连续六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非贸易中，中国主要向

非洲出口物美价廉的纺织服装鞋帽产品、轻工产品和机电产品，满足非洲人

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非洲在原材料、矿产品、能源、初级产品等产品上拥有

比较优势，向中国大量出口诸如铁矿、钻石等资源产品。原油是非洲出口中

国的第一大商品，２０１２ 年非洲原油出口中国总量首超美国，中国成为世界上

３２１

① 蓝庆新、姜峰：《“一带一路”与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价值链体系构建》，《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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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非洲原油的最大经济体。在投资方面，中国不断增加对非洲的投资数额，

兴修电网、水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扶助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通

过与非洲国家合作开发建设能源、矿产、铁路等项目，深化双边经贸合作。

２００４—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 ５０％，对非投

资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为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金融业、农业，投资主

要集中在苏丹、阿尔及利亚、赞比亚、尼日利亚、南非等国。目前在非投资

的中国企业已超过两千家，增加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税收，带动了就业，推

动非洲经济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劳务合作与承包工程也是中非经贸合作的一

大亮点，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中国企业在非洲的工程承包新合同额为 ２３１ １ 亿

美元，同比增长 ４９ ４％，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在非签订的工程承

包总额超过 ４７００ 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尼日利亚、埃及、毛里求斯等投资开发

的工业园区，已成为非洲工业化的孵化器。作为非洲最有实力的承包商，中

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充足的资金，对非洲员工进行有效培训，

直接降低了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并逐步改善非洲基础设施落后的面貌。

经过长期合作，中非价值链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中非经贸合作已进入多层次、

多元化、全方位的发展新格局。

三、中国的位置与作用——— “双环流”体系的枢纽

在这两个环流体系中，中国越来越成为链接发达国家与亚非拉欠发达国

家的中间节点和枢纽 （见图 ６ － ２）。

图 ６ －２　 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双环流”

资料来源：韩晶、孙雅雯：《借助 “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国主导的 “双环流

全球价值链”战略研究》，《理论学刊》，２０１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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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亟须重构

基于供给侧和需求侧需要的双环流价值链结构，也就是将依靠他国的 “外

围、受控”关系升级为中国主导的 “核心、控制”关系，由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 “承包、接包”关系升格为 “发包”关系，由价值链的低端上升为高端，

由 “打工者”转变成 “老板”。显然，这是一场关系到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的革命性变革。“一带一路”既为实现以中国为枢纽的 “双环流”价值链

体系，尤其是以中国为主导的第二个价值链环流，提供了发展平台和空间，

也为中国从区域大国向世界大国转型、构建适宜自身发展的全球经济治理机

制提供了发展路径。

通过 “一带一路”发展重构基于现代产业体系和沿线国家市场需求的双

环流价值链，是要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和相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工业化需

要，重新调整与沿线相关国家之间的经贸产业关系，整合中国企业赖以生存

的资源和快速发展的产业关联、循环体系，打造契合 “一带一路”区域的价

值链治理结构，奠定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在全球

价值链融合的平台上搭建双环流价值体系，不是要放弃已有的全球需求和市

场份额，而是要从发达国家引领中国转化为中国引领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

值链，开拓市场范围和需求，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节　 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打造绿色

价值链的主要任务与挑战

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绿色重塑中应当发挥积极的

领导作用

首先，中国引领全球价值链的绿色化改造拥有其内在必然性。打造全球

绿色价值链，有助于降低中国产业发展的资源消耗强度，减少对资源型大宗

商品的外部依赖，助力国家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构建全球绿色价值链有助于

提高中国潜在的竞争力与国际地位。不论是在促进 “２０３０ 可持续发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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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 “巴黎协定”达成共识方面，中国都展示了不同以往的新兴领导力。

未来，通过加强南南合作、实施 “一带一路”倡议，打造全球绿色价值链可

能成为中国实现自身发展目标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重要手段。其次，构建协调、

包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价值链是非常紧迫的，需要中国在战略高度

重新思考国际投资、生产、贸易与合作，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重塑全

球价值链，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企业能力的提高和政策协调提出要

求。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贸易投资便利化，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的中国能够在全球价值链的绿色重塑中发挥更加重要的领导作用，同时引领

“一带一路”新兴经济体共同参与，重塑全球价值链绿色化新规则。目前，

中国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都具有国际视野，“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

中国在全球绿色价值链中发挥领导作用搭建最重要的实践舞台。

图 ６ －３　 全球价值链双环流与价值链微笑曲线

资料来源：张辉、易天、唐毓璇：《一带一路：全球价值双环流研究》，《经济

科学》，２０１７ （０３）：７ － ２０。

如前文分析，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始终在价值链低端环节，由于发达经

济体高速的技术进步，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提供的中间产品技术环节达不到整

体产业中片段化生产的需求，导致在价值链曲线 Ｃ 上的直接参与度降低，产

业升级空间缩小，生产出口创造的附加值无法得到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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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双环流”体系下，世界经济循环的两个部分可能将分别形成内部的价值

链分工，即上环流价值链曲线 Ａ 与下环流曲线 Ｂ （见图 ６ － ３）。发展中经济

体尤其是处于最低端的欠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下环流内部的分工，重新参与

到一定的片段化生产，通过在曲线 Ｂ上的产业升级逐步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

更大的福利和附加值。中国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全方位吸纳来自全世

界的技术资本，进而全面提升自身的产业结构，正成为东亚地区产业结构最

齐全的国家。齐全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不但拥有处于垂直分工体系下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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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也拥有处于水平分工体系下的现代技术密集型

产业，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体之间既可以发展垂直分工关系，也可

以发展水平分工关系。中国在两个环流中的参与程度都相对较高，在上环流

内部，中国的工业化生产程度达到参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分工，在曲

线 Ａ上为发达经济体高附加值行业提供附加值较高的中间产品及服务；处于

价值链曲线 Ｂ的下环流国家和地区通过中国间接参与上环流曲线 Ａ 的生产，

从而也加入了全球价值链 Ｃ的全球分工体系。请看图 ６ － ４ 和图 ６ － ５。

二、构建中国主导的GGVC “双环流”面临的挑战

尽管中国主导的 ＧＧＶＣ “双环流”体系将实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

生态文明领域的共赢，但是中国主导的 ＧＧＶＣ “双环流”体系在推进中仍将

面临巨大阻碍。

首先，在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经济体的价值链环流中，部分

沿线国家发展模式的障碍使其难以融入 “双环流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

沿线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式仍处于传统阶段，发展水平较低。一方面，

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饱受战乱之苦，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以高

污染、高耗能为特点的传统产业仍是其经济发展的重心。尽管此类传统产业

不具备持续竞争力，但是短期内能够解决大量就业问题，带来经济的快速增

长，因而其经济发展仍具有惯性和路径依赖性。另一方面，部分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较差，特别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交通基

础条件较差，没有提供高标准大型运输的道路条件，缺乏统一的铁路标准，

运输周转率低，海路运输安全事故频发，难以为 “双环流全球价值链”的构

建搭建顺畅的渠道。加之一些国家政局动荡，政权更替频繁，民族宗教问题

复杂，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的毒品犯罪也在这一区域盛行，因此，这些地区投

资风险非常大，较难融入 “双环流全球价值链”。此外，意识形态的差异也

增加了 “双环流全球价值链”构建的难度。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心理

有一种天然的历史继承性，因而将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议看作新时期的

“马歇尔计划”，对于中国的崛起有所疑虑，加上部分发达国家丑化中国以及

对中国的打压，一些处于发达国家多重战略体系下的国家在 “选边站”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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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影响下难以顺畅地融入中国主导的 “双环流全球价值链”。

其次，在与发达经济体的价值链环流中，中国仍占据中低端位置，这不

仅使得依赖低成本优势参与全球分工的空间被压缩，也易受发达经济体控制

导致海外投融资布局步调受阻。近年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制

造业，以 “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为标志的产业新格局初现端倪，并且大

数据、新材料、新能源等先进技术不断涌现使得发达国家制造业高成本制约

正在逐步缓解，加之中国国内人口红利流失、资源成本上升，种种因素使得

一些布局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纷纷回流母国，且相对集中在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高的产业领域。因此需要警惕未来在新一轮产业革命背景下，发达国家通

过 “再工业化”重新掌握制造业发展优势、占据新一轮产业发展制高点进而

成为未来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红利的主要受益者，这将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

继而在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价值环流中迈向中高端形成挑战。不仅如此，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对外投资领域较为单一，大多集中在能源

资源投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缺乏向高端制造领域拓展海外投融资布

局的经验；并且国外很多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跨国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地位，

通常采取知识产权专利维护等武器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障碍，这些都给

中国主导 “双环流全球价值链”带来很大的挑战。除此之外，对于发达国家

而言，尽管中国一再重申不谋求世界霸权，中国是在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综合国力的增

强无疑增加了西方的怀疑和担忧。发达国家也不甘心中国打破一直由其主导

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不甘心由于中国资本的进入而削弱其在广大发展中国家

的各种影响力，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鼓吹 “美国优先”和 “经济民族主义”

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对于中国主导的 “双环流全球价值链”可能存在一定的

抵触甚至是破坏的倾向。所以，未来中国主导的 “双环流全球价值链”可能

会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最后，中国主导的 “双环球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仍然有待提升。尽管中

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粗放式特征依旧明显，精细

化与技术含量水平仍然不高。这种发挥规模经济效应、面向全球加工组装生

产的传统制造模式早已不适应当今注重精细化程度和高端化水平的制造业发

展趋势。这使得中国制造业从传统发展路径向先进制造模式跨越存在一定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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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即无法以智能制造为支撑高效配置资源，进而满足精细化、个性化需求

定制生产。目前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发展格局中，中国仍停留在第三梯

队的中低端制造领域，与美国主导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第一梯队、欧盟及

日本所处的高端制造领域的第二梯队仍有较大距离。因此，如何以先进制造

模式为目标进而向竞争优势跃迁的转型升级是目前中国推进 “双环流全球价

值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除此之外，中国创新驱动的软环境仍然比较薄

弱：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相对落后；人才激励评价机制并不完善；政府服务意

识有待提高；产学研结合长效机制缺乏；等等。中国如何提升自身竞争力、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进而主导 “双环流全球价值链”，仍然面临巨大

挑战。

第四节　 “一带一路”发展中中国打造绿色
全球价值链 “双环流”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发达国家绿色技术溢出的示范与推广

一方面，需要强化中国捕获发达国家绿色技术溢出的能力。研究显示，

由 ＦＤＩ所带来的国外研发资本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绿色技术进步，但是诸如金

融发展水平、外贸依存度、工业与服务业比值、人力资本水平等指标，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绿色技术吸收能力的效果①。因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进一步优化利用 ＦＤＩ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以推动我国绿色技术进步：

第一，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结合金融发展水平对 ＦＤＩ 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存在

的门槛特征，需要改变我国大多数地区的金融发展质量低下、融资成本高以

及外资吸引力较弱的问题，在追求金融发展的同时兼顾对金融体制的深化改

革，充分发挥金融发展对 ＦＤＩ 绿色溢出效应的积极作用。第二，优化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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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研究认为，只有当工业与服务业比值位于最合适的门槛区间时，才能使

ＦＤＩ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发挥最大的效用。所以，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利于 ＦＤＩ

绿色溢出效应的发挥。第三，加大国内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

要素生产率的主导是绿色技术，要更好地发挥 ＦＤＩ 的溢出效应，促进我国的

绿色技术进步，就必须加大技术研发资金和人力的投入，积极学习和吸收先

进技术经验。第四，加大教育经费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就我国人力资

本的现状来看，总体水平偏低，只有一些发达省份跨过门槛值水平。要改变

这一现状，政府需要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在保证初等教育的基础上鼓励高

等教育，积极支持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育，为经济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储备更多

的人力资本。

另一方面，加强对捕获的绿色技术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开展的示

范与推广。随着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推动攻坚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正式发布，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亚投行”成立并投入运营，中

国 “一带一路”倡议正式进入全面推进阶段。借助 “走出去”的制造业，通

过 ＯＦＤＩ 可将中国从发达国家捕获的国际先进绿色技术和环境知识的溢出，

进一步示范推广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动其制造业清洁化、绿色化的

可持续发展。此外，ＯＦＤＩ本身具有的逆向溢出效应，可进一步推动中国各地

区通过 ＯＦＤＩ的技术溢出，获取他国差别性绿色技术以提升本国创新能力，

形成绿色技术创新与升级的正向循环。

二、推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绿色伙伴关系建设

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绿色伙伴关系，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与合

作，是中国借助 “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绿色全球价值链 “双环流”的重要

环节。

第一，根据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政府各部委应当积极响应、主动作

为，面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实际需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与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为沿线各国提供各类生态环境领域的公共服务和产

品，分享绿色价值链的最佳实践，尤其是从发达国家与中国的 “环流”中所

获得的技术溢出经验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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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点合作企业、高等学校、研究机构

以及相关业务部门签署 《绿色合作备忘录》。一方面，进一步地，与重点产

业中的合作企业对接，在保证中国可持续性标准和国际接轨的前提下，与重

点合作伙伴签订重要商品的 “可持续追源采购协议”①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实现产品安全供给和可持续生产的双赢。另一方面，与 “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相关部委实现业务对接，设立 “绿色伙伴基金”，联合国内大

学招收沿线国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并举办 “绿色价值链培训班”，系统

培训 “带路”国家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有效提升其绿色价值链领域的业

务水平。进一步地，通过定期召开绿色技术与绿色价值链国际研讨会等形式，

开展环境产品技术研发、污染密集型产品绿色化发展等领域的合作研究，推

动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机构在绿色价值链领域的国际化运作

促进其研究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第三，搭建 “绿色伙伴关系”电子化信息平台，提升绿色价值链在 “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化建设水平。由商务部、生态环境部牵头研发、建

设 “一带一路”国家及地区的 “绿色伙伴关系”信息平台系统，该系统服务

覆盖亚欧非拉并涵盖 １００ 多个已开展 “一带一路”合作建设的国家，主要发

布生态文明条件、产品 （产业）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指数、绿色价值链指数等

旗舰产品，服务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绿色价值链构建与升级。

最后，建立由 ＮＧＯ、公司和政府组成的绿色伙伴关系———绿色能源联

盟，为全球价值链在能源利用方面的转型创造群聚效应。绿色能源联盟应聚

焦绿色能源研发与应用的主业，围绕核能以及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太阳能、

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突出海洋可再生能源与非常规能源，强化对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服务、保障输出，推动 “绿色伙伴关系”信息系统

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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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与政策对接引领绿

色价值链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结构等基本国情

条件存在客观异质性。在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需要基于沿线国家和地

区发展阶段不同的客观现实，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发挥顶层设计的引领作

用，既要兼顾沿线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诉求，又要正视其绿色发展的需

求和能力，将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规划、方案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政策相衔接，制定符合多、双边共同利益的绿色

投资、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等规则，在保证规划落地、政策落实的前提下协

同推进绿色价值链发展。

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必须从顶层设计的角度预估对沿线国家和

地区生态、资源、环境等造成的压力，与东道国保持密切沟通，深入了解东

道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提前准备好相应的政策应对措施，缓解可能

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使 “一带一路”绿色价值链真正服务于构建

沿线国家共同繁荣的利益共同体。例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中亚各国，自

然环境脆弱，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土地荒漠化严重。中国与这些国家在

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采等方面有着密切合作，对当地环境承载力形成考验。

中国应尽快同这些国家展开绿色价值链合作的政策沟通工作，将环境生态保

护的价值取向融入战略对接、互联互通等多个方面。在尊重沿线国家绿色政

策的基础上，提出适合绿色 “一带一路”合作愿景的环境对策。

与此同时，在绿色 “一带一路”规划和政策衔接过程中，关于环境生态

保护标准的执行是保障绿色价值链稳定发展的关键内容。一方面，这要求我

国必须尊重当地环境保护标准，通过科技创新和技术升级来达到相应的标准；

另一方面，我国也要在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中突出国际合作的愿景，在环

保标准问题上展开双边或多边的政策沟通，推进标准互认，并在共同感兴趣

领域制定认证认可共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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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国际产能合作和科技工业园区建设中推进绿色

价值链

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

迫切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在绿色价值链领域互利合作的有效

途径。在国际产能合作战略的推进过程中，除了关注一般制造业以及油气资

源领域的合作外，应重点推进我国可再生能源项目。具体来说，按照需要解

决的问题的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制定可再生能源政策可能包

括能源目标类、框架类、金融支持类以及公共投资类。各类能源政策可能受

到诸如沿线国家社会经济系统和能源环境系统、国家体制系统、国际的垂直

扩散系统以及国际水平扩散系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在与 “一带一

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时，需重点关注国际扩散系统对不同类型

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影响，明确国际组织因素对其他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

科技工业园区，同样可以成为 “一带一路”建设中打造绿色价值链的支

撑点①。首先，丝路国家由于历史、地缘和商贸等方面的紧密联系而成为命

运共同体。近年来，我国通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吸引外国研发资本

带动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模式创新，也得到全球广泛认可。因此，

以科技工业园区作为 “一带一路”的支撑点，将科技工业园区的发展经验以

及从发达国家捕获的绿色技术溢出与 “带路”国家分享，可实现绿色技术领

域的信息沟通、资源共享、合作创新。第二，生态理念与原则在 “一带一

路”工程建设中的贯彻与实施，沿线的科技工业园区就是现实的支撑点。园

区拥有科学的方案和先进的绿色技术，若能以绿色物联网引导实体交通，把

生态理念和原则变为现实，将会成为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的播种机和宣传

队。第三，“一带一路”涉及大量工程建设，公路、铁路、输油管线、输气

管线、新型城镇，工业园区作为综合机构，可规划、优化水资源配置、建设

海绵城镇；同时也可优化配置其他能源资源，建设低碳城镇。最后，“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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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沿线的广大亚欧非地区很多都是缺水和生态脆弱的地区，工程建设中

的生态建设原则如果得以实施，不但能建成世界上最长的绿色交通线和绿色

生产线，还会对全球生态修复起到重大的示范作用和现实意义。中国高水平

的生态工业园区，可以提供节水技术、水污染处理技术、再生水回用技术和

水资源保护技术，这些大量的绿色建设经验，可以为基础设施绿色化以及价

值链绿色化提供支持与服务。

五、以绿色标准和标识引领绿色价值链发展

绿色价值链的发展，需要绿色标准化建设的推动，具体而言包括绿色标

准建设与推广以及绿色标识管理。通过绿色标准的实施，一方面可以提高中

国国内对制造业及其他产业的设计、采购、制造、运输、消费、回收处理等

价值链环节的绿色环保要求，也是保持我国生态平衡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

二选择；另一方面，绿色标准的输出，有助于将国内的绿色发展基础与经验

积累输出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标准化建设领域，并倒逼其产业的

绿色化跨越式发展，从而推动全球的环境向友好型发展。具体而言，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内容①：第一，从关键环节入手，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标

准，选择具有环境外部性与经济典型性的行业着手示范，例如电子与家电行

业、纺织行业、资源加工类产业等。第二，建立价值链上行为主体合作的绿

色标准，这通常是通过采购行为得以实现，因此，可建立绿色采购标准与产

品环境责任追踪制度。第三，强化绿色价值链中投入与产出的绿色标准，保

证两者的环境友好属性，对产品涉及的原材料与最终产品的处理建立绿色标

准的同时构建对应的评价与认证机制。

类似地，绿色产品标识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标识，拥有该标识的产

品符合一系列环保法规及各种要求，其旨在帮助制造商更直接、快速、有效

地传达产品环保信息。除此以外，绿色标识还有助于引导特定行业绿色环保

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可更好地应对国内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

３３３



“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快 “带路”范围甚至全球范围适用的 “中国绿标评

定体系”建设，尝试用一张标准化的终端能用产品生态标签来取代其他相关

的绿色生态的认证标识，是打造绿色价值链的有力途径。这一体系的基本构

想是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作为责任主体，采用 “第三方认证 ＋第一方自我

声明 ＋第三方检测”的模式，实现统一管理、统一规则和统一标识①。第一，

统一化的评定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监管的难度和复杂程度；第二，中国出

台的认证体系将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标率，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形象。当然，绿色产品标识服务工作是一项专

业性强的工作，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仍然有限，这要求中国加强学习国际上

先进经验，学习新技术、新理念，推进绿色产业工作的开展。请看图 ６ － ６。

图 ６ －６　 绿色生态认证的国际和国家级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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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挥多种利益相关方的角色和作用，推进公共

参与

在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中，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当地社

区、知识界、媒体界等多种利益相关者均有参与。要推动绿色价值链有序、

平稳、高效发展，需要构建不同身份人员共同参与的多层架构的网络化组织

结构，充分发挥各类主体的作用，实现集体行动的一致性选择。

一是政府需要发挥绿色政策沟通、绿色环保标准制定、绿色合作平台搭

建、绿色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同时考虑到生态环境、清洁能源等具

有公共品属性和正外部性特点，还需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施行资金支

持、税收优惠等政策，促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绿色科技创新方

面的国际合作。

二是企业作为绿色价值链建设的主体，以绿色发展原则为准绳，打造

“一带一路”沿线绿色生产网络体系，获取绿色价值链收益的同时，承担相

关社会责任。

三是当地社区作为绿色价值链建设最直接的受益主体和风险承担主体，

其利益诉求可以在网络化组织结构中得以充分表达，在信息公开透明的情况

下，能够与政府和企业就具体事项进行协商谈判妥协，在保障绿色价值链建

设实现普惠共赢的同时，客观上降低政府和企业的交易和治理成本。

四是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能够对绿色价值链建设起到积极的补充作用。一

方面能发挥政府、企业与当地社区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还能够分享绿色价

值链建设本地化创新经验，为政府决策、企业建设、社区发展等提供有效

支撑。

五是知识界、媒体界作为话语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

力，能够对绿色价值链建设的整个过程形成有效约束和监督，而且还可以发

挥知识引导和促进共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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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ＷＩＯ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ａｐｅ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ｏｄ． ｏｒｇ ／ ｃｏ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 ．

［２７］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Ｅ, ＲＯＭＥＲＯ Ｉ, ＢＯＳＭＡ Ｎ Ｓ,２００５． Ｕｓｉｎｇ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ｄａｌｕ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ｓｔｕ-
ｄｉｏｓ 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ａｐｌｉｃａｄａ,２３: ４０５ － ４２２．

［２７］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 Ｅ, ＲＯＭＥＲＯ Ｉ,２００７．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ａｎ ｉｎ-
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３０:３６２．

［２９］ＥＳＣＡＩＴＨ, Ｈ, ＩＮＯＭＡＴＡ,Ｓ,２０１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 ／ Ｄ, Ｐ Ｌｏｗ．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

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Ｗ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ｖａ:１３５ － １５７．

［３０］ＦＡＬＬＹ Ｔ,２０１１．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Ｓ． 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Ｃ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Ｊｕｌｙ．

３３８



［３１］ＦＯＲＴ, ＴＥＲＥＳＡ,２０１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 ｖｅｒｓ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

［３２］ＧＥＲＥＦＦＩ Ｇ, ＫＯＲＺＥＮＩＥＷＩＣＺ Ｍ, １９９４．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ｅｓｔｐｏｒ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Ｐｒａｅｇｅｒ．

［３３］ＧＥＲＥＦＦＩ Ｇ, １９９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Ｃｈａ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１): ３７ － ７０．

［３４］ＧＡＲＲＩＣＫ Ｂ, ＰＡＵＬ Ｊ,２００８． Ｇｅｒｔｌｅｒｂ,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ｇａ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７４, Ｉｓｓｕｅ ２, Ｍａｒｃｈ:４０２ － ４２１．

［３５］ＧＥＲＥＦＦＩ , Ｇ,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Ｊ ,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Ｔ,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２, １: ７８ － １０４．

［３６］ＧＥＲＥＦＦＩ Ｇ,２０１４．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ａ ｐｏｓ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１(１):９ － ３７．

［３７］ＧＥＲＥＦＦＩ Ｇ, ＬＥＥ Ｊ,２０１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Ｗｈ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 １３３(１): ２５ － ３８．

［３８］ＧＥＲＥＦＦＩ Ｇ,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Ｔ Ｊ,２０１３．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 Ｄ Ｋ,Ｌｏｗ 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ｐ． ３２９ － ３６０)．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ａｓｅｋ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３９］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Ｇ Ｍ,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Ｅ,２０１２． Ｔａｓｋ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８０(２):５９３ － ６２９．

［４０］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Ｇ Ｍ,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 Ｅ,２００８．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ｔａｓｋｓ: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８(５):１９７８ － ９７．

［４１］ＨＡＧＩＷＡＲＡ Ｔ,２０１６．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ａ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２４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ｅｏｕｌ．

［４２］ＨＥＬＰＭＡＮ Ｅ ＫＲＵＧＭＡＮ Ｐ Ｒ, １９８５．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４３］ＨＡＮＳＯＮ,２０１７． Ｗｈａｔ ｄｏ ｗ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ｏ ｓｔｕｄｉ ｌｕｃａ ｄ-ａｇｌｌａｎ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３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４４］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Ｊ,ＳＣＨＭＩＴＺ Ｈ,２００２． 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６ ( ９ ):

１０１７ － １０２７．

［４５］ＨＵＭＭＥＬＳ, Ｄ, ＩＳＨＩＩ, Ｊ, Ｙｉ Ｋ Ｍ,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ｖｅｒ-
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４(１): ７５ －

９６．

［４６］ＩＮＯＭＡＴＡ, ＳＡＴＯＳＨＩ,２０１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４７］ＩＮＯＭＡＴＡ Ｓ,２００８．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ｓ: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ａｎ-
ｇｙｏ-Ｒｅｎｋａｎ, Ｖｏｌ． １６ － １, Ｐ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８］ＩＮＯＭＡＴＡ, Ｓ,２０１４．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ｅｔ ａｌ． , Ａ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４８ － ７０．

［４９］ＩＮＯＭＡＴＡ, Ｓ,ＭＥＮＧ Ｂ,２０１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ＲＩＯ?／ ／ Ｍｕｒｒａｙ Ｊ,Ｍ ＬＥＮＺＥ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ｓ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ｒｏｕ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ＵＳＡ, ｐｐ． ３３ － ４２．

［５０］ＪＯＮＥＳ Ｒ, 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 Ｈ,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 ＪＯＮＥＳ Ｒ, ＡＮＮ ＫＲＵＥＧ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５１］ＪＯＮＥＳ Ｒ,ＫＩＥＲＺＫＯＷＳＫＩ Ｈ, ＬＵＲＯＮＧ Ｃ,２００５,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ｅｌｌ ｕ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１４: ３０５ － ３１６．

［５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Ｒ Ｃ, ＮＯＧＵＥＲＡ Ｇ,２０１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８６

(２): ２２４ － ２３６．

［５３］ 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８６

３４０



(２) ．

［５４］ＫＥＥ,ＨＩＡＵ Ｌ, ＨＥＩＷＡＩ Ｔ,２０１６．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１０６(６):

１４０２ － １４３６． ｈｔｔｐ: ／ ／ ｄｘ．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２５７ ／ ａｅｒ． ２０１３１６８７．

［５５］ＫＡＰＬＩＮＳＫＹ Ｒ, ＴＥＲＨＥＧＧＥＮ Ａ, ＴＩＧＡＪＡ Ｊ,２０１１．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ｆｉ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ｈｅ ｇａｂｏｎ ｔｉ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ａｉ ｃａｓｓａｖａ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９(７): １１７７ － １１９０．

［５６］ＫＡＷＡＫＡＭＩ, Ｍ,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Ｔ Ｊ,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ＤＥ-ＪＥＴＲＯ Ｓｅｒｉｅｓ, Ｐａｌ-
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５７］ＫＯＯＰＭＡＮ, Ｒ Ｂ, ＷＡＮＧ Ｚ, ＷＥＩ Ｓ Ｊ,２０１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ｎ-
ｔｅｎｔ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ｗｈｅ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９９(１): １７８ － １８９．

［５８］ＫＯＯＰＭＡＮ, Ｒ Ｂ, ＷＡＮＧ, Ｚ, ＷＥＩ, Ｓ Ｊ,２０１４．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ｒｏｓ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４(２):

４５９ － ４９４．

［５９］ＬＩＮ, ＹＩＦＵ,２００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ｎ-
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５１(２): ２７６ － ３０８．

［６０］ＬＯＷ, Ｐ,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 ／ ＥＬＭＳ Ｄ,

ＬＯＷ 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Ｆｕ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ａｓｅｋ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 Ｎｅｇｏｔｉａ-
ｔｉｏｎｓ:６１ － ８１．

［６１］ＬＥＶＣＨＥＮＫＯ, ＡＮＤＲＥＩｉ Ａ,ＪＩＮＧ Ｚ,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７８:９６ － １１１．

［６２］ＬＥＭＡ ＱＵＡＤＲＯＳ, ＳＣＨＭＩＴＺ,２０１５．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ｓ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４４ (７):

１３７６ － １３８６．

［６３］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７１: １６９５ － １７２５．

３４１



［６４］ＭＵＤＡＭＢＩ Ｒ,２００８．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
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８(５): ６９９ － ７２５．

［６５］ＭＵＲＡＤＯＶ,ＫＩＲＩＬＬ,２０１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Ｍｉｎ-
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６６］ＭＵＲＡＤＯＶ, ＫＩＲＩＬＬ,２０１７．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６７］ＭＡ Ｈ, ＷＡＮＧ Ｚ, ＺＨＵ Ｋ,２０１５．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ｉｒｍ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３:３ － １８．

［６８］ＯＬＤＥＮＳＫＩ, ＬＩＮＤＳＡＹ,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ｓｈｏｒｉｎｇ ｂｙ Ｕ．

Ｓ．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３１: ５ － ２１．

［６９］ＰＯＲＴＥＲ, Ｍ Ｅ, １９８５．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Ｉｎｃ．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７０］ＰＡＬＰＡＣＵＥＲ Ｆ,２００８．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Ｂａｃｋ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

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７

(３): ３９３ － ４１９．

［７１］ＰＯＮＴＥ Ｓ, ＧＩＢＢＯＮ Ｐ,２００５．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４(１): １ － ３１．

［７２］ＰＩＥＴＲＯＢＥＬＬＩ Ｃ, ＲＡＢＥＬＬＯＴＴＩ Ｒ,２０１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Ｍｅｅ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３９(７): １２６１ － １２６９．

［７３］ＰＩ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Ｉ Ｒ, ＲＵＢíＮＯＶÁ Ｓ,２０１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

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ＷＴＯ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７４］ＲＡＭ Ｃ,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Ｋ,２０１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４２(４):， １４１１ － １４４８．

［７５］ＳＨＩＮ Ｎ, ＫＲＡＥＭＥＲ Ｋ Ｌ, ＤＥＤＲＩＣＫ Ｊ,２０１２． Ｖａｌｕ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ｍｉｌ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 ＆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１９(２): ８９ － １０７．

［７６］ＴＯＲＦＩＮＮ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ＢＥＡＴＡ Ｓ,２０１２．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

３４２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９４

(４):９６４ － ９８０．

［７７］ＴＩＭＭＥＲ, Ｍ Ｐ, ＥＲＵＭＢＡＮ, Ａ Ａ, ＬＯＳ, Ｂ,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Ｓｌｉｃｉｎｇ ｕ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２８:９９ － １１８．

［７８］ＴＡＮＧ Ｈ, ＷＡＮＧ,Ｆ,ＷＡＮＧ Ｚ,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１８６,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Ｒｅ-

ｓｅｒｖ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Ｄａｌｌａｓ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７９］ＷＡＮＧ, Ｚ, ＷＥＩ, Ｓ Ｊ, ＺＨＵ, Ｋ,２０１３．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ｏｒ ｌｅｖｅｌ．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Ｎｏ．

１９６７７, 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ｂｅｒ． ｏｒｇ ／ ｐａｐｅｒｓ ／ ｗ１９６７７．

［８０］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ＺＨＵ,２０１７．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８１］ＷＡＮＧ Ｚ, ＷＥＩ Ｓ Ｊ, ＹＵ, Ｘ,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３２２２．

［８２］ＷＥＩ, Ｓ Ｊ, ＸＩＥ Ｚ, ＺＨＡＮＧ Ｘ Ｂ,２０１７． Ｆｒｏｍ“Ｍａ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ｏ“Ｉｎ-

ｎｏ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３１(１): ４９ － ７０．

［８３］ＹＩ, Ｋ Ｍ,２００３． Ｃａｎ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１１１(１):５２ － １０２．

［８４］ＹＩ, Ｋ Ｍ,２０１０． Ｃａｎ 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ｂｉａ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０(１):３６４ － ３９３．

［８５］ＹＥ Ｍ, ＭＥＮＧ Ｂ, ＷＥＩ Ｓ Ｊ,２０１５．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ｓｍｉｌｅ ｃｕｒｖ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

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Ｄ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５３０．

［８６］ＺＨＡＮＧ Ｆ,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Ｋ Ｓ,２０１６．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Ｖ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９４:１９１ － ２０３．

［８７］ＤＡＩ Ｍ, ＭＡＩＴＲＡ, Ｍ, Ｙｕ Ｍ,２０１６． Ｕｎ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２１:１７７ － １８９．

［８８］ＧＩＲＭＡ, ＳＯＵＲＡＦＥＬ,２０１８．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３４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８９］ＫＵＭＭＲＩＴＺ Ｖ,２０１６． Ｄ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ｃａｕ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ＣＴＥＩ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Ｎｏ． ２０１６ － ０１． Ｇｅｎｅｖａ: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９０］ＫＵＭＭＲＩＴＺ Ｖ, ＴＡＧＬＩＯＮＩ, Ｄ, ＷＩＮＫＬＥＲ, Ｄ,２０１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ｕｐｇｒａ-

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ｇａｉｎ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８００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９１］ＬＯＰＥＺ Ｇ Ｊ,２０１６． Ｕｓ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ＡＤ ／ ＴＣ ／ ＷＰ(２０１５)２５ ／ ＲＥＶ１ ／ ＰＡＲＴ１． Ｐａｒ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９２］ＭＥＮＧ, ＢＯ, ＷＥＩＱＩ ＴＡＮＧ,２０１８．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９３］ＳＴÖＬＬＩＮＧＥＲ, ＲＯＭＡＮ,２０１８． Ａｓ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ｎｄ 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９４］陈爱贞，刘志彪． 决定我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因

素———基于各细分行业投入产出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１ （４）：

１１５ － １２５．

［９５］陈雯，李强．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我国出口规模的透视分析———基

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 财贸经济，２０１４ （７）：１０７ － １１５．

［９６］戴翔，张二震． 我国增长新阶段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发展：目标、

路径及战略．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２０１５ （５）：８２ － ９１．

［９７］段玉婉，蒋雪梅，祝坤福，等． 我国对美、欧、日货物出口对我

国经济的影响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２ （４）：５８ － ６３．

［９８］樊茂清，黄薇．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

究． 世界经济，２０１４ （２）：５０ － ７０．

［９９］黄永明，何伟，聂鸣．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的升

级路径选择．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６ （５）：５６ － ６３．

３４４



［１００］黄建忠，杨扬． 服务贸易壁垒测量的体系与框架． 亚太经济，

２００９ （１）：４９ － ５３．

［１０１］黄建忠，胡懿，赵玲．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基于劳

动力成本上升的视角． 国际商务研究，２０１７，（２）：５ － ２１．

［１０２］黄建忠，吴超． 国际服务贸易摩擦研究：现状、特点与成因． 国

际贸易问题，２０１３ （９）：９２ － １００．

［１０３］黄建忠，庄惠明． 全球化与区域集团化互动效应的实证检验． 国

际贸易问题，２００７，２９１ （３）：４６ － ５２．

［１０４］鞠建东，余心玎． 全球价值链上的中国角色———基于中国行业上

游度和海关数据的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３）：３９ － ５２．

［１０５］金京，戴翔，张二震． 全球要素分工背景下的中国产业转型升

级．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３ （１１）：５７ － ６９．

［１０６］江静，刘志彪． 生产性服务发展与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

级———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南方经济，２００９ （１１）：３６ － ４４．

［１０７］吕文栋． 全球价值链下构建中国中药产业竞争优势———基于中国

青蒿素产业的实证研究． 管理世界，２００５ （４）：７５ － ８４．

［１０８］刘志彪． 中国贸易量增长与本土产业的升级———基于全球价值链

的治理视角． 学术月刊，２００７ （２）：８０ － ８６．

［１０９］刘志彪，张杰． 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

升级的战略思考． 学术月刊，２００９ （９）：５９ － ６８．

［１１０］赖明勇，包群． 关于技术外溢与吸收能力的研究综述———外商直

接投资理论研究新进展． 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３ （８）：７５ － ７９．

［１１１］赖明勇，张新，彭水军，等． 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研究

开发与技术外溢．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２）：３２ － ４６．

［１１２］刘维林． 中国式出口的价值创造之谜：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解析．

世界经济，２０１５ （３）：３ － ２８．

［１１３］刘维林，李兰冰，刘玉海．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

度的影响．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４ （６）：８３ － ９５．

［１１４］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Ｊ Ｌａｕ，陈锡康，杨翠红，等． 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

点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新模型及其应用———中美贸易顺差透视． 中国社

３４５



会科学，２００７，５：９１ － １０３．

［１１５］李跟强，潘文卿． 国内价值链如何嵌入全球价值链：增加值的视

角． 管理世界，２０１６ （７）：１０ － ２２．

［１１６］倪红福，夏杰长． 中国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其变化． 财

贸经济，２０１６，３７ （１０）：８７ － １０１．

［１１７］王华，祝树金，赖明勇． 技术差距的门槛与 ＦＤＩ 技术溢出的非线

性———理论模型及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１２ （４）：３ － １８．

［１１８］潘文卿，王丰国，李根强．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增加值贸易核算理

论综述，统计研究，２０１５ （３），６９ － ７５．

［１１９］盛斌，果婷．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博弈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世界

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４ （１０）：４ － ２１．

［１２０］盛斌，毛其淋． 贸易自由化、企业成长和规模分布．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５ （２）：３ － ３０．

［１２１］盛斌，陈帅． 全球价值链如何改变了贸易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

响和启示． 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１５ （１）：８５ － ９７．

［１２２］唐宜红，林发勤． 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对中国企业出口的适用性

检验． 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ａ （６）：８８ － ９９．

［１２３］唐宜红，林发勤． 服务贸易对中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作用分

析． 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０９ｂ （３）：３ － ８．

［１２４］谢锐，赖明勇，李董辉，等． 东亚国家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动

态变迁研究．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３，３３ （１）：１２５ － １３３．

［１２５］谢锐，王腊芳，赖明勇． 中国钢铁产业关联效应及国际比较分

析． 统计研究，２０１１，２８ （８）：４９ － ５４．

［１２６］熊英，马海燕，刘义胜． 全球价值链、租金来源与解释局限———

全球价值链理论新近发展的研究综述． 管理评论，２０１０ （１２）：１２０ － １２５．

［１２７］王岚． 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 统计

研究，２０１４ （５）：１７ － ２３．

［１２８］徐毅，张二震． ＦＤＩ、外包与技术创新：基于投入产出表数据的

经验研究． 世界经济，２００８ （９）：４１ － ４８．

３４６



［１２９］张辉． 全球价值链动力机制与产业发展策略．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６ （１）：４０ － ４８．

［１３０］卓越，张珉． 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分配与 “悲惨增长”———基于

中国纺织服装业的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８ （７）：１３１ － １４０．

［１３１］姚洋，张晔． 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的动态研究———来自

全国及江苏省、广东省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８ （２）：６７ － ８２．

［１３２］余淼杰． 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和关税减免———来自中国产品面

的证据． 经济学，２０１１ （４）：１２５１ － １２８０．

［１３３］余淼杰，李晋． 进口类型、行业差异化程度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经济研究，２０１５ （８）：８５ － ９７．

［１３４］张二震． 中国外贸转型：加工贸易、 “微笑曲线”及产业选择．

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１４ （７）：１４ － １８．

［１３５］张二震，安礼伟． 关于贸易顺差原因的理论思考． 当代经济管

理，２００９，３１ （４）：１ － ６．

［１３６］张杰，刘志彪． 需求因素与全球价值链形成———兼论发展中国家

的 “结构封锁型”障碍与突破． 财贸研究，２００７，１８ （６）：１ － １０．

［１３７］张杰，刘志彪． 制度约束、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

升级． 当代财经，２００８ （９）：８４ － ９１．

［１３８］张少军，刘志彪． 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动力、影响与

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９ （１１）：

５ － １５．

３４７



３４８








	封面
	版权页
	内文
	前勒口
	书名页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世界经济的新特征：全球价值链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演化
	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的基本类型
	第四节　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内容
	第五节　全球价值链的核算方法
	第六节　全球价值链的实证挑战
	第七节　全球价值链研究发展与展望
	第八节　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引擎作用

	第二章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特征
	第一节　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决定因素
	第二节　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特征
	第三节　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间的生产关联

	第三章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升级
	第一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位置提升
	第二节　中国出口增加值核算及变化分析
	第三节　全球价值链重塑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第四节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中国全球价值链攀升

	第四章　全球分工中的中国力量
	第一节　中国与东亚价值链的重心转移
	第二节　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贡献
	第三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价值获取程度
	第四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与演进
	第五节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国际分工地位的考察
	第六节　中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第七节　OFDI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

	第五章　全球价值链减速对经济的冲击
	第六章　“一带一路”与绿色价值链
	第一节　打造绿色价值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发展新趋势中的位置与作用——“双环流”体系
	第三节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打造绿色价值链的主要任务与挑战
	第四节　“一带一路”发展中中国打造绿色全球价值链“双环流”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书脊
	后勒口

	封底



